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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共服务创新与服务效能

中国公共服务 40 年的政策变迁与创新:
基于知识图谱的分析

郭 　 宁 　 姜晓萍∗

【摘要】 均衡可及的公共服务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社会基石。 论文以 1985—2025 年国家层面的 280 份公共服务政策文件为基础, 绘

制了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知识图谱, 探究了公共服务政策的目标、 变迁与创新。 研

究发现,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经过 “市场化转型—普惠化探索—均等化攻坚—高质

量发展” 的梯度演进, 呈现出需求递进、 价值回归、 合作生产、 技术创新的四维

动态变化规律, 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经验。 研究揭示了中国

公共服务政策演化的内在逻辑, 为优化民生保障制度、 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理论与经验依据。
【关键词】 公共服务 　 政策变迁 　 政策创新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01-18

一、 引言

公共服务是民生保障制度的核心, 增强公共服务均衡性、 可及性是建设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回顾和总结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发展历程与创新经验, 是

阐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民生保障密码的关键钥匙, 是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制度

体系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 学者们围绕公共服务政策, 从政策体系解读、 政策创新扩散、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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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与效能评估等视角 (李宝荣, 2024; 吕芳, 2021; 句华, 2017; 姜晓萍、 康

健, 2020; 翁列恩, 2025) 展开了多维度、 系统化的研究, 形成了兼具理论创新

与实践价值的丰硕成果。 学者们聚焦政策变迁, 主要从公共服务的不同领域梳理

了政策发展脉络。 范国睿 (2018) 回顾了中国教育制度从规制走向赋能的发展历

程; 曹琦、 崔兆涵 (2018) 梳理了从福利化到市场化, 再到民生化、 系统化, 最

后到健康中国的中国卫生政策的范式变迁历程; 姜晓萍、 郭宁 ( 2023) 总结了卫

生服务政策面向数字化转型趋势的价值目标与工具选择; 胡税根、 李倩 ( 2015)
总结了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发展阶段与总体特征; 郑功成 ( 2003) 从贫困人

口救助、 社会保险、 残疾人保障等方面勾勒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轨迹; 郭

俊华等 (2022) 聚焦残疾人集中就业政策, 归纳出从保护扶持到 “放开搞活” 到

“放管结合” 再到统筹完善的变迁历程。 尽管已有学者从公共服务的整体性视角对

政策变迁逻辑和演化规律展开了讨论 (王欢明等, 2025; 姜晓萍、 郭宁, 2020) ,
但选取的政策样本时间跨度较小, 特别是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公共服务政

策的新特征和新趋势有待深入挖掘。 因此, 本文以 1985—2025 年的公共服务政策

为研究对象, 围绕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目标如何构成” “政策主题如何变迁” “政

策如何创新” 三个研究问题展开研究。
要直观呈现公共服务政策的价值目标、 生动描绘政策的整体变迁轨迹、 准确

提炼公共服务政策的创新特质, 就要对各类公共服务政策文本中的核心要素进行

结构化整合与语义关系解析, 因此, 知识图谱为实现研究目标提供了理想工具。
绘制公共服务政策知识图谱能整合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 政策主题等关键要素,
以及它们之间的多维关系, 将海量、 繁杂的政策信息转化为有逻辑、 有条理的知

识体系, 为研究政策的目标、 变迁及创新提供数据支撑与分析基础。

二、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以 “北大法宝” 法律法规库和政府官方网站政策数据库为文本数据来源,
选取 “公共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 为核心检索词, 并依据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体系 “十二五” 规划》 《 “十三五”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等重要政策文件对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 进一步将公共服务的具

体领域纳入检索范围, 具体检索词为 “教育” “医疗卫生” “就业” “社会保障”
“住房” “文化” “体育” “计划生育” “托育” “养老” “社会服务” “优军服务”
“军人” 等, 政策文件时间跨度为 1985 年至 2025 年, 检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本文从主题相关、 文件规范、 政策效力三个方面制定纳入排除标准, 排除具

体领域工作细则等微观操作性文件, 保留涉及公共服务及具体领域核心议题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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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文件; 排除人员安排、 会议纪要等非规范性文本, 保留通知、 意见、 规划、 实

施方案等规范性政策文件; 排除部门内部工作文件, 保留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相

关部委发布的行政法规、 专项规划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文本。 经筛选, 本文

最终确定 280 份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

(二) 文本处理与知识图谱绘制

绘制公共服务政策的知识图谱前, 需要对政策文本进行预处理, 即对政策文

本进行编码, 标注关键数据。 第一, 将发文主体、 政策标题、 发文时间等政策的

外部特征按照分析软件 Citespace 需要的数据格式进行标注。 第二, 采用自然语言

处理与人工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政策主题词提取, 这一步的目的是为政策文本

标注主题词。 具体需要完成三个步骤, 一是分词, 将每份政策文本切分为有意义

的独立单元, 得到大量初始概念; 二是关联与归类, 对每份政策的初始概念词进

行词频统计, 并通过人工阅读确定其所在位置和实际意义, 剔除低频词和与主题

相关度低的词, 按照词义对概念词进行归类, 形成主范畴和副范畴; 三是整合与

提炼, 对每份政策的主范畴进行整合, 从中确定一个能统领其他所有范畴的核心

范畴。 经过以上三个详细步骤, 每篇政策所提炼出的核心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共同作为该政策的主题词。 第三, 将提取出的政策主题词按照 Citespace 需要的数

据格式进行标注。
本文使用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 来绘制公共服务政策的知识图谱, 根据研

究的需要进行主题词共现分析和主题词时间序列分析, 其中主题词共现图呈现的

是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 时区图呈现的是该主题词在政策文本中首次出现的时

间, 二者可以直观展现我国公共服务政策的主题结构与时间趋势, 进而用于梳理

和分析我国公共服务政策的主题演进规律。

三、 中国公共服务的政策类型与价值目标

(一)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类型

政策类型的划分是政策研究的基础, 学界已形成了不同的政策类型划分理论

与方法。 例如, 按照权力运行的方式可划分为分配政策、 规制政策、 构成性政策、
再分配政策 ( Lowi, 1972) , 按照政府作用范围可划分为配置政策、 融资政策、 绩

效政策等 (魏姝, 2016) , 都为公共政策的划分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思路。 但

公共服务政策相较于其他公共政策而言, 具有涉及范围广、 领域多、 结构复杂等

特点, 经典的公共政策类型划分方式难以准确地呈现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内容结

构, 也难以系统地呈现政策体系的变迁趋势, 因此需要在充分考虑公共服务政策

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方法的调适。 一方面, 需要明确公共服务的领域, 基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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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 “是什么” 来厘清公共服务政策 “管什么” ; 另一方面, 需要明确政策的

功能, 基于政策 “要做什么” 来理解公共服务政策 “怎么管” , 从而深刻理解中

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内容构成和决策变化。

1. 按照政策功能划分

按照政策功能的不同, 公共服务政策可划分为指导型、 执行型和专项型。 指

导型政策是指对公共服务具有全局部署和全面指导性质的政策文件, 如 《 “十四

五” 公共服务规划》 。 执行型政策是指对公共服务具有落实推进和具体执行性质的

政策文件, 如 《 “十三五” 社会服务兜底工程实施方案》 《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

动方案 (2025—2027 年) 》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 专项型政策是指聚焦某

一具体公共服务领域的政策文本, 如 《 “十四五” 文化发展规划》 。
按政策功能划分的各政策文本频数如图 1 所示。 频数统计结果表明, 公共服

务以专项型政策聚焦重点领域, 以执行型政策解决关键问题, 具有鲜明的问题导

向, 并且越来越重视通过指导型政策的引导功能来提升政策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其中, 专项型政策占比最高, 特别是在 2002 年之前, 公共服务基本上是按领域进

行部署和实施的, 这种分领域各自推进的模式有利于提升特定领域的服务效能,
但缺乏对政策体系的整体性建构, 存在系统性整合不足的风险。 执行型政策占比

较高, 反映了对政策实施环节的强化。 指导型政策的引导作用日益凸显, 特别是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的发布使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呈现出

规划引领、 梯度递进的新特征。 政策类型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公共服务政策逐渐体

系化的过程, 体现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公共服务政策的整体统筹, 即通过顶层设

计和系统推进, 规避和解决碎片化带来的重复建设、 信息壁垒、 发展失衡等问题,
从而提升整体治理效能和服务质量。

图 1　 公共服务政策文本类型的频数 (按政策功能分)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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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照公共服务领域划分

按照公共服务领域的不同, 可依据 《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的民生保障

目标和指标类别, 将公共服务的政策文本划分为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 弱有所扶、 优军服务有保障、 文体服务有保障

九大具体领域。 此外, 本文将面向公共服务全局的或涉及多个公共服务领域的政

策文本, 划分为公共服务综合性政策。
按公共服务领域划分的各政策文本频数如图 2 所示。 频数统计结果表明, 公

共服务的重点领域突出, 服务范围逐步扩大, 形成以保基本为主线任务、 服务内

容动态调整的特征, 体现出公共服务政策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同步性。
其中, 文体服务有保障和学有所教的政策占比最高, 反映了国家一直以来高度重

视教育、 文化, 强调通过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通过文化凝聚精神力量从而为社会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病有所医和弱有所扶的政策

占比较高, 凸显了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在公共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对弱势群

体的倾斜性支持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要求。 此外, 公共服务政策所涵盖的

领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并逐步扩大。 例如, “十二五” 规划强调学有所教等

“五有” 的基本要求, “十三五” 规划以清单的形式将基本公共服务细分为基本公共

教育等八大领域 81 个具体项目, “十四五” 规划在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的基

础上明确了公共服务主要涵盖包括幼有所育等九大领域, 并进一步提出公共服务包

括基本公共服务和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两类, 生活服务是公共服务体系的有益补

充。 政策领域类型的变化过程反映出我国民生改善的过程, 体现了筑牢兜实基本公

共服务底线、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多层次回应民生需求的政策设计思路。

图 2　 公共服务政策文本类型的频数 (按服务领域分)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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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价值目标

为了直观呈现公共服务政策的主题聚焦情况, 从中识别政策的价值目标, 本

文运用 Citespace 绘制了公共服务政策的主题词共现网络图 (见图 3) 。 主题词共线

分析具有直观高效的优点, 而且科学编码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研究的主观偏差,
是对传统文本分析方法的有益补充。 如图 3 所示, 政策形成了以 “人民” “公平”
“高质量” 等政策价值目标为引领, 以 “城乡” “基层” 为政策重点, 运用 “标准

化” “数字化” “公共财政” 等政策工具, 向 “教育” “社会保障” “医疗” “公共

文化” “体育” “就业” “住房” 等政策关键领域辐射的政策主题格局。

图 3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主题词共现网络 (1985—2025 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通过对政策主题词的聚类分析, 本文提炼出中国公共服务政策 “人民至上、
均衡可及、 优质共享” 的价值坐标。 “人民至上” 作为根本宗旨, 强调公共服务

必须始终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均衡可及” 的价值追求确保城乡间、 区域间、 不同人群间都能

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 “优质共享” 的目标定位旨在让高

质量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1. 人民至上,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人民至上是中国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根本价值导向。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建

设始终强调人民是公共服务的核心主体与最终受益者, 政策制定以人民需求为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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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供给以人民福祉为归宿, 绩效评估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尺, 彰显 “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的理念; 始终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 要求公共服

务动态调整以响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 高阶化需求变迁, 构建 “民有所

呼、 政有所应” 的制度化通道。 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能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民真

实需要的结构性契合, 是中国共产党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生治理效能的基本经验。

2. 均衡可及,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均衡可及是公共服务政策体系的基础价值目标。 在空间上, 要求破除区域壁

垒与城乡分割, 实现公共服务资源的全域覆盖, 消除地理空间导致的获取障碍;
在服务对象上, 要求关注弱势群体的制度性保障, 构建兜底型、 普惠型、 发展型

相结合的多层次服务网络, 使残疾人、 低收入者、 老年人等群体能获取基本公共

服务; 在质量基准上, 要求确立公共服务最低限度标准, 强化对政府供给责任的

刚性约束, 保障所有人能享有符合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质量的服务。 均衡可及的价

值体现了追求公平正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 通过空间均衡与群体补偿

来矫正市场分配的缺陷, 为高质量发展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3. 优质共享,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优质共享是公共服务政策在当前阶段的重点价值目标。 在质量提升方面, 强

调服务水平的提高和服务质量的升级, 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在全

民共享方面, 强调运用数智化手段破除城乡、 区域及群体间的服务获取壁垒, 确

保高质量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在动能转换方面, 强调公共服务与经济社

会发展的良性互构, 使公共服务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推进公共服务

优质共享, 通过共享机制缩小发展差距, 通过质量提升回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

期待,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

四、 中国公共服务的政策变迁与规律

(一)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变迁轨迹

为了勾勒出我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发展与变迁轨迹并发现其规律, 本文绘制了

公共服务政策的主题时区图, 如图 4 所示。 在早期, 公共政策以探索 “义务教育”
“社会保障” 等领域的主体关系为重点, 着力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形成 “政

府主导” “社会力量” “民生” “服务体系” 等高频词。 此后, 政策开始更加关注

“公平” “均衡” “均等化” , 并通过 “标准化” 建设稳步推进公共服务事业的发

展。 近年来, 政策主题转向公共服务的 “高质量” 发展, 通过 “数字化” 等方式

来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个性化、 高品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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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主题词时区图 (1985—2025 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政策主题词的时间趋势分析表明, 我国公共服务政策可以分为
 

“市场化转型—
普惠化探索—均等化攻坚—高质量发展” 四个阶段。 其中, 市场化聚焦 “谁供

给” , 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问题; 普惠化聚焦 “有没有” , 解决公共服务

的可及性问题; 均等化聚焦 “公不公平” , 解决人人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问

题; 优质化聚焦 “好不好” , 解决公共服务质量高低的问题。 各阶段的递进式发展

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节奏同频, 本质上是因为公共服务与国家发展具有内在的

一致性, 即通过公共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的, 而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是公共服务范围、 水平和质量稳步有序提升的物质基础。 因此, 准确把握民

生与发展的关系是理解公共服务政策变迁的前提。

1. 公共服务市场化转型阶段

改革开放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活力, 为了建设适

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 自 1985 年起, 国家先后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 《国务院关于企

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 等文件, 公共服务开启了市场化转型之路。
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是探索公共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转型路径, 旨在满足

快速工业化、 城镇化背景下人们对公共服务资源和产品的迫切需求。 一方面, 允

许多种所有制并存, 支持社会资金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例如, 鼓励和支

持社会力量办学, 打破计划经济时期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的单位统筹型、 国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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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型模式。 另一方面,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强调效率优先。 例

如, 推进住房制度改革, 从公房实物分配向市场化、 货币化转变。
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 打破了政府单一供给模式, 初步构建了多元主体

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显著扩大, 供给效率明显提升。 但

是, 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 一些政府部门出现了 “一放了之” 的倾向, 一些公共

服务领域从政府统揽变为政府缺位。 此外, 市场化转型还面临着效率与公平的价

值冲突。 例如, 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凭借其财政优势快速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
而欠发达地区则因财力薄弱陷入 “低水平循环” , 城乡差距明显。

2. 公共服务普惠化探索阶段

为了处理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与市场、 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 解决公

共服务的可及性问题, 2002 年起, 国家先后发布了 《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

纲要 (2001—2010 年) 》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等文件, 开始探索公共服务普惠化供给的路径。
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是强化政府职能, 引导公共服务资源向基础薄弱的农村

倾斜, 旨在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保障网, 缓解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社会分化。 在

卫生医疗领域提出 “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 的目标,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 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在劳动就业增收领域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科

技服务、 土地与税费政策服务、 农村金融服务、 就业与社会保障服务; 针对农民

工群体构建了农民工权益保障政策框架, 这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向服务保障转变。
强化政府责任与扩大农村投入, 推动公共服务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导向, 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在市场化转型阶段形成的供给失衡矛盾。 尽管提出了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原则和目标, 但在政策执行中还存在权责划分模糊、 资源配置分散、
监管评估脱节等问题, 实施效果仍有待提升。

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阶段

为了解决人人平等享有公共服务的公平性问题, 国家通过体系化和标准化建

设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体系化建设的开始以 2012 年 7 月国务

院印发的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 规划》 为标志, 此后, 国家相继出

台 《文化部 “十二五” 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全国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纲要 (2015—2020 年) 》 《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等文件,
基本形成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顶层设计。 标准化建设的开始以 2017 年 1 月国

务院印发的 《 “十三五”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为标志, 此后, 国家相

继出台 《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 公共服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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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均等化攻坚阶段。
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是以体系化和标准化建设攻克公共服务公平、 可及的难

题, 旨在破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障碍, 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
区域、 群体间的差距。 针对公共服务碎片化导致的不均衡问题, 强化了制度的一

体化设计, 推动了公共资源向服务能力和水平薄弱的地区倾斜。 针对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实现程度不高的问题, 国家建立并持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标准体系,
明确在各个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 创新基本公

共服务标准实施机制,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深入贯彻落实提供了条件。
体系建设和标准制定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扫除了体制机制障碍, 公

平价值得以实现并进一步深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日益呈现出多元化、 层次化、 品质化的特征, 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公共

服务在实现公平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优质化发展迈进。

4. 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来, 为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新要求, 达到人人满意的公共服务质量, 公共服务迈向提质增效的新时期。 以

2021 年 12 月发布的 《 “十四五” 公共服务规划》 为开端, 国家层面相继出台 《关
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 2024—2035
年)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 《关

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 等文件, 公共服务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是在均衡可及的基础上实现公共服务的提质增效, 旨在

通过推进服务供给的精准化、 智慧化、 多元化, 实现服务供给从 “有” 向 “优”
的跨越性提升。 例如, 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着力解决关键领域的人才缺口、
素质教育实施不充分等深层次矛盾, 全方位提升新时代教育质量; 推进医保在

“广覆盖” 的基础上向 “精准保障” 转型, 满足人民的个性化需求; 为应对人口

老龄化挑战, 建立渐进式延迟、 弹性选择的退休制度, 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从试

点转向全面实施, 并提出发展银发经济, 增进老年人福祉。

(二)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变化规律

中国公共服务从 “有没有” 到 “均不均” 再到 “好不好” 的历史性跨越, 呈

现出从保生存到促发展的公众需求导向, 从效率优先到机会均等的公共价值导向,
从政府主责到多元协同的合作生产导向, 从人工回应到数智驱动的技术创新导向

等变化规律。

1. 从保生存到促发展的公众需求导向

人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变化是公共服务政策持续优化的原生动力。 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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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使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经历了从保障基本生存到提升生活

品质的显著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 面对物质资源较为匮乏的现实条件, 人民对公

共服务的需求层次相对较低, 教育领域重点普及基础教育, 医疗卫生服务聚焦传

染病防治和基本医疗, 公共服务旨在为全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 随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深入推进, 国家开始部署社会

保障体系、 现代国民教育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等, 缓解人民需求与公共服务供给

不足之间的矛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的均衡可及成为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要任务。 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品质生活

成为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新期待, 为回应这一需求变化, 公共服务政策开

始从 “增量扩张” 转变为 “提质增效” 。 从 “温饱” 到 “小康” 再到 “高品质生

活” , 公共服务政策需求导向的变迁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从效率优先到机会均等的公共价值导向

价值导向的变迁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回应, 也是国家治理理念

深刻变革的体现。 改革开放初期, 面对经济发展滞后的严峻挑战, 公共服务政策

的价值导向呈现出明显的效率优先特征。 这种效率优先的价值导向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它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支撑, 但也带来了公

共服务区域失衡和群体差距等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社会结构的

转型, 公共服务政策的价值导向开始从追求效率转向注重公平。 在公平价值的导

向下, 政策聚焦缩小城乡、 区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公共服

务政策的价值进一步聚焦机会均等, 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不仅

保障制度层面的平等权利, 更注重消除实际影响获取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种隐性障

碍, 通过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向着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向演进。

3. 从政府主责到多元协同的合作生产导向

治理主体关系的结构性变革既是对社会需求复杂化与公共服务精细化的必然

回应,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实践深化。 我国公共服务供给

模式经历了从政府单一主责到多元主体协同生产的根本性重构。 早期的公共服务

体系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政府模式, 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 通过行政指

令配置资源, 直接提供服务, 承担从政策制定到执行监督的全链条责任。 这种模

式虽在短期内保障了基础服务覆盖, 却因财政压力加剧、 服务效率低下、 供需错

位等问题日益凸显其治理瓶颈。 改革开放后, 公共服务政策开启了市场化与社会

化探索,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的政策号召是主体结构变革的起点。 党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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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以来, 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推动公共服务政策逻辑向合作生产深刻转型。 一

方面强调主体关系平等化, 通过权责清单厘清政府边界, 确立企业、 社会组织、
公众的参与地位, 形成政府主导、 市场赋能、 社会补充、 公众参与的网状结构;
另一方面以数字平台打通主体协作壁垒, 推动组织协同。 这一转型重构了公共服

务生产关系, 形成了多元价值共创的治理生态。

4. 从人工回应到数智驱动的技术创新导向

技术革新是驱动公共服务政策变迁的重要引擎, 不仅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给效

率, 还重塑了公共服务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 受限于当时的技

术条件, 公共服务主要依靠人工操作和纸质办公, 信息传递速度慢, 服务流程烦琐,
“门难进、 脸难看、 事难办” 的问题突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推进,
公共服务开始进入信息化应用阶段。 一方面, 通过建立各类业务信息系统, 公共服

务实现流程标准化和规范化; 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建设政府网站和在线服务平台,
实现信息公开和简单业务办理功能。 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将传统线下业务搬到线上,
尚未真正触及组织结构和治理模式的深层次变革。 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数字技术开始成为重塑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性力量, “互联

网+” “数据要素×” 等技术融合应用驱动了公共服务流程再造, 打破了部门壁垒,
增强了公共服务的整体性和协同性。 “十四五” 以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需求研

判、 主动服务、 精准供给成为可能, 公共服务方式开始发生深刻变革。 为加速公共服

务的数智化转型, 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 优先采购、 试点示范项目等方式, 直接激

励地方政府和部门运用数智技术探索创新应用。 例如, 在数智养老领域, 政策鼓励部

署智能监护设备、 AI (人工智能) 陪伴机器人, 实现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实时监测与

主动关怀; 在数智卫生服务领域, 政策鼓励医疗机构应用 AI 辅助诊断、 远程会诊。

五、 中国公共服务的政策创新

中国公共服务的政策创新引领和见证了中国人民从保障生存需求到追求美好

生活的奋斗历程。 从过去的服务匮乏到如今的高质量发展, 从缺医少药到建设健

康中国, 从 “上学难、 上学贵” 到迈向教育强国, 从多元文化冲击到文化自信,
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空窗到基本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

国公共服务 40 年政策创新的成功经验在于其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渐进式的目标设

定、 强有力的规划引领、 标准化的均等化路径、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以及重视评

估持续改进的工作机制。

(一) 坚持系统思维集成推进

系统推进是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方法论基础与实施方略, 强调通过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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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整合跨部门、 跨层级、 跨区域的资源与职能, 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从分散走向集成。
这一理念贯穿于制度建设、 流程再造、 技术赋能的全过程, 旨在解决资源配置不均、
重复建设、 服务割裂等问题, 以提升公共服务的整体性、 协同性和可持续性。

系统思维指导下的集成推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制度建设为保障, 构

建系统化的公共服务框架和标准体系。 政府通过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和体系建设, 建

立了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制度, 初步形成了涵盖 9 大领域 22 类服务事项的基本公共服

务标准体系, 实现了全国服务项目同单、 保障标准同线。 二是以放管服改革为突破

口, 再造业务流程, 推进部门协同, 提升服务便捷度。 例如, 浙江率先启动的 “最
多跑一次” 改革, 通过流程再造打通部门间数据协同和共享壁垒, 显著降低了获取

公共服务的成本 (郁建兴等, 2021); 上海围绕 “高效办成一件事” 目标, 推出 27
个 “一件事” 集成服务, 平均减少 70%环节、 58%时间、 77%材料、 72%跑动 (上
海市审改办, 2022)。 三是将数字政府建设作为系统集成的技术底座, 推动公共服务

从 “分散供给” 向 “一体化” 升级。 例如, 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托区域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推动医疗机构与医联体数据互联互通, 浙江省在其指导下搭建检查检验数据互

通互认平台, 累计互认 2208. 41 万次, 直接节省医疗费用 8. 72 亿元 (国务院办公

厅, 2023)。 系统化集成推进的创新实践, 构建了纵横贯通、 多元协同的公共服务体

系, 有效避免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大幅提升了服务供给的整体效能, 为破解公

共服务碎片化难题提供了数字治理和整体治理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二) 坚持政策目标逐步递进

渐进式发展是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重要特征, 其核心在于通过政策目标

的阶段演进, 逐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避免一蹴而就的冒进风险。 这一

路径既体现了政府对发展规律的尊重, 也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公共服务的政策目标实际上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在民生领域的具

象化, 因此, 公共服务政策目标的阶段性调整本质上就是对国家发展现实需求的

动态响应。 例如, 早期以市场化转型为政策目标就是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对提

升服务效率需求的响应。 此后, 以普惠化探索为政策目标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密切

相关, 国家需要重点破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面临的政府与

市场关系失衡、 效率与公平价值博弈的问题, 体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就是要缓解市

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共服务供给失衡矛盾。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

与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关, 国家聚焦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强调小康

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 体现在公共服务领域就是要通过补短板、 强弱项来保障人

民公平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 面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 公

共服务开始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目标。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心

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近平, 2022) ,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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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部署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国家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新华网, 2024) , 体现在公共服务领域

就是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 需要注意的是, 政策目标的阶段性演化并非新目标对旧目标的否定, 而是在

坚持根本价值目标的基础上, 根据发展进程所处的新阶段、 产生的新矛盾、 暴露

的新问题所作出的具有新特征的时代表达。 目标之间是一脉相承的, 前为根基,
后为延续, 市场化转型为普惠化探索构建了公共服务多元供给网络, 普惠化探索

又为均等化实践提供经验、 奠定制度基础, 优质化推进则是在均等化实践夯实的

公平底板上深化服务品质。 政策目标的每一次演进既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内

核, 又通过政策工具创新破解发展中的新矛盾, 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守正

创新的治理哲学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

(三) 坚持规划引领和统筹谋划

公共服务规划是中国公共服务创新的重要制度工具, 以五年规划为核心, 构

建从国家专项规划到地方实施方案的层层传导体系, 将宏观战略目标转化为可操

作、 可量化的具体任务。 以国家规划引领公共服务发展, 一方面能立足公共服务

的长远发展需求, 精准识别服务缺口, 科学研判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能通过明确

的目标任务确保执行效果, 形成连续性的政策优势。
十四个 “五年规划 (计划) ” 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 而民生

建设始终是其中最关键、 最核心的元素 (唐任伍、 杨雨杉, 2023) 。 在 “十二五”
“十三五” “十四五” 公共服务专项规划的引领下, 我国公共服务实践有序展开。
首先, 构建起覆盖全民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在基本公共服务的 “七有

两保障” 九大领域不断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 其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

断提高, 随着基本公共服务资源持续向基础薄弱地区和重点人群倾斜, 基本公共

服务的差距持续缩小。 例如, 2024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

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巩固并稳步提高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
浙江省教育厅在浙教办函 〔2025〕 58 号文件中明确提出 “为持有居住证的农民工

随迁子女 100%提供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 促进教育公平。 最后, 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和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种以规划引领

公共服务改革创新的做法, 为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目标一致、 资源协同、
执行高效的行动指南。

(四) 坚持以标准化推进均等化

标准化是中国公共服务破解区域差距、 城乡差异的关键手段。 其本质是以标

准化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规范化、 资源配置均衡化、 质量管控精细化, 通过统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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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内容、 流程、 设施和评价尺度, 来消除因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服务鸿沟。 这一路

径既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底线公平, 又为个性化、 高品质服务预留了弹性空间,
形成均等不平均、 普惠有差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模式。

以标准化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制度创新,
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是强调构建国家层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框架。 自 2018
年发布 《关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来, 国家层面相继

出台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工程工作方案》 , 制

定国家标准, 统一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核心项目、 服务对象、 服务内容、 质量底

线和政府支出责任, 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提供了 “基准线” 和 “度量

衡” 。 二是以标准的动态调整深化均等化的实现程度。 一方面通过增项目、 提标

准、 扩范围来稳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 另一方面通过细化和调整政

府部门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的公平公正。 坚持以标准化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构建了从国家基准到地方落地的多层次、 可操作的

公共服务规范治理框架, 显著提升了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服务供给的公平性, 体

现了运用制度化、 规范化手段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的中国智慧。

(五)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坚持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的辩证统一是公共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这是指在充分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财政负担能力的基础上, 公共服务供给既关注、
回应群众的呼声, 统筹各渠道资源, 稳妥有序地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又合理

引导社会预期, 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公共服务的保障和改善既要有尽力而为的进取精神, 也要有量力而行的务实作

风。 在实践中, 一方面, 政府积极回应民生期盼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建立起服务

标准渐进提升的机制。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收入增长及民众需求升级的趋势,
适度地、 阶梯式地扩大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覆盖范围, 提高保障标准, 确保民生改

善的步伐积极稳健。 例如, 在义务教育方面, 1985 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 要求城市等较发达地区在 1990 年左右完成初中教育的普及, 中等发展程度

的镇和农村先普及小学教育, 并在 1995 年左右普及初中教育; 2003 年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强调加快推进 “两基” 攻坚, 要求到 2007 年

西部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要达到 85%以上, 青壮年文盲率降到 5%以

下; 2016 年 《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 要求到 2020 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壁垒; 2025 年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 强调办强办优基础教育, 要求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探

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另一方面, 公共服务政策立足现实国情和经济发展状况,
强化财政可承受性的硬约束。 在政策制定与调整环节, 政府充分考虑中长期财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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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嵌入风险评估机制, 明确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分担比例, 确保新增公共服务支出

责任与可用财力严格匹配。 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辩证统一不仅有助于规避福利刚

性扩张所引发的财政不可持续风险, 确保公共服务体系长期稳定运行, 还在实践层

面深刻诠释了中国立足国情、 实事求是推动民生福祉稳步提升的治理哲学, 为公共

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精准施策与动态平衡的中国经验。

(六) 重视政策评估与持续改进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创新将政策评估作为提高政策执行效能、 提升服务质量的

关键环节, 强调构建清晰的评价目标、 科学的评价指标以及制度化常态化的动态

监测机制, 全面审视政策从设计制定、 执行落实到价值实现的全过程, 将政策评

估结果作为调整政策、 优化资源配置的直接依据。
以政策评估促进服务改进, 一是围绕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制定科

学的指标体系。 均衡性指标聚焦于缩小城乡间、 区域间、 人群间的服务差距, 可

及性指标关注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方便、 快捷地获得所需的基本公共服务。 例如,
浙江海盐县构建了县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评价指标体系, 为测量县域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程度提供了方案。 二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与可及性

的动态监测机制, 通过定期收集数据、 分析进展、 评估效果, 政府能及时发现并

解决公共服务政策存在的问题, 调整完善政策措施。 例如, 成都市高新区构建了

基本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和数据库, 为公共服务的动态调整提供技术支撑和现实依

据。 重视政策评估、 以评促改的经验做法不仅有利于政策执行与政策目标的匹配

与优化, 而且重塑了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范式, 标志着公共服务政策从 “经验决

策” 向 “数智决策” 的范式跃迁。

六、 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系统回顾了 1985—2025 年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演进历程, 基于对 280
份国家层面政策文本的知识图谱分析, 回答了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的目标构成、 主

题变迁与创新路径等核心问题。 40 年来, 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经历了从 “市场化转

型” 到 “普惠化探索” 到 “均等化攻坚” 再到 “高质量发展” 的梯度演进。 其内

在动力源于公众需求从保障生存到品质生活的升级, 价值取向从效率优先向机会

均等的调整, 治理模式从政府包揽向多元协同的转型, 以及技术应用从人工回应

向数智驱动的跃迁。 这一变迁轨迹生动诠释了公共服务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同频

共振的内在逻辑。 研究进一步提炼出中国公共服务政策创新的六大核心经验, 这

些经验体现了立足国情、 循序渐进、 坚守公平与注重实效的治理智慧, 为理解具

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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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其绘制了中国公共服务政策知识图谱, 用可视化的方

式直观呈现了政策目标、 政策主题等关键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多维关系, 揭示了

政策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和多维变化规律, 有助于理解公共服务政策的复杂演化过

程。 本研究提炼了系统性的顶层设计、 渐进式的目标设定、 强有力的规划引领、
标准化的均等化路径、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 以评促改的工作机制等中国公共服务

政策创新经验, 为公共服务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财政约束、 数智化应用等新情境

和新变量提供了经验参考和实践启示。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本研究主要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

公共服务发展的政策重点和演进逻辑, 为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需要在政策分

析的基础上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 需要在全球公共治理变

革的背景下开展中外比较研究, 进行理论对话, 辨析中国公共服务发展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 努力构建中国公共服务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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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民距离如何影响公民满意度:
基于全国代表性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杜 　 娟 　 李子妍 　 朱旭峰∗

【摘要】 在政府绩效不断优化的今天, 如何进一步提升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 对政民互动的关注超越了传统以公共

服务绩效为核心的解释框架, 促使学界对公民满意度的有效解释更多地聚焦于公

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政民合作关系。 论文以 “政民距离” 为核心概念, 将其定义

为公民基于与政府机构的时空疏离度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社会差异性所形成的复合

性心理感知, 并深入探讨其对公民满意度的影响机制。 论文基于竞争性理论推演

提出三组理论假设, 并结合 2019 年 “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与手工收集的额外

信息, 分析了空间距离、 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对公民满意度的影响。 研究发现:
第一, 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越远, 公众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越

高, 而政民社会距离的缩小并未带来公民满意度的提升。 第二, 政民距离通过期

望调整与认知重构两种机制作用于满意度。 第三, 政民距离的影响随着个体政治

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 论文为决策者提供了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公民满意度来源的

新视角, 有助于更精准地把握和响应公民需求。
【关键词】 心理距离 　 政民距离 　 公民满意度 　 认知重构 　 公众期望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19-19

一、 引言

过去几十年间, 以绩效为导向的政府改革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
已成为解释公民满意度形成的主流框架 (李文彬、 何达基, 2016)。 随着政府治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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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革新与政民关系的不断发展, 公民满意度的形成既受政府客观绩效产出的影响,
更与政民接触和互动过程密切相关 (杨静、 孔繁斌, 2025; 王丽丽、 马亮, 2023;
Nie

 

&
 

Wang, 2023)。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必须

坚持人民至上”, 这内在地要求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深度对话与协同合作, 使公民

在与政府部门互动中感受到理解和尊重。 在此背景下, 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政民互

动的新模式 (孙志建, 2022; 张友浪、 朱旭峰, 2020), 以期通过拉近政府与公民

之间的距离来凝聚民心, 但我们对其过程机制与效果仍知之甚少。
既有研究对政民互动与公民满意度的关系展开了有益探索, 但仍存在关键的

知识空白。 其一, 西方学者提出的官僚邻近性、 政民接触等相关概念发源于西方

国家结构和治理实践, 在联邦制政府结构中更具解释力。 在此类体制下, 地方政

府因其明确的事权划分, 能更直接地代表和服务于较小地理单元 ( Porumbescu,
2017; Hillen

 

et
 

al. , 2025) , 而将上述概念简单移植易产生语境错位。 其二, 现有

文献多聚焦于政民互动的客观行为, 忽视了公众主观感知可能发生的偏差。 具体

而言, 在信息过滤、 归因偏差等认知心理机制的作用下, 公众认知会被持续重塑,
并可能逐步偏离实际互动体验。 这导致当前研究难以解释公共治理中的一个客观

现实, 即各类政民互动创新虽提升了服务便利性, 却未能消弭公众在主观满意度

上的分化。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变革正在重塑政民关系,
亟须学界在概念化和理论建设层面为理解此类公共治理现象寻求新的方案。

为回应上述问题, 本文引入 “政民距离” 作为核心概念, 将其界定为公民在

与地方政府互动中形成的、 对双方关系远近的主观心理感受。 政民距离本质上是

一种心理距离, 体现个体对政府的亲疏与接纳程度。 政府与公民在时空结构和社

会特征等方面的客观差异构成外部条件, 经由个体内在认知过程调节, 进而作用

于公民满意度。 基于这一概念框架, 本文聚焦以下问题: 在中国情境下, 地方政

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如何影响公民满意度? 其不同维度有何差异化效应? 为强化

理论的本土解释力, 本文特别关注中国国家治理的两大结构特征: 其一, “央强地

弱” 的差序信任格局导致公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心理距离出现分化。 地方政府作

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 虽然拥有制度可见性和地理邻近的优势, 但这些优势

可能被心理距离感削弱。 其二, 在行政区划广域化的背景下, 地理距离的扩大未

必直接引发负面评价, 反而可能通过 “距离产生美” 的认知效应提升满意度。
基于对中国政民互动实践的现实观察, 本文对 “政民距离” 概念进行理论建

构, 旨在为深入理解公民满意度的形成机制提供新视角, 从而更有效地解释中国

公共治理中的重要政治心理过程。 本文的潜在贡献如下: 在学理层面, 对政民距

离这一概念的本质、 内涵与类别进行理论分析, 推动了该概念的本土化凝练, 既

突破了西方语境下的理论预设, 也揭示了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民关系调

适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进一步地, 基于政民距离的三个核心理论维度演绎出若干

竞争性假设, 并通过实证研究系统地揭示时间、 空间和社会距离的差异化作用,
从而澄清理论观点之间的分歧, 拓展学界对政民互动与公民满意度关系的已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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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在实践层面, 本文指出, 随着治理重心的下移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地方政府需要根据与公民的心理距离采取适宜的政策沟通策略。

二、 文献综述

(一) 公民满意度的理论解释

当前学界主要通过三种互构的理论模型来阐释公民满意度的形成机制, 即制

度模型、 期望失验模型以及心理认知模型。 制度模型主张公民满意度客观反映了

公共服务的实际绩效。 期望失验模型强调期望、 绩效以及两者的不一致性共同塑

造满意度, 认为满意度是公民将绩效感知与既往经验或期望进行比较的结果 ( Van
 

Ryzin, 2004) 。 心理认知模型则进一步揭示了情绪状态、 先入偏见与群体刻板印

象等非理性因素在满意度评价中的作用, 突破了前两类传统模型的理性框架

( Jilke
 

&
 

Baekgaard, 2020) 。
从内容上来看, 关于公民满意度的实证研究已较为丰富, 主要基于三种视角展

开。 首先是 “供给” 侧或基于政府的研究视角, 强调政府效能 (Kelly
 

&
 

Swindell,
2002)、 政府雇员满意度 (Petrovsky

 

et
 

al. , 2023) 等因素对公民满意度的影响。 其

次是 “需求” 侧或基于公众的研究视角, 突出满意度在个体认知层面的主观性

(Van
 

de
 

Walle
 

&
 

Van
 

Ryzin, 2011; Van
 

Ryzin, 2013)。 最后是 “关系” 侧或基于政

府与公众关系的研究视角, 统筹探讨政民互动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的作用, 如政

民接触 (Du
 

&
 

Zhu, 2024) 与服务响应 (Nie
 

&
 

Wang, 2023) 等方面。
尽管这些研究共同构建了公民满意度的基础分析框架, 却难以充分解释为何

在相似的服务条件下, 不同群体的满意度评价仍存在显著差异。 随着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的重点从 “内部控制” 转向 “外部公众满意” , 政民关系视角的解释价

值日益凸显。 作为政民关系的一个核心要素, 合理的政民距离能使公民的情感诉

求获得一定的满足, 对形成正向满意度评价起到促进作用。 因此, 本文从政府与

公众关系视角切入, 试图回应政民距离在公民满意度形成中的作用机制问题。

(二) 何谓政民距离

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中, 政民距离的实证价值已在多种情境中得到验证。 在

制度层面, 联邦制下的政策执行者与公众在政府组织和地理上的接近程度会影响

公众对公共管理部门采用人工智能的支持度 ( Schiff
 

et
 

al. , 2025) ; 在认知层面,
公民的距离感知直接影响政策响应评价, 感到与政府疏离的公民更易质疑政府回

应性, 而感到与政府亲近的公民则表现出更高的信任与认同 ( Hillen
 

et
 

al. ,
2025) ; 在媒介层面, 政民距离构成了数字媒介作用于政府信任的内在机制, 社交

媒体的信息简洁性特征通过拉大政民心理距离产生信任增益效应, 而电子政务网

站则产生相反的效果 ( Porumbescu, 2017) 。 然而, 现有研究存在双重理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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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学界很少深入阐释政民距离的内涵, 导致政民距离的定义与测量方法尚未

明确; 其二, 基于西方治理实践提出的概念在解释当代中国政治心理时可能存在

适用性问题, 亟须结合中国治理现实开展本土化研究设计。
要实现理论突破, 首先需要回归对政民距离的本体论探讨。 与传统政民关系研

究中将其简单理解为 “隔阂” 与 “分离” 不同, 政民距离应当被理解为一个多维度

的涵盖性术语 (Umbrella
 

Term), 有着丰富的理论空间。 在这一概念的重构过程中,
心理距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分析视角。 该理论最早可追溯至 Lewin (1951)
的场域理论, 核心在于强调个体对自身与目标或事件之间距离的感知。 在此基础上,
心理学家 Trope 与 Liberman (2003) 提出了解释水平理论, 系统揭示了心理距离如

何从时间、 空间、 社会与概率四个维度影响个体的认知、 判断与决策。 社会心理视

角进一步将心理距离引申至人际关系层面, 将其定义为个体在整合各类社会信息后,
对他人与自身关系所形成的主观感知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体验 ( Agnew

 

et
 

al. ,
2004)。 此处的 “距离” 不仅指物理上的远近, 更包括感知上的差异或隔阂。 心理

距离的参照点是观察者自身, 反映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亲疏关系。 社会心理视角下的

心理距离研究为剖析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分析工具, 也为

探讨政民互动中的心理疏离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 根植于西方社会语境的理论构念在面对中国独特的治理实践时, 其解

释力不可避免地存在边界, 难以完全涵盖中国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政府与公众互动

的复杂性。 为弥补这一局限, 学界已尝试对政民距离概念进行本土化探索。 刘小

燕 (2017) 从多个层面梳理了政府与公众间距离的类型, 如空间或时间上的 “物

理距离” , 认知、 情感与信任层面的 “心理距离” , 公众期待与政府实际表现之间

的 “理想距离” , 反映政民实际互动状态的 “现实距离” , 以及因社会地位差异形

成的 “天然距离” 等。 这些划分初步引入了制度响应能力、 公共服务供给状态等

外部因素, 为将政民距离置于具体治理语境中提供了启发,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理

论起点, 不同维度间的逻辑关系较为松散, 未能形成一个结构清晰、 可用于实证

测量的理论框架。
本文对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心理距离理论进行适应性调整, 提出本土化的政民

距离概念体系。 本文将 “政民距离” 界定为: 公民在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 基于与

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的时空疏离度以及与政府官员的社会身份差异, 形成的复

合性心理感知。 公民在接触政府服务过程中体验到的互动质量是政民距离形成的基

础, 而高质量的互动过程必须确保所有公民的充分参与, 避免因时空偏远或身份差

异而形成对公共管理的认同隔阂。 具体而言, 政民距离主要包含时间、 空间和社会

三个维度。 时间距离涉及公民对过去的公共事件与当前时间差异的感知, 空间距离

涉及公民对自身与政府所在地的物理位置差异的感知, 社会距离则反映个体与政府

官员之间的相似性, 体现双方感知或实际的亲密程度或接纳认同程度。 上述三个维

度的划分是对经典心理距离概念框架的调整和修正, 它延续了心理距离理论中情感

体验的内核, 并结合中国治理实践创造性地深化与拓展了原初的理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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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论与假设

本研究整合期望失验模型和心理认知模型, 提出两种核心理论机制, 以系统

阐释政民距离影响满意度的内在逻辑。 期望调整机制是指政民距离通过改变公民

对政府责任的期望, 进而影响满意度评价。 受此机制影响, 无论公共服务绩效水

平高低或公众实际体验好坏, 政民距离的变化都会引发公众期望的调整, 从而对

满意度产生持续而稳定的影响。 认知重构机制是指政民距离塑造公民对政府角色、
行政效能及政策合理性的认知框架和关注焦点。 在不同类型的政民距离中, 认知

重构机制的表现形式各异。 时间与空间距离直接影响公民对政府治理的认知模式,
当时间与空间距离较远时, 公民更关注政府的核心特征与整体效能, 而非具体服

务细节 ( Trope
 

&
 

Liberman, 2003) 。 此外, 当施政官员与公民具有相同的社会或

身份特征时, 公众将倾向于基于政治代表性信息形成对政府的信任感、 认同感与

政治支持, 进而对满意度作出快速评估 (Kingsley, 1944) 。
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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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空间距离与公民满意度

空间距离是行为人以 “此地” 为参照, 对空间远近程度的个体感知 ( Trope
 

et
 

al. , 2007) 。 在政民关系中, 空间距离不仅是物理位置的远近, 更是公民接触政

府资源和感知治理状态的基础条件。 现有研究对其影响存在两种解释路径。
一是基于空间距离带来的可及性约束, 解释由此引发的负面效应。 该路径认为,

较远的空间距离往往伴随着服务可及性的下降。 基础设施不足、 交通成本高、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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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不畅等问题使偏远地区居民更难便捷地享受公共服务 (Villarreal, 2004)。 这些

现实障碍可能削弱他们对服务体系的整体认知, 进而影响其对政府回应能力的评价。
同时, 当居民面临行政流程烦琐、 材料提交困难、 服务响应迟缓等问题时, 他们更

容易对政府的执行能力形成负面印象 (马亮, 2022)。 此外, 如果边缘区域缺乏有效

的常态化治理制度建设, 居民可能产生被忽视的感受, 从而降低其对政府治理水平

的认可。 公共资源分布不均也易引发横向比较中的相对剥夺感 (王浦劬、 季程远,
2018), 影响其对服务公平性的主观判断。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 个体与市政府的空间距离越远,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低。
二是从期望调节与认知抽象化两个角度, 阐释空间距离提升公民满意度的内

在机制。 一些研究指出, 在公共服务与民生保障薄弱的地区, 居民对政府服务的

预期往往较低。 因此, 当基本公共服务能实现覆盖时, 反而可能获得超出预期的

积极评价 (Gottlieb, 2016; Brinkerhoff
 

et
 

al. , 2018) 。 同时, 根据解释水平理论,
心理距离的拉远使人们更关注事物的核心和长远的目标, 而非情境化细节 ( Trope

 

et
 

al. , 2007) 。 在中国治理语境下, 远离市级政府的居民与政务服务机构的直接

接触机会相对较少, 更可能将评价建立在 “民生导向” “共同富裕” 等政策意义

之上, 从而提升对整体行政效能的满意度。 基于上述逻辑, 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

假设。
H1b: 个体与市政府的空间距离越远,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二) 时间距离与公民满意度

时间距离有关过去 (或未来) 和现在之间的感知差异 (Ariely
 

&
 

Zakay, 2001;
Trope

 

et
 

al. , 2007) , 可能会影响公民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评价。 在政民互动领

域, 时间距离指的是公民以 “此刻” 为参照点, 对非参照点的政府行为或公共政

策在时间上的远近感知, 具体来说, 相对于即时实施的公共政策, 远期规划或早

期实施的政策举措会带来更远的时间距离感。
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大, 公民对服务的满意度可能下降, 这背后是两种心理机

制在发挥作用。 第一, 公众期望与实际绩效的认知比较。 随着社会发展, 公民会

基于新的参照标准提升服务期望, 然而既有政策安排受制于组织惯例和调整成本

(Moon, 2002) , 难以及时响应。 当个体以当下标准审视过往政策时, 便容易产生

服务滞后或政策脱节的感知。 第二, 个体决策普遍存在 “现时偏好” , 即更看重眼

前的服务体验, 而倾向于低估政策的长远价值 (蒋多、 何贵兵, 2017) 。 因此,
当前服务中存在的瑕疵容易被放大, 而政策业已取得的显著成效却未能获得充分

认可, 从而降低了整体满意度评价。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个体与市政府的时间距离越远,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低。
然而, 时间距离的增加亦可能通过主观和客观双重机制来提升公共服务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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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从客观层面看, 公共服务改革创新本身是一个动态演进、 持续优化的过程。
许多改革的积极效果 (如流程简化、 技术应用或制度完善) 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

间的运行与调试才能充分显现。 因此, 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 公民得以观察和体

验到服务从启动、 改善到成熟的完整周期, 从而对其长期绩效形成更为全面和积

极的判断。 从主观认知看, 时间距离的增加促使公民采用更高阶、 更抽象的认知

方式来评估政府服务 ( Trope
 

&
 

Liberman, 2003) 。 在评价近期服务时, 公民的感

知往往聚焦于具体的细节, 此时服务过程中的任何负面体验 (如程序烦琐、 等待

时间过长) 都可能被放大, 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 相反, 对于时间久远的公共事

件, 个体的认知焦点会从具体细节转向整体意义, 更倾向于从宏观层面理解政策

的意图与长期价值 ( Trope
 

et
 

al. , 2007) , 从而弱化对当前瑕疵的敏感度。 例如,
Halevy 和 Berson (2022) 发现, 在跨群体冲突情境中, 当个体将时间视角从短期

矛盾转向长期和平愿景时, 其关注焦点会从局部冲突转向整体目标, 从而更容易

达成包容性判断。 此外, 负面情绪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淡化 ( Neumann
 

et
 

al. ,
2023) , 也为公众重新评估政府绩效提供心理基础。 在此过程中, 政府积极改革创

新的战略愿景或公共承诺, 无论实际兑现程度如何, 均能逐渐拓宽公众的心理视

野, 促使其达到满意的心理状态。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2b: 个体与市政府的时间距离越远,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三) 社会距离与公民满意度

社会距离本是刻画社会中个体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抽象概念, 反映了基于社

会变量或社会网络结构的相似性或亲近度 ( Scott
 

&
 

Marshall, 2009) 。 本文将其拓

展至政民互动领域, 定义为公民个体与政府官员之间因拥有不同的社会特征 (如

性别、 民族、 年龄阶段) , 在相互间亲密程度或接纳认同程度上所产生的感知

差异。
根据代表性官僚理论, 政民特征相似性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塑造公众结果

(Kingsley, 1944) 。 一是主动代表, 即特定社会群体的公职人员为具有相同群体身

份的公民利益行事。 例如, 研究表明, 女性警察在处理性犯罪案件时表现出更高

的积极性 (Meier
 

&
 

Nicholson-Crotty, 2006) , 少数族裔警察亦更倾向于在执法过

程中维护本族群体利益 ( Nicholson-Crotty
 

et
 

al. , 2017) 。 二是象征性代表, 即政

府与公民之间的共同社会或身份特征本身能增强公民对政府的认同、 信任和公平

性感知 (Gade
 

&
 

Wilkins, 2013; Meier, 1993) , 促使公民积极配合官僚机构的政

策、 指令与执行, 而不需要官僚采取任何行动 (Riccucci
 

et
 

al. , 2016) 。
本文关注施政官员与施政对象特征相似性及其所激发的公众感知, 而非具体

政策执行过程, 因而更侧重探讨象征性代表对满意度的影响。 这类身份上的接近,
往往并不依赖于具体服务行为, 而是在政民互动中, 通过认同、 合法性、 信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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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等心理路径,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对政府服务的总体判断。 中国的公务员

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在专业化、 绩效管理等技术层面存在共通之处, 而中国共产

党作为先锋队所形成的 “规律-使命式” 代表, 则为理解中国政治的代表性逻辑

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土壤 (景跃进, 2007) 。 杜娟与朱旭峰 ( 2021) 的研究表明,
政府和公民之间相似的社会特征可能在制度层面构建政治信任的基础, 从而塑造

公正廉洁的政府形象。 此外, 当官员形象与公民所归属的群体特征相符或趋近, 这

种 “被代表” 的感知能使服务对象更愿意与公务员合作 ( Zhang
 

&
 

Wang, 2025)。
上述研究一致表明, 政民社会身份特征的相似性有利于公民形成对政府的积极评价。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当个体与市政府的社会距离越近,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然而, 社会距离的缩小并不总是意味着满意度的上升。 根据期望失验理论, 公

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取决于实际绩效与期望之间的比较 (Zhang
 

et
 

al. , 2022)。 身

份相似性在增强公众认同的同时, 也可能促使其对具有相同社会特征的官员形成更

高的服务预期, 如果预期未能实现, 反而会加剧失望。 Baniamin 和 Jamil (2023) 研

究发现, 若女性官员在女性权益政策中未能达到公众期待, 则会引发公众更强烈的

负面评价。 在中国情境下的实验研究也表明, 服务对象对积极代表的期望是政民特

征相似性影响公众合作意愿的重要中介因素 (Zhang
 

&
 

Wang, 2025)。 因此, 尽管政

民社会或身份特征的一致性有助于公众建立初始信任, 但这种象征层面的被动代表

必须转化为政策层面的主动代表, 否则公民对公共部门的初始积极态度将难以维系,
甚至形成 “高期望-低满足” 的负向反馈。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3b: 当个体与市政府的社会距离越近,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越低。

四、 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清华大学及其合作机构于 2019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参与组织实施的

“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 (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2019) 进行统计

分析。 调查采用全球卫星定位 (GPS) 辅助的区域抽样技术, 涵盖了中国 26 个省

级行政单位①中的 128 个县和 100 个城市, 对象为在当地居住满 6 个月的成年居

民。 调研经专业团队入户面访与严格质控, 共回收 5041 份问卷, 剔除 100 份关键

信息缺失样本后, 最终分析样本为 4941 份。 CSGS 是关于中国城乡公民政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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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次调查范围未覆盖青海省、 天津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西藏自

治区 5 个省级行政单位。



的高质量调查之一, 是研究中国公民政治态度与政府评价的重要数据来源。
此外, 本文通过以下渠道补充收集城市层面数据: (1) 基于谷歌地图获取受访者

至地市级政务服务中心的驾车距离和时间; (2)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间来源于中国研

究数据服务平台 (CNRDS); (3) 利用互联网资料搜集受访者所在城市市委书记个人

履历数据; (4) 依据官方统计年鉴来计算城市空间尺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产出指标。 本

研究整合社会调查与外部手工搜集数据, 有效规避了同源偏误 (Fuller
 

et
 

al. , 2016)。

(二) 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的核心关注点是公众对于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绩效满意度。
调查询问了参与者对于本地政府在中小学教育、 养老、 就业、 医疗和住房等关键

服务领域的工作表现有何评价。 满意度的评估采用 1 到 4 的评分量表, 其中 1 分

代表 “完全不满意” , 2 分代表 “不满意” , 3 分代表 “满意” , 4 分代表 “非常满

意” 。 为了得到一个综合性的满意度指标, 我们将受访者对各项事务的评价加总,
形成一个分数范围从 1 至 20 的满意度指数, 其中 1 分表示对所有服务非常不满

意, 20 分则表示对所有服务非常满意。 此外, 我们还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满

意度项目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 被解释变量测量具有良好的结构效

度 (KMO 检验 = 0. 8271, Cronbach􀆳s
 

α = 0. 7669) 。

2. 解释变量的测量

政民距离从空间距离、 时间距离和社会距离三个维度进行测量。 空间距离的

测量借鉴当前研究的普遍做法, 采用交通距离而非直线距离, 该方法结合道路网

络和交通路线的现实约束, 能更准确地反映人们在两地之间移动时的实际体验

(Wang
 

et
 

al. , 2021) 。 本文以城市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市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核

心场所, 采用受访者所在街道到该中心的道路交通距离的对数作为空间距离的测

度, 并使用驾车时间的对数作为替代性测量。
时间距离概念较难操作化, 现有研究常以重大政策执行的时间与当前的时间接

近程度测量时间距离 (Rinscheid
 

et
 

al. , 2020)。 本文选择中国近 20 年来各级政府行

政服务改革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创新之一, 即 “一站式” 政务服务中心, 作为焦点

政策事件。 参照已有研究, 采用受访者所在城市政务服务中心自建立至调查开展年

份的间隔 (单位: 年) 来测量时间距离。 具体而言, 本文以是否具有集中式行政审

批职能, 作为判断其是否为政务服务中心的标准, 并将成立时间追溯至其最初始成

立的时间 (朱旭峰、 张友浪, 2015)。 在我们的社会调查开展期间, 除了贵州省安顺

市在次年才设立政务服务中心外, 其余抽样城市均已建立市级政务服务中心。
社会距离通过公民与主政官员在三种最常见的身份特征上的相似性来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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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
 

Wang, 2025) 。 具体操作如下: (1) 构建三个二元哑变量, 如果公民与

市委书记具有相同的特征 (即 “相同性别” “相同民族” “同年龄段” ) , 则编码

为 1, 否则编码为 0。 在本文中, 同年龄段被定义为官员年龄与受访者年龄差绝对

值小于或等于 3 岁。 (2) 对三个变量取算术平均值, 形成政民特征相似性综合指

标。 关于主政官员的识别, 若官员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任职, 则认为是该年

度的主政官员。 若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旧官员离任, 7 月 1 日后新官员继任, 则通

过比较新旧官员当年在任时长来判定, 任期长者被认定为当年主政官员。

3. 机制变量

为验证政民距离影响公民满意度的理论机制, 本文分别对期望调整机制与认

知重构机制进行结构化测量。
在期望调整机制方面, 本文借鉴 Favero 和

 

Kim ( 2021) 的研究思路, 将公民

对公共服务中政府责任的期望操作化为 “下列各项中, 在您看来多大程度上是政

府的责任” 这一问题, 内容涵盖缩小贫富差距、 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确保住房可

负担性, 以及医疗可及性四个方面。 各题项采用 4 级李克特量表衡量, 然后加总

为政府责任期望指数 (Cronbach􀆳s
 

alpha = 0. 734) 。
为考察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在社会认知层面的作用, 本文采用多维复合指标作

为机制变量: (1) 公共服务可及性, 包含医保报销、 警察协助、 道路状况、 自来水

供应、 公共交通、 上网便利性等六个核心领域 (Cronbach􀆳s
 

α= 0. 773)。 (2) 感知行

政能力, 包含信息透明度、 权力规范性、 需求回应性、 法律执行力等四个维度

(Cronbach􀆳s
 

α = 0. 643) 。 (3) 政府治理认同, 基于受访者对经济增长、 国防和对

外政策、 就业机会、 中小学教育、 环境保护、 缩小贫富差距、 官员廉洁状况、 公

共卫生和医疗服务、 食品安全等九个核心治理领域的评价加总得到 ( Cronbach􀆳s
 

α = 0. 87) 。 (4) 公平性感知, 包含分配公平 ( “您认为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是否公平” ) 和互动公平 ( “人人皆可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 “政府对穷人和富人

一视同仁” ) 两个理论维度。 由于三个题项高度相关, 且均采用 4 级量表测量,
故将其加总为公平感知指数。

为考察社会距离在认知层面的作用, 本文采用三个变量作为机制变量:
(1) 官员权威支持, 通过 “我们可以相信, 政府领导人所做的决定总是正确的”
“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长, 他们关于国家事务的决定, 人民都应该服从”
和 “只要有道德高尚的领导人, 我们就可以让他们决定一切” 三个题项的均值来

衡量 (Cronbach􀆳s
 

α = 0. 613) 。 (2) 政治代表满意度, 采用 “我更愿意让一个普通

群众来代表我, 而不是让官员来代表我” 来衡量。 ( 3) 政治信任, 采用个体对地

方政府的信任度测量。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 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公民满意度的三组变量。 一是人口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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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变量, 包括年龄、 受教育水平、 政治面貌、 家庭收入状况、 社会阶层、 户籍身

份、 互联网使用频率。 二是心理参与变量, 用受访者与家人或朋友讨论政治问题

的频率以及收听、 收看或阅读政治新闻的频率两项指标进行测量。 三是城市特征。
为控制城市空间尺度的影响, 本文引入行政区域面积的平方根, 以考量政民距离

的空间约束。 为控制城市基础设施便利性的影响, 本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
该指标由 2019 年各城市每万人中小学校数量和每万人医院数量经 Z-score 标准化

后取平均值得到。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满意度指数 4869 13. 255 1 20
社会距离

　 政民特征相似性 4694 0. 512 0 1
空间距离

　 到政务服务中心距离 4899 3. 421 -1. 877 5. 738
　 到政务服务中心时间 4899 3. 757 0 5. 323
时间距离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长 4587 14. 297 -1 20
控制变量

　 上网频率 4930 4. 484 0 8
　 政治讨论 4890 1. 594 1 3
　 新闻接触 4925 3. 656 1 6
　 政治面貌 (党员) 4905 0. 122 0 1
　 社会阶层 4591 5. 314 1 10
　 年龄 4941 48. 884 18 94
　 受教育水平 4894 9. 359 0 27
　 低家庭收入 4842 2. 783 1 5
　 农村户籍 4909 0. 601 0 1
　 城市空间尺度 4941 1. 189 0. 412 2. 871
　 基本公共服务 4941 0 -0. 329 5. 638
机制变量

　 政府责任期望 4726 10. 53 1 16
　 公共服务可及性 4924 17. 951 3 24
　 感知行政能力 4753 10. 441 2 16
　 公平性感知 4882 7. 807 1 12
　 政府治理认同 4849 49. 485 1 80
　 官员权威支持 4106 2. 51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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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变量名 观测数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政治信任 4699 4. 411 1 6
　 政治代表满意度 4040 2. 282 1 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实证发现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作为连续型因变量, 主要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同时采用 Ordered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由于各省行政审批中心建立时间的差

异较大, 为避免省级固定效应过度吸收时间距离变量的影响, 在检验时间距离的

模型中未控制省级固定效应。 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值介于 1 到 2. 4 之间, 表明回

归模型中的多重共线性风险较低。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在各模型中, 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均与公民满意

度呈现显著正相关, 表明空间距离和时间距离越远, 公民满意度水平越高。 H1b
和 H2b 的预测得到验证。 政民特征相似性在模型 3 中系数为负且通过 5%显著性检

验, 支持 H3b, 但在模型 4 中系数不显著。 这一差异提示, 社会距离对满意度的

影响可能仅在特定情境下存在, 其理论的稳健性尚未得到充分验证, 需进一步分

析其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表 2　 政民距离与公民满意度的综合评价

变量
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到政务服务中心距离 0. 138∗∗∗ 0. 087∗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长 0. 031∗∗∗ 0. 032∗∗∗

政民特征相似性 -0. 456∗∗ -0. 338

N 4321 4049 4145 3809

R2 0. 104 0. 058 0. 105 0. 057

个体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是

注: 回归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 ∗∗∗、 ∗∗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全文使用稳

健标准误, 限于篇幅, 未在文中列出。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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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解释变量的替代测度进行回归分

析, 将空间距离的测度由交通距离替换为交通行驶时间的自然对数, 将时间距离

的原始测度替换为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长与进驻部门数量的交互项, 将社会距离

的等权重相似性指标调整为基于特征重要性的非等权重测度。 主要研究结论保持

一致, 支持了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二) 空间距离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验证空间距离提升公民满意度的机制, 本文将政府责任期望以及对服务可

及性、 行政能力和公平性的感知作为因变量, 将受访者到政务服务中心的距离作

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图 2 所示。 研究发现, 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加, 公

众对政府责任的期望显著下降, 对公共服务可及性的感知也明显降低。 该结果不

支持空间距离通过改善服务便利性而提升满意度解释, 反而支持了期望调整机制,
即偏远地区居民调低了对政府民生服务责任的心理预期, 从而更容易对实际获得

的服务感到满意。 分步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该中介效应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
空间距离并未显著影响公众对政府行政能力和服务公平性的评价, 从而排除了因

感知政府能力不足而被动接受低质量服务的替代性解释, 强化了心理预期调节机

制的解释力。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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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空间距离的影响机制

注: OLS (普通最小二乘法) 回归。 稳健标准误。 ∗∗∗、 ∗∗ 和 ∗ 分别表示 p< 0. 01、 p< 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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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时间距离的影响机制分析

为探究政务服务中心设立时间越早公民满意度越高这一发现背后的机制, 本

文纳入多维中介变量检验政民时间距离的作用机制。 本文将服务可及性、 感知行

政能力、 政府治理认同和感知公平性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图 3 所示。
较早设立的政务服务中心显著提升了公民对服务可及性和政府行政能力的感知,
并增强了其对政府治理的认同。 此外, 时间距离与感知行政公平性呈正相关, 表

明长期政民互动能缓解公众对公平性的质疑。 上述分析表明, 政务服务中心的设

立通过持续降低政务服务获取门槛与沉淀治理能力, 促使公民在认知框架中重构

对行政系统的评价, 进而将政民互动转化为对政府治理合法性的深层支持。

�����/�J

�����/�J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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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时间距离的影响机制

注: OLS 回归。 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时间距离对政

府责任期望未产生显著影响, 为节约篇幅不予报告。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 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分析

社会距离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归纳为认知重构和期望失验两类。 本文根据前述

的理论逻辑构建中介路径, 采用政府责任期望、 官员权威支持、 地方政府信任和

政治代表满意度四个变量进行检验。 图 4 反映了政民特征相似性作为自变量时的

回归系数。 可以看出, 政民特征相似性显著提升了个体对政府承担公共服务责任

的期望, 表明政民特征相似性强化了 “同特征官员应更理解民生疾苦” 的心理预

期。 然而, 政民特征相似性显著削弱了官员权威支持和地方政府信任, 亦未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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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民对官员作为自身利益代表的满意度, 说明政民特征象征性匹配尚未充分转

化为实质性回应。 基于上述检验, H3b 中的理论逻辑得到验证。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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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社会距离的影响机制

注: OLS 回归。 稳健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异质性分析

中共党员身份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特征, 是表征个体政治系统嵌入度的

核心标识, 可能影响公众所掌握的资源多寡, 深刻塑造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Zhang
 

&
 

Zhu, 2022) 。 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三类政民距离变量与中共党员身份的交

互项, 以识别距离效应的群体差异。 如表 3 所示, 政民距离变量的影响存在明显

的群体差异。 具体而言, 在模型 1 中, 到政务服务中心距离的系数显著为正, 说

明对非党员群体而言, 空间距离越远, 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 在模型 2 中, 时间

距离的正向效应在党员群体中被显著削弱, 交互项系数为负且显著; 在模型 3 中,
尽管交互项未达到统计显著性, 政民特征相似性的负面效应也主要集中于非党员

群体。 上述发现共同说明, 非党员群体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受到政民距离因素的影

响更为强烈。 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于, 党员群体和普通群众在信息获取、 资源控制

和公共服务预期上存在差异。 党员群体因政治参与程度较高, 对政务信息的获取

和理解相对充分, 政民距离所传达的信息往往证实其已有的认知, 因此其满意度

水平的调整幅度较小。 这一发现为理解中国场景下体制内外群体的满意度差异提

供了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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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到政务服务中心距离 0. 131∗∗

到政务服务中心距离×党员 0. 074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长 0. 041∗∗∗

政务服务中心建立时长×党员 -0. 074∗∗∗

政民特征相似性 -0. 530∗∗

政民特征相似性×党员 0. 596
党员 -0. 164 1. 251∗∗∗ -0. 330
N 4321 4049 4145

R2 0. 104 0. 059 0. 105
个体与城市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否 是

注: ∗∗∗、 ∗∗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六、 结论与讨论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 常面临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疏离的治理

挑战, 这要求党和政府不断深化对公民满意度的关注、 理解和引导。 本文将经过

本土化构建的 “政民距离” 概念引入公民满意度分析框架, 构建综合理论模型,
并通过整合分析城市宏观层面和个体微观数据, 为解释相似服务条件下不同群体

的满意度差异提供了新的关系性解释。 研究发现, 政民距离的不同维度作用迥异,
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的延伸对满意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社会距离的缩小并未转

化为公民满意度的提升, 反而因公众期望升级而触发期望失验机制 ( Van
 

Ryzin,
2013) 。 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政民距离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和期望, 共同

作用于满意度评价。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系

统构建了适用于中国治理语境的 “政民距离” 概念体系。 既有研究多基于联邦制

背景探讨政民互动, 缺乏对中国情境下 “政民距离” 的分析。 本文从空间、 时间

和社会三个维度对该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 在验证和完善既有政民互动理论的基

础上, 揭示了公民满意度的形成本质上是个体经由认知重构与期望调整, 对制度

绩效加以评估与内化的心理过程。 这一概念体系建立在严谨规范的逻辑推理和经

验证据之上, 为推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科知识体系的本土构建提供了概念基础,
有助于中国情境与国际公共管理理论对话和学科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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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本文基于多重机制阐释了政民距离对公民满意度的影响机理, 弥补了

既有研究在解释政民关系如何塑造公众评价方面的不足。 本文超越了以往文献对

程序公平、 互动频率等易受情境影响的外在政民互动特征的关注, 引入更为稳定

的 “心理距离” 视角, 深化了对政民互动内在机制的理解。 研究不仅从认知心理

学层面诠释了人民满意型政府的学理基础, 也呼应了中国式现代化对构建健康政

民关系的核心诉求。
第三, 本文的发现回应了关于差序政府信任的学术讨论, 为更好地理解中国

公众的政治心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已有研究揭示了中国公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呈

现 “央高地低” “央强地弱” 的差距格局 ( Li, 2004) , 但鲜有文献深究其形成机

制。 本文发现, 对同级地方政府而言, 个体感知的政民距离越远, 其满意度评价

反而越高。 这一发现提示, 我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可能源于类似的认知

和心理机制。 因此, 未来研究应该将公众心理认知层面的差异纳入理论框架。
在实践上,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改善公民满意度的参考。 首

先, 公共服务创新的重点不应是片面追求 “政民零距离” , 而应在持续优化政民互

动体验的同时, 通过动态调节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将适度的政民距离转化为

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的积极因素。 一方面, 应均衡增进民生福祉, 推进偏远地区

公共服务的高标准覆盖。 另一方面, 要注重宣传和展示服务创新的长期运行绩效,
引导公众从宏观视角评价政府整体效能。 其次,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 公众对感知

绩效与自身期望的隐性比较是理解政民距离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内在机制。 因此,
政府有必要在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同时, 加强对公众的期望管理, 引导

公众形成理性、 合理的预期。 在与公众沟通时, 既要传递政府公共服务的高质量

信息, 如政府官员对公众负责、 服务流程的简化和改革的政治价值等, 也要适度

报道公共服务中存在的不足, 说明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面临的困难, 以及各地

区、 各部门服务能力的客观差异, 以帮助公众形成合理预期, 避免因期望与现实

脱节而影响整体满意度。 最后, 研究还发现, 政民距离对于非党员群体满意度的

影响显著强于对党员群体的影响。 因此, 在推进相关改革和分配政策资源时, 应

结合本地干群关系、 行政能力与公众素养等因素, 逐步构建起兼具回应性与可持

续性的政策沟通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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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政务服务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杜亚斌 　 马 　 亮∗

【摘要】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对社会公平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关于两者关

系仍存在理论争议, 也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 论文结合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评

估数据和三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运用多层线性模型, 实证检验网上政

务服务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并探究其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 特别考察了政

民互动体验的中介效应和双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 1) 省级政府网

上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了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事前服务获取和事后服务成效发

挥关键作用, 事中服务办理的影响不显著。 ( 2) 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网上政务服

务可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 包括公众的政府透明感知、 政府公正感知、 服务质

量感知、 政府回应感知,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 3)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数字接

入鸿沟并未显著影响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而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差

异带来的数字使用鸿沟则导致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异质性影响。 论文初

步验证了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同时揭示出两者关系的复杂性

和权变特征, 为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数字普惠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网上政务服务 　 数字政府 　 社会公平 　 政民互动 　 数字鸿沟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38-21

一、 引言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公共部门的广泛应用,
政府数字化转型趋势日益凸显, 网上政务服务便是典型体现。 网上政务服务是指政

府通过网站、 APP (应用程序) 等线上平台为公众提供咨询和办理服务, 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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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托数字技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汤志伟等, 2019)。 2016 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 “互联网+政务服务”, 此后中央相继推出全国一体化

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跨省通办” “好差评” “接诉即办” 等一系列网上政务服务创

新举措。 2024 年, 国务院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
 

推动

“高效办成一件事” 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24〕 3 号), 进一步明确要推动线上线下

政务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大幅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 获得感 (国务院, 2024)。
网上政务服务的发展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社会公平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价

值支柱 ( Frederickson, 2005) , 是评估网上政务服务成效的重要维度。 一方面,
网上服务通过推动政务服务的标准化、 规范化、 便利化, 有助于减少暗箱操作和

区别对待, 增强公众监督和政民互动 ( Li
 

&
 

Shang, 2023; 马亮, 2024) , 进而促

进社会公平。 另一方面, 数字鸿沟导致的受益不均 (郑磊, 2021) , 供需错配带

来的行政负担 (Reissig
 

et
 

al. , 2022; 郑跃平等, 2022) , 以及数据滥用引起的隐

私风险等 (李琴、 岳经纶, 2021) , 也可能削弱网上政务服务的运行效能, 阻碍

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但相关实证研

究仍十分缺乏。 鉴于此, 本文从微观的社会公平感出发, 聚焦以下研究问题: 网

上政务服务能否提升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如果可以, 其作用机制为何? 又需要满

足何种条件? 围绕上述问题, 本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进而综合采用省级政府网

上政务服务评估数据和全国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网上政务服务对公众社会公平感

的影响, 同时分析政民互动体验的中介作用和双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从而弥

补现有研究不足, 并为推进网上政务服务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提出对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 社会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

社会公平感是公众基于道德准则对社会资源配置合理性进行的主观评价

(Karni
 

&
 

Safra, 2002; 徐延辉、 孔一舟, 2023) , 其涉及经济、 政治、 民生等不

同领域 (李炜, 2019) , 涵盖结果、 机会、 过程、 分配、 互动等多个维度 ( Barry,
2005; Stokan

 

et
 

al. , 2023) 。 关于社会公平感的形成机制, 研究者普遍认为其取

决于公众两方面的判断: 一是 “谁应该得到什么” 的价值判断, 二是 “谁实际得

到什么” 的事实判断 ( Shepelak
 

&
 

Alwin, 1986) 。 公众通过对 “所得” 与 “应

得” 的比较, 形成社会公平感。
根据对上述两方面关注点的不同, 相关理论观点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观点是

结构决定论, 该理论以个体自利为出发点, 强调 “所得” 利益对社会公平感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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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关注收入水平、 教育程度、 职业类型等客观经济社会地位对公平感的影响

(Alves
 

&
 

Rossi, 1978; Reyes
 

&
 

Gasparini, 2022; 黄健、 邓燕华, 2021)。 也有研究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对此进行修正, 认为与客观经济社会地位相比, 主观收入水平和

社会阶层认知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更强 (Wang
 

et
 

al. , 2021; 魏钦恭, 2020)。
第二类观点是社会建构论, 该理论从文化规范出发, 强调 “应得” 观念对社

会公平感的建构作用, 认为公平感受到宏观社会认知结构的约束, 关注主流意识

形态、 文化传统、 价值规范、 新闻媒体等对公平观念的濡化作用及其对社会公平

感的影响 (Wegener
 

&
 

Liebig, 2017; 刘欣、 胡安宁, 2016) 。 例如, 一些实证研

究发现,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塑造着公众对客观世界的认知, 进而影响其社会公

平感 (李晓霞、 陶文冲, 2023; 苏振华, 2018) 。

(二) 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 数字技术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因素 ( Pang
 

et
 

al. , 2024; 韩彦超、 潘泽泉, 2023) 。 作为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主体,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及网上政务服务发展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已成为学界的前沿

议题 (Ruijer
 

et
 

al. , 2023) 。
从结构决定论的利益视角来看, 网上政务服务有助于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

增进公众福祉,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一方面, 网上服务能打破时空限制和条块

分割, 为公众提供泛在可及、 智慧便捷、 公平普惠的政务服务, 缩小城乡和区域

差异。 另一方面, 网上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更高, 有助于强化公众监督,
减少暗箱操作。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网上政务服务能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普惠性

和政府清廉度的感知 (张军、 倪星, 2020; 张龙鹏等, 2020) , 减少公众在政府

办事找关系的现象 (马亮, 2022) 。
从社会建构论的规范视角来看, 网上政务服务也具有价值表达功能, 传递着

公平正义的主流价值观, 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例如, 《国务院关

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 2022〕 14 号) 明确指出: “坚持数字

普惠, 消除 ‘数字鸿沟’ , 让数字政府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国

务院, 2022) 类似政策都传递出政府促进社会公平的积极信号, 有助于强化公众

的 “公正世界信念” ( Lerner, 1980) , 使公众更认同数字技术促进社会公平的作

用 (杜亚斌, 2024) ,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需要指出的是, 网上政务服务也可能因政策执行偏差而对社会公平感产生预

期之外的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指出, “重投入、 轻需求” 的形式数字化可能加重公

众负担 (郑跃平等, 2022) , 线上服务 “一刀切” 的形式可能造成对数字弱势群

体的系统排斥 (李燕, 2021) , 信息过度采集和数字标签可能导致 “福利污名化”
(李琴、 岳经纶, 2021), 这些都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尽管如此, 理论和经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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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总体上仍认为网上政务服务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地位。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

(三) 政民互动体验的中介效应

网上政务服务影响公众社会公平感的过程是间接和复杂的, 因此需要构建一

个中层理论, 从而打开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过程 “黑箱” , 揭示其作

用机制。 在微观层面, 无论是优化资源配置, 还是塑造价值规范, 网上政务服务

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都发生在政民互动过程中, 因此, 改善政民互动体验是

网上政务服务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机制。
网上政务服务有助于改善政民互动体验。 网上政务服务包含信息公开、 线上

办事、 用户反馈等多个方面, 这些方面均涉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 进而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评价。 具体来说, 这包括以下四个维度。 第一, 政府透明感知。 政

府透明是指政府信息能被外部公众获取和有效使用的程度 (杨开峰、 杜亚斌,
2022) 。 通过在网上公开办事指南、 审查细则等各类信息, 网上政务服务能缓解政

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提升政府透明感知 (Mahmood
 

et
 

al. , 2020) 。 第二,
政府公正感知。 政府公正性是指政府在行使公权力时, 除非法律特别规定, 对所

有人一视同仁 (孟天广, 2022) 。 通过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 网上政务

服务可大大减少找关系、 走后门等人为干预现象 (马亮, 2022) , 提升公众对政

府公正性的感知。 第三, 服务质量感知。 服务质量感知是公众对公共服务满足自

身期望程度的主观评价 (张龙鹏等, 2020) 。 通过提升公共服务的便利性和可及

性, 降低服务成本, 网上政务服务能有效改善公众的服务质量感知 ( Chan
 

et
 

al. ,
2021) 。 第四, 政府回应感知。 政府回应性是指政府对公众诉求和偏好的响应程度

(Yang
 

&
 

Pandey, 2007) 。 通过提供投诉反馈渠道, 网上政务服务有助于政府及时

掌握公众办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并进行针对性改进, 进而提升公众对政府回应

性的感知 (张楠迪扬等, 2023) 。
政民互动体验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感。 具体而言, 不同维度的政民互

动体验分别对程序公平或结果公平存在积极影响, 从而共同促进社会公平感提升。
程序公平关注资源分配所依据的规则、 程序和方法的公平性, 结果公平则强调资

源分配最终结果的公平性 ( Tyler, 2006) 。 政府的透明性、 公正性与回应性体现

了对规范性治理价值的遵循及治理过程的正当性, 能满足公众对程序公平的期待,
进而提升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Wu

 

et
 

al. , 2017) 。 而公众对服务质量的感知本质上

是对公共服务分配结果的评价, 这一感知深刻影响其对结果公平的判断, 进而影

响社会公平感 (施生旭、 郭新琴, 2023) 。
综上所述, 政民互动体验在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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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 网上政务服务通过改善政民互动体验,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根据上述分析, 本文将公众对政民互动体验的评价操作化为政府透明感知、

政府公正感知、 服务质量感知和政府回应感知四个指标, 进而提出如下四个子

假设。
H2a: 网上政务服务通过提升政府透明感知,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H2b: 网上政务服务通过提升政府公正感知,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H2c: 网上政务服务通过提升服务质量感知,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H2d: 网上政务服务通过提升政府回应感知, 进而提升社会公平感。

(四) 双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网上政务服务提升社会公平感的基本前提是公众能从中切实受益, 而数字鸿

沟的存在则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在接入、 使用

数字技术以及获取相关价值等方面存在的系统性差异 ( Van
 

Dijk, 2006) 。 早期数

字鸿沟研究主要关注公众能否接入互联网, 即第一重数字鸿沟或数字接入鸿沟;
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发展, 数字鸿沟不再仅限于接入层面, 不同个体使用互联网

技能和知识的差异逐渐成为数字鸿沟的主要形式, 即第二重数字鸿沟或数字使用

鸿沟 ( Lythreatis
 

et
 

al. , 2022) 。
上述两重数字鸿沟均会阻碍公众从网上政务服务中受益, 进而影响网上政务

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 数字接入鸿沟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具

备获取网上政务服务的技术条件 (Nam, 2014) , 数字使用鸿沟则表明, 即便能接

入互联网, 也并非所有网民都具备有效利用在线平台办理事务的能力 ( Zahid
 

et
 

al. , 2022) 。 由此可见, 两种数字鸿沟都会将部分群体排斥在网上政务服务的

红利之外, 导致数字优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 形成一种结构

性排斥与差别化赋权效应。 由于不同群体从网上政务服务中受益的程度不同, 对

社会公平的感知自然也存在差异。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主假设和两个子假设。
H3: 数字鸿沟负向调节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
H3a: 数字接入鸿沟负向调节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
H3b: 数字使用鸿沟负向调节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两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可能存在差异。 数字接入是公

众使用网上政务服务的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 公众若要从网上政务服务中切

实获益, 既要跨越数字接入鸿沟, 也要跨越数字使用鸿沟 (即既要接入互联网,
也要具备使用互联网的知识和技能) 。 即使公众跨越了数字接入鸿沟, 但若其未能

跨越使用鸿沟, 则依然难以有效利用网上政务服务, 无法充分享受网上政务服务

的便利, 以致社会公平感难以提升。 反之, 若公众同时跨越了数字接入鸿沟和数

字使用鸿沟, 则其更有可能通过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获得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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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会公平感也更有可能提升。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相比数字接入鸿沟, 数字使用鸿沟对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的负向

调节效应更强。
综上所述, 本文整体的研究假设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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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假设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考察网上政务服务对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采用的数据包括省级层

面的统计评估数据和个体层面的调查数据。 省级层面数据包括网上政务服务评估数

据和其他省份特征数据, 来源各不相同, 下文分别介绍。 个体层面调查数据全部来

自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 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于 2005 年发起的全国性、 双年度综合调查项目, 采用概率抽样和入

户访问, 样本覆盖我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 但各年度调查的省份存在一定差异。 在

与宏观层面变量进行匹配后, 本文最终保留了 CSS2015、 CSS2017、 CSS2019 三期

数据, 个体层面观测值合计 30669, 省份层面观测值合计 89①。

·34·

网上政务服务如何影响社会公平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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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2017 未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上海市, 以及港澳台地区, 覆盖 29 个省级行政区, 因而三

期数据省份层面的观测值合计为 89。



(二) 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社会公平感, 为个体层面变量。 网上政务服务对公众社会公

平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因而本文采用 CSS 中以下问题的均值衡量公众的社会公

平感: “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 ( 1) 公共医疗;
(2) 养老等社会保障; (3) 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 ( 4) 司法执法。” ( Cronbach􀆳s

 

α = 0. 698) 问题选项包括 “非常不公平” “不太公平” “不好说” “比较公平”
“非常公平” , 本文将其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

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网上政务服务, 为省级层面变量, 数据来自中央党校 (国家

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

告》 。 该报告自 2015 年起每年发布, 综合采用主客观数据, 从服务方式完备度、
服务事项覆盖度、 办事指南准确度、 在线办理成熟度、 在线服务成效度等 5 个维

度, 对我国 31 个省级政府①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进行评估,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

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 2021 年后, 该报告不再公开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的具体得分, 而仅公开能力分组结果, 因而本文仅将其与 2021 年之前的三期 CSS
数据进行匹配。

从服务流程的角度来看,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的不同维度分别对应公众网

上办事的不同环节。 服务方式完备度、 服务事项覆盖度、 办事指南准确度从 “渠

道可达” “事项可见” “指南可用” 等方面, 对事前的服务获取进行评价; 在线办

理成熟度从 “业务可办” 的角度对事中的服务办理进行评价; 在线服务成效度则

从 “效能可评” 的角度对事后的服务效果进行评价。 因此, 本文同时采用网上政

务服务能力总指数和各维度的分指数作为自变量, 能更准确地估计网上政务服务

的不同环节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是政民互动体验, 为个体层面变量。 根据前文所述, 本文从

政府透明感知、 政府公正感知、 服务质量感知、 政府回应感知四个方面衡量政民

互动体验的效果, 相关数据均来自 CSS。 政府透明感知采用以下问题测量: “您认

为地方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政府信息公开, 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

度。” 政府公正感知采用以下问题测量: “您认为地方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

不好? 依法办事, 执法公平。” 服务质量感知采用以下 3 个问题的均值测量: “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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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地方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1) 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保障教育公

平; (2)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3) 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 (Cronbach􀆳s
 

α = 0. 771)
政府回应感知采用以下问题测量: “您认为地方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有

服务意识, 能及时回应百姓的诉求。” 上述问题的选项均包括 “很不好” “不太好”
“不好说” “比较好” “非常好”, 本文将其分别赋值为 1~5 的整数。

4.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是双重数字鸿沟, 为个体层面变量, 相关数据均来自 CSS。 第

一重数字鸿沟为数字接入鸿沟, 即公众接入和获取互联网的差异, 采用以下问题

测量: “现在互联网比较普及, 大家可以用手机和电脑上网, 您平时上网 (比如用

电脑或者手机看新闻、 用微信等参与活动) 吗?” 问题选项分为 “不上网” 和

“上网” , 本文将其分别赋值为 0 和 1。
第二重数字鸿沟是数字使用鸿沟, 即公众使用互联网能力的鸿沟。 CSS 中缺乏

直接测量数字使用鸿沟的问题, 但既有研究表明, 数字使用鸿沟很大程度缘于人

口结构差异, 包括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属性等人口社会学特征, 这些是数字

技能的成熟预测因子 ( Lythreatis
 

et
 

al. , 2022; Scheerder
 

et
 

al. , 2017) 。 国家相关

政策也将老年人、 低学历者和农村居民作为消除数字鸿沟的关键目标群体①。 因

此, 本文将年龄、 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属性 (1 =城镇) 作为数字使用鸿沟的操作化

表征。 其中, 受教育程度的取值为 1~8, 1 表示未受正式教育, 8 表示学历为研究

生。 为避免与数字接入鸿沟相混淆, 本文仅针对使用互联网的受访者, 分析其年

龄、 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属性的调节效应。

5.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的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Wu
 

et
 

al. , 2017; 徐延辉、 孔

一舟, 2023) , 控制了以下个体和省份层面的变量。 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1) 人口社会学变量, 包括个体的性别 ( 1 = 男) 、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1 =已婚) 、 政治面貌 (1 =中共党员) 和城乡属性 ( 1 = 城镇) 。 ( 2) 自评社会阶

层, 采用 “您认为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本地大体属于哪个层次?” 这一问题测

量, 选项为 5 点李克特量表, 1 代表 “下” , 5 代表 “上” 。 此外, 用于衡量数字

接入鸿沟的互联网接入 (1 =上网) 也被纳入控制变量。
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 1) 人口规模, 采用年末总人口数 (单位: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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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要不断弥合城乡、 区域和人群间的数字鸿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

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 旨在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

员会办公室等 10 部门印发的 《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 ( 2022—2025 年) 》 致力于提升农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



人) 衡量, 在后续分析中取对数。 (2) 经济发展水平, 采用人均 GDP (国内生产

总值) (单位: 元) 衡量, 在后续分析中取对数。 ( 3) 政府规模, 采用公职人员

占总人口的比重 (单位:%) 衡量, 公职人员数按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就业人数计。 (4) 经济开放度, 采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重 (单位:%) 衡量。
上述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中国统计年鉴》 。

本文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社会公平感 29224 3. 331 0. 838 1　 5　
自变量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89 80. 607
 

8. 772
 

50. 440
 

96. 730
 

　 服务方式完备度 89 82. 648
 

10. 177
 

50. 000
 

99. 000
 

　 服务事项覆盖度 89 78. 093
 

11. 188
 

50. 330
 

96. 980
 

　 办事指南准确度 89 85. 351
 

10. 097
 

50. 000
 

98. 970
 

　 在线办理成熟度 89 78. 921
 

11. 382
 

50. 000
 

99. 960
 

　 在线服务成效度 59 77. 534
 

10. 634
 

50. 360
 

98. 090
 

中介变量

　 政府透明感知 29764 3. 271
 

1. 194
 

1 5
　 政府公正感知 30010 3. 443

 

1. 154
 

1 5
　 服务质量感知 30455 3. 566

 

0. 928
 

1 5
　 政府回应感知 29917 3. 208

 

1. 218
 

1 5
调节变量

　 互联网接入 (1=上网) 30660 0. 481
 

0. 500
 

0 1
　 受教育程度 30620 3. 340 1. 714 1 8
　 年龄 30668 46. 588 14. 042 17 70
　 城乡属性 (1=城镇) 30669 0. 550

 

0. 497
 

0 1
控制变量

　 性别 (1=男) 30669 0. 443
 

0. 497
 

0 1
　 婚姻状况 (1=已婚) 30647 0. 820

 

0. 384
 

0 1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30642 0. 098

 

0. 298
 

0 1
　 自评社会阶层 30356 2. 182

 

0. 915
 

1 5
　 人口规模 89 8. 152

 

0. 857
 

5. 781
 

9. 433
 

　 经济发展水平 89 10. 929
 

0. 399
 

10. 172
 

11. 994
 

　 政府规模 89 1. 476
 

0. 671
 

0. 785
 

4. 792
 

　 经济开放度 89 22. 944
 

23. 615
 

1. 278
 

111. 372
 

注: “在线服务成效度” 从 2017 年开始纳入 《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 ,
因而其观测值仅包括 2017 年和 2019 年两年。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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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的是多年度、 跨层次的嵌套数据, 个体嵌入省份与年份之中。 由于

同一省份和年份受访者的异质性小于不同省份和年份的受访者, OLS (普通最小

二乘法) 估计的误差项独立和同方差假设不再成立, 此时宜采用多层线性模型进

行分析。 该模型将因变量的总方差区分为组内方差和组间方差, 进而分别在不同

层次引入解释变量, 从而得出更准确无偏的估计 (Ma, 2017) 。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本研究首先分析社会公平感的零模型, 即不代入任何解释变量运行多层线性

模型。 分析结果显示, 零模型的组内相关系数 ( ICC) 为 0. 05, 这表明省份层面

的方差能解释社会公平感总体方差的 5%。 由此可见, 省份层面的差异对社会公平

感存在一定影响, 有必要采用多层模型进行分析。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在控制其他宏微观变量

的情况下, 分析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及各维度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模型 1 的分析结果可知,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在 1%的

水平上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明网上政务服务能提升个体社会公

平感, 本文的研究假设 H1 得到了支持。 从各维度的分析结果来看, 服务方式完备

度、 服务事项覆盖度、 办事指南准确度均在 1%的水平上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

正向影响, 在线服务成效度在 5%水平上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在

线办理成熟度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还对社会公平感的四个测量问题分别进行了

回归分析, 结论大体一致①。
表 2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因变量: 社会公平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0. 007∗∗∗

(0. 002)

服务方式完备度 　 0. 007∗∗∗

(0. 001)

服务事项覆盖度 　 0. 005∗∗∗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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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因变量: 社会公平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办事指南准确度 　 0. 007∗∗∗

(0. 002)
在线办理成熟度 0. 002

(0. 002)

在线服务成效度 　 0. 004∗∗

(0. 002)
性别 (1=男)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05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19)

年龄 -0. 002∗∗ -0. 002∗∗ -0. 002∗∗ -0. 002∗∗ -0. 002∗∗ -0. 004∗∗∗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受教育程度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1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5) (0. 006)

婚姻状况 (1=已婚) -0. 134∗∗∗ -0. 134∗∗∗ -0. 134∗∗∗ -0. 133∗∗∗ -0. 134∗∗∗ -0. 137∗∗∗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13) (0. 017)

政治面貌 (1=中共党员) 0. 089∗∗∗ 0. 089∗∗∗ 0. 089∗∗∗ 0. 089∗∗∗ 0. 089∗∗∗ 0. 097∗∗∗

(0. 017) (0. 017) (0. 017) (0. 017) (0. 017) (0. 019)

城乡属性 (1=城镇) -0. 061∗∗∗ -0. 061∗∗∗ -0. 061∗∗∗ -0. 061∗∗∗ -0. 061∗∗∗ -0. 049∗∗∗

(0. 014) (0. 014) (0. 014) (0. 014) (0. 014) (0. 017)

自评社会阶层 0. 120∗∗∗ 0. 120∗∗∗ 0. 119∗∗∗ 0. 120∗∗∗ 0. 119∗∗∗ 0. 127∗∗∗

(0. 006) (0. 006) (0. 006) (0. 006) (0. 006) (0. 007)

互联网接入 (1=上网) -0. 175∗∗∗ -0. 176∗∗∗ -0. 175∗∗∗ -0. 176∗∗∗ -0. 173∗∗∗ -0. 205∗∗∗

(0. 018) (0. 018) (0. 018) (0. 018) (0. 018) (0. 019)
人口规模 -0. 005 -0. 000 -0. 005 -0. 007 0. 013 0. 028

(0. 024) (0. 024) (0. 026) (0. 023) (0. 024) (0. 031)

经济发展水平 0. 064 0. 077∗ 0. 050 0. 025 0. 116∗∗∗ 0. 011
(0. 043) (0. 043) (0. 048) (0. 041) (0. 042) (0. 049)

政府规模 0. 232∗∗∗ 0. 229∗∗∗ 0. 209∗∗∗ 0. 227∗∗∗ 0. 228∗∗∗ 0. 248∗∗∗

(0. 047) (0. 045) (0. 049) (0. 048) (0. 054) (0. 067)

经济开放度 -0. 002∗ -0. 002∗∗ -0. 001 -0. 001 -0. 002∗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常数项 1. 863∗∗∗ 1. 758∗∗∗ 2. 244∗∗∗ 2. 298∗∗∗ 1. 587∗∗∗ 2. 510∗∗∗

(0. 552) (0. 536) (0. 583) (0. 547) (0. 526) (0. 650)
对数似然值 -35010. 616 -35008. 958 -35012. 049 -35008. 144 -35016. 995 -23636. 858
层 1 方差 0. 664 0. 664 0. 664 0. 664 0. 664 0. 712
层 2 方差 0. 012 0. 012 0. 013 0. 012 0. 015 0. 008
层 1 观测值 28766 28766 28766 28766 28766 18886
层 2 观测值 89 89 89 89 89 5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层 1 和层 2 分别表示个体层面和省份层面。 ∗∗∗、 ∗∗ 和∗ 分别表

示 p<0. 01、 p<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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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网上政务服务不同维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差异呢? 如前所述, 服

务方式完备度、 服务事项覆盖度、 办事指南准确度主要评价的是事前的服务获取,
在线办理成熟度主要评价的是事中的服务办理, 而在线服务成效度主要评价的是

事后的服务效果。 从技术执行理论的角度看, 客观的技术不等于被执行的技术,
技术执行还受到执行者及组织环境的制约 (芳汀, 2010) 。 方式多元、 事项全面、
指南准确固然为公众获取网上政务服务提供了良好条件, 但实际办事过程还受到

具体服务事项和政府人员素养等其他因素约束。 从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

看出, 与办事指南准确度、 服务方式完备度相比, 在线办理成熟度的均值相对较

低, 与公众期望还存在较大差距, 因而未能有效发挥对社会公平感的提升作用。
此外, 公众最关注的还是事情能不能办成、 能不能办好, 因此尽管在线服务成效

度的均值并不高, 但对公众的社会公平感仍存在重要影响。
就控制变量而言, 个体和省份层面的多个变量对社会公平感存在显著影响。

在个体层面, 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显著, 年龄与社会公平感

呈显著负相关。 已婚人士的社会公平感显著低于未婚人士, 中共党员的社会公平

感显著高于非党员, 城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显著低于农村居民, 网民的社会公平

感显著低于非网民。 自评社会阶层越高, 社会公平感也越高。 在省份层面, 部分

模型的结果显示,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政府规模越大, 公众社会公平感越高; 经

济开放度越高, 公众社会公平感越低。 此外, 人口规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不

显著。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文采用多源数据和跨层设计, 一定程度缓解了反向因果问题, 但内生性问

题仍然可能存在。 鉴于此,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检验和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参考刘伯凡等 (2023) 的做法, 本文采用邻省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均值作为工具

变量, 重新估计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

生性的要求: 第一,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受同侪竞争影响, 相邻地区容易产生 “标

杆竞争” 和 “参照学习” 现象, 因而邻省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对本省存在影响,
满足相关性要求; 第二, 邻省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不会直接影响本省居民的社会

公平感, 满足外生性要求。
基于上述工具变量, 本文采用 2SLS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进行回归分析, 结

果如表 3 所示。 分析结果显示, 模型 1 至模型 4 的 Durbin-Wu-Hausman 检验结果均

在 5%或 1%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这 4 个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 有必要采用工

具变量法。 模型 1 至模型 4 第一阶段回归的 F 值均大于 10, 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

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前

提下,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以及服务方式完备度、 服务事项覆盖度、 办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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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均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且影响系数有较大提

升, 表明前述基准回归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 模型 5 和模型 6 的 Durbin-Wu-
Hausman 检验结果不显著, 此处工具变量法的分析结果不具参考意义。

表 3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基于工具变量法

因变量: 社会公平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网上政务服务各指数 　 0. 014∗∗∗

(0. 005)

服务方式完备度 　 0. 013∗∗∗

(0. 003)

服务事项覆盖度 　 0. 011∗∗∗

(0. 003)

办事指南准确度 　 0. 012∗∗∗

(0. 003)

在线办理成熟度 0. 015
(0. 034)

在线服务成效度 -0. 001
(0. 0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urbin-Wu-Hausman 检验 5. 471∗∗ 14. 856∗∗∗ 6. 808∗∗ 7. 342∗∗∗ 0. 549 0. 0001

第一阶段回归 F 值 14. 792∗∗∗ 34. 533∗∗∗ 28. 097∗∗∗ 34. 538∗∗∗ 0. 414 0. 445

观测值 28766 28766 28766 28766 28766 　 18886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中介效应检验

在基准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采用多层中介效应逐步检验法, 分析

政民互动体验在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面板 A 展示了网上政务服务对政民互动体验各变量的影响, 面板 B 展示了政

民互动体验各变量和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①。 表 4 面板 A 各模型的

结果显示,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对政民互动体验各变量的影响均在 1%水平上显

著为正。 表 4 面板 B 各模型的结果显示, 政民互动体验各变量对社会公平感的影

响也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同时, 与表 2 模型 1 相比, 在将政民互动体验各

·05·

◆公共行政评论·2026·2

① 篇幅所限, 此处不再展示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各分维度的结果, 下同。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变量纳入后,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仍在 1%水平上显著, 但

系数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 政民互动体验各变量在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

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研究假设 H2 及其子假设均得到支持。
表 4　 政民互动体验的中介效应

面板 A
模型 1

政府透明感知

模型 2
政府公正感知

模型 3
服务质量感知

模型 4
政府回应感知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0. 010∗∗∗ 　 0. 012∗∗∗ 　 0. 007∗∗∗ 　 0. 009∗∗∗

(0. 003) (0. 003) (0. 002) (0. 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46104. 541 -45398. 545 -39474. 053 -46883. 306
层 1 方差 1. 355 1. 258 0. 812 1. 407
层 2 方差 0. 035 0. 036 0. 019 0. 033
层 1 观测值 29293 29536 29952 29437
层 2 观测值 89 89 89 89

面板 B
模型 1

社会公平感

模型 2
社会公平感

模型 3
社会公平感

模型 4
社会公平感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0. 005∗∗∗ 　 0. 004∗∗∗ 　 0. 005∗∗∗ 　 0. 005∗∗∗

(0. 001) (0. 001) (0. 001) (0. 001)

政府透明感知 0. 244∗∗∗

(0. 006)

政府公正感知 0. 282∗∗∗

(0. 007)

服务质量感知 0. 405∗∗∗

(0. 009)

政府回应感知 0. 250∗∗∗

(0. 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32669. 625 -32379. 263 -31705. 635 -32588. 020
层 1 方差 0. 585 0. 566 0. 532 0. 578
层 2 方差 0. 006 0. 006 0. 005 0. 006
层 1 观测值 28345 28499 28673 28421
层 2 观测值 89 89 89 8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层 1 和层 2 分别表示个体层面和省份层面。 ∗∗∗、 ∗∗ 和∗ 分别表

示 p<0. 01、 p<0. 05、 p<0. 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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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调节效应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设 H3 和 H4, 本文进一步分析双重数字鸿沟对网上政务服务与

社会公平感关系的调节效应, 结果如表 5 所示。 首先, 为检验数字接入鸿沟的调

节效应, 表 5 模型 1 在表 2 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与互联网

接入的交互项。 由模型 1 的结果可知,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与互联网接入的交

互项系数为正, 但并不显著, 表明互联网接入并不能显著增强网上政务服务对社

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 研究假设 H3a 未得到支持。 对此,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接

入互联网并不是从网上政务服务中受益的充分条件, 即使公众能上网, 但如果其

缺乏必要的数字设备操作技能, 也难以有效获取和使用网上政务服务, 公平感也

难以提升, 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数字使用鸿沟的调节效应。
表 5　 双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因变量: 社会公平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0. 007∗∗∗ 　 0. 004∗ 　 0. 004∗ 　 0. 004∗

(0. 002) (0. 002) (0. 002) (0. 003)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互联网接入 (1=上网) 0. 0002
(0. 002)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受教育程度 0. 002∗∗∗

(0. 001)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年龄 -0. 0002∗∗∗

(0. 0001)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城乡属性 (1=城镇) 0. 002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35010. 607 -17203. 603 -17205. 270 -17210. 460
层 1 方差 0. 664 0. 653 0. 653 0. 654
层 2 方差 0. 012 0. 015 0. 015 0. 015
层 1 观测值 28766 14216 14216 14216
层 2 观测值 89 89 89 89

注: 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 层 1 和层 2 分别表示个体层面和省份层面。 ∗∗∗、 ∗∗ 和∗ 分别表示

p<0. 01、 p<0. 05、 p<0. 1。 所有参与交互项的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模型 2 至模型 4 旨在

检验数字使用鸿沟的调节效应, 为避免与数字接入鸿沟混淆, 仅对使用互联网的群体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为进一步检验数字使用鸿沟的调节效应, 本文针对网民群体, 分析其受教育

程度、 年龄和城乡差异对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关系的影响, 结果如表 5 模

型 2 至模型 4 所示。 表 5 模型 2 的结果显示,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与受教育程

·25·

◆公共行政评论·2026·2



度的交互项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受教育程度显著增强了网上政务服务对

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 通过进一步绘制调节效应图发现,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

公平感的正向影响只在高中及以上学历的群体中才显著①。 因此, 受教育程度差异

引起的数字使用鸿沟显著影响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研究假设 H3b
得到支持。

表 5 模型 3 的结果显示,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与年龄的交互项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负, 表明年龄显著削弱了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正向影响。 通过

进一步绘制调节效应图发现, 当年龄达到 50 岁以上时,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

感的正向影响甚至不再显著②。 因此, 年龄差异引起的数字使用鸿沟对网上政务服

务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也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 H3b 再次得到支持。
表 5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 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指数与城乡属性的交互项为正,

但不显著, 表明城乡之间的数字使用鸿沟并未显著影响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

感的关系, 研究假设 H3b 未得到支持。 对此, 可能的解释是, 一方面, 随着农村

数字普惠政策的推进, 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不断提升; 另一方面, 随着城乡融合

加深和人口流动加剧,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工作生活, 城乡边界日益

模糊, 这些都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使用鸿沟逐渐缩小。
综上所述, 数字接入鸿沟并未显著影响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而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差异引起的数字使用鸿沟显著影响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

感的关系, 导致网上政务服务对不同网民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具有异质性影响, 一

定程度支持了研究假设 H4。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与贡献

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引发了关于数字政府与社会公平关系的广泛讨论, 但相关

实证研究仍十分缺乏。 本文综合采用我国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数据和

三期 CSS 调查数据, 实证检验了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效应、 作用机

制及边界条件, 增进了对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关系的认识, 主要的研究发

现和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 本文初步验证了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促进作用, 回应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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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所限, 正文未展示受教育程度的调节效应图, 如有需要, 可联系作者获取。
篇幅所限, 正文未展示年龄的调节效应图, 如有需要, 可联系作者获取。 考虑到年龄

的调节效应可能是非线性的, 本文还进一步纳入了年龄二次项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 年龄对

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存在微弱的非线性调节效应, 但整体调节趋势是负向的。



数字政府与社会公平关系的理论争议。 既有研究指出, 数字政府的发展对社会公

平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 (马亮, 2024; 郑磊, 2021) , 但尚未有实证研究对此进

行直接检验。 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了

公众社会公平感, 从而为上述理论争议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 此外, 本文还发

现网上政务服务的不同阶段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事前服务获取和事后

服务成效影响较强, 事中服务办理影响不显著, 进一步细化了上述结论。
第二, 本文从政民互动角度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 揭示了网上政务服务对社

会公平感的作用机制。 既有研究指出, “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本质是重构政民互

动界面, 即以一体化政府界面满足公众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实现以人民为中心

的治理 (李文钊, 2021) 。 本文从政民互动切入, 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 提出

“网上政务服务→政民互动体验→社会公平感” 的作用路径, 进而验证了不同方面

的政民互动体验在网上政务服务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打开了网上政务

服务影响社会公平感的过程 “黑箱” 。
第三, 本文通过检验双重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 明晰了网上政务服务提升社

会公平感的边界条件。 既有研究虽已指出, 数字鸿沟可能削弱数字政府的建设成

效 (杜亚斌, 2024; 李燕, 2021) , 但并未深入探究不同层次数字鸿沟在其中的

作用差异。 本文同时检验和比较了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使用鸿沟对网上政务服务

与社会公平感关系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 数字接入鸿沟并未显著影响两者关系,
而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群体之间的数字使用鸿沟则会导致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

公平感的异质性影响。 这一结果表明, 弥合数字使用鸿沟是通过网上政务服务提

升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关键所在。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研究发现, 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 坚持系统观念, 打造事前、 事中、 事后全流程贯通融合的网上政务服

务。 具体来说, 既要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功能, 继续保持事前服务获取

的便利性, 也要补齐事中服务办理和事后办理成效的短板, 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
以高频民生服务事项为重点, 搭建群众 “点菜” 、 平台 “配菜” 、 部门 “炒菜” 的

“中央厨房” 式政务服务模式, 实现网上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 易办的转变。
第二, 畅通政民沟通渠道, 切实改善政民互动体验。 既要通过 “好差评” 体

系等多种渠道, 及时掌握群众网上办事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 又要健全 “接诉

即办” 的问题解决机制, 探索开展 “我陪群众走流程” “政务服务体验员” 等实

践创新, 推动服务流程优化和互动体验升级。
第三, 坚持数字普惠, 弥合数字使用鸿沟。 从供给侧来看, 要保持政务服务

的包容性, 关注老年人、 低学历者等数字弱势群体的需要, 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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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加快推进适老化改造和信息无障碍建设。 从需求侧来看, 要以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提升行动为抓手, 着力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与技能, 使网上政务服务建设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文也存在不足和有待拓展之处。 第一, 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本研究

基于三期混合截面数据, 无法得出严格的因果关系,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面板数

据或实验设计, 更准确地估计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提升研究的内

部效度。
第二, 变量测量的局限性。 网上政务服务只是数字政府建设的一个方面, 主

观感知只是社会公平的一种测量方式, 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测量方式对数字

政府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多维度分析, 并比较其异同。 此外, 受限于二手

数据, 本文采用人口社会学变量作为数字使用鸿沟的代理变量, 未来的研究可借

鉴相关量表, 自行设计和收集问卷, 直接测量数字使用鸿沟。
第三, 其他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例如, 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还可能受组织特征和应用场景的制约, 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考察不同部门和领域

的网上政务服务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差异。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向公共部门

渗透, 政务服务智能化趋势日益凸显, 这又将如何影响公众的社会公平感, 也是

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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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与生成机制:
基于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追踪分析

满小欧 　 杨 　 扬∗

【摘要】 政策设计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一种特定政策制定形式, 兼具理性技

术手段与特定价值追求的双重属性, 成为连接政策意图与政策实践的关键环节。
然而, 当前关于政策设计的研究较多关注特定时点上的要素配置, 而未将政策设

计视作一个整体, 从时间维度纵向考察其适应性与灵活性的特征。 为此, 论文引

入 “政策再设计” 概念, 重点考察政策设计在调适过程中呈现出的稳健性状态。
基于 “干预对象” 与 “行动特征” 的分析框架, 研究将政策再设计划分为静态实

质性、 静态程序性、 动态实质性和动态程序性四种策略类型, 并构建了议题情境、
目标迭代、 工具适配、 政策反馈的四阶段机制部件, 以阐释政策再设计策略的动

态生成过程。 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回应了政策设计如何发展的经典命题, 更从

实践层面揭示了政策再设计的因势而变和因时而变的实现路径。 未来政策设计应着

眼于从静态稳健向动态调适过渡的深度挖掘, 进一步提升政策适应力与制度韧性。
【关键词】 政策再设计 　 策略类型 　 政策变迁 　 过程追踪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59-19

一、 问题的提出

政策设计 ( Policy
 

Design) 作为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之间的桥梁, 是指在政策

过程中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以实现审慎确定的政策目标的重要环节 ( Howlett
 

&
 

Mukherjee, 2014) 。 长期以来, 政策设计被视为一种 “理性规划” , 兼具理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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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策略性与特定价值追求的规范性, 趋向于形成更有效的政策和更好的政策。
已有研究多关注政策设计是什么、 政策设计效果如何等议题 (朱伟, 2018; 李强

彬、 刘素红, 2020; 满小欧等, 2025) , 凸显政策设计的工具组合应用与目标群

体的社会建构导向 (杨斌, 2024; 张勇杰, 2019) , 相对忽视了对政策设计如何

发展以及怎样发展这些问题的探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目标实现与政策行为

逻辑脱嵌的理论困境。 此外, 政策设计偏向的是政策设计师在全新政策领域, 即

在一块 “白板” 上进行 “从无到有” 的设计, 强调一次性完成并得到执行的政策

活动。 然而, 现实中在 “白板” 上开展的全新设计是鲜少发生的, 政策设计更是

一个与政治现实持续互动的过程。 为此, 研究引入国内外学者关于 “政策再设计”
( Policy

 

Redesign) 的概念研究, 它意味着政策设计者对政策设计的初始要素进行

不同程度的调整、 再造与重塑 (Howlett
 

&
 

Mukherjee, 2014) , 并在渐进的过程中

衍生出新的政策方案, 为政策生命力的延续以及高质量的政策产出提供可能。
然而, 既有研究较少关注政策设计本身在时间维度的自适应发展过程, 亦缺

乏对政策设计初始要素发生变化所呈现的整体性与结构性行为特征的归纳与检视,
其实践过程有待进一步检验。 生育政策作为中国治理情境下的一项具有高能见度

和高临近度的政策, 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 政策初始设计经过多次的政策反馈

而发生显著变化, 真实描绘了一幅政策再设计的现实图景。 当政策所处的环境急

剧变化, 政策决策者选择恰当的时间节点对生育政策的初始设计作出调适性变革,
确保政策内容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进而增强政策在动态环境中的适应性与灵活性。
基于生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我们需要审慎思考以下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政策设计

的初始要素发生了何种变化? 此类现象中的政策再设计策略呈现何种类型与特征?
其产生又受到何种深层次的逻辑驱动? 如何进行 “政策再设计” 使其更具稳健性?

基于此, 本研究突破传统的西方政策设计理论研究, 从时间维度观察政策过

程中政策设计相关要素的再造与重塑, 构建政策再设计的 “后设计环节” 的整合

性分析框架, 通过对生育政策变迁的过程追踪, 廓清政策再设计的差异化类型及

其生成的内在机理, 以形塑更为理性且自觉的设计思维, 推动政策的韧性发展,
完善政策设计理论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性建构。

二、 文献述评: 从 “政策设计” 到 “政策再设计”

政策设计作为政策再设计的前置性环节, 其可从理论上解构政策再设计的核

心要素及其演化的基本逻辑。 总体而言, 政策再设计以政策设计的实质性部分和

程序性部分为主要干预对象, 具有适应性与灵活性双重稳健性的行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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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设计: 以实质性设计与程序性设计为构成要件

早期政策设计理论, 无论是将其视为联结目标与方法的 “艺术” (Weimer,
1993) 、 影响行动者预期的规则 (Whiteman, 1986) , 抑或是政府解决集体困惑的

学习尝试 (Bennett
 

&
 

Howlett, 1992) , 其内容均聚焦于一次性的、 静态的方案创

制过程, 即如何为特定政策目标选择和组合恰当的政策工具。 在此基础上,
Howlett 等学者将政策设计划分为实质性设计和程序性设计两个部分 ( Howlett,
2000) 。 前者涉及一系列政策安排, 并部署有可能解决或改善政策问题等方面的政

策资源, 是影响公共行动的实际内容; 后者强调政策设计层面的流程规范性, 旨

在确保负责制定、 决定和管理该政策的人员之间达成某种协议与协调 (Bali
 

et
 

al. ,
2021) , 从而间接影响实质性设计的效应 ( Stark

 

&
 

Yates, 2021) 。 这种关于实质

性与程序性的要素划分, 构成了理解 “政策再设计” 干预对象的基础。
实质性设计涵盖了总体目标、 政策工具以及工具的精准设置三大环节 ( Hall,

1993) , 其任务在于将相互关联的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进行有机地调整、 结合, 以

实现政策预期效果。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嵌套组合的政策设计内容, 从宏观、
中观、 微观层面解释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间的组合关系 ( VanGeet

 

et
 

al. , 2021) 。
其中, 宏观层面立足高度抽象的政策情境, 聚焦政策理念与工具选择偏好的匹配

关系; 中观层面关注公共项目的操作化过程, 即政策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工具组

合; 微观层面从具体措施出发, 重视具体目标与工具校准的对应关系。 程序性设

计主要规定了政策行动如何展开、 由谁执行以及各参与主体如何协调, 是用于规

范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制度性技术或运行机制, 其本质是实现政策行为的修正

和对预期目标的矫正 (臧雷振、 任婧楠, 2023) 。 有学者以政策工具分类为基础,
将程序性政策设计分为程序性信息工具、 程序性权威工具、 程序性财政工具和程

序性组织工具 ( de
 

Vries, 2021) 。 需要注意的是, 在不同情境下, 政策设计可能

具有实质性与程序性两种属性, 并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换, 以适应复杂的政策环

境。 因此, 程序性设计过程作为政府工具包, 亦是政策再设计中的不可或缺的

部分。
西方国家在政策设计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等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知识积累, 但

我国目前有关政策设计的理论研究仍较为欠缺, 将政策设计意图转变为实际的政

策实践过程亟须进行关于 “后设计环节” 的研究, 从时间维度关注实质性设计与

程序性设计之间的适配程度, 增强政策在动态环境中的适应性, 借助政策的 “持

续再设计” 来积极回应环境的动态性。

(二) 政策再设计: 概念内涵与策略类型

本文在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拓展, 尝试阐释 “政策再设计”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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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 并基于 “干预对象” 和 “行动特征” 的分析框架, 廓清政策变迁过程中政

策再设计呈现的策略类型, 以深描其政策内容在 “后设计环节” 的发展进路与建

构过程。

1. 政策再设计的概念意涵

整体而言, 政策再设计是政策设计者通过调整和改变政策设计的初始要素以

形成新的政策方案, 来实现不断迭代的政策目标, 其内涵可从以下两个层面概括。
其一, 从再设计的行动内容来看, 政策再设计是对初始设计要素的调整与重

塑。 这既包括对既有政策缺陷进行弥补或纠正的渐进性调适 (陈水生、 祝辰浪,
2022) , 也涵盖了通过重组或升级政策元素、 催生新理念逻辑的迭代式发展 (李

瑞昌、 林华旌, 2024) 。 其二, 从再设计的行动特征来看, 政策再设计具有能主动

适应环境变化的稳健性行为特性 (Howlett
 

&
 

Ramesh, 2023) 。 具体而言, 一是静

态稳健性, 即政策在遭遇外部冲击后恢复至初始目标的能力, 表现为 “适应性” ;
二是动态稳健性, 即政策不仅能恢复到原始状态或目标, 且能创造新的形式和状

态目标以应对挑战, 表现为 “灵活性” 。
因此, 政策再设计在本质上体现为, 政策设计的实质性部分 (如目标性质、

工具逻辑等) 以及程序性部分 (如执行机构、 评估方式等) 会随着政策环境、 目

标群体或政策反馈等情况变化而动态调整, 以提升政策适应力与稳健性。 其内涵

的边界在于: 其一, 传统的政策设计理论聚焦 “工具-目标” 的横向适配, 而政

策再设计从时间维度纵向考察政策设计在调适过程中呈现出行为路径与内在机理;
其二, 政策再设计不仅关注政策设计实质性内容的细化与更新, 亦强调程序性设

计的调整与更迭及其对实质性设计的支撑作用; 其三, 政策再设计在维持政策适

应性的同时, 也重视政策调整过程中呈现的行动特征与创新取向, 为厘清政策演

化趋势提供了类型学参考。 相关内涵辨析见表 1。
表 1　 政策再设计与政策设计的内涵辨析

政策再设计 政策设计

概念界定
政策设计者通过调整和改变政策设计的

初始要素形成新的政策方案

政策设计者选择和设计合适的政策工具

以达到既定政策目标

侧重视角 长期的、 纵向的持续性状态 短期的、 横向的要素组合

发生阶段 政策周期全过程 政策初始阶段

干预对象 实质性部分、 程序性部分

行动特征
 

双重稳健性 (适应性、 灵活性) 从无到有的全新设计

目标取向 主动适应政策环境的迭代性设计 完成政策初始目标的被动回应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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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

面对政策演进过程中既有路径惯性也有环境变化压力双重影响的情况, 政策

再设计往往呈现出稳定延续与策略调整并行的动态特征。 为识别这一过程中政策

干预的重点与差异化策略, 本文根据政策再设计的干预对象 (实质性或程序性)
和行动特征 (静态稳健性或动态稳健性) , 构建了政策再设计的类型学分析框架,
将其策略类型划分为静态实质性再设计、 静态程序性再设计、 动态实质性再设计

及动态程序性再设计四类 (如表 2 所示) 。 其中, 对政策再设计干预对象的判断取

决于政策设计所使用的核心治理工具构成情况, 实质性政策设计包括影响政策内

容、 政策资源等制度安排, 以直接性与强制性为主要特征; 程序性政策设计则是

调整政府自身运作和决策行为的实施过程, 表征为间接性与辅助性。 政策再设计

的行动特征取决于政策本身变化的特点, 其兼具静态稳健性和动态稳健性两个特

征, 前者是政策能对环境变化作出反应, 对政策的再设计仅限于调整实施形态与

执行机制, 具有 “适应性” 的特征; 后者是政策能在环境变化面前保持理念内核

并发展出新的政策目标, 且政策再设计能实现自我修正与创新, 具有 “灵活性”
的特征。 这两种关系都可以被描述为稳健性, 原因在于政策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消失或失效。
表 2　 政策再设计策略的四种类型

政策再设计的干预对象

实质性政策设计 程序性政策设计

政策再设计

的行动特征

静态稳健性
静态实质性再设计

(政策目标、 政策工具进行调整)
静态程序性再设计

(对政策执行过程的行为修正)

动态稳健性
动态实质性再设计

(政策理念、 工具逻辑发生变化)
动态程序性再设计

(对政策执行过程的目标矫正)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第一, 静态实质性再设计是指实质性政策设计呈现出静态稳健性, 分别是指

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调整。 在这一阶段, 政策虽然经过

再设计但其本身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是 “有限的适应性” 。 具体而言, 静态实

质性再设计是指政策在面临内外部挑战时保持政策目标, 使政策问题与解决问题

的工具类型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包括对政策的具体目标以及政策工具进行局

部调整, 亦不会更改策略中的实质性元素, 进而完成政策的 “自我纠正” 。 具体表

现为, 政策再设计过程中政策理念保持不变, 政策目标细微调整, 政策工具的规

格与校准发生相应变化。
第二, 静态程序性再设计是指程序性政策设计呈现出静态稳健性, 实现了对

政策执行过程的 “行为修正” , 通过调整既有政策与规则或改变政策参与者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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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识别政策环境变化的风险, 来保障静态实质性政策的执行合规性与系统一致

性。 与静态实质性再设计相比, 程序性政策再设计侧重影响政策本身以及决策过

程有关的政府内部行动, 强调政策在设计层面的流程规范性, 实现政策的 “自我

完善” 。 具体表现为, 静态程序性再设计为同一时期静态实质性再设计提供辅助性

工作, 包括调整政策执行机构、 人员关系、 简化政策程序等, 但其不干预政策再

设计的进程。
第三, 动态实质性再设计是指实质性政策设计呈现出动态稳健性, 体现了宏

观层面的政策理念和工具选择偏好的改变, 即政策经过再设计不仅能恢复到原来

的状态或目标, 还能自我修正, 创造新的目标和逻辑。 在这种类型下, 几乎所有

政策实质性要素均发生改变, 即政策的具体目标、 工具手段, 以及目标性质及其

工具逻辑均发生变化, 这使它在应对短期、 中期和长期的环境波动下能超越原有

的政策设计, 进而完成政策的 “自我发展” 。 具体表现为, 政策理念发生根本性转

变, 政策目标和工具围绕新的政策理念完成迭代更新, 并在原有理念的基础上形

成更具发展潜力的政策内容。
第四, 动态程序性再设计是指程序性政策设计呈现出动态稳健性, 实现了对

政策执行过程的 “目标矫正” , 其理念在于形成更加系统、 富有思维的政策程序,
助力动态实质性政策设计的实现。 它通过设置灵活的政策程序, 对原有政策目标

和手段进行更深层次或更迅速的改变, 定期审查政策环境和内部风险, 并将这些

政策效应反馈到后续的再设计中, 实现政策的 “自我学习” 。 具体表现为, 动态程

序性再设计在组织重构的基础上, 衍生出新的职能理念, 为同一时期动态实质性

政策再设计提供决策指导, 进而干预下一阶段的政策再设计, 包括定期评估、 实

时监督、 持续的预测与学习等方式。

三、 案例阐释: 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及生成过程分析

以上四种策略类型构成了识别政策再设计行动特征、 理解再设计路径中制度

调整的方向与深度的分析工具, 为后续案例分析与机制构建提供了清晰的理论坐

标。 然而, 不同的策略类型在具体政策中的实践样态是否存在差异, 其触发条件

与作用路径有何不同等问题仍有待明晰。 研究将政策再设计引入生育政策分析的

合理性与适用性体现在: 其一, 它超越了传统政策设计理论的静态局限, 能解释

生育政策长时段、 多阶段的动态演化特征。 其二, 其能在统一的框架内整合解释

政策调整中并存的渐进性调适与范式性转型。 其三, 区别于宏观的政策变迁理论,
它聚焦于政策主体围绕初始设计要素进行有意识的重塑与再造。 这一理论为审视

我国重大政策的长期演化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整合性视角。
单案例过程追踪有利于深入观察和了解政策中易被忽视的社会现象, 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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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现象的深描与背后的机制挖掘具有启发性意义。 本研究选取 1960—2025 年生育

政策的历时性变迁过程为案例研究对象。 生育政策作为一项依靠国家体制力量构

建的系统性制度安排, 其六十余年的清晰演化历程为揭示政策再设计的差异化类

型提供了近乎理想的关键案例。 并且, 现行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发展是在某种程度

上跳出传统 “计划” 的路径限制, 将生育权回归家庭, 完整地呈现从 “静态稳健

性” 向 “动态稳健性” 的实质性变化的过程, 从而增强了理论构建的内部效度。
因此, 本文基于政策背景、 关键事件与类型特征的分析逻辑, 进一步探讨生育政

策再设计的形成过程与生成机制, 以回答政策再设计 “是什么” 以及 “如何形

成” 等问题。

(一) 静态实质性生育政策再设计的生成过程

静态实质性再设计的核心内容是在维持政策根本目标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调

整与强化政策工具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我国生育政策在计划生育范式下的变

迁清晰地展现了此过程, 它以宽泛的初始设计为起点, 经历了两次关键的再设计

阶段。 首先是生育政策的初始设计。 1959—1961 年自然灾害后的补偿性生育高峰

对原有的生育政策构成严峻挑战。 1962 年, 中央开始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

村提倡节制生育, 将生育问题纳入政策议程。 此阶段的政策工具主要依赖于一般

性的节育倡导和卫生服务, 整体呈现出目标宽泛、 干预柔性的特征。 其次, 计划

生育由早期倡导转向制度化推进。 为实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目标, 政策于 1971
年正式转向以 “晚、 稀、 少” 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措施①, 表现为政策工具的系统

性强化, 在保留技术指导与药具供给等措施的基础上, 引入奖惩机制等规制性工

具。 最后, 生育政策在计划生育框架下逐步收紧, 并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 持续

的人口高增长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迟滞的双重压力, 进一步激化了人口与发展的

内在矛盾。 为应对此形势, 1980 年中央发出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

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的公开信》 , 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 1982
年, 计划生育被确立为基本国策。 政策工具亦全面升级为组织考核、 法规制度的

权威型工具。 至此, 静态实质性再设计基本完成, 其策略是通过工具细化与执行

强化来维持政策核心目标的稳定性。 本阶段的实践样态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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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静态实质性生育政策再设计实践样态

理论类型
生育政策历时性变迁的过程追踪 (1960—2012 年)

政策背景 核心内容 政策目标 核心工具 表现特征

实质性

初始设计

粮食供给不足、
人口快速增长

节育倡导
对人口问题初

步引导

象征型: 宣传倡导、
节育指导

目 标 宽 泛、
工具宽松

静态实质性

再设计

补偿 性 生 育 高

峰、 人 口 经 济

矛盾加剧

“晚、 稀、 少”
政策

控制人口过快

增长

规制型: 技术 / 药具

供应、 奖惩制度

目 标 明 确、
工具细化

人口 经 济 矛 盾

激 化, 外 部 思

想影响

计划生育 严控人口增长
权威型: 生育调节、
法律责任、 奖惩保障

目 标 微 调、
工具严苛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静态程序性生育政策再设计的生成过程

静态程序性再设计旨在为实质性政策再设计提供组织保障, 表现为生育政策

从试验性探索到制度化建构的转变。 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 国务院通过

设立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对生育政策的执行进行前期探索与数据监测, 形成了程

序性的初始设计。 然而, 为确保政策的严格执行, 程序性政策设计于 1981 年迎来

关键性举措,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国务院常设机构正式成立, 这标志着程序

性框架从临时分散的协调模式转向了垂直且制度化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后续的机

构改革中, 该委员会的职能范畴虽从单一的指标管控逐步扩展为集政策规划、 垂

直监督与技术服务于一体, 但其核心任务始终是服务于 “控制人口” 的实质性目

标。 总之, 此阶段程序性再设计的本质是通过建立强有力的、 高度制度化的专门

执行机构以回应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进而为实质性政策的合规性与一致

性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本阶段的实践样态详见表 4。
表 4　 静态程序性生育政策再设计实践样态

理论类型
生育政策历时性变迁的过程追踪 (1960—2012 年)

执行机构 主要职能 表现特征

程序性

初始设计

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

(临时)
节育宣传, 技术指导,

调查监督

辅助实质性政策;
提供服务支持

静态程序性

再设计

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

(临时)
宣传指导, 药具供给,

调研总结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常设)
执行政策, 参与立法,

管理服务

组织渐进调适;
维持系统稳健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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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动态实质性生育政策再设计的生成过程

动态实质性再设计由人口结构失衡与前期政策负反馈共同触发, 表现为生育

政策从谨慎的局部调整到彻底的范式转型的过程。 第一阶段的再设计是谨慎的放

宽。 面对日益凸显的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 政策制定者于 2013 年和 2016 年

先后启动 “单独二孩” 与 “全面二孩” 改革。 该阶段的再设计目标主要是优化人

口结构, 但政策理念仍未完全脱离数量控制的既有范畴, 属于在原有轨道内的局

部调整。 第二阶段的再设计则是根本性的范式转型。 在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与前

期政策效果有限的双重压力下, 更具突破性的再设计势在必行。 2021 年, “全面

三孩” 政策的出台, 不仅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性措施, 更系统性地构建了积

极生育支持体系。 以 2025 年国家育儿补贴制度的全面实施为标志, 生育政策的内

在逻辑完成了根本性重构, 政策理念从数量限制转为放宽, 政策目标从控制人口

转向激励生育, 政策工具亦全面转变为以提供假期、 津贴、 托育服务等措施为主

的激励型与能力型工具组合。 这一时期, 动态实质性再设计的核心特征是政策范

式的结构性转向, 具体实践样态如表 5 所示。
表 5　 动态实质性生育政策再设计实践样态

理论类型
生育政策历时性变迁的过程追踪 (2013—2025 年)

政策背景 核心内容 政策目标 核心工具 表现特征

动态实质性

再设计

结构失衡、 负

反馈显现

“单独二孩” 政

策、 “全面二孩”
政策

优化人口结构
服务型: 财政补贴、
流动人口管理

极低 生 育 率、
前期效果有限

“全面三孩” 及

配套支持政策

提升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均衡

激励 / 能力型: 延长

假 期、 托 育 服 务、
国家育儿补贴等

理 念 转 向:
包容性发展

逻 辑 重 构:
生育支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 动态程序性生育政策再设计的生成过程

动态程序性再设计为实质性的范式转型提供了组织基础, 体现在治理结构从

单一垂直的行政管理到多部门协同的网络化治理的根本性转变。 2013 年新一轮政

府机构改革, 原国家计生委被撤销, 其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纳入新组建

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卫计委) , 人口发展战略、 规划及人口政策研

究拟订职责则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 打破了延续数十年的单

一计生管理体系。 随后的机构改革持续转型, 2018 年, 国家卫计委调整为国家卫

健委。 2022 年,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兼职委员制度等旧有协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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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被撤销, 同年, 建立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正式确立了

高层级的跨部门协同治理框架。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阶段程序性再设计并不仅仅

是被动适应实质性政策的转向, 而是通过组织职能的前置转型与数据治理体系的

搭建, 如卫健委将重心转向家庭发展支持、 人口动态监测与效果评估等, 逐步实

现了执行系统的自主调适与结构重组。 因此, 动态程序性再设计具有协同互动的

特征, 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信息输入源与智库支持者, 其在与实质性再设计互动

的过程中根据政策反馈效果进行主动适应并采取革新举措, 最终完成动态再设计

的行为闭环。 这一过程的实践样态详见表 6。
表 6　 动态程序性生育政策再设计实践样态

理论类型
生育政策历时性变迁的过程追踪 (2013—2025 年)

执行机构 核心职能 表现特征

程序性

初始设计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政策执行, 立法参与,
管理服务

维持稳健: 组织与规则调

适, 维持系统静态稳健

动态程序性

再设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人口战略预测, 政策咨询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人口监测预警, 生育政策拟订

国务院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协调, 推进重大决策

打破依赖: 职能重构与跨

部门协作, 为实质性转向

提供组织保障与反馈支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 案例追踪: 政策再设计的生成机制分析

上述生育政策再设计的策略类型与生成过程有效回应了政策再设计 “是什么”
“如何形成” 等基本问题。 然而, 生育政策由计划生育约束到积极生育支持的政策

再设计中间必然存在着将二者联结起来的因果链条。 基于对前述生育政策再设计

策略类型及其演化过程的归纳分析, 本研究构建了议题情境、 目标迭代、 工具适

配、 政策反馈四个机制部件, 作为解析政策再设计 “因何形成” 的分析链条 (见

图 1) , 旨在揭示生育政策再设计过程中内嵌的核心动力与调整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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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育政策再设计生成机制的过程追踪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议题情境

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复杂治理情境下的政策议题, 具有目标群体需求与利益

多元、 决策信息不充分、 对环境变化敏感度高的特征。 而 “政策再设计” 要求

政策对环境有较强的回应性, 即在特定议题中出现并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

调整。 这一过程始于政策初始设计的物质性压力与象征性话语的双重嵌套, 聚

焦设计的特征如何反过来影响后续的政治过程, 体现为政策再设计的 “前馈效

应” ( Schneider
 

&
 

Ingram, 1993) 。

1. 物质性压力: 制度刚性与结构矛盾累积显化

政策设计的初始元素或结构不仅将利益或负担分配给特定的目标群体, 形成

“物质性效应” , 表现为以 “控制生育” 为核心目标的生育政策, 通过行政性罚

款、 生育指标等权威性工具将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成本绑定, 采取 “超生即受罚”
的刚性约束。 这种物质性分配虽在短期内遏制了我国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
但也导致老龄化加速、 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矛盾凸显。 数据显示, 2011—2023
年, 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年均提高 0. 5 个百分点, 比 1982—2010 年的

0. 14 提高了 3 倍以上 (陆杰华、 冯雨欣, 2025) ; 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

重从 2010 年的 74. 50%开始逐年下降, 2020 年已经下降到 68. 55% (邹波、 陈婷

婷, 2023) 。 此外, 生育成本攀升与公共支持不足形成 “高成本、 低保障” 的冲

突, 育龄群体通过延迟生育、 被动少生等行为选择反向施压政策系统 (黎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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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文华, 2024) 。 综上, 多重矛盾的持续累积导致政策再设计的压力剧增。

2. 象征性话语: 政策符号重塑行为规范与价值认同

除分配物质利益外, 政策初始设计还通过符号建构形塑目标群体认知。 目标

群体对于其从政策初始设计中获取的信息, 包括政治观察、 媒体报告以及公共政

策的相关经验, 会影响并构成对自身在政府中形象的内在认知, 从而决定其政治

参与的态度, “象征性效应” 由此形成 (李文钊, 2019) 。 具体来看, 计划生育政

策的初始设计将 “多孩家庭” 塑造为 “偏离者” 的负面形象, 借助超生罚款、 少

生优生等符号化标签强化目标群体对生育行为的自我规训, 挤压个体行为选择空

间。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对于生育议题的认知态度由 “恐高” 转向 “恐低” , 其

延长生育假期、 发展普惠托育等经验措施为我国提供了选择性适配的政策方案

(杨菊华、 杜声红, 2017; 宋健、 姜春云, 2022) 。 此外, 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

约》 、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议题等国际话语, 将生育议题从人口控制拓展至性别

平等、 儿童福祉等维度, 推动了政策目标的价值扩容 (喻术红、 葛家欣, 2023) 。
因此, 生育政策再设计正是缘于人口结构失衡的现实压力与生育权话语重构

的规范性诉求耦合触发的 “前馈效应” 。 这一机制通过物质约束与符号塑造的双重

嵌套, 促使政策系统提前感知环境变化并启动适应性调整, 为核心目标的迭代与

工具的适配奠定基础。

(二) 目标迭代

政策目标的迭代并非孤立发生的静态调整, 而是由政治势能自上而下推动、
目标群体自下而上反馈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 生育政策目标从 “控制人口数量”
向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转变, 深刻反映了政治势能在整合资源、 重塑合法性中

的主导作用, 以及目标群体通过话语策略与行为选择对政策内核的渐进修正。

1. 政治势能引领: 顶层设计与政策合法性的重塑

作为一项关乎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公共政策, 生育政策受到高层政治议程设

置的有力驱动, 通过自上而下、 政治动员的方式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与注意力,
来推动政策目标的迭代升级 (朱荟、 苏杨, 2024) 。 这种政治势能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通过中央文件等形式释放明确的政策转向信号, 迅速凝聚政策共识。 例如,
2015 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

决定》 首次提出 “保持适度生育水平” , 取代了 “稳定低生育水平” 的政策目标,
为生育政策的目标重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二是借助行政体制的动员能力, 将目

标迭代转化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 促使政策目标从理念层面向执行层面渗透。
例如, 2022 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宋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提出 “到

2025 年, 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 4. 5 个” , 各省市纷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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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配套措施, 通过资源倾斜、 财政补贴等手段加速政策落地。 在此过程中, 政治

势能不仅通过权威信号调整政策方向, 亦为政策工具调整和社会观念转变提供动

力支持与信号传递。

2. 目标群体参与: 行为选择与话语策略的驱动

政策目标的迭代需要与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同频共振。 这一过程中, 育

龄群体从被动接受计划生育约束的管控对象, 逐步转变为政策支持的权利主体。
这种角色转型通过两类机制实现: 其一, 行为驱动机制。 随着生育成本攀升与社

会观念变迁, 个体的少生优生选择反向削弱了政策目标的合法性根基, 倒逼政策

设计者正视初始目标与人口情境的现实差距。 其二, 话语重构机制。 托育服务短

缺等家庭发展需求被媒体与学界转化为公共议题, 形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规范性

话语。 此类话语通过两会提案、 智库报告等渠道进入政策议程, 促使政策目标从

单一的 “人口数量管控” 扩展为 “生育—养育—教育” 的全周期支持体系。
当然, 目标迭代并非一蹴而就的结果, 而是通过不断试错修正得以实现。 在

此过程中, 政治势能与目标群体的诉求形成双向互动, 顶层设计为政策试错提供

容错空间, 而目标群体的行为反馈则为目标的进一步校准提供现实依据, 最终实

现政策内核从 “刚性管控” 向 “弹性支持” 的适应性发展。

(三) 工具适配

在议题情境与目标理念转型的基础上, 政策工具的属性特征与适用条件也发

生相应变化。 事实上, 工具适配是指政策设计者通过静态或动态、 实质或程序的

双重调整, 以实现工具与目标、 目标与情境的精准适配, 这一过程随之带来的是

政策工具的合法性不断地被建构与再建构的结果。 简言之, 政策再设计中的政策

工具适配能理顺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逻辑, 保障锚定目标的实现, 进而塑造新的符

号理念与价值伦理。

1. 横向组合互补: 工具属性的多元性转换

政策工具的横向组合逻辑在于突破单一工具的功能局限, 通过多元工具叠加

形成从激励到约束再到支持的协同效应。 具体而言, 在静态实质性再设计阶段,
计划生育政策使用附加惩罚性标签的生育指标管控、 行政处罚等规制型工具, 以

契合 “数量控制” 的政策初始目标。 在动态实质性再设计阶段, 原有的规制性工

具被激励型及能力型等工具所取代, 以提供生育津贴、 假期薪资补偿、 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以及均衡配置教育资源等方式发挥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应, 保障育龄群体

的生育权利。 例如, 2021 年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明确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并围

绕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完善生育休假与相关保障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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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作出系统部署。 这一过程中, 政策工具属性呈现由 “强规制弱激励” 到 “弱

规制强激励” 的演化趋势, 借助自身的符号重构突破已有的路径依赖, 并形成包

括经济激励、 服务保障、 时间支持的复合工具包。

2. 纵向程序协同: 执行机构的适应性重组

程序性政策工具作为政府调控决策行为与决策进程的技术手段, 亦发挥着纵

向协同的组织效能 ( Howlett, 2022) 。 首先, 政府通过撤销计生委、 设立联席会

议制度等组织重构, 促使组织职能转型。 例如, 2022 年建立的国务院优化生育政

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通过跨部门协作机制统筹教育、 医疗、 住建等领域资

源, 破解政策碎片化难题。 其次, 执行机构依托人口数据库与信息采集渠道, 建

立动态反馈机制, 以此充分发挥程序性工具的赋能效应, 引导政策参与主体改善

决策结果, 进而增强实质性工具的有效性。 例如,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统计局

的人口变动抽样数据、 出生人口监测数据以及人口预测模型, 发挥了重要的决策

支撑作用。 在此过程中, 程序性工具不仅服务于当期政策设计与执行, 更通过信

息整合与组织调适为后续工具迭代预留机会窗口。
总之, 政策工具适配是政策再设计的核心部件, 其本质是通过工具组合的动

态调整, 实现政策目标与治理情境的精准匹配。 政策工具从 “刚性管控” 到 “弹

性支持” 的变化, 既体现为规制型、 激励型与能力型工具的横向互补, 也反映在

程序性工具在执行过程中的纵向协同, 最终形成分阶段优化的递进式工具箱。

(四) 政策反馈

政策的初始设计会引发目标群体的差异化反应, 并影响后续的政策再设计进

程, 即政策反馈效应。 政策反馈既是衡量政策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也为理解政策

再设计提供了微观依据。 政策反馈通过行为与效果的反向输入, 驱动着政策的动

态校准 (熊烨, 2022) 。 生育政策从 “计划生育” 到 “生育支持” 的转变, 既是

负反馈对政策偏差的修正过程, 也是正反馈强化路径依赖的博弈结果, 二者交织

形成动态校准机制, 为政策再设计提供根源性动力。

1. 负反馈纠偏: 松绑式的修正性调整

政策的负反馈通过暴露政策执行与目标群体的现实冲突, 触发政策系统的自

我修正机制。 生育政策的负反馈效应体现在人口代际失衡加剧和家庭发展需求异

化的结构性矛盾。 正如前文提到, 生育成本攀升与托育服务不足造成目标群体的

被动少生行为, 致使我国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这些负反馈通过压力阈

值机制迫使政策设计者对原有设计逻辑进行修正或调适, 具有松绑式特征, 在政

策方面减少对生育数量的行政性限制, 一些地方法规对生育登记、 孩子户口登记

等相关流程和手续进行简化。 例如, 2021 年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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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发展的决定》 明确 “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
将入户、 入学、 入职等与个人生育情况全面脱钩” ; 2022 年, 国家明确将 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 2025 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 《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 , 等等。 这些调整体现了从 “惩罚多生” 到

“补贴养育” 的价值转变。

2. 正反馈锁定: 低生育惯性强化支持性供给

政策的正反馈通过目标群体行为惯性固化既有的政策逻辑, 形成自我强化的

锁定效应。 负反馈的缺失使政策设计难以随政策环境变化而保持稳健性, 长此以

往, 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会遭受质疑, 从而推进政策再设计进程 ( Daugbjerg
 

&
 

Kay, 2020) 。 具体而言, 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塑造了 “少生优生” 的公众认

知, 育龄群体开始自觉自愿自发地节育, 我国初步进入 “内生自主性低生育” 阶

段 (穆光宗、 林进龙, 2021) 。 而目标群体逐渐重视个体发展的自我认同理念与

生活方式, 亦强化了低生育文化的代际传递 (吴帆、 陈玲, 2022) , 政策可调整

空间被不断压缩, “生育权回归家庭” 的合法性重塑转而成为政策再设计的重要内

容。 其表现为, 政府密集推出的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 本质上是基于实用主义

的经济理性人假设, 试图通过激励式政策供给来降低成本、 提振生育。 例如,
2025 年起全面实施的育儿补贴制度, 通过普惠性的直接现金激励对 “内生自主性

低生育” 进行反向干预。
整体而言, 议题情境作为政策再设计的逻辑起点, 通过物质性压力与象征性

符号的 “前馈效应” 触发政策再设计的行动议程, 政策目标在政治势能与目标群

体的联合推动下完成从计划生育约束到积极生育支持的内核重构, 由实质性工具

和程序性工具构成的递进式工具箱为政策再设计明确行动方案, 政策实施的效果

反馈成为政策再设计的根源性动力。 总之, 议题情境、 目标迭代、 工具适配与政

策反馈这四个部件始终贯穿于政策再设计环节, 在生育政策再设计中表现为相互

嵌套、 循环作用的动态机制, 推动政策由静态稳健向动态调适的方向发展。

五、 研究结论与讨论

重新关注作为政策科学研究子领域的政策设计是十分必要的, 因为它构成了

理解公共政策形成、 调整与演进过程的重要切入点。 本研究系统地引入 “政策再

设计” 的概念, 旨在通过调整和改变政策设计的初始要素来寻求新的政策方案,
推动高质量的政策产出与政策发展。 本文借助 “政策再设计” 的概念考察了生育

政策变迁的过程, 将研究重心放在政策再设计 “是什么” “为什么” 等问题上,
并基于 “干预对象” 和 “行动特征” 的分析框架, 将其实践样态划分为静态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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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静态程序性、 动态实质性以及动态程序性四种类型。 其中, 程序性再设计通

过修正政策行为和调整预期目标, 为下一阶段的实质性再设计提供助力或实施干

预, 促使政策由静态实质性向动态实质性发展, 进而实现政策再设计由 “静态稳

健” 到 “动态稳健” 的转变, 以此完成政策的自我纠正、 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与

自我学习。 对政策再设计发生机制的研究发现, 由议题情境、 目标迭代、 工具适

配和政策反馈组成的逻辑链条, 促成了由生育约束到生育支持的政策再设计, 为

应对人口发展难题贡献出具有韧性的政策方案与治理路径。
本文认为, 应以审慎包容的态度回应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再设计现象。

一是推进 “因势而变” 的政策再设计。 一方面, 政策再设计并不意味着完全打破

原有政策思维, 而是通过吸收和学习以往经验, 对政策内容进行调整, 与政策环

境变动保持相对一致以保持政策内容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避免政策系统因环境突

变而发生剧烈波动, 加剧政策脆弱性。 当政策目标面临微调、 原有工具仍可沿用

时, 可以采取静态实质性再设计策略, 政策工具也体现为逐步优化而非全盘替代。
另一方面, 政策再设计并非要求政策 “一刀切” 地调整, 而是在综合各类政策目

标的基础上适度调整, 通过自动或半自动的调整反馈机制和程序, 定期审查环境

和内部风险, 实现对初始条件的自动适应, 提升政策的自我适应力。 当制度执行

能力成为约束瓶颈时, 则需通过动态程序性再设计来重构程序基础, 在整合资源

的基础上形成敏捷调整机制, 缩短反馈周期。 这种类型框架可为政策制定者在应

对不同政策环境时提供策略选择的参考依据。 二是推进 “因时而变” 的政策再设

计。 其一, 政策再设计应选择适合的时间节点。 这意味着政策设计者应评估何时

进行政策再设计, 在恰当的时间作出正确的选择, 并采取迅速、 有力和果断的行

动来解决问题。 然而, 案例研究发现, 生育政策再设计对初始政策效果反馈的响

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这可能会减损自身的实施效果。 其二, 政策再设计要兼顾

灵活性, 即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后能迅速作出反应, 并尽快改变那些与环境不一致

的政策要素。 例如, 以重大事件为外部扰动因素, 能推动政策设计者敏锐地感知和

捕捉政策执行信息和效果, 倒逼政策及时调整并对现实情境予以回应。
需要强调的是, 政策再设计并非对政策原型及内容的 “内卷” 或重复, 而是

在原有基础上对政策目标及其工具逻辑进行调整, 尝试求得新方案而形成的螺旋

式上升的过程, 是一种 “迭代性设计” , 目的是提升政策韧性。 因此, 在政策再设

计的过程中, 不仅要设计出具有静态稳健性的 “一揽子” 政策, 还要考虑政策能

否充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将动态稳健性政策也纳入设计理念中, 更要兼顾政

策再设计的时间因素。 此外, 传统的政策设计关注的是实质性部分, 而对程序性

设计关注不足。 如何促使政策从静态稳健向动态稳健过渡, 可引入程序性政策再

设计这一策略, 构建灵活的政策程序, 将政策实施结果反馈至后续再设计中, 以

更好地服务于实质性政策工具的优化。 例如, 成立议事协调机构、 专家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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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开展公众调查等静态程序性再设计, 以及调整政府机构, 形成定期评估、 实

时监督等动态反馈机制, 通过持续的预测与学习完成再设计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见, 政策再设计为政策生命力的延续提供了可能的实现路径。 研究的

理论贡献如下: 第一, 超越了以往对政策设计的片面化理解。 本研究在政策设计

的基础上, 引入 “政策再设计” 概念, 将政策设计作为一个整体从时间维度纵向

考察其在再设计过程中发生的变化, 关注政策在全生命周期中呈现的稳健性特征。
实际上, 政策设计不仅是初始阶段的 “理性规划” , 更是长期迭代的动态过程, 政

策设计者需要通过找寻最佳行动方案来适应议题情境的持续变化。 这一概念的引

入从理论上回应了政策设计应 “如何发展” 的经典命题。 第二, 明确政策再设计

类型划分的理论定位。 研究提出的四种策略类型, 是对政策系统在目标调整、 程

序修正与工具选择过程中所呈现干预方式的提炼与表达。 这一划分逻辑有助于从

类型特征出发, 识别再设计如何在具体情境中体现出结构稳定性与调整灵活性的

特征, 旨在从 “再设计发生与否” 的问题, 转向 “再设计以何种机制、 在何种条

件下可能发生” 的问题。 第三, 弥补了既有政策工具理论在分析维度上的局限。
本研究通过阐述实质性与程序性工具的横向互补与纵向嵌套的协同机制, 分析了

程序性工具在政策再设计中的杠杆作用, 为实现政策韧性提升的目标提供新的路

径选择。 第四, 系统解构了政策再设计的生成机制。 本研究通过构建议题情境、
目标迭代、 工具适配、 政策反馈的机制链条, 强调政策再设计策略选择如何嵌入

问题识别、 目标调整、 工具重构与反馈反应的互动逻辑中, 形成结构嵌套的再设

计行为单元。 这不仅为政策再设计提供了中国本土化的实证支撑, 也拓展了既有

理论在复杂制度场域中的解释边界。
最后,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三点局限。 第一, 本研究仅探讨了同一组织层级内

政策再设计的形成过程与机理, 而未全面考虑到不同层级治理下政策再设计的具

体情形。 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挖掘地方政府政策再设计的具体过程, 厘清政策行动

者间的关系与互动机制。 第二, 本研究以生育政策变迁情境探讨了政策再设计的

类型与生成机制, 但不同类型策略组合关系的演化模式有待阐明, 未来可在多案

例比较的基础上提炼更具预测性的策略生成路径模型, 深化类型分析的适用边界

与理论解释力。 第三, 本研究仅从宏观层面对政策再设计的内涵与类型展开分析,
而未能从微观层面探讨政策再设计的效果及评价等问题。 未来的研究或可聚焦实

施效果、 适应机制与政策效果三者的关系, 构建基于目标达成度、 执行弹性与社

会反馈的再设计评估体系, 以实现理论建构向治理实践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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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叙事政策框架下的政策认知与认同

莫启星 　 邵梓捷∗

【摘要】 在现代的政治生态下, 公共政策的成功愈发依赖于公众的理解与认

同, 政策叙事是引导这一过程的关键工具。 现有研究缺少对政策叙事影响政策认

知与政策认同的内在心理机制的关注, 尤其是对叙事框架与受众既有知识的交互

作用关注不足。 论文将脑电实验与问卷实验方法相结合, 采用 2 (情节 / 主题叙事

框架) ×2 (高 / 低政策熟悉度) 的被试内设计 (N = 60) , 从生理认知反应与主观态

度两个层面检验政策叙事的影响机制, 并发现两个层面的结果之间存在显著分离。
在生理层面, 叙事框架差异的主效应显著, 聚焦个体故事的情节框架比呈现宏观

数据的主题框架引发被试更强的神经活动。 但这种神经优势在态度层面完全消失,
叙事框架对被试最终的政策认同与信息记忆均无显著影响, 被试对政策的既有熟

悉度成为决定其态度与记忆效果的关键变量。 研究进一步发现, 官方媒体形式的

政策新闻显著降低了被试的整体情绪唤醒水平, 论文提出 “导火索” 推论以解释

上述悖论, 即在官方媒体所营造的低唤醒情境下, 政策叙事未能促成被试的深度

认知加工, 而仅仅激活受众基于既有经验的、 先入为主式的判断。 论文讨论了认

知与情绪唤醒水平对叙事效果的影响, 并对叙事政策框架 (NPF) 中叙事传输假

设的适用边界提出了新见解。
【关键词】 叙事政策框架 　 政策叙事 　 政策认同 　 脑电实验 　 问卷实验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78-17

一、 引言

在现代治理体系中, 公共政策效能的实现既取决于其本身的循证决策与理性

设计, 又依赖于公众对其的理解与认同 ( Tannenbaum
 

et
 

al. , 2017) 。 随着民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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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意识的提升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 政策的制定、 执行与评估等过程已逐步

演变为多元话语交织的复杂场域 (朱春奎、 李玮, 2020) 。 在此背景下, 政策叙

事, 即围绕政策议题建构的意义与话语体系日益受到学界关注, 政策认知与认同

的形成机制已然成为行为公共政策研究的前沿议题 ( Grelle
 

&
 

Hofmann, 2024; 郭

跃等, 2023; 刘展余、 雷玉琼, 2024; 张扬、 秦川申, 2022) 。
公众对政策的评估受个体认知、 关注领域及政策质量等多重因素影响 ( Grelle

 

&
 

Hofmann, 2024) 。 其中, 政策叙事能塑造公众对特定政策的认知与认同, 是影

响政策执行实效的关键环节之一 (曹志立、 曹海军, 2021) 。 政策目标群体如何

认知一项特定政策、 是否认同政策, 对政策执行实效有重大影响, 政府常借助官

方媒体展开政策叙事, 以提高目标群体的政策认知水平, 争取其政策认同 (毛劲

歌、 张铭铭, 2017; 彭忠益、 粟多树, 2015)。 在众多理论工具中, Jones 和 McBeth
 

(2010) 首创的叙事政策框架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 因其能有效统合微

观个体、 中观集体与宏观制度三大分析层次, 在解释中国复杂的政策过程方面展现

出强大的理论潜力与应用价值 (李文钊, 2017; 张书维、 冯帅瑶, 2024)。
叙事政策框架的微观理论旨在揭示政策叙事影响个体层面的心理机制, 其核

心在于五项机制性假设, 分别是叙事偏离、 一致 /非一致性、 叙事传输、 叙述者可

信度与角色影响力 ( Jones
 

&
 

McBeth, 2010; Weible
 

&
 

Schlager, 2014) 。 然而, 针

对这些微观机制的本土化实证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不仅数量有限、 议题分散, 且

部分研究结论相互矛盾, 致使对潜在机制的解释仍有不足 (张书维、 冯帅瑶,
2024) 。 更为关键的是, 现有研究多依赖于对事后态度或行为的观测数据来推断传

播机制, 而对叙事信息在个体大脑内部的即时处理过程 (如注意分配、 记忆编码

与情绪唤醒等) 缺乏直接观测手段 (喻国明、 陈雪娇, 2023) 。 因此, 引入能捕

捉实时生理反应的认知神经科学方法, 改进数据测量方式已成为推动该领域研究

的必然选择。
鉴于此, 本研究旨在对政策叙事影响公众认同的生理与心理整合机制进行分

析。 具体而言, 本研究聚焦叙事政策框架微观假设中的两大核心争议: 一是角色

影响力与叙事传输假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协同作用, 二是如何界定叙事偏离与叙

事一致 /非一致性假设各自的作用边界与触发条件。 为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 本研

究将认知神经科学的脑电图 (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 实验方法与传统的问

卷实验相结合, 试图打开政策叙事影响个体认知过程的生理 “黑箱” , 从而为叙事

政策框架理论的深化与本土化发展提供来自认知层面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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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微观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进展与核心争议

叙事政策框架为解析政策话语如何影响公众认知提供了系统性规范, 其微观

理论的核心关切, 在于解释政策叙事如何作用于个体的态度、 信念与偏好形成过

程 ( Jones
 

&
 

McBeth, 2010; Shanahan
 

et
 

al. , 2018) 。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叙事政策

框架的核心微观假设虽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验支持, 但其内在机制、 作用顺序

及适用边界也在理论与实证层面均面临新的审视与挑战。
第一个核心争议是叙事传输 (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与角色影响力 ( Power
 

of
 

Character) 两个核心假设之间的关系。 前者描述了个体沉浸于故事世界的心理

状态, 这种状态并不只是单纯的兴趣提升, 而是同时包含注意力聚焦、 心理意象

生成与情感投入的综合性加工过程 ( Green
 

&
 

Brock, 2000) 。 后者则强调以英雄、
恶棍或受害者等具象化人物为载体的叙事, 能为复杂政策议题提供可感知的道德

坐标与情绪通道, 从而比抽象的宏大叙事更具说服力 (Weible
 

&
 

Schlager, 2014) 。
这两个假设内在的协同与分野机制尚未明确, 二者究竟是彼此独立的平行说服路

径, 还是功能上存在主次之分的机制? Jones (2014) 曾提出 “角色中介模型” 来

解释二者的关系, 认为叙事传输本身不直接促成政策认同, 而是通过增强受众对叙

事角色的情感共鸣来间接发挥作用。 这项基于自报告数据的研究虽然从 “是什么”
(What) 的层面揭示了两种基本假设的关联, 但未能揭示 “如何” (How) 运作的

机制。 例如, 叙事传输所代表的 “沉浸感” 究竟代表何种认知状态? 它仅仅是一

条因为角色影响力发挥了作用而被动开启的情感通道, 抑或是一种包含了注意力、
情感、 记忆等多维度的复杂认知过程? 这两个假设在个体的大脑内部, 是对应着

同一神经活动的不同侧面, 还是可以被清晰区分的两个独立过程? 现有研究中暂

无充分的讨论。
既有叙事说服研究表明, 受众在接触叙事时, 不仅会因故事本身而降低对说

服意图的警觉与反驳, 还会因对角色的认同、 同情或情绪卷入而更容易形成与故

事方向一致的态度判断 (Moyer-Gusé, 2008;
 

van
 

Laer
 

et
 

al. , 2014) 。 这说明叙事

传输与角色影响力既非完全割裂的平行机制, 也未必是简单的单向中介关系, 更

可能是共同嵌入一个连续展开的说服过程之中。 叙事首先通过吸引注意、 激活心

理表征与增强沉浸感来提高受众的认知卷入水平。 在此基础上, 角色涉入和故事

情境进一步激发受众的情绪反应。 而更高水平的卷入与情绪唤醒, 又会提高故事

信息被组织、 保持和整合进入既有认知结构的可能性, 最终影响信念与态度形成

(Gross, 2008; Lecheler
 

&
 

de
 

Vreese, 2012;
 

van
 

Laer
 

et
 

al. , 2014) 。 据此,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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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政策叙事的微观说服机制概括为一个 “认知卷入—情绪唤醒—态度形成” (后文

简称 “认知—情感—态度” ) 的整合过程, 并进一步把信息记忆效果视为连接前

端加工与后端态度更新的重要观测环节, 以此将叙事传输与角色影响力两大假设

置于同一条可检验的说服链条中。
在政策传播实践中, 叙事传输与角色影响力的对比常通过 “ 情节框架 ”

(Episodic
 

Frame) 与 “主题框架” ( Thematic
 

Frame) 两种政策叙事框架的对立来

操作化 (Aarøe, 2011) , 前者聚焦个体情境, 而后者以宏观统计数据叙事。 已有

研究表明, 当议题呈现能有效唤起情绪时, 情节框架往往比主题框架更具影响力;
同时, 这类以具体人物处境为中心的叙事也更容易在社会传播中被记住、 复述和

扩散 (Gross, 2008; Aarøe
 

&
 

Petersen, 2020) 。 综上, 本文认为, 相较于主题框

架, 情节框架更可能率先激活叙事传输假设所对应的认知卷入, 并通过角色化表

达假设推动后续情绪唤醒和信息编码, 最终导向更高水平的政策认同。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相比主题框架, 情节框架能更有效地驱动 “认知—情感—态度” 这一整

合性说服过程。
H1a: 情节框架下传递的信息能带来更高的叙事传输水平。
H1b: 情节框架下传递的信息能带来更高的情绪唤醒程度。
H1c: 情节框架下传递的信息能带来更优的政策信息记忆效果。
H1d: 情节框架下传递的信息最终能导向更高的政策认同程度。
第二个核心争议围绕叙事偏离 ( Breach) 与一致 /非一致性

 

( Congruence
 

and
 

Incongruence) 这对看似互斥的竞争性假设展开。 前者认为, 对民众而言, 挑战个

体固有信念的叙事因其偏离常规更能吸引民众注意; 后者则主张, 符合民众既有

世界观、 价值观的叙事更容易被接受与内化。 这项争议的核心调节变量是公众对

政策的熟悉度 ( Familiarity) , 但已有研究对其影响的方向尚不明确。 有的研究指

出, 政策熟悉度正向促进了叙事的说服效果 ( Shanahan
 

et
 

al. , 2011) , 而另一些

研究则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郭跃等, 2023) 。 政策熟悉度之所以在既有研究中

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结果, 不是因为它的有效性时有时无, 而更可能是因为它在不

同阶段作用于不同机制。 换言之, 它既可能提高受众对政策叙事的理解能力与加

工深度, 也可能增强既有立场的稳定性与抗拒性。 因此, 需要进一步厘清政策熟

悉度影响个体信息处理背后的深层机制。 基于本研究提出的 “认知—情感—态度”
整合框架, 我们倾向于将政策熟悉度理解为一种有助于叙事加工展开的前置条件。
相较于熟悉度较低的个体, 熟悉度较高的受众更容易识别叙事中的关键政策线索,
也更可能将具体故事与既有政策知识结构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更强的认知卷入、
情绪反应与信息保持, 并最终体现为更高水平的政策认同。 政策熟悉度在本文中

被预期为强化而非削弱政策叙事说服过程的调节因素。 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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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H2: 民众对政策的熟悉度正向调节政策叙事在 “认知—情感—态度” 说服过

程中的效果。
H2a: 相较于政策熟悉度低的个体, 熟悉度高的被试在接触政策叙事后, 叙事

传输水平的提升将更为显著。
H2b: 相较于政策熟悉度低的个体, 熟悉度高的被试在接触政策叙事后, 情绪

唤醒程度的提升将更为显著。
H2c: 相较于政策熟悉度低的个体, 熟悉度高的被试在接触政策叙事后, 政策

信息记忆效果的提升将更为显著。
H2d: 相较于政策熟悉度低的个体, 熟悉度高的被试在接触政策叙事后, 政策

认同度的提升将更为显著。

(二) 新路径: 生理数据与认知神经科学方法的引入

这两对核心争议之所以悬而未决,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方法论层面的共性局限。
当前, 微观叙事政策框架研究高度依赖于对调查实验法所收集的自报告数据进行

分析 (张书维、 冯帅瑶, 2024) , 这类数据一方面易受社会期望、 回忆偏差等主

观因素干扰 (Blair
 

et
 

al. , 2020) , 另一方面无法捕捉个体接触叙事时潜意识层面

的信息加工过程 (Muise
 

&
 

Pan, 2019) 。 以第一个核心争议为例, 受访者往往难

以通过量表的抽象描述准确区分 “沉浸感” (叙事传输) 和 “对角色的感知” (角

色影响力) 等变量。 这是因为在主观感受中, 个体对 “态度” “感觉” 等抽象变

量的理解往往是交织的。 因此, 无法断定 Jones (2014) 发现的中介效应究竟是真

实存在, 还是由测量工具混淆造成的统计假象。
近年来, 政治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开始探索引入经典的心理学、 认知神经科学

等分析技术, 更新测量工具以突破微观层面态度研究的个体认知 “黑箱” (刘海

龙、 束开荣, 2019) 。 诸多技术中, 脑电实验以其非侵入性、 低成本和极高的时间

分辨率, 成为研究叙事信息实时处理的理想工具 (姜羽、 王连明, 2019) 。 脑电

图能捕捉大脑在毫秒级别上的电活动变化, 从而客观地反映个体在阅读政策叙事

时的注意力分配、 情绪唤醒和记忆编码投入水平等认知过程。 本研究将脑电实验

与传统问卷实验相结合, 尝试消解叙事政策框架的微观理论争议。 通过直接测量

大脑的生理 “硬数据” , 我们得以探究叙事传输与角色影响力假设在认知神经层面

究竟是相互融合的整体过程, 还是可以分离的两种神经过程。 同时, 通过比较面

对不同熟悉度政策时个体的大脑活动差异, 本研究能为检验叙事偏离与一致性 /非
一致性假设提供更多实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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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设计

(一) 实验被试与政策案例的选取

本研究为一项将问卷实验嵌入脑电记录过程的实验室实验, 共征集 72 名有效

被试。 其中, 12 名被试参加预实验, 60 名被试 (男性 22 名, 女性 38 名) 参与正

式实验, 样本量高于国内外社会科学领域脑电实验 30 人左右的常用样本规模水平

(Klapwijk
 

et
 

al. , 2021; 喻国明等, 2021) 。 参考同类研究的被试招募策略 (Yu
 

&
 

Han, 2024) , 研究中的所有被试均为即将毕业的北京某高校在校大学生。 选择该

群体主要基于两个原因: 其一, 脑电实验对样本同质性的要求较高, 统一选择毕

业班学生有助于降低因个体差异带来的误差; 其二, 准毕业生群体是就业政策的

直接目标人群, 这为检验政策熟悉度变量提供了理想的现实基础。 尽管以学生群

体为样本的研究结论在向社会全体进行推论时存在外部效度的局限, 但本研究的

核心目标在于检验理论的内在因果机制, 因此优先确保内部效度的稳健性是更恰

当的研究策略 (胡悦, 2021) 。 所有被试的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色觉与听力正

常, 且均为右利手, 无癫痫等精神、 神经疾病病史 (或家族病史) 。 被试在参与实

验前需阅读知情同意书并在自愿前提下签署。
为了测量政策熟悉程度带来的差异, 本研究将政策熟悉度变量通过一项基于

议题的准实验设计进行操作化。 我们为准毕业生被试选取了两个在群体相关性与

关注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的政策案例, 分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政策 (满足高

熟悉度条件) 与城市购房政策 (满足低熟悉度条件) 。 我们的实验预期是, 对即

将面临就业压力的准大学毕业生被试而言, 其对就业政策的熟悉程度应显著高于

购房 政 策。 为 验 证 这 一 预 设, 我 们 在 正 式 开 始 实 验 前 进 行 了 操 纵 检 验

(Manipulation
 

Check), 要求被试从一系列政策中以熟悉程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选

择至多三个选项。 结果显示被试对两项政策的熟悉程度确实存在显著差异 ( Z =
6. 67, p<0. 001), 就业政策的总体被提名率 (81. 9%) 远高于购房政策 (31. 9%);
同时, 93. 2%的被试认为就业政策是自己在所给出的一系列政策中最熟悉的。 上述

差异在排除预实验被试后依然稳健, 表明实验对政策熟悉度的议题操纵成功且有效。

(二) 变量设置与测量

本研究采用 2 (叙事框架:
 

情节框架 /主题框架) ×
 

2 (政策熟悉度:
 

高 /低)
 

的

被试内设计。 两个自变量分别为叙事框架与政策熟悉度, 前者分为侧重于个体视

角的情节框架与侧重于宏观背景的主题框架两个水平; 后者取值为高熟悉程度的

就业政策或低熟悉程度的购房政策。 实验因变量旨在全面捕捉 “认知—情感—态

·38·

微观叙事政策框架下的政策认知与认同◆



度” 这一整合过程, 主要考察叙事传输、 情绪唤醒、 政策信息记忆与政策认同四

个核心指标, 从生理层面与态度层面两个维度进行测量。
其中, 为直接捕捉叙事传输 ( “沉浸感” ) 的即时生理反应, 本研究将其操

作化为一种综合性的大脑激活模式①, 其特征为: 第一, 高注意力投入, 表现为

Beta 波功率的增强 ( Barry
 

et
 

al. , 2007) ; 第二, 深度的记忆编码, 表现为 Theta
及 Gamma 波的活跃 (Ward, 2003) 。 对于情绪唤醒, 本研究采用多模态方法来测

量, 既覆盖生理指标, 测量 Alpha 波功率的抑制情况 ( Geiger
 

&
 

Reeves, 1993) ,
又通过经过本土化调整的积极与消极情感量表 ( PANAS) 来评估被试在观看材料

前后即时的情绪效价变化 (邱林等, 2008) 。 后续两个态度层面的指标均通过问

卷实验进行测量。 政策记忆效果指标遵循既有研究的范式进行测量 ( Knobloch-
Westerwick

 

et
 

al. , 2020) , 被试观看完每段材料后完成一组与内容相关的选择题,
以测量对政策信息的记忆效果。 主观政策认同指标通过 5 级李克特量尺进行测量,
题项为 “综合来看, 我认为视频中的政策是一项好政策” 。

(三) 刺激材料与实验流程

研究使用的刺激材料节选并改编自 2023 年 6 月至 9 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

频道的相关报道, 这是为了保证材料内容的权威性、 典型性与生态效度。 为实现

对叙事框架的有效操控, 每段视频包含完全一致的背景引入和政策总结, 核心区

别是中间部分的政策叙事框架。 在与真实政策新闻相近的视频时长内, 主题框架

视频刺激材料分别用数据面板、 图表和播音员解说来呈现政策信息, 而情节框架

视频材料则使用政策受益人 “现身说法” 的访谈形式传递完全相同的核心信息。
例如, 在购房政策案例中, 主题框架直接通过屏幕数据面板展示 “首付比例降至

不低于 35%” 的图文, 而情节框架则由购房者在采访中口头表述。 两种框架刺激

示意如图 1、 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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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脑电信号通常根据不同频段的振荡活动进行划分, 不同频段的功率变化常被用作推断

特定认知与情绪过程的神经指标。 一般而言, Beta 波 (约 13~30
 

Hz) 与持续性注意力投入、
警觉性以及信息加工强度相关, 其功率增强通常被解释为更高水平的认知参与。 Theta 波 (约

4~7
 

Hz) 则与情景记忆加工和信息编码过程密切相关, 常在深度记忆编码或学习任务中增强。
Gamma 波 (约 30

 

Hz 以上) 通常被认为与高级认知整合、 跨脑区信息绑定以及复杂信息处理有

关。 Alpha 波 (约 8~12
 

Hz) 常被视为皮层活动的抑制性指标, 其功率下降 ( 即 Alpha 抑制)
通常被解释为皮层激活增强以及更高程度的情绪或注意唤醒。 因此, 在本研究中, 不同频段功

率变化被用作识别注意投入、 记忆编码以及情绪唤醒等心理过程的生理指标。



图 1　 主题框架刺激示意
　

图 2　 情节框架刺激示意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央视网 (2023) 原始新闻视频剪辑①。

被试在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完成前测问卷, 我们在收集被试人口统计学信

息的同时, 通过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筛除不符合心理健康

要求的被试。 对满足要求的被试采用积极与消极情绪量表 (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 记录其初始情绪状态。 每位被试需要观看就业与购房政策

视频各一组, 视频的呈现顺序以及各组政策所匹配的叙事框架 (主题或情节框架)
均在所有被试间进行了随机化与平衡处理, 以控制顺序效应。 实验单轮完整刺激

的流程如下: 屏幕首先呈现十字注视点, 被试进行时长为 10 秒的静息闭眼, 进行

脑电的基线数据记录; 静息环节结束后, 系统播放提示音提醒被试睁眼观看视频。
刺激材料播放完毕后, 被试需立刻完成针对视频内容的政策信息记忆测试选择题。
以上流程共执行两遍, 直到两组刺激材料全部播放完成。 随后, 被试再次填写情

绪量表, 以测量其积极、 消极情绪在接受刺激前后发生的变化。 最后, 被试填写

政策认同量表等其他题项。

四、 作为认知 “导火索” 的政策新闻: 实验结果与分析

(一) 脑电实验: 叙事框架与政策类型对政策认知的影响

本研究将 32 个通道的脑电信号以 10—20 系统排列, 选择双侧乳突电极为参

考电极。 数据预处理在
 

Emotiv
 

Analyzer
 

平台中完成。 信号首先将压摆率限定为

30
 

μV, 随后施加二阶高通滤波, 截止频率设为 0. 5
 

Hz。 图 3 为四种波段在头皮

不同区域的平均功率 (取以 10 为底的对数) , 由高到低从深色向浅色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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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自央视网 《一线城市全部落地实施 “认房不认贷” 》 和 《 “认房不认贷” 落地效果

如何?》 新闻报道视频。



图 3　 政策叙事阶段脑波功率及脑地形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从整体上看, 观看政策视频确实有效激活了与认知任务相关的特定脑区, 但

各点位测得的脑波功率都处于较低水平, 这反映出被试认知活动的绝对强度不高。
具体而言, Theta 波的功率在所有频段中最高, 其活跃脑区主要集中于前部中线区

域及后部枕区, Alpha 波也呈现类似的分布特征。 相比之下, Beta 波与 Gamma 波

的功率分布则更为弥散, 且绝对强度相对更低。
研究考察了刺激引发的净效应值, 即政策叙事阶段功率值相较基线的功率变化。

结果发现, 在全脑平均水平上, Alpha 波的功率在观看视频后显著上升 ( +0. 067) ,
而 Gamma 波的功率则显著下降 ( - 0. 051 ) 。 与此同时, Beta 波 ( + 0. 009 ) 与

Theta 波 ( +0. 006) 也录得轻微的功率增长。 从脑区来看, 观看刺激视频显著影

响了不同区域的神经振荡活动。 在 Theta 波与 Alpha 波上, 我们观察到前部中线区

域的功率显著增强, 而枕区功率则显著降低; 而在 Beta 波与 Gamma 波上, 双侧颞

叶区域功率均明显降低。 这一系列变化表明, 政策叙事刺激能有效引发与信息处

理相关的、 特定脑区的神经活动重组。 Alpha 波功率的上升暗示被试的整体情绪唤

醒水平可能在观看视频时有所降低, 这一点将在后续问卷结果中进行进一步验证。
换言之, 政策新闻首先作为一种外部刺激启动了前端信息加工, 但这种启动更多

体现为神经层面的加工重组, 而非高强度的情绪激活。
为判断叙事框架、 政策熟悉度这两个自变量及其交互作用对被试大脑活动的

影响, 本研究对各核心频段的基线校正后的功率变化值分别进行了 2×2 的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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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见图 4) , 在叙事框架类型上的主效应在 Theta、 Beta 和

Gamma 波段中的多个电极点显著。 在 Alpha 频段, 该主效应仅在右侧顶叶的 P8 电

极点上达到显著水平。 尽管整体的神经活动强度不高, 但情节框架确实比主题框

架更能引发与认知加工相关的神经活动。 从显著性差异点的脑地形图分布来看,
情节框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右半球脑区。 这一结果表明情节框架在叙事传输所对

应的认知卷入层面具有明显优势, H1a 得到支持。

图 4　 叙事框架的 p 值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相对地, 政策熟悉度的主效应以及两个自变量的交互效应在各电极点上均不

显著①。 这一结果表明, 在本实验条件下, 叙事框架对大脑活动的影响是稳定且一

致的, 并未受到被试对政策内容熟悉程度的调节。 叙事偏离与叙事一致 /非一致性

假设可能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被试大脑并未进行高强度的

认知与记忆活动。 被试在观看情节框架信息时, 虽然精神状态比较放松 ( Alpha 波

段强度较高) , 但在注意力集中程度 (Beta 波强度高) 、 记忆活动投入程度 ( Theta
与 Gamma 波强度高) 都表现出更高的水平。 这表明尽管被试的情绪唤醒水平并未

如预期般提升, 但情节框架确实在认知投入层面 (即叙事传输的核心维度) 存在

显著优势, 相应地, H2a 未获得支持。 此外, 关于情节框架和政策熟悉度会提升

情绪唤醒的
 

H1b 与
 

H2b, 仍需结合后续自报告结果作进一步分析判断。 然而, 鉴

于全脑功率不高, 这种由叙事框架诱发的认知效果差异是否能真正影响被试的政

策认同程度, 仍需要参考问卷实验的结果进行分析。

(二) 问卷实验: 叙事框架与政策类型对政策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收集的自报告数据为顺序数据, 但在研究中将其视为区间数据进行处理。
在因果识别层面, 为避免启动效应 (Priming

 

Effect) 可能带来的偏误, 不宜对被试

的政策认同水平进行前后重复测量。 作为替代, 研究对被试观看视频前后的情绪状

态进行了比较, 间接地评估实验刺激产生的整体情感影响。 威尔科克森符号秩检

验 (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结果显示, 被试的积极情绪水平 ( w-value =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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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篇幅所限, 政策熟悉度的主效应与交互效应的脑电数据相关图表未能呈现。



p<0. 001) 与消极情绪水平 (w-value = 125, p<0. 001) 在观看视频后均显著下降。
进一步的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明, 这种变化仅体现在时间主效应上, 而叙事框架、
政策熟悉度及其交互作用对情绪变化的影响均不显著。 换言之, 虽然观看政策视

频这一行为本身改变了被试的情绪状态, 但不同的叙事策略或政策内容并未引发

差异性的情绪唤醒。 这一结果与脑电实验中 Alpha 波功率上升所呈现的趋势相互

印证, 说明本研究中的政策叙事刺激并未有效激发更强的情绪唤醒, H1b 与 H2b
均未获得实证支持。 为检验假设, 研究对政策认同度与政策记忆得分进行双因素

方差分析, 结果与脑电实验中呈现的情况截然不同 (见图 5) 。

图 5　 自报告数据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注: 图中数值为双因素方差分析中各效应项的 p 值, 分别对应叙事框架、 政策熟悉度及其交

互项对两个因变量 (政策认同程度与政策记忆得分) 的显著性检验结果。 星号表示统计显著性

水平, 其中∗表示
 

p<0. 05, ∗∗表示
 

p<0. 01, ∗∗∗表示
 

p<0. 001。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生理数据中效应不显著的政策熟悉度变量, 在自报告测量中却呈现稳定而显著

的主效应。 无论是在政策记忆维度还是政策认同维度, 政策熟悉度的影响均达到统

计显著水平 (分别为 p = 0. 0039 和 p<0. 001)。 相比之下, 叙事框架的主效应在两

个维度上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政策认同: p = 0. 1287; 政策记忆: p = 0. 0903) ; 二

者的交互效应则仅在政策认同维度上显著 ( p = 0. 0477) , 在政策记忆维度上不显

著 ( p = 0. 7646) 。
结合原始题目得分来看, 这一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方向较为明确, 无论是在

政策记忆还是政策认同维度, 被试对熟悉度较高的就业政策的评分整体上均优于

熟悉度较低的购房政策。 具体而言, 就业政策信息的平均记忆题得分 (M = 2. 70,
SD = 0. 72) 高于购房政策信息的平均得分 (M = 1. 85, SD = 1. 07) , 差异在 0. 1%
水平显著; 被试对就业政策的平均认同水平 (M = 1. 50, SD = 0. 54) 在 1%的水平

上显著高于购房政策 (M = 1. 08, SD = 0. 98) 。 这表明政策熟悉度主要在主观报告

层面表现为稳定的直接效应, 而非神经层面的即时调节效应。
从假设检验的角度来看, 情节框架在政策的记忆与认同层面并没有延续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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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数据层的优势。 因此, 从总体主效应来看, H1c 与 H1d 未在整体上获得支持。
然而, 本研究对交互项进行分析得到一个重要的发现, 即虽然叙事框架与政策熟

悉度两大变量对政策记忆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但二者对政策认同度却存在统计学

意义上的显著作用 ( p<0. 05) 。 这意味着政策熟悉度并未调节叙事框架对信息记

忆的影响, H2c 同样未获支持; 但在政策认同层面, 叙事框架的说服效果确实呈

现出明显的边界条件。
经简单效应分析, 叙事框架的有效性存在于特定边界条件之内。 具体来说,

在被试对政策议题较为陌生的低熟悉度情境下 (即购房政策刺激条件) , 一方面,
情节框架在提升政策认同上的表现显著优于主题框架 ( t = 2. 029, p = 0. 048) 。 另

一方面, 当叙事框架固定为主题框架时, 政策熟悉度的强大效应依然稳健, 被试

对就业政策 (高熟悉度) 的认同显著高于购房政策 ( t = -3. 126, p = 0. 003) 。 这

一系列发现说明, 虽然情节框架的说服力不足以产生独立的、 压倒性的整体主效

应, 但在受众缺乏既有知识、 既定立场而更依赖信息本身时, 它作为一种更生动、
更易理解的叙事形式确实表现出更强的说服效力。 需要指出的是, 这一交互效应

的方向与 H2d 的预期并不一致, 假设原本预期高熟悉度会强化叙事说服, 但实证

结果显示, 情节框架的相对优势恰恰出现在低熟悉度条件下。 因此, H2d 未获得

支持。 不过, H1d 可被视为获得了有限的、 条件性的支持, 即情节框架对政策认

同的促进只发生在低熟悉度情境之中。
最后, 为检验被试在观看刺激材料时的脑波活动强度是否与其后续在问卷实

验中的表现相匹配, 本研究在校正控制多重比较后, 分别计算了各脑电指标与自

报告变量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 结果明确显示, 所有测得的脑电指标与所有主观

自报告变量之间均未发现任何显著的相关性。 一方面, 叙事框架对被试的大脑活

动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但这种大脑活动上的差异却无法改变被试在态度层面

的政策认同水平; 另一方面, 政策类型的差异虽然不能显著影响被试接触刺激材

料时的大脑活动强度, 但它在后续的自报告态度测量阶段却是影响被试政策认同

水平的关键要素。 综合脑电与自报告结果来看, H1 得到部分验证, 情节框架在认

知卷入层面具有显著优势, 但这种优势并未稳定转化为更高的情绪唤醒、 政策记

忆与整体政策认同。 H2
 

则整体未获支持, 政策熟悉度并未如预期那样对叙事说服

产生正向调节, 相反, 它更多表现为一种主观评价层面的直接效应, 并在政策认

同上呈现出与理论预期相反的边界条件。

五、 低效的叙事与 “先入为主” 的民众: 数据悖论的可能解释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呈现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悖论: 在生理反应层面, 叙事框架

能显著改变被试的大脑活动模式; 然而在最终的态度与行为层面, 起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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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仍是被试对政策议题的熟悉度。 我们认为, 生理反应与主观认同的 “脱钩” 反

映了当代政策传播实践中叙事低效的现实困境, 其根源是民众 “走马观花” 的认

知模式与 “先入为主” 的认同选择的共同作用。

(一) “走马观花” : 脑电实验中的民众认知规律

政策视频确实在神经层面捕获了被试的注意力, 但多项证据表明, 这种注意

是浅层的、 非分析性的, 并迅速地转向了个体的内在反思。 实验中的叙事框架刺

激确实引发了被试初步的神经活动, 情节框架比主题框架更能激发与情境感知相

关的右半球脑区活动。 同时, 与视觉加工和工作记忆相关的 Theta 波在额顶中线及

枕区也表现活跃, 这与既有研究中记忆负荷会提升 Theta 波活动的结论一致

(Anguera
 

et
 

al. , 2013; Hsieh
 

&
 

Ranganath, 2014; Jensen
 

&
 

Tesche, 2002) 。 然

而, 上述生理层面的初步神经活动并未转化为深层的认知加工。 与高强度思维活

动相关的 Beta 波与 Gamma 波的整体功率水平并未出现预期的上升, 稳定在较低水

平, 表明被试并未投入大量认知资源去分析或记忆政策细节。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

与听觉信息处理密切相关的颞叶区域, 这里的 Beta 与 Gamma 波功率在被试观看视

频后反而显著下降。 这项结果说明, 视频形式的材料相比纯音频材料, 其所增加

的视觉内容不仅无益于信息内化, 反而对听觉理解构成了认知负荷, 视觉与听觉

信息可能发生冲突 (Hagoort, 2019) 。
本实验最具解释力的发现在于全脑 Alpha 波功率在被试观看视频后不降反升的

反常现象。 在认知神经科学中, Alpha 波的抑制通常与对外部任务的注意力投入增

强相关, 而其功率的增强则被证明与个体的 “内省” ( Introspection) 状态密切相

关, 即思维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 开始联想、 反思和调用既有经验 ( Kam
 

et
 

al. ,
2021) 。 Alpha 波的反常活跃, 连同前述的浅层加工证据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解

释链: 政策刺激视频并未成为被试深度思考的对象, 而是扮演了一个 “导火索”
的角色。 它仅仅提供了一个议题线索来诱导被试转向内在的、 基于个人经验的联

想与判断过程。 这种 “走马观花” 式的浏览正是叙事框架的生理效应未能转化为

态度改变的深层原因。

(二) “先入为主” : 熟悉度主导的认同捷径

“走马观花” 式的浅层认知加工策略为理解问卷实验的结果提供了关键解释路

径。 问卷实验结果显示, 政策熟悉度是预测政策认同与信息记忆的唯一决定性因

素。 被试对自己更熟悉的就业政策表现出显著更高的认同度与记忆得分, 而精心

设计的叙事框架未能产生任何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浅层加工模

式下的必然结果, 当个体不愿或未能对信息进行深度分析时, 他们便会转而依赖

“认知捷径” (Cognitive
 

Shortcuts) , 即调用既有的知识图式与情感倾向, 在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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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调用认知资源的前提下进行判断。 本研究中, 被试对政策细节的记忆远差于对

宏观背景的记忆, 这种 “抓大放小” 的特征恰恰佐证了多数被试并未基于视频中

的完整信息进行理性判断。 应该说, 被试仅仅是在掌握大致印象后, 就迅速地诉

诸 “常识” 与 “感觉” 来完成整个价值判断的过程。
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在于, 实验刺激本身可能未能创造一个卷入度高的认知环

境。 被试在观看视频后的积极与消极情绪水平均显著下降, 这并非情绪的中和,
而是整体情绪唤醒程度的显著降低。 换言之, 观看官方媒体的政策新闻对当代青

年而言可能是种平静, 乃至乏善可陈的体验。 生理数据的结果也能印证这样的推

断, 实验中全脑 Alpha 波功率的显著上升正是低唤醒与内在反思状态的经典神经

指标 (Yu
 

&
 

Han, 2024) 。 至此整个解释链条已然贯通: 官方媒体的模板化呈现

形式创造了 “低唤醒” 的接收情境, 导致观众采取 “走马观花” 的浅层加工策

略, 并倾向于在内省状态下进行决策。 在这种模式下, 精巧的叙事技巧难以突破

受众的认知防线, 而议题的熟悉度作为最便捷的判断依据自然地主导了最终的政

策认同结果。 这清晰地解释了生理层面的叙事效应与认知差异为何最终在态度层

面被消弭殆尽。

六、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叙事政策框架的理论视角, 以脑电实验与问卷实验相结合的研究

设计, 系统比较了叙事框架与政策熟悉度对公众政策认知和政策认同水平的多维

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干预在生理层面与态度层面引发了显著不同的效应。
一方面, 情节框架虽在神经层面引发了更强的即时脑电活动, 但这种生理层面的

优势未能转化为更高的政策记忆得分或更强的政策认同; 另一方面, 政策熟悉度

是影响被试最终态度层面认同与记忆的决定性因素, 但它对即时生理反应的影响

及其与叙事框架的交互调节作用不完全显著。 为解释生理层面与态度层面结果的

“脱钩” 现象, 本研究提出了 “导火索” 推论, 借此对核心研究问题进行了回应。
官方媒体这一特定渠道传播的政策新闻可能无法促使民众进行深度的信息内化,
它更像是背景性的 “导火索” , 用以激活受众脑中既有的知识与情感。

第一, 关于角色影响力与叙事传输两大假设的协同作用。 富含角色与情节的

叙事框架确实比主题框架更能激发大脑的神经活动, 角色影响力假设成功地在生

理层面驱动了叙事传输, 这表现为神经层面的认知投入。 然而, 这种协同作用的

边界也同样清晰, 它未能传递到最终的态度层面。 “导火索” 推论指出, 由于被试

整体的情绪唤醒水平较低, 由角色驱动的初级神经兴奋并不足以促使个体进行更

深度的信息内化。 第二, 关于叙事偏离与叙事一致性假设各自的作用边界。 本研

究发现, 在官方媒体新闻这种低唤醒传播情境下, 以政策熟悉度为表征的叙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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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并未如预期那样作为调节机制增强叙事信息本身的说服力, 而是表现为更直

接、 更强大的主效应。 因此, 我们可以界定出一种替代性的边界, 当媒介形式导

致受众的认知卷入度不足时, 一致性或熟悉度便不再扮演调节变量的角色, 而是

作为一种压倒性的启发式线索 (Heuristic
 

Cue) , 直接主导最终态度的形成。
我们认为, 正是这种由媒介形式引发的低唤醒状态导致了叙事传输机制失效,

叙事偏离假设也难以发挥作用。 当受众未能真正进入叙事所营造的情境时, 自然

也无从感知叙事的新颖或反常之处, 最终影响其判断的便只能是自身 “先入为主”
的既有经验。 这一发现也为本研究与

 

Gross (2008) 、 Aarøe (2011) 等经典研究的

结论差异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即对于政策信息这种需要精细化认知加工的内容而

言, 具备多重信息通道的视频媒介在叙事效果上反而不如文本媒介, 媒介形态或

许是调节叙事效果的关键情境变量。
囿于主客观条件, 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 为确保内部效度, 研究采用的是同

质化的大学生样本,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向社会全体直接推论的普适性。 同时,
实验室中烦琐的脑电实验流程本身可能对被试的自然观看状态构成干扰。 未来的

研究亟须将实验范式拓展至更多元化的社会群体, 以检验结论的普适性。 此外,
更具前景的研究方向在于探索不同媒介形态的叙事效果, 或将非政策类信息作为

对照组引入分析, 从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下, 建立起对微观叙事政策框架作用机制

更全面、 更立体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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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领协作” : 党建统筹下重大项目的
协作模式与组织机理

王 　 铮∗

【摘要】 组织协作是任何现代组织都面临的共性命题。 作为改善社会民生、 推

动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 重大项目具有任务系统性、 强时间约束和任务的跨

体制性等特质, 需要跨科层的协作模式予以推进。 依托党建为核心驱动, “党领协

作” 由党组织发起、 建立和运行, 基于党的基层组织创新被构建并被用于重大项

目的推行过程。 “党领协作” 通过部门任务的提级塑造、 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化、 基

于党员身份构建强激励关联等机制, 实现了政治系统对行政系统的调适, 进而以

高度联结的协作形态促进了重大项目的推行和实施。 “党领协作” 并非对工作专

班、 领导小组等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简单替代, 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 以解

决科层内部协作力所不及的重大任务。 一方面, “党领协作” 为 “重大项目何以

协作治理” 提供了中观层面的补充解释, 构成了国家善治能力、 高位推动来完成

非常规任务的组织基础; 另一方面, “党领协作” 提供了基层党建和治理效能融合

与转化的经验借鉴, 有助于在学理层面廓清 “科层组织何以完成非常规任务” 这

一重大命题。
【关键词】 党领协作 　 重大项目 　 非常规任务 　 党建引领 　 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095-19

一、 现象与问题

重大项目是中国改善社会民生、 推动国家发展建设的重要载体, 也彰显着附

着其后的强大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相继部署实施精

准扶贫、 乡村振兴等战略工程, 通过中央统筹推动政府、 社会和企业等组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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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体制协作, 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这些重大项目的特质在于:
其一, 由国家发起, 有计划、 有目的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和生活条件 (徐

勇、 陈军亚, 2022) ; 其二, 有着明确的完成期限、 刚性的时间约束, 需要改变科

层制常规的运行节奏和按部就班的运作模式, 快速、 敏捷地推进任务; 其三, 更

关键的是, 重大项目涵盖重点项目建设、 营商环境优化、 招商引资等复杂环节,
既需要国家集中力量推动科层内部协作, 以收统筹、 分配、 动员和组织之效 (盛

昭瀚等, 2020) , 更高度依赖政府、 社会、 企业等不同主体间长周期、 连续性的协

作, 且协作成效直接影响项目的执行效果与可持续性。
重大项目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内生着国家全面介入和统筹驾驭的客观需要。

其中, 高度联结的协作①是促成重大项目有效治理的关键。 通过战略运筹、 政治协

调和权威推动, 国家能促成多元主体间的集成交互, 实现重大项目的稳健治理

(陈水生、 祝辰浪, 2024) 。 尽管行政部门的架构是分割和碎片化的, 但中国有着

完善的党组织体系, 是凝聚跨体制协作的重要纽带与关键支撑 (祁凡骅、 康媛璐,
2024) 。 近年来, 各地在不改变原有行政区划条件下, 纷纷通过党组织联建的方式

搭建政府、 企业和社会的制度化协作模式, 并以此推动完成重点项目建设、 产业

发展等重大任务②。 不同于工作专班、 指挥部、 领导小组等传统的科层内部协作模

式, 这种新型的协作模式打破了成员的身份限制, 汇集了政府部门、 企业和集体

经济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已有研究基于能力视角, 分析了国家通过善治能力 (徐勇、 陈军亚, 2022) 、

国家工业理解能力 (封凯栋等, 2021) 、 大国基础结构 (路风, 2022) 来推动脱

贫攻坚、 产业发展、 高技术工业升级等重大任务的逻辑; 或聚焦于结构视角, 刻

画了工作专班、 指挥部、 领导小组等科层内部协作在整合资源中的功效, 并据此

呈现中国 “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制度密码。 然而, 既有研究未严格区分党组织与

政府组织在整合资源、 促成协作过程中的角色差异, 对当下由党组织发起的跨体

制的协作模式, 及其如何促成重大项目有效治理的机理关注较少。 为此, 本研究

沿着 “任务属性—协作模式—有效治理” 的逻辑链条, 基于对南市 “全域党建”
的案例研究, 提出 “党领协作” 这一概念来分析党建统筹的新型协作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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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在 “主体间关系” 的意义上使用 “协作” 概念, 主要指政府与企业、 社会等多元

主体之间跨体制、 跨主体的分工关系。 中央与地方、 各地区之间的政府间协作关系不在本文讨

论的范畴。
例如, 浙江淳安县建立了 “联合体党委” , 聚焦创新组织设置, 推进村集体经济产业发

展, 详见 《浙江淳安县成立大下姜乡村振兴联合体党委 　 先富帮后富 　 区域共同富》 ; 广西博

白县通过党组织融合联建, 打造了集商会协会、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国有平台公司、 龙头骨干

企业为一体的 “党群致富联合体” , 详见 《广西博白县: 打造 “党群致富联合体”
 

促农民致富、
乡村振兴》 。



过程、 运作机理, 以及其如何促成重大项目的协作治理等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讨

论, 不仅能为 “重大项目如何有效治理” 提供中观层面的补充解释, 还有助于理

解在党建引领下科层组织完成非常规任务的治理逻辑, 进而回应 “党的组织优势

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一新时代重大命题。

二、 文献综述: 科层组织完成非常规任务的解释及其限度

近期, 大量研究详细分析了联结跨部门、 跨层级协作的制度设计 (Brødsgaard,
2017; 何艳玲、 王铮, 2022), 及其如何完成非常规任务 (刘鹏、 刘志鹏, 2022)。
根据研究取向, 可以将既有研究分为 “权威调控论” 和 “结构调适论” 两类解释

路径。
权威调控论强调国家能力对促成协作、 助推非常规任务完成的作用。 权威调

控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中央政府权力的优先性支配, 具体表现为党的政治势能、 上

级政府的干预能力, 以及运动式治理能力。 作为一种政策工具, 执政党释放出来

的政治信号构成了自上而下的 “政治势能” , 这种势能可以调动下级注意力来解决

跨层级、 跨领域、 跨部门的合作困境 (贺东航、 孔繁斌, 2019) 。 同时, 以党为

核心的政治结构维持了分散体制的向心力和整合力, 以党委领导、 党政合作为构

成要素的 “高位推动” 能破解部门自我中心主义带来的 “孤岛现象” (贺东航、
孔繁斌, 2011) , 促成横向部门间的协作。 邢华和邢普耀 ( 2021) 分析了政府干

预能力对跨域政府间合作的推动作用, 信息型干预、 权威型干预和激励型干预在

不同的协作阶段有效缓解了协调问题、 分配问题和背信问题, 促进了跨部门合作

的达成。 此外, 向上负责制和中央权威使中国治理体制葆有高度的运动式治理特

征 (冯仕政, 2011) 。 应对非常规任务时, 政府需凭借运动式治理打断常规治理

的日常节奏, 借由领导观摩 ( 田先红, 2022 ) 、 行政升格 ( 臧雷振、 张冰倩,
2023) 、 “挂图作战” (李利文, 2020) 等方式, 以资源的快速集中、 上级指示的

迅速传达以及督查机制的压力传导来推动重点任务落实。
结构调适的研究路径聚焦于国家主动发起的周期性机构改革, 并据此讨论中

国跨部门协作的制度设计及其整合效应。 历次机构改革的重心之一是厘清职责,
通过 “部门增减” 与 “职责划转” 重置部门间职责, 重新协调横向政府间职责配

置的关系 (朱光磊、 杨智雄, 2020) 。 领导小组也是中国治理体系中稳定和常态

化的跨部门协作模式 (周望, 2019) 。 领导小组的运作无须进行条块结构的长时

段调整, 具有弹性化、 机动灵活的特征, 能缓解专业化分工带来的部门协调困境,
因此在中国治理过程中被广泛采用 (原超, 2017) 。 此外, 工作专班也是落实非

常规任务的弹性化组织结构。 工作专班除了具有跨部门协调的功能外, 还可以组

建临时性任务团队来推进具体项目执行 (刘鹏、 刘志鹏, 2022) 。 例如, 工作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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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依靠人员抽调、 资源抽取和项目驱动等机制, 能推动跨部门、 跨层级和跨领域

的非常规任务 (李娉、 杨宏山, 2023) 。 此外, 项目合作型、 平台共享型、 人员

抽调型等专班有效适应了差异化任务属性要求, 显示出应对跨部门协调的高度灵

活性 (李娉, 2023) 。
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展现了跨部门、 跨层级协作的制度设计, 并据此呈现了

科层组织完成非常规任务的制度逻辑。 但上述研究仍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第

一, 尽管国家能力、 高位推动有助于整合分散化体系, 形成完成重大任务的合力,
但党组织与政府在其间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可能并不相同。 实际上, 要充分考

虑 “党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国家生活、 社会生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

重要作用” (景跃进, 2019 ∶ 91) 。 党组织能够不因组织边界限制, 在不同层级、
地域、 部门间建立全覆盖的组织网络, 从而突破行政化的部门壁垒、 条块分割和

地域限制 (梁新芳, 2021) 。 然而, 对于党组织整合协作的作用机制仍缺少中观

层面的学理阐释。 第二, 既有研究更关注科层内部的协作模式, 而较少关注科层

组织、 经济组织和社会个体之间的跨体制协作。 事实上, 在乡村振兴、 重大项目

建设等政策领域, 由党组织发起, 涵盖党委、 政府、 企业与社会个体的跨体制协

作已经是普遍现象, 但对此类协作模式的运作过程及其如何促成重大项目有效治

理的学理研究较为匮乏。
为此, 本研究沿着 “任务属性—协作模式—有效治理” 这一逻辑链条, 聚焦

于南市 “全域党建” 案例①, 进行以下分析: 首先, 分析重大项目的特质与科层

内部协作之间的张力; 其次, 提出并阐释 “党领协作” 概念, 分析其内涵、 特征

及其对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重构; 最后, 聚焦南市案例, 探究 “党领协作” 推动

重大项目协作治理的运作过程和发生机理。

三、 “党领协作” : 重大项目协作治理的概念内涵与理论解释

本文将梳理重大项目这一非常规任务的特质及其对传统协作模式的挑战, 在

此基础上分析 “党领协作” 的概念内涵, 并分析其如何重塑科层内部的协作模式。

(一) 重大项目的特质与科层制协作的悖论

相比于程序性、 稳定性、 依据规章制度照章办事的常规任务, 非常规任务更

多体现出时间压力大、 考核强度高、 跨领域的特性, 故而需要打破科层体制的常

规运行节奏, 促进跨部门协作以集中资源来推动任务执行。 在此意义上, 重大项

目的推行可大体归为非常规任务的范畴, 但又具备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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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的系统性和叠加性

重大项目是一个庞大的任务系统, 涉及多元、 相互嵌套的子任务
 

(陈水生、
祝辰浪, 2024) 。 例如, 乡村振兴不仅涉及产业发展、 重点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
还包括营商环境优化、 资源发掘等任务。 任务的系统性和叠加性导致参与部门的

数量倍增。 然而,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上级注意力的稀缺性, 基层难以做到每一

个子任务都配备相应的专班来推动工作, 且过多的协作机构会泛化上级的注意力

分配 (刘军强、 谢延会, 2015) , 催生协作过程的松散联盟现象 (颜昌武、 席振

华, 2024) 。 因此, 任务的系统性和叠加性客观上需要一套可复制的、 稳定的但具

有高度注意力调动能力的协作模式。

2. 任务的跨体制性和跨主体性

非常规任务的特性之一是跨领域, 故而需要政府内部上下级、 横向部门之间

的协作。 但重大项目不仅跨领域, 还具有跨体制、 跨主体的特质。 传统的领导小

组、 工作专班固然能凝聚不同部门的合力, 但难以调动体制外其他主体的力量。
对于重大项目的完成而言, 不仅需要政府内部的协作, 更需要将广泛的利益相关

者 (尤其是企业主、 乡村精英) 纳入协作过程。 这要求建立一种仍然由科层体制

主导, 但打破成员身份限制的协作模式, 从而整合体制内外多元主体的资源。

3. 任务的高时限性压力

不同于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等来自地方的时间压力, 重大项目由国家发起,
具有更精准的时间节点和明确的阶段成效评估要求, 对地方而言是必须限时完成

的政治任务。 这种时限性压力投射到协作环节, 要求高度压缩任务推进程序, 建

立一种敏捷的、 快速响应的协作机制。

(二) “党领协作” : 党建统筹的新型协作模式

应对重大项目和传统科层内部协作之间的张力, 中国基层在党建引领下逐步

探索形成了一种新型协作模式, 本文将其概念化为 “党领协作” 模式。 这一概念

来源于既有关于中国基层治理和党组织驱动的协作模式的讨论 (彭勃、 杜力,
2022) 。 蔡长昆等基于对党组织与基层治理行为体之间互动模式的观察, 发现党组

织通过创新组织体系、 吸纳精英等策略, 形成一种以 “党治结构” 为核心的基层

治理新模式 (Cai
 

et
 

al. , 2023) 。 延续既有研究的思路, 我们依然关注党对治理模

式的重塑和修正, 但进一步将党的角色聚焦至 “协作” 这一特定领域, 将当下这

种由基层党组织发起、 建立和运行的协作模式概念化为 “党领协作” 。
“党领协作” 是指基于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并以党员身份为纽带搭建, 联结党、

政府和社会的组织结构, 将体制外的社会资源纳入协作过程, 并以此完成非常规

任务的协作模式。 相比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等科层内部协作, “党领协作” 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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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的内部成员身份限制, 将科层组织、 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主体融通在协作过

程中, 从而最大限度整合和集聚协作任务所需的资源, 其组织架构如图 1 所示①。
具体而言, “党领协作” 的内涵和特征有如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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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党领协作” 的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1. 党组织的权威主导性

党组织的权威主导性, 是指党组织主导协作发起、 建立和运行的全过程。 在

组织结构上, 依托党的组织体系而非政府科层体系搭建协作的基础组织架构。 “党

领协作” 由 “联合党委” “功能性党支部” “专项工作党小组” 组成, 通过非建制

性、 功能性的党组织形成跨部门协作的基础架构。 虽然职能部门之间没有隶属关

系, 但党组织之间有隶属关系, 由此便可以通过发挥党的政治势能调动其他部门

的参与。 相比之下, 作为临时性议事协调机构的工作专班和领导小组, 在组织结

构上仍属于政府条线部门之间的扩展和重组, 更多是通过 “人” 的提级———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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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部分地区的惯用结构是 “联合党委” 及 “联合党支部” , 只有在任务落实难度大时才

专门设立 “专项工作党小组” 。



党政领导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或专班负责人———来提高任务完成的优先级, 这显著

区别于直接依托党的组织体系搭建而成的 “党领协作” 模式。 此外, 党员身份而

非政府成员身份被强调和放大。 一方面, “党领协作” 由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直接兼

任联合党委 (决策层) 以及联合党支部 (协调 /执行层) 的书记, 其他党员兼任

委员和成员; 另一方面, 即便是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担任联合党支部的书记, “党

领协作” 也更强调其党内职务而非行政职务。 这样将分管部门纳入协调层, 强调

党员身份和党内职务的组织设计, 有助于打破分散的部门利益观念, 强化各分管

部门之间的联结强度。 而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中 (见图 2) , 办公室负责各部门

间的统筹协调, 执行层的各分管部门之间是无隶属关系的同级部门关系, 彼此间

缺乏相应的协调和指挥权限, 容易形成相互推诿、 效率低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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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作专班与领导小组的结构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2. 成员身份的开放性与跨体制性

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等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成员来自各政府部门, 而 “党领

协作” 模式打破了成员的身份限制, 以党员身份为联结纽带, 将任务的利益相关

方 (如党委、 政府、 企业、 集体经济组织、 行业协会) 纳入联合党支部和专项工

作党小组中, 赋予其参与协作过程的制度化成员身份。

3. 行政程序的压缩与快速响应

在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模式中, 议事协调会议的参与者一般是分管部门的副

职, 往往不具有现场决策的权限, 需要回到原单位向 “一把手” 汇报, 再由 “一

把手” 做出决策。 但由于上级注意力的有限性和时间的稀缺性, 副职汇报的信息

往往是 “线” 而不是 “面” , 故而议事协调会议所达成的决策建议往往难以付诸

实施。 即便建议得以实行, 信息的传递过程也带来巨大的时间损耗。 而在 “党领

协作” 模式下, 党的权威赋予议事协调会更高的政治位阶, 参会的 “一把手”
(而非副职) 具有现场决策的权限, 且协调层的联合党支部也具有发起协调、 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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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控制权, 这极大压缩了信息上报传达的时间成本, 提高了响应速度。
整体而言, “党领协作” 模式意在以党组织的政治位阶来提升任务协作的优先

级, 调动各参与部门的高度注意力, 最终整合跨体制的主体资源来推动重大项目

的有效实施。

四、 研究设计、 案例选择与案例简介

为了探究 “党领协作” 这一新型协作模式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理, 本文选取

南市乡村振兴项目中的全域党建模式作为研究场景进行案例研究。

(一) 案例选择的典型性

南市以全域党建模式来推行古镇文旅项目的案例具有典型性。 其一, 南市农

业大市的定位在客观上要求其承载乡村振兴这一重大项目。 南市是中国中部的农

业大市, 也是全国粮、 棉、 油、 烟等集中产地, 在全省乡村振兴的推进中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在 《南市 “十四五” 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中, 南市也

被定位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市。 其二, 南市以全域党建助推特色产业发展的经验

得到中组部的重点推介, 并被中组部确定为国家 “全域党建” 三个试点地区之一。
其三, 古镇文旅项目是社县、 南市乃至该省打造的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被列入南

市重抓重推的 “九大专项” 项目之一。 该项目的开发涉及征地拆迁、 棚户区改造、
古城墙复建等任务, 并因乡村振兴的试点项目被上级高度关注。 项目进度也因此

被限定了具体的时间节点, 属于典型的重大项目。 该项目先后历经管委会、 指挥

部和联合党委三类管理模式, 最终以联合党委的形式有效推动了征地拆迁、 棚户

区改造、 古城墙复建等任务。 管理模式的变迁更有利于从横向比较的视角理解不

同协作模式之间的差异, 进而呈现联合党委这一 “党领协作” 模式的特质和运行

机理。
本文资料来源于研究团队在 2023 年 2 月至 8 月期间对南市全域党建工作的田

野调查, 资料包括三部分: (1) 南市及其下辖社县以全域党建推行产业发展的内

部报告、 政策文件、 会议纪要和工作台账; ( 2) 团队对当地市委组织部、 市发改

委、 社县及其下辖乡镇的联合党委成员 (如副镇长、 县组织部部长等) 的访谈资

料; (3) 田野笔记以及大量官方新闻报道。

(二) 古镇文旅项目的协作模式变迁

南市古镇曾是全国四大商业重镇, 是省发改委、 省文化厅批准成立的商埠文

化产业示范区。 整体而言, 古镇文旅项目的管理模式经历了下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管委会模式。 2012 年, 南市批准设立古镇示范区管委会。 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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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县政府派出管理机构, 与文旅局合署办公。 但由于管委会为副处级事业单位

建制, 既无相应的行政管理职能, 也缺乏权威调动其他同级部门的资源, 因此在

征地拆迁、 园区规划等重点任务上进展缓慢、 步履维艰。
“管委会根本无法推进征收拆迁工作, 有时甚至连最简单的占道经营都处

理不了。 机动车属于公安交警部门管理, 占道经营属于城管部门管理, 如果

遇到各职能部门相互推诿, 这些鸡毛蒜皮的事, 没法去找县领导出面, 只能

自己靠感情、 拼关系去协调。” (社县管委会李主任访谈资料 20230208)
第二阶段: 指挥部模式。 随着古镇文旅项目成为地方脱贫的重点工程, 社县

在 2013 年成立了高规格的示范区建设指挥部。 指挥部由县长挂帅担任指挥长, 相

关县领导任副指挥长, 22 个县直职能部门负责人任成员。 然而, 指挥部并未取得

预期的协作效果。 一方面, 协调难度大。 由于指挥部规格高, 指挥长或副指挥长

难以事无巨细地协调所有事宜, 故而具体项目的规划、 落地、 推进等事宜仍需依

靠示范区来协调落实。 然而, 示范区缺乏规划、 融资、 城市管理等行政管理职能

和事权、 管辖权, 也无协调和指挥权限。 另一方面, 科层内部协作模式无法调动

体制外的社会资源。 古镇的文化挖掘、 旅游管理、 商业开发等工作不仅涉及政府

职能部门, 还涉及社会组织和上千家商户。 例如, 示范区内设机构商埠文化研究

会作为社县 “三会一社” 文化研究组织, 与另外 3 家民间组织之间是互不隶属、
平行独立的关系。 文化资源整合需要文联、 社科联等单位的广泛参与, 但指挥部

难以调动和协调体制外的社会组织。
第三阶段: 联合党委模式。 随着古镇文旅项目成为南市乃至省级乡村振兴的

重点工程, 项目的建设进度也成为上级关注的焦点。 当地市委书记曾多次就该项

目进行现场调研督导, 县委书记也曾数次现场办公、 督导加压。 2020 年, 该项目

被纳入南市文旅专项重点工程, 随后被纳入省 “十四五” 文旅发展规划, 并被要

求在 3 年内完成 5A 级景区创建。 明确的时间限制、 高强度的督导考核, 以及项目

本身的跨部门特性, 倒逼南市建立新的协作模式来推进项目进度。 为此, 社县在

2020 年成立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 统筹协调各组织并有效推动了项目进展。 联

合党委组建后, 1 年内征地拆迁、 棚户区改造就完成了 90%以上, 此前历经 4 年,
征迁工作只完成了总任务的 30%。 目前, 古镇已经顺利进入国家 4A 级景区行列。
下文将详述联合党委这一 “党领协作” 模式的组织设计和具体运作过程。

五、 案例分析: “党领协作” 下古镇文旅项目的协作生成

(一) 结构整合与平台化组织搭建

政治整合是中国党组织的重要优势, 整合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 “不变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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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 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动员打破政府职能部门的专业壁垒, 推进跨部门、 跨

层级、 跨地域的合作; 二是创新党组织的设置和活动方式, 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实

现结构整合和资源集聚 (梁新芳, 2021) 。 相较于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等科层内

部协作, 党组织的政治整合具有更高的开放性与灵活性, 能搭建党组织与利益相

关方的跨域网络, 推进解决重大难点问题。
2019 年, 当地市委首次提出 “全域党建” 理念, 社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

息, 率先以全域党建理念成立了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 县政府党组成员、 示范

区管委会党组书记任联合党委书记, 副书记由县文旅局局长兼任, 15 个县直单位

和 3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任成员。 各成员党组织或党员的原隶属关系不变,
同时接受联合党委的统一管理。

1. 组建班子成员团队

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的成员来自县委县政府、 各行政职能部门、 行业协会

和企业, 以及其余各类组织, 共 92 名党员。 与抽调期间暂离原单位的工作专班不

同, 联合党委的党员接受其原单位党组织和联合党组织的双重领导。 这在保留联

合党委对班子成员考核评价权的同时, 也存在成员的注意力分配泛化和任务冲突

风险, 即成员无法兼顾原单位党组织和联合党组织的任务。 为此, 南市采取弹性

化管理模式, 一部分党员根据自身任务仍兼顾原单位工作, 另一部分党员脱离原

岗位被抽调到项目的攻坚一线。 此外, 为了防止双重管理下多头参与、 疲于应对

的情况, 当地市委组织部明确规定各单位要派出不同的党员加入联合党组织, 并

明确党员的常态化教育、 管理以原单位党组织领导为主, 但联合党委分配的任务

则由联合党组织主导考核。

2. 设立功能性党支部

联合党委成立后, 南市针对梳理出的 6 类主要问题分设业态培育、 商埠文化

研究、 宣传推介、 古镇管理、 规划建设和融资、 房屋征收等 6 个功能性联合党支

部。 在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中, 执行层的同级分管部门之间无隶属关系, 协调过

程更多依赖办公室自上而下发起。 而作为一个平台化组织, 联合党支部一个重要

的功能是将外部协调事项内部化, 即将相关职能部门、 体制外力量纳入同一支部,
并由牵头单位的主管领导担任支部书记。 支部书记无须向上申请协调事权, 其自

身有权协调联合党支部内部各部门的分工, 能将日常化的、 反复发生的外部协调

事项内部化, 从而提升工作效率。
“原来需要通过多层协调才能组织实施的规划编制和评审工作, 现在在联

合党支部内就能组织进行。 各成员单位为项目申报出主意、 想办法、 开绿灯,
原来走程序可能需要 1 年左右的时间, 现在基本缩短到月余时间。” (社县古

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副书记访谈资料 2023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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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纳体制内外成员

联合党支部的成员构成打破了身份限制, 诸如县食品流通协会的会长被吸纳

进业态培育党支部, 社县商埠文化产业公司总经理也被推荐为规划融资党支部的

书记。 规划融资党支部书记的职责是负责争取上级对文旅、 特色商业发展的政策

项目和资金支持, 统筹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这种联通体制内外的组织设计, 更能

够集聚多方资源, 减少政策实施阻力。
“非政府机构的党员也能加入联合党组织, 联合党组织能将政府部门和商

户连接到一起, 照顾到大家的共同需求。” (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访谈资料

20230208)
这种依托党的基层组织构建的协作架构, 在整合多方资源、 提升协作效率的

同时, 也存在对常规任务的 “挤出” 效应。 由于全域党建由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

围内发起和推广, 最初的建立标准相对模糊①, 于是部分区县将其作为 “上级任

务” 来大范围设置, 由此导致联合党委设置的泛化和对常规任务的挤出。 为了破

除上述弊端, 南市在试点过程中确定了 “因需而建” 的原则, 将联合党委的运用

范围框定在重点项目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 乡村振兴等 10 项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和重点任务中。 同时, 南市建立了联合党委的退出机制, 明确规定了联合党委调

整和撤销的标准及其具体程序。

(二) 权威引领与联席会议的任务协调、 落实方式

会议是中国政府制定决策和落实政策的重要形式, 具有权责匹配、 动员促发、
协同共担、 评价控制等重要职能。 但不同系统的会议可能并不相同, 例如政党系

统和行政系统 (鲁宇, 2021) 。 实际上, 党的会议具有强化初心使命、 增强党的

权威、 强化党员和党组织关联的重要作用 (Mittelstaedt, 2021) 。 党的会议不仅是

党组织权威引领的实现载体, 还因党在中国治理体制中的结构性位置而具有高度

的优先级。
在南市, 联席会商是促成跨体制协作的重要会议制度。 根据阶段性重点工作

任务, 联合党委通过联席会议通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 会商决定古镇建设的重大

事项。 参会人员包括联合党组织班子成员, 并可因需吸纳所属党组织负责人和相

关党员。 联席会议包括支委会、 支部党员大会和党小组会三类。 其中, 支委会和

支部党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研究古镇建设重大事项, 如年度工作计划、 阶段

重点任务, 听取工作任务落实情况, 分析研判问题及推进措施等。 作为任务的执

行端, 党小组会的主要任务则主要是讨论贯彻支部决议的具体措施、 党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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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以及对决议的执行落实情况。
需求清单和工作台账是推进联席会议决议执行的重要保障。 古镇文旅项目联

合党委及其下辖的各个党支部直接设置在任务一线, 成员涵盖了文化产业公司、
食品流通协会和部分商户代表。 在地化的组织设计促使支部成员能与一线的商户

进行频繁交往, 从而常态化收集信息、 诉求和 “抱怨” ; 开放的成员资格还直接将

对项目存在 “异议” 的当事人纳入组织内部, 从而畅通了诉求表达的通道。 这些

诉求表达以 “需求清单” 的形式呈现, 经联席会议被转化为 “工作台账” , 辅以

明确的推进措施、 完成时限和具体责任人。 此外, 对联席会议形成的决议, 联合

党委会明确一名班子成员牵头, 通过听取汇报、 实地督导、 现场办公等形式及时

掌握进度, 推动决议落地见效。
联席会议之所以能内聚各协作部门, 原因在于: 其一, 以党的会议提高议题

的优先级。 联席会议不是政府部门的常规会议, 也不同于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的

协调会, 而是以党组织名义召开的会议。 作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的会议,
联席会议不仅以党的名义召开和议事, 也因其成员构成和内在属性具有高度的政

治性和优先级 (姚靖, 2024) 。 这种政治优先级能产生具有普遍且高强度的约束

力和内聚力, 因此, 会议出席率较高, 能高效落实会议结果, 并缩减决议的形成

时间以实现快速响应。 其二, 以党员身份及政治约束形成跨体制的协作合力。 只

要被吸纳进联合党组织, 所有成员均有权参与联席会议并发表意见, 不因体制内

外身份而有区别。 党员身份及其内嵌的响应党组织工作安排的义务具有高度的穿

透力, 能一定程度地打破原有部门的限制。 只要被纳入联合党支部, 便因其党员

身份内生着服从安排、 报到领岗、 开展工作的政治要求。 反过来, 联合党委可以

通过对党员的政治考核约束其行为。 例如, 针对党员任务完成的情况, 古镇文旅

项目联合党委及下辖的党支部有权适时向党员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反馈, 并提出评

先定优的推荐意见。
“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经由县党委批准成立, 通过党员身份建构出协作部

门之间的隶属关系, 以党委会名义召开会议。 联合党委要开会, 大家都要参加,
但其他部门的会就没有这样的约束力。” (市委组织部访谈资料 20230207)

(三) 政治评价与评价建议权的构建

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的平台化组织设计, 对参与协作的体制内外党员提供

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约束。 不同于行政系统内的考核评价, 作为一种政治评价,
联合党委的评价由各级组织部面向党员发起和进行, 评价结果直接关涉被考评对

象的提拔任用和职级晋升。
一是构建协调层的权力隶属关系。 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通过将党政领导汇聚

到决策层来竞争下级注意力, 调动参与部门完成上级交办的专项任务。 执行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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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部门中虽设有牵头部门, 但牵头部门和其他参与部门往往职级相同, 彼此间

无隶属关系, 因此牵头部门并不总能调动参与部门的积极性。 而在联合党组织中,
党政领导不仅设置在联合党委这一层级, 每一个子模块 (即联合党支部) 也设有

党组织书记。 这样一来, 联合党组织以党员身份将无隶属关系的不同政府部门、
体制内外的党员串联起来, 构造出以党员为纽带的政治隶属关系, 从而将分散的

部门整合为高度联结的协作体。 权力隶属关系的构建, 赋予联合党支部以决策和

协调权限, 那些需要反复协调的烦琐事项无须事事请示决策层的领导出面协调,
在联合党支部内部便可协调解决。

“联合党委的成立经过党委的批复, 走的是建制型党组织的流程, 职能部

门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但是党组织之间有隶属关系, 也可以发挥政治功能。”
(市委组织部访谈资料 20230208)
二是评价建议权的运行。 联合党组织内的党员接受单位党组织和联合党组织

的双重领导, 而后者对党员所在原单位有提拔任用的评价建议权。 具体而言, 古

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有权向党员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反馈其任务完成情况, 并提出

评先定优的推荐意见。 联合党委在每年年底采取实地考察、 听取汇报、 调阅资料、
走访座谈、 民主评议等方式, 对 6 个联合党支部逐一进行考核评价。 考核结果上

报县委组织部备案, 作为基层党建工作年度考核、 推荐 “两优一先” 和 “两代表

一委员” 的重要依据, 以及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参考。 例如, 古镇管理党支部书

记 (时任县城管局副局长) 通过规范整治古镇核心区的交通、 市场和交易秩序,
有效提升了商户、 住户和游客的满意度, 因而在干部提拔中被升任为县城管局局

长。 此外, 规建融资党支部书记 (时任县商埠文化产业公司经理) , 也因项目建设

融资、 争取政策优惠的工作业绩被任命为社县古镇文旅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每年在年初的时候都要制定各支部的工作计划, 工作计划是非常具

体的, 到年终我们就根据工作计划分阶段进行绩效考评。 (我们) 会到实地去

看、 去调研, 座谈也会非常认真。 绩效考评的结果会反馈给党员的原单位,
并且还会上报给组织部, 作为干部提拔的标准。” (社县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

委书记访谈资料 20230208)
总体而言, 社县通过搭建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这一协作模式, 以党的权威

提高跨体制协作机制的政治位阶, 并以平台化组织结构、 权威引领和评价建议权

调动了多元主体的积极性, 有效推动了古镇文旅项目的协作发展。

六、 “党领协作” 推动重大项目协作治理的运作机理

“党领协作” 改变了既有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任务优先级、 权力结构和激励关

系, 从而适配了重大项目的任务系统性、 跨体制性和强时间约束的任务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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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门任务的提级塑造

行政任务政治化大抵有两种方式, 一是将党的领导嵌入政府组织, 由党来

“领衔” 任务的实施和督导, 从而将党的目标规划经由政府组织体系转化为联通多

元主体的高效行动 (李伟、 魏来, 2024) 。 其间, 党的领导与政府科层是 “嵌入”
与 “被嵌入” 的关系。 在这一论域下, 高位推动是驱动力, 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

则是典型的组织形式。 二是依托党的基层组织构建协作架构, 发挥党的组织优势

来弥补科层体系的治理失灵 (叶敏、 曹璐琼, 2024) , 也即本文概念化的 “党领

协作” 。 相比于工作专班、 领导小组对行政任务的提级, “党领协作” 在任务优先

级的塑造方面具有如下显著特质。
第一, 单一部门任务被嵌套进整体性政治任务中, 成为党组织的议题。 工作

专班和领导小组虽然也能提高任务优先级, 但优先级往往体现为党政主要领导的

关注, 而不必然上升为党组织的议题。 然而, 特色文旅产业是落实党和国家战略

的重要体现, 并因领导的高度关注被纳入党组织的议题, 进而被赋予浓重的政治

属性。 在此过程中, 既有的行政任务被 “打包” 至政治任务的整体框架内, 不仅

任务的完成进展、 实施效果成为关键环节, 还关系到对党委精神的贯彻落实。 而

且, 联合党委以党组织搭建协作架构、 以党员身份为纽带实施政治约束, 提升了

任务的政治位阶, 最终推动各主体协作和任务完成。
第二, 强时间约束下的快速响应。 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所承担的非常规任务也

具有时间压力, 但这种压力更多来自地方。 而重大项目往往由党和国家部署, 即便

是作为项目组成部分的子任务也因关涉整体进度而被赋予更高的时限压力。 于是,
联合党委的响应机制具有更高的位阶性。 联合党组织不仅可以现场 “拍板” 决策,
其决策也会快速进入执行通道, 超越 “汇报—决策—传达—执行” 的一般链条。

(二) 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化

作为非常规的科层内部协作模式, 工作专班、 领导小组能以领导权威和资源

集聚暂时突破层级节制, 最大限度地推动跨部门任务开展, 但也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控制权与协作过程的 “上下分立” 。 在工作专班和领导小组内部, 决策层一级

的党政领导具有目标设置、 检查考核和激励分配的权限, 而执行层的协作部门缺

乏相应的权限。 因此, 执行层的协作部门常常需要与决策层反复进行沟通协调,
故产生大量成本。 二是成员身份的排他性。 工作专班和领导小组的成员均来自体

制内部, 能调动体制内资源来应对非常规任务。 但重大项目不仅涉及政府部门,
更需要将利益相关方的企业、 民间组织纳入进来, 而科层内部协作的工作专班和

领导小组难以调动体制外的资源。
“党领协作” 有效运行的关键是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化。 一方面, 作为平台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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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联合党委借助党员身份将原本分散在各条线的科层人员纳入联合党组织内部。
支部书记无须向上级部门申请, 其自身便有权限协调支部内各分管部门之间的分工

合作, 从而将逐级汇报、 分次下达的外部协调权限内部化。 “同样的人, 在不同的模

式里有完全不一样的作用。 现在就是支部里的工作由支部直接掌握。 以融资为例,
融资涉及发改委、 财政局等多个部门, 如果逐个协调会错失市场窗口期。 联合党委

可以直接在支部内部解决问题。 资金到位之后, 工程推进非常快, 职能部门的主体

性也会增强。” (社县古镇文旅项目联合党委书记访谈资料 20230209) 另一方面, 虽

然联合党委有目标设置权, 但联合党支部具有检查考核和激励分配的权限。 “书记—
委员—党员” 的组织设计, 赋予联合党支部独立决策、 考核评价的政治位阶, 联合

党支部书记可以现场决策并推动决策的快速响应。 “县里原本有旅游领导小组, 领导

是条块化领导, 成员是各局委成员。 (问题是) 开会后 (成员) 不能表态, 需要向

主管的副职领导汇报, 但 (由于) 领导没来参会, 听汇报是听不透的。 再比如,
(成员) 开完会向局长汇报, 局长再找分管的副县长汇报, 一来二去时间就被耽误了。
但联合党委是党委在统领, 委员是各局委的 ‘一把手’, 开会时就拍板了。” (市委组

织部访谈资料 20230207) “党领协作” 与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对比见表 1。
表 1　 “党领协作” 与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对比

党领协作 领导小组 工作专班

发起主体 党组织 党 / 政府 党 / 政府

成员身份 跨体制 科层内部 科层内部

设置范围 基层一线 科层内部 科层内部

控制权分配

目标设置 联合党委 领导小组 办公室

检查考核 联合党委# / 联合党支部 办公室# / 参与部门 办公室# / 参与部门

激励分配 联合党支部 办公室# / 参与部门 办公室# / 参与部门

约束机制 政治身份 / 评价考核 评价考核 评价考核

注: #代表更具实质性权力的部门。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基于党员身份构建强激励关联

依照党员身份构建的跨体制激励, 具有更强的联结效应。 首先, 党员身份成

为政治约束、 组织协作的制度纽带。 科层身份 “强隶属” 于特定职位, 除了借调、
离职和晋升等正式变动外, 不会随意变动; 而党员身份不受单位、 层级或行业的

限制, 党员广泛分布在政府各部门、 各层级、 各地域, 有利于打破原单位之间的

隶属关系, 实现实时联通。 党员还广泛分布在事业单位、 国企、 私营企业等各个

行业。 因此, 党员身份是跨体制协作的基础, 有助于打破科层成员的身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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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企业、 社会组织等体制外的利益相关者纳入协作架构中。
其次, 党的评价更为全面和系统化。 例如, 党员需要向所在党支部、 联合党

委定期述职并参加民主评议。 联合党委将党员的考核结果列为年度综合评价的重

要依据, 与年度评价意见一并反馈至党员所在单位的党组织。 在组织层面, 五星

支部评定是联合党委对联合党支部进行政治引领的重要抓手。 根据南市的考核规

定, 五星支部既是政治荣誉, 也有物质奖励和选拔晋升机会。 获评五星支部可以

得到省市两级共计 10 万元的转移支付, 优秀的基层党组织书记也能凭此机会获得

乡镇公务员的招录资格倾斜, 实现体制身份的转变。 根据 《 2022 年南市全域党建

深化拓展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 , 联合党委的实效发挥还与地

方党建、 干部提拔等息息相关。 《方案》 规定: “把全域党建考评与党建绩效考评

挂钩, 与党 (工)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挂钩, 与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

绩效考核挂钩, 与领导干部提拔使用、 职级晋升挂钩, 与民主评议党员挂钩” 。
最后, 联合党委对各参与方实行有效的激励。 联合党委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

了向党组织直接传递政绩和努力表现的制度渠道。 对企业主和社会组织负责人而

言, 加入联合党支部意味着有机会建立与地方党委的制度性关联, 从而在获取一

手信息、 政策优惠、 项目资助上占据有利位置。 例如, 《方案》 规定: “赋予联合

党组织对参与单位 (部门) 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年度绩效考核的征求意见权、 对

职能部门创建文明单位或平安单位的评估参与权、 对参与党员年度评先定优的考

核评价权、 对拟晋升职级或提拔使用干部的意见建议权、 对整合投放到工作管辖

范围内资金项目的管理使用权。” 这种激励超出科层内部的成员身份限制, 在资源

分配、 职级晋升等方面实现了对部门和个体的全方位激励。

七、 结论与讨论

重大项目是科层体制贯彻意志、 推行各类政策以及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 党

的十八大以来, 依托党的基层组织创建跨体制协作模式, 逐渐成为推动重大项目

实施的重要手段。 既有研究或关注国家能力, 考察了国家善治能力、 政治势能、
高位推动等因素对凝聚部门合力、 完成重大任务的助推作用; 或聚焦于工作专班、
领导小组等跨部门的制度设计, 强调结构调适对跨部门任务完成的促进之效, 但

对于跨体制重大任务的有效协作以及党在此过程中的核心驱动机制缺乏足够关注。
为此, 本文提出 “党领协作” 概念, 提炼归纳这一新型协作模式推动重大任务协

作治理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机理。 本研究的学理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本文立足于重大任务的跨体制协作特性, 发现并提炼 “党领协作” 概

念, 为 “重大项目何以协作治理” 提供了补充解释。 研究表明, 应对重大任务的

“跨体制协作” 需求, 地方构建并实施 “党领协作” 模式, 通过部门任务的提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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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 控制权分配的内部化、 基于党员身份构建强激励关联等机制, 实现了政治

系统对行政系统的调适, 有效推动了重大项目实施。 “党领协作” 构成了国家善治

能力、 高位推动来完成重大任务的中观组织基础, 并因党的核心驱动而区别于既

有的工作专班、 领导小组等科层内部的协作形态。
第二, 本文详细阐释了 “党领协作” 的内涵与特质, 以及其在何种意义上区

别于既有的科层内部协作。 “党领协作” 由党委直接发起和主导, 依托党的基层组

织建立, 打破了科层内部协作的成员身份限制。 一方面, “党领协作” 以党组织权

威为支撑, 将治理任务转化为强激励的政治任务, 提升了任务完成的政治位阶;
另一方面, 联合党委依托党员身份在原本无隶属关系的同级成员间建构出差序权

力, 依托党的评价建议权构筑出各主体间的利益关联。 正是缘于权力隶属关系的

构建, 联合党委得以将控制权下放至联合党支部这一层级, 赋予联合党支部发起

协作、 执行决策的权限, 从而将日常化的、 反复发生的外部协调事项内部化。
本文为加深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 “党的组织优势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提供

了学理观照。 “党领协作” 是基层党建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经验体现, 基层凭借党的

组织创新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有效推行了党和国家攻坚克难的重大

任务。 “党领协作” 并非对科层内部协作模式的简单替代, 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和修

正, 以解决那些科层内部协作力所不及的跨体制重大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 与科层体制相同, 联合党委亦是理性化的产物。 联合党委由

市委组织部发起, 拥有严密的组织结构、 建制严明的管理程序以及职责清晰的权

力分工。 这一高度理性化的制度设计为协作关系的搭建和运行提供了确定性和规

范性, 但也存在反过来影响其有效性的风险, 即联合党委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缘

于其与重大项目任务属性之间的相互适配。 当这一模式被标准化并推广至其他领

域后, 很可能与其他情境并不适配, 从而偏离 “因需而建” 的初衷, 进而削弱其

有效性。 因此, 如何建立一种常态化、 制度化的协作模式, 并据此有效完成各类

攻坚克难的重大任务, 仍然是现代化治理中的一项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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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基层治理的场域扩张与主体重塑

顾丽梅 　 李雨荃∗

【摘要】 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街区日益成为与社区同样重要的基层

治理节点, 但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着如何将分散逐利的商户凝聚成紧密关联

的集体之困境。 论文围绕上海市 C 街事会这一街区治理样本, 基于互动仪式链理

论视角搭建 “一链双环” 分析框架, 廓清了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与创新机

制。 在 “身份-情境” 的基础环中, 街事会借由 “标签化” 的角色塑造培育商户

的街区认同感, 通过空间营造以及参与者的物理在场有效增强商户的集体意识。
在 “议题-情感” 的动力环中, 街事会在协商互动中聚焦共同议题, 凝聚情感认

同, 促进治理动能释放。 通过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 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

入机制以及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 街事会的实践为在市场逻辑与公共价值

之间寻求平衡点提供了支撑, 打造了一条从分散到整合、 从工具互动到情感关联

的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本土路径。
【关键词】 街区治理共同体 　 基层治理共同体 　 互动仪式链 　 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14-20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要建设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

同体 (习近平, 2022)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

区。” (习近平, 2018:
 

95) 近年来, 全国各地涌现出大量社区治理共同体、 乡村

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成功实践, 从微观层面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宏观命题进行了有

效回应。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深入, 城市空间形态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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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区逐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新焦点。 虽然同为社会基层单元, 但街区与社

区的治理内容存在较大差别, 传统社区治理机制难以有效覆盖, 街区共同体的形

成与运行也难以简单套用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 本研究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 构

建 “一链双环” 分析框架, 以上海 “街事会” 为对象, 探讨街区治理共同体如何

扩展基层治理的实践空间, 拓宽基层治理的参与实体, 以回应 “在当代高度市场

化、 流动化的城市街区空间中, 何以突破利己逻辑, 培育具有情感韧性的协作治

理共同体” 之问。

二、 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 问题提出

伴随城市空间形态的更迭演变, 街区、 园区、 楼宇等新兴治理场域正逐渐成

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阵地。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业街区承载着商

业服务、 公共交往、 风貌展示等多重社会经济功能, 是城市经济生产与居民生活

的重要载体 (耿虹等, 2022) 。 日益发展的街区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拓展

了新的空间视野, 进一步丰富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
然而, 在现实中, 商户间因缺乏有效协同而陷入利益困境的现象屡见不鲜。

共享单车堵塞店铺入口、 “门前三包” 责任不清引发矛盾、 外摆经营无序竞争……
种种因公共空间管理失序、 规则缺失引发的矛盾凸显了构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复

杂性。 育成街区治理共同体为何如此困难? 从空间维度看, 城市街区开放性极强,
缺乏明确的地理边界, 街区商铺密集、 人流熙攘, 流动性极高, 难以形成如社区

般稳定的地缘纽带; 从主体维度看, 城市街区内商业主体数量庞大且类型多样,
涵盖了从传统零售到新兴产业的各种业态, 经营者与消费者、 雇主与劳动者的关

系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矛盾冲突时有发生, 利益诉求呈现高度异质性;
从管理维度看, 大多数街区缺乏社区中常设的居委会、 业委会等自治组织, 一些

自发形成的商户联盟缺乏法定地位和明确的职责边界, 决策效力和约束力不足,
动员机制缺位。 综上, 若仅靠经济刺激来强化街区主体的公共性意识, 只能实现

商户的短期参与, 难以维系其长久合作, 而纯粹靠行政命令又难以适应多元利益

主体的复杂性。 因此, 必须超越物质激励与制度约束, 搭建利他性情感纽带, 真

正突破共同体的建构与行动困境。
近年来, 伴随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纵深推进, 商业街区开始成为城市

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 上海、 杭州、 深圳等地均开展了大量街区治理实践。 以上

海市为例, 2024 年以来, 上海在全市推开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攻坚行

动, 形成以街区党组织兜底为主, 结合实际灵活建立各类实体性党组织的基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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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新路径 (巨云鹏, 2025) 。 在一系列街区治理的探索实践中, “街事会” 作为一

种协商治理机制, 有效整合了街区内部的分散力量, 为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街区

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样本。 聚焦上海市以 “街事会” 为手段推进街

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有两个核心问题亟待探究: 第一, 在商业利益主导的街区环

境中, 如何通过情感连接机制打破个体商户之间的隔阂, 促使其主动参与街区治

理? 第二, 如何建立能持续激发情感能量、 强化集体认同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增

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长期稳定性?

(二) 文献回顾

1. 共同体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 “共同体” ( Community) 的理念本质。 共同体理论

经历了由 “自然共同体” 向 “建构共同体” 的历史演进。 滕尼斯在 《共同体与社

会》 中将共同体理解为一种基于血缘、 地缘的情感纽带 (滕尼斯, 2019) 。 传统

意义上的共同体正是通过共同的生活空间、 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密切的社会互动,
自发形成稳定的情感纽带和认同归属。 然而,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经济

的发展, 现代社会的市场逻辑与自然共同体的存续产生根本冲突。 作为社会学的

经典概念, 传统共同体理论在现代社会原子化、 流动性加剧等的冲击下逐渐失去

解释力, 古典共同体被消解 (汪民安, 2020) 。 为了回应传统共同体解体带来的

社会整合困境, 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合作机制。 协同

治理、 集体行动、 合作生产等强调多元主体参与和网络协作的理论逐渐兴起

(Ansell
 

&
 

Gash, 2008; 奥斯特罗姆, 2012; Parks
 

et
 

al. , 1981) , 而共同体作为

个体、 组织等基于相似的价值认同、 目标追求, 自觉形成的相互关联、 相互促进

且关系稳定的群体 (郁建兴, 2019) , 其所强调的价值共识、 集体行动与互惠合

作, 与上述理论的核心关切形成了暗合。 这些理论不再局限于追问 “共同体是什

么” 或 “共同体如何形成” , 而是关注如何让分散的主体协同起来, 如何设计有

效的合作机制。 由此可见, 尽管已有研究存在对 “共同性” 的持续关注, 但西方

研究的关切仍存在功能主义的取向, 其目的在于探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 激励机

制促成多元主体的有效协作, 解决某个具体的公共问题, 而非探讨如何培育或重

建具有情感纽带、 价值认同和归属感的共同体这一社会结构本身。
“共同体” 一词在中国语境中兼具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话语建构的双重面向,

这赋予其发展成为一种兼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治理目标的潜能。 在中国传统

政治文明中, 共同体是包含了 “家-社会-国家-天下” 的有机整体, 表现为血缘、
伦理和文明秩序的层层扩展, 这种差序式的共同体理念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

认知和行为方式 (胡安宁, 2024) 。 随着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人人享有的社会

治理共同体目标的提出, “共同体” 这一传统概念的应用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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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新的时代内涵 (宋辉、 张梦康, 2025) 。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清晰的政

治话语和治理目标, 强调通过治理实践来整合分散的社会主体, 在特定空间范围

内形成利益共享、 责任共担的合作机制 (徐勇, 2024) , 因而能有效回应在现代

社会原子化、 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基层治理面临的认同危机与协作困境。 总而言

之,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 实现了对传统共同体研究的借鉴与本土化转化, 推

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和实践框架的建构 (唐文玉, 2023) 。
在当前中国的实践中, 社会治理共同体依托社区、 乡村等基层空间, 形成了

具有地域特色和治理特点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 (吴理财, 2020) 。 基层社会治

理共同体是建立在一定的治理空间范围内、 拥有特定的治理载体、 具备资源整合

能力的多元要素汇集的组织化链接形式 (文宏、 林仁镇, 2022) 。 既有关于基层

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研究主要关注结构层面的社会主体关系整合, 以及心理层面的

价值共识建立等内容。 主体关系整合研究往往聚焦多元治理主体的权责分配与利

益协调机制, 探讨了党建引领下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样态 (李沫, 2023) 、 组织结

构重构与权力分配 (吕普生、 张晓文, 2024) 等内容。 情感共识建立则关注认同

感形成机制以及公共性拓展, 探讨了情感黏合 (苗大雷, 2024) 、 责任共担 (张

力伟、 李宇晗, 2024) 等推动情感生成的关键因素。

2. 街区治理

当前, 街区成为城市基层的新兴治理场域。 就其概念而言, 街区既可用来描

绘区政府、 街镇与社区之间的关系 (陈水生、 叶小梦, 2021) , 也可以指突破了

传统社区边界的、 居民社交生活的物理载体与文化交汇的社会空间 (徐越倩、 许

文颖, 2024) 。 此外, 街区作为一种与封闭小区相对应的开放式社区形态, 代表了

城市空间转型的一种发展趋势 (吴晓林, 2016) 。 与街道、 居民区不同, 街区并

非由基层政府划定, 不具有行政性质, 而是自然形成的, 实现商务区和居民区联

动的商业功能片区, 这构成了本研究的基本概念视野。 根据这一定义, 商业主体

成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主体。 然而, 商业主体通常被视为理性经济人,
其行动逻辑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 这似乎与共同体所需的情感联结、 价值认同等

要素相矛盾。 在此矛盾下, 为了探究 “街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这一命题, 现

有研究主要从理性的利益整合和感性的情感认同两个维度进行探讨。
在理性层面, 制度化利益整合机制推动街区经济共同体的构建。 地理空间的

集聚性和商业业态的关联性使原本分散经营的个体商户面临相似的市场环境和经

营挑战, 客观上形成了利益交集和协作需求。 例如, 北美、 欧洲等地区的商业改

进区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s) 就是这种利益整合的一种制度化表达, 通过

建立法定的商户自治组织, 实现区域内商户共同出资、 统一管理的运营模式

(Meltzer, 2012) 。 此制度设计体现了 “商业共同主义” 的理性选择逻辑, 商户基

于成本效益考量, 通过集体行动降低个体经营成本, 提升整体竞争优势, 实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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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理性向集体理性的转化 (Morçöl
 

&
 

Zimmermann, 2006) 。
在感性层面, 社会互动与文化认同催生街区情感共同体的生成。 情感纽带和

文化认同是共同体形成的精神基础 (罗大蒙, 2023) 。 在日常经营活动中, 街区

商业空间成为周边居民社会交往的重要场域 (帅满, 2019) , 商户作为社区生活

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通过长期的面对面互动逐渐融入居民的生活世界, 形成超越

买卖关系的社会联结, 增强了他们作为社区 “公共人物” 的情感体验 (李翠玲,
2025) 。 同时, 商户群体在应对共同挑战的过程中, 通过经验分享、 资源互助、 声

援支持等非正式合作行为, 建立起基于信任和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 最终孕育出

以文化认同和情感依恋为纽带的社区情感共同体 ( Sutton, 2007) 。
现有研究对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进行了丰富探讨, 但仍囿于 “社区” 这

一传统分析单元, 缺乏对 “街区” 这一新兴治理场域中治理共同体建构机制的系

统理论阐释, 从物质空间更新或行政管理优化的角度切入, 却忽视了作为开放性

社会空间的街区中多元主体的情感连接与认同建构的过程。 因此, 亟须构建一个

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场域下, 能解释在商业街区环境中治理共同体如何形成、
维系的理论框架, 揭示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机制与实现路径。

三、 理论基础及分析框架

城市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是复杂的动态过程。 为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机制,
本研究借鉴互动仪式链理论, 提出 “一链双环” 分析框架, 包含 “身份 -情境”
基础环与 “议题-情感” 动力环, 分别回应 “谁在治理” 和 “在哪里治理” , 以及

“治理什么” 和 “如何持续治理” 等问题, 为理解城市基层治理新场域中多元主

体的互动机制与共同体生成逻辑奠定基础。

(一) 理论基础: 互动仪式链上的共同体

互动仪式链理论 (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heory) 由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

斯 (Randall
 

Collins) 提出, 旨在解释社会互动中的情感能量和团结感的形成机制。
互动仪式链理论认为, 人类能通过一系列的互动仪式来产生情感能量, 这种情感

能量在群体内部循环和放大, 使个体在群体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而加强群

体的凝聚力和个体的社会身份。 互动仪式应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情感提升要素:
身体在场、 对局外人设定界限、 共同关注的焦点, 以及共同的情绪和情感体验

(柯林斯, 2009) 。 基于这些要素的互动会产生四种结果, 即群体团结、 个体的情

感能量、 代表群体的符号, 以及正反双向的道德感。 该理论关注情感能量和团结

感的形成机制, 实现了松散的社会个体与有机团结的治理共同体之间的有效连接。
互动仪式链理论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基础情境、 行动过程和主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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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三方面的理论支撑。 首先, 互动仪式链理论强调对情境的关注, 基于对街区情

境内商户、 居民、 顾客等多元主体日常交互行为的解构, 逐步阐明生成共同体意

识的要素机理。 其次, 互动仪式链理论对身份确立、 情境强化、 议题塑造、 情感

循环等行动过程的描绘, 为街区治理行为的持续优化提供依据。 最后, 互动仪式

链理论揭示了共同体的情感体验在强化个体联系、 凝聚群体力量方面的关键作用,
为有效动员商户个体实现从利己到利他的选择逻辑变迁并主动参与街区治理事务,
提供了理论观照。

(二) 分析框架: 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的 “一链双环” 框架

本研究聚焦街区治理的微观过程, 构建 “一链双环” 分析框架, 以互动仪式

链理论为基础, 包含相互衔接的 “身份-情境” 基础环与 “议题-情感” 动力环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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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链双环”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身份-情境” 基础环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以及物理在场。 对共同体成员的认

知塑造与强化实现了对原子化个体的归拢与动员, 推动其从 “我” 到 “我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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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知转变, 初步构建了形式上的共同体。 第一, “身份认同” 对应了互动仪式

链理论中的 “与他人之间划清界限” 之需要, 其往往通过 “标签化” 的群体联盟

身份确认来实现。 当获得某一群体的成员身份后, 个体会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

( In-group) 与外群体 (Out-group) 相比较, 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积极认同, 给

予群体内成员更多正面评价 ( Bilancini
 

et
 

al. , 2020) 。 在街区治理中, 对身份认

知的塑造能回应 “谁在治理” 的问题, 赋予商户以街事会成员等身份标识能实现

商户从经济主体到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转变。 第二, “物理在场” 的关键在于建立场

景空间与集体活动的联系。 柯林斯认为, 仪式本身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 尽管

数智技术的应用正逐渐丰富远程参与的形式, 然而具身在场依然是情感体验的有

效保障。 正如德雷福斯所指出: “我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感, 以及我们与之有效互

动的能力, 取决于我们真实身体在背景中默默运作的方式。” (Dreyfus, 2001:
 

71)
就治理共同体建构过程而言, 行动者的身体在场意味着必须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

场景空间, 并且在其中开展符合共同体精神的集体活动, 以应对 “在哪里治理”
的问题。

“议题-情感” 动力环的关键在于柯林斯尤为强调的共同焦点及共同情感体验。
在已形成的、 拥有共同体心态的群体中, 培育对于群体效能的感知以及成员身份

感的强化, 能有效地延长集体兴奋的作用时间, 推动共同体持续有效运行。 第一,
“共同议题” 意味着共同体成员聚焦于能激发他们集体兴趣或公共价值感的议题,
将个体的私利和差异化需求引导至面向整体的行动方向。 对于街区商户而言, 引

导大家选取与其日常经营生活相关的公共议题, 能自然地实现其营利性目标与公

共利益之间的联结, 避免强迫式的、 违背其利益的公共参与, 能对 “治理什么”
的问题作出清晰可行的回应。 第二, “共同情感” 的关键在于满足共同体成员的集

体情感诉求, 在从被动式参与向配合式参与、 自主式参与的转型过程中, 成员能

获得满足感、 认同感、 自豪感等情感体验, 巩固群体团结的内生动力。 “团体在共

同面对事件时分享反射性情感, 以及彼此间共享情感忠诚时, 往往会变得更加团

结 ( Jasper, 2011:
 

12) 。” 由此可见, 共同情感的培育是解决 “如何持续治理”
之问的合理答案, 通过情感体验的积累与循环, 为共同体提供持续参与的内生

动力。

四、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为深入探究街区治理创新的实践路径,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长期驻点调研,
选取上海市 S 区 C 街事会 (以下简称 “ C 街事会” ) 的创新实践作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街事会的形成背景、 治理架构、 运作机制和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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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及资料收集

街事会是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 由街区内多元主体组成的街区自治组织, 旨

在推动街区事务的协商共治。 作为一种城市基层治理的创新模式, 街事会能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 广泛吸纳、 引导街区多元力量加入街事会, 聚

焦环境卫生、 公共秩序等领域开展决策和管理, 有效提升街区治理和服务的精细

化水平, 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发力、 各尽其责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
本文以 C 街事会的建设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 案例选择的原则在于: 其一,

基础条件完备。 S 区是上海市中心城区之一, 充分体现了城市人口规模庞大、 经

济高度发达、 社会结构复杂、 治理需求多元等典型特征, 为研究街区治理共同体

的构建提供了理想的样本。 C 街事会位于 S 区 H 街道, 是 S 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区域内商户数量密集、 类型多元, 具备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需求条件。 其二,
案例典型性强。 街事会是 S 区全域推进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重要实践, C
街事会是 H 街道六大街事会中最具代表性的阶段性成果, 频繁在 S 区有关部门会

议、 活动及新闻中被提及, 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其三, 一手资料丰富。 笔者所

在课题组于 2024 年 5 月至 11 月以全覆盖理论团队专家身份, 于 S 区 H 街道开展

蹲点调研及追踪研究, 通过深度访谈、 焦点小组访谈、 资料查阅及参与式观察等

方式, 课题组获取了大量一手数据。 课题组共参与上海市、 S 区及 H 街道相关会

议 10 余次, 访谈了包括 S 区党政干部、 H 街道党政干部、 街区和社区党组织书

记、 街事会商户代表、 街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 街区消费者等共计 21 人, 形成

访谈记录及其余文字材料共计 30 余万字。

(二) 案例呈现

C 街事会位于上海市 S 区 H 街道的黄金路段, 其主体是一条美食街 ( C 街) ,
包含一个美食广场及内外两条沿街商铺, 从业人员近 500 人, 共有商户 78 家, 其

中餐饮店占比近 7 成。 C 街是距离某国际级大型展览馆最近的商业街, 毗邻地铁

站以及市区面积最大的公园。 近年来, 随着会展经济回暖, 该展馆每年举办展会

的天数超过 250 天, C 街成为众多外地展商消费的第一站, 吸引了多种业态集聚。
尽管如此, 长期以来, C 街面临着 “有人流无客流” 的窘境。 作为已建成 10 余年

的 “老牌” 美食街, 其硬件设施和经营环境逐渐老化, 一系列潜在问题逐渐暴露:
环境卫生亟须改善、 顾客等候区设施不足、 广告位布局杂乱、 缺乏公共休息设施

和明确的导视系统; 由于商户的流动性较大, C 街始终处于松散经营状态, 整条

街区未能形成独特的风貌和主题。 此外, 尽管物理意义上的街区形态已经形成,
但街区商户内部仍缺乏有效的沟通组织和平台, 街区不仅未能形成有效的治理合

力, 甚至面临集体行动的博弈困境。

·121·

街区治理共同体: 城市基层治理的场域扩张与主体重塑◆



2024 年 5 月, H 街道成为上海市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试点街镇之一,
由街道牵头在街区、 园区、 楼宇等区域开展底数排摸、 组织覆盖、 阵地建设等工

作。 C 街区作为 H 街道的重要街区之一, 其定位不清、 环境脏乱等长期以来未得

到改善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2024 年 8 月, 在 H 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 社区

党委, 以及管理中心牵头下, C 街事会正式成立。 从街事会的治理架构来看, 这

是一种以街区为单元、 在党建引领下构建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创新模式。 就治理

主体而言, 街事会构建了理事会、 监督委员会、 共建单位、 外部顾问等多层次组

织架构, 形成党建引领下商户代表、 居民代表、 物业代表、 职能部门代表等多元

化参与格局, 实现了从单一商户松散经营向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 就治理制度

而言, 街事会建立了涵盖决策、 参与、 监督的完整制度体系, 通过街事会运行规

则等规范性文件明确各主体权责边界, 形成定期评议、 集体决策等制度安排。 就

治理机制而言, 街事会构建了议事、 服务、 宣传三位一体的运作机制, 通过专题

协商、 联建共建、 社会服务等形式, 实现街区事务的有效治理。

五、 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在 “一链双环” 框架下, C 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为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廓清了

路径。 在 “身份-情境” 基础环, 街事会通过标签化的划界方式构建群体认同,
利用物理空间阵地创造共同在场感; 在 “议题-情感” 动力环, 街事会围绕商户

关切确定共治议题, 通过持续回应商户需求增强情感认同。 这一过程实现了从工

具理性的机械共同体向情感融合的有机共同体的转变。

(一) 街事会构建互动平台: “身份-情境” 中的治理角色转变及场景搭建

1. 创建街事会: 治理角色塑造与双重情感满足

在街事会创建以前, “互不相关的邻里” 不仅适用于对现代社会中城市社区成

员关系进行描述 (桂勇、 黄荣贵, 2006) , 也是街事会成立以前商户之间关系的

真实写照。 “ (在街事会创建) 之前, 经常出现 (一家) 商户举报另一家商户占道

经营的情况。 比如, 他认为你在商铺外面摆了桌子而我没摆, 那我就吃亏了。”
(C 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04ZSJ) 这种非良性的商业竞争反映出 C 街商

户之间缺乏成熟的社会关系网络。 卢曼 (Niklas
 

Luhmann) 认为, 熟悉的世界为信

任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 人际间的信任也就易于达成 (卢曼, 2005) 。 商家们

往往能在人际关系中建立经济关系, 在经济关系中发展社会关系 (王茂福、 史丰

源, 2024) , 实现以生意合作为基础的业缘、 友缘关系建构。 但由于 C 街商业业态

复杂、 商户流动性大, 熟人化过程难以完成, 导致商户之间的以利益链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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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网络始终未能形成。 “我们这一块的店变化还是比较大的, 有时候还来不及

熟悉, 他就走了 (停业) 。” (C 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
面对街区主体之间情感联系淡漠的现实, 必须依托外力作用, 引导商户之间

形成相互依赖。 在 H 街道党工委指导下, C 街事会迅速成型。 对街区商户而言,
创建并加入街事会的行为, 能通过 “贴标签” 的方式建立明确的群体边界, 将商

户们区分为内群体 (街事会成员) 和外群体 (非成员) , 从而赋予街事会成员双

重层面的情感满足。 第一方面的情感满足在于 “脸面” 的提升。 对于同为街事会

成员的商家而言, 作为一种内向自我身份认同, 街事会理事会成员能赋予商家一

种 “名分” 。 这是一种依据社会关系、 建立在合规的仪式方式上的标记, 这种关系

能约束商户在群体内外的行为表现, 使其在商业经营及社会参与中都扮演更为守

序、 积极的角色 (翟学伟, 2024) 。 “ (加入街事会) 能提升商户的自我约束能力,
他可能会认为, 我是有身份的, 我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 (C 街事会理事长访谈

资料 20240904FJL) 同时, 街事会理事会成员也起到外向的社会形象塑造的作用。
“加入街事会” 这一行为能对商户产生一种 “贴标签” 式的身份认可, 使其在日常

生产经营中获得一定便利, 这本身对商户而言便是有利可图的, 属于一种 “有脸有

面” 的社会强参与模式 (张必春, 2024)。 在这一模式下, 商户们不仅能守社会规

则以维持自己的商业形象 (即 “脸” ), 也可以通过获取街事会理事成员这一身份

标签来获得更高的社会声望 (即 “面子” )。 “加入街事会, 本身也是对我们的一种

认可。 这块牌子在店里一挂, 可能顾客就觉得我们是比较有责任心的店家, 对我们

的认可度也更高了。” (C 街事会成员 M 经理访谈资料 20240930MJL)
第二方面的情感满足在于合作收益的获得。 一方面, 商户加入街事会能提升

街区人气, 吸引更多客流, 带动商户的营业额增长。 “我们街区和社区相邻, 对很

多社区店而言, 他们本身也有通过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来吸引客源的需求, 街事会

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 也会获得商家的积极支持。” (H 街道党政干

部 1 访谈资料 20240902CSJ) 另一方面, 赋予商户一定的官方认可, 能巩固其良

好的社会形象, 吸引更多客源。 例如, 自 C 街事会成立以来, 联合社区居委以及

相关商家举办了 “暑期嘉年华游泳 ‘世’ 锦赛” 等活动, 并向商家赠送了社企联

动、 公益服务的锦旗。 “这对商家来讲可能是一种激励, 体现出他是一个有社会公

益心的经营者。 要激发商户参与的积极性, 关键在于搞清楚政府能为商户提供什

么。 比如, 有些商户需要的是街道能为他背书, 建立在周围顾客之间的良好画像。
那么只有你给了商户这样的认可, 他们才能有动力加入其中。” ( S 区党政干部 2
访谈资料 20250108SCZR)

2. 公共空间建设: 物理参与提升参与实感

对商户等公共参与经验较为有限的新兴基层治理主体而言, 具有场景感和情

境融入性的物理空间能提升其与街区事务的共鸣共振感, 培育其参与实感。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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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基层党建阵地的实体化现象愈发凸显, 成为物理意义上的基层治理空间载体。
依托 H 街道新兴领域党建全覆盖工作的开展, C 街事会得以见证多个街区党组织

阵地 (即街事会阵地) 落地, 促进了街区服务、 议事功能的运转。 在服务方面,
以 C 街区的 “人间有味快充站” 服务阵地为例, 该阵地原本是通向美食广场的一

处保安亭, 经过改造后的阵地设置了饮用水、 驱蚊水等日用品, 以及冰箱、 微波

炉、 空调等电器, 为周边商户、 新就业群体和居民提供服务。 “有了这些功能区,
不仅能让广场的品相变好, 也让市民前来消费的时候能有休闲、 打卡的去处。 对

我们商户来说, 肯定能吸引到更多的客流。 生意好了, 大家能赚到钱, 肯定更加

支持街事会的活动, 也会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治理。” ( C 街事会理事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
在议事方面, 开展以 “临时议事厅” 为特色的周期议事等集体活动, 实现了物

理空间与人类社会空间之间的联通, 通过仪式化的行动进一步强化了集体认同。 在

传统社区中, 居委会、 业委会议事往往在社区居委、 物业公司等具有半官方属性的

场所中开展, 以体现社区自治活动的公正性。 然而与社区不同, 街区商户多为个体

户、 小企业主, 他们既往的政治参与经验较为有限, 且日常忙于商业经营, 缺少在

固定地点开会议事的习惯。 “如果让大家在一个会议室里正襟危坐, 大家可能会觉

得不自在, 很难放松下来谈问题。” (C 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13ZSJ)
因此, 为了纾解街区商户的参与困境, 营造更轻松、 开放的议事环境, C 街事会

的周期议事场所并未局限在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或社区党群服务站, 而是在各家商

户店里建起流动的 “临时议事厅” , 实现了基于 “开放空间会议” 技术的基层协

商议事模式 (袁方成、 张翔, 2015) 。 “在一些非营业时间, 我们会轮流把店里的

空间拿出来用作议事厅, 让大家就近参与。 今天在你家, 明天在我家, 通过轮流

的方式, 不仅能增加大家的熟悉感和认同感, 而且也比较公平。” (C 街事会理事

长访谈资料 20240904FJL) “有什么事情, 到议事厅去, 共同商议一个结果, 我们

不是单独在战斗。” (C 街事会成员 C 经理访谈资料 20241021CJL) 对参与街事会

的商户而言, “临时议事厅” 这一物理空间代表着一种可靠的、 团结的协商符号,
不仅增强了商户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凝聚力, 也为后续的集体行动和共同决策提供

了实践基础。

(二) 街事会培育自发性参与: “议题-情感” 中的治理体验强化与情感循环

1. 框定议事焦点: 下沉式的治理参与路径

消解利益冲突、 协调多元利益关系以凝结共同利益、 汇聚共同目标, 是社会

治理共同体不可或缺的要件 (孟燕、 方雷, 2023) 。 对于 C 街事会而言, 由于其

商业业态多元、 商户类型多样、 利益主体繁杂, 培育商户的自发参与意识需要采

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街事会遵循从顶层逐步下沉到基层的治理路径, 以议题的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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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讨论与解决为线索, 引领基层参与主体逐渐从被动接受向主动参与转变。 “街

事会成立初期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决定我们应该关注什么问题。” (H 街道党政

干部 2 访谈资料 20240902QZR) 为了化解街区自治力量薄弱、 自治经验欠缺的难

题, 必须采取由行政力量带动自治力量的方式, 采用议题挖掘下沉、 议事流程下

沉这两个步骤, 逐步引导商户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
第一步是议题挖掘下沉。 在 H 街道党工委指导、 社区营造社会组织协助下, C

街区党组织书记、 街事会理事长通过 “刷脸” 的形式, 频繁走访街区内所有商户,
上门询问其是否有经营困难及对街区治理的建议。 “前几次别人还会觉得我陌生,
几轮走访后, 我和街区商户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熟了, 商户愿意拿我当自己人, 也

愿意和我讲一些他们的看法。 之后走访的频率就可以降下来, 从一周几次, 变成

半个月或一个月一次, 否则可能会影响商户的正常经营, 起到反作用。” (C 街区

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04ZSJ) 第二步是议事流程下沉。 在广泛收集多方意

见的调研基础上, 部分商户、 物业公司、 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方被邀请参与到街

事会讨论。 经过多次讨论, 街事会梳理出现阶段治理的四大议题: 商户位置指引

不清, 顾客不知道要去的店铺在哪里; 缺乏公共休息区域, 顾客找不到可以落座

的地方; 广告摊位杂乱无序, 招牌随意摆放; 整体环境有待改善, 外摆 (即餐桌

椅户外摆放) 、 垃圾运输等问题突出。 这些议题都以 “如何提升商户经营效益”
为核心, 通过将日常的纷杂乱象进行归因, 推动各方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和方案。

以外摆问题为例, C 街区是一条美食街, 每年一到夏季, 各家餐馆推出小龙

虾、 烧烤等菜品吸引路人, 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 “商家都通过外摆来招揽生意,
桌椅越放越靠外, 影响了路人通行。 此外, 每夜生意结束后, 商家未能及时清扫

一地的垃圾。 整条街周围都是居民区, 12345 热线的工单源源不断。 有居民打的,
也有街上同类店铺打的。” (C 街区党组织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04ZSJ) 为解决外

摆及垃圾清扫问题, C 街区借助街事会成立的契机, 首先确定街区能否外摆, 再

确定怎么外摆, 继而通过街事会两次的讨论以及一次街区商户大征询, 最终确认

了 C 街区外摆方案。 外摆方案提出, 在每间商铺门口设置一个 L 形的隔离花箱,
长度 1. 2 米, 外摆范围应控制在花箱区域 1. 2 米内。 “ L 形花箱的设置既维护了街

区的环境美观, 又为各商户明确了可外摆的范围及清扫标准。 我们的要求是, 商

家必须把自己外摆范围内的卫生包干到位, 否则可能进行处罚。” (C 街区党组织

书记访谈资料 20240904ZSJ) 在缺乏有效市场规范的情况下, 商家可能通过恶性

竞争以追求更高的利润, 同时忽视由此产生的负外部性。 然而, 当市场规范明确

且得到有效执行时, 遵守规范不仅有助于内部化这些负外部性, 还能实现更大的

长期经济收益 (奥斯特罗姆, 2012) 。 因此, 在外摆方案通过后, 街区商户纷纷

自觉遵守这一规定, 使 C 街区实现了 “12345 零工单” 的良好治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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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感体验循环: 街事会生命力持续延展

要延续共同体的生命力, 就必须回应商户的利益关切, 增强其情感认同, 激

发商户对街事会共同体的正向情感, 形成自我滋养、 自我循环的参与动能。 例如,
在民国年间曾兴起以中小商人为主体的街区性商人团体 “商联会” 。 商联会通过兴

办夜校、 设立防疫所、 采取防盗措施等 “行小善” 方法, 为商户谋取实际利益,
提高其街区认同感, 进而养成家园意识 (彭南生, 2012) 。

对于 C 街区某餐饮店店主、 C 街事会理事会成员 M 经理而言, 其参与街事会的

情感体验始于个人需求, 经历了解决问题的过程, 最终转化为对集体的认同和回馈

意愿。 “我加入街事会不是为了将来能获得什么资源, 或是让大家站在我这边。 我认

为街事会给了我一种参与感、 认同感, 我接受了街事会的帮助, 也想通过加入街事

会来促进更多问题的解决, 帮助其他人, 实现互利共赢。” (C 街事会成员 M 经理访

谈资料 20240930MJL) M 经理的餐饮店入驻 C 街区 3 年多来, 遇到的最大困扰便是

因商户位置指引不清导致客源流失。 在街区党组织书记和同为街区商户的街事会理

事长多次走访后, M 经理意识到街事会也许有能力解决这一困境, 于是将问题反映

给 C 街事会。 C 街事会将这一困扰多家商户的问题列入四大议题之一, 绘制了详细

的街区地图并张贴在街区的 4 个入口, 标明每家店铺的位置, 并按照颜色进行分区,
为顾客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随着标示牌落地, C 街区的客流引导规范性、 便捷性有

了显著提升, M 经理收到询问店址的电话也少于往日, 客流有所上涨。
出于对街事会的感激和认可, M 经理决心加入其中, 帮助街事会进一步扩充

力量。 “街事会帮我们解决了经营上的问题, 我们很感动。 我们也响应街事会号

召, 加入了街道的老年人助餐联盟, 给快递小哥提供绿豆汤。 有些老人家夸我们,
说看着我很亲切, 像自己孙女一样, 我心理上也很受用。” (C 街事会成员 M 经理

访谈资料 20250703MJL) 除了服务周边居民和新就业群体, 街事会商户之间也会

主动以 “老带新” 的方式, 帮助新店主尽快融入街区环境。 “街事会为我们这些

第一次开店的新店主提供了相互交流、 相互熟悉的平台。” (C 街事会成员 W 经理

访谈资料 20250703WJL)

六、 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机制创新

街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需要面对以下三重挑战: 如何激发商户参与积极性, 如

何使商户保持持续参与的动力, 以及如何确保共同体的长效运行。 C 街事会的实

践形成了三种相互支撑的实现机制, 即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 循环下沉式

的动能注入机制, 以及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 (如图
 

2 所示) , 为应对上述挑

战、 实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稳定运行提供了参照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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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机制创新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

要有效激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商户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激活街区主体

的参与意识, 必须通过对街区商户的身份与行动场域进行重构, 激发商户从被动

分散的经济个体转变为积极有组织的公共参与主体。 因此, 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

活机制区分为身份确认和情境强化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前者解决 “我是谁” 的

认知问题, 重塑商户的身份与关系; 后者解决 “我在哪里” 的场域问题, 为商户

参与提供空间基础。
在身份确认层面, 街事会建设通过重新定义商户的社会角色, 实现从单纯经

济主体到具有公共责任的街区成员的身份转变。 如美国社会学家赛尔兹尼克

( Philip
 

Selznick) 所言, 共同体是一种 “社会连带和尊重的联合体” , 其本质是一

种相互依赖的、 具有共同身份意识的契约 (塞尔兹尼克, 2009) 。 街区共同体建

设的要义之一在于将经济意义上的成员资格转化为可以获得社会连带和尊重的身

份认同, 主要通过内外双向作用来实现。 从内向认同维度看, 制度化的 “名分”
赋予能利用基层政治资源助推商户积累社会资本。 对商户而言, 身份的获得不仅

改变了商户的自我定位, 更在其逐利本性上叠加了共同体责任意识, 实现了从

“我” 到 “我们” 的认知重构, 为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 从外向认

知维度看, 街事会利用基层党组织和街道的形象背书与消费者及社区居民的公共

评价, 密切联系街区居民, 建立一套维系街区关系的情感认同体系。 “我很享受和

周边居民做朋友。 我这个店本身的定位就是社区店, 和周边顾客的交流越多, 我

们越能扎根在这里, 有一种在地感、 归属感。” ( C 街事会成员 W 经理访谈资料

20250703WJL) 这种身份确认机制使商户从单一的经济角色扩展为兼具公共功能

的社区成员, 同时也促使商户间的关系从竞争或陌生转变为竞合共生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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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境强化层面, 街事会的建设与运行能重构街区的物理与社会空间, 为商

户提供践行其新的社会角色的公共场域。 空间载体兼具自然与社会双重属性, 其

自然属性指的是现实中具有地理和物理意义的实体空间, 而社会属性则蕴含着社

会、 政治、 伦理等层面的价值意涵 (岳奎、 曲秀玲, 2024) 。 为了充分实现这种

双重属性, 街事会通过服务阵地建设与议事阵地建设, 将原本单纯的商业空间转

化为具有公共治理功能的共同体场域。 服务阵地将商业过渡空间转化为具有公共

属性的互动场所, 创造了商户、 就业群体和居民日常聚集的情境, 使街区主体在

日常交流过程中形成面对面的社会联系。 而议事阵地则是基于商户的实际需求与

实践经验所打造, 流动议事厅等创新性议事场景突破了传统治理中固定场所的局

限, 将商户店铺轮流转化为治理空间。 借由角色重塑式的主体激活机制, 街事会

建设能有效突破传统街区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商户参与不足、 公共责任缺失等困境,
将分散的经济个体整合为具有共同体意识的公共主体, 为街区共同体建设奠定坚

实基础。

(二) 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

在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 当参与主体被成功激活后, 如何进一步维

持其持续参与热情和治理动力成为关键任务。 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通过将

治理资源和组织力量向街区基层下沉, 同时激发情感认同与参与动力的自我循环,
为街区治理共同体注入持久活力。

城市商业街区的公共参与主体庞杂, 治理力量的下沉意味着治理方式的转变。
街区党组织走进商户, 融入街区日常, 治理重心从行政推动转向需求回应, 这不

仅提高了治理的精准性, 也为建立治理主体间的情感连接创造了条件。 这一过程

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互动嵌合。 行政力量主要体现为党组织的引领

作用和政府部门的资源支持, 为街区治理提供制度框架和政策保障; 而自治力量

则源于商户的积极参与和主动贡献, 是街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和持久活力。 “街事会

确实培养了我们的集体意识。 有时候顾客来我们这条街吃饭, 他的印象不只是 ‘某

家店怎么样’, 而是 ‘这条街怎么样’。 卫生是不是干净、 车位多不多、 环境好不

好……这不是一两个商家可以独自解决的问题, 而是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一起讨论、
一起出力的。 我们经常说要 ‘拧成一股绳’, 创造一种共赢的局面。” ( C 街事会理

事长访谈资料 20250703FJL) 因此, 治理力量下沉能避免行政力量单向干预可能

带来的依赖性, 同时克服自治力量缺乏指导可能导致的无序。
情感能量的自循环同样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克劳斯 ( Sharon

 

R.
Krause) 指出, 有效的公民参与不仅需要理性思考, 更需要适当的情感投入, 即

“公民的激情” (Civic
 

Passion) (克劳斯, 2015) 。 这种情感不同于纯粹的个人情

绪或非理性的群体情绪, 而是一种基于公共利益、 指向共同福祉的集体性情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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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情感能量循环的核心正是在于实现集体性情感能量的积累与释放。 当街事会

能有效回应商户诉求、 解决实际困难时, 商户不仅获得了经营上的实际收益, 而

且收获了被重视、 被回应的情感满足。 “一开始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来走访, 后来

他们经常来, 就算有些问题不能立即解决, 但我们也能感受到人家在用心倾听我

们的诉求, 尽力帮我们反映, 我们也很感动。” ( C 街事会成员 M 经理访谈资料

20250703MJL) 这种正向体验促使他们从被动接受帮助的受益者转变为主动参与

治理的贡献者, 形成街区治理中的情感能量良性循环。
循环下沉式的动能注入机制的关键在于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有机嵌合, 实现

从上级推动到自主运行的转变。 上级党组织的引领使基层治理可以最大限度地贴近

群众需求, 情感能量的自循环则有助于促进治理活力实现持续迸发。 当越来越多的

商户受到获得感的鼓舞而加入街事会时, 他们不仅带来新的议题和资源, 还进一步

扩大了其影响力和行动能力, 从而实现街区治理共同体的自我发展与完善。

(三) 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

制度保障是街区治理共同体实现长效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根本支撑。 一个具有

高度制度化的统治机构和程序的社会能更好地阐明和实现其公共利益 (亨廷顿,
2008) 。 在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中, 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是一种隐性但关键的

支撑系统, 表现为党建引领和规则托底相辅相成的制度设计。
一方面, 在街事会的治理实践中, 基层党组织作为街区治理的政治引领者和

价值导航者, 不仅把握整体治理方向, 还整合各方资源, 引导治理力量贯通基层

一线末梢。 “我们以往遇到一些经营许可的问题, 都要自己去 (和营商部门) 沟

通, 但是现在有了街事会, 街区党组织可以帮助我们反映问题, 帮我们减轻了很

多压力。” (C 街事会成员 T 经理访谈资料 20250703TJL) 另一方面, 恰到好处的

制度空间留白能激发治理共同体的内生创造力, 在议题设定、 参与主体与执行方

案等方面预留适当的自主调整空间, 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和市场需求提供

适应性机制。
然而留白并不意味着无序, 规则托底恰恰为街区治理提供了底线约束和行为

引导。 这些规则包括制度化的议事程序、 具体的行为标准、 有效的监督机制。 总

体而言, 党建引领为规则托底锚定了宏观方向, 而规则托底又为党建引领提供了

制度保障, 形成了一套既有方向引领又有灵活弹性、 既有底线约束又有创新空间

的制度体系。 作为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支撑系统, 引领托底式的制度保障机制避免

了单纯依靠行政权力推动的僵化与低效, 也克服了完全市场化自治可能带来的混

乱失序。 街区治理共同体能在明确的制度框架内保持活力创新, 在党建引领下实

现自治与共治的良性互动, 逐渐迈向成熟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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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总结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特定地理范围内, 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

组织形式, 必须具备明确的治理空间边界、 多元化参与主体、 有效组织载体、 共

同连接纽带和制度化运行机制等要素。 这些要素在党建引领下有机统一, 实现公

共价值、 公共利益与公共精神的再生产。 依托街事会等创新治理实践, 街区治理

共同体作为对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拓展延伸, 正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展现出新的

活力和潜能。 街事会的实践表明, 以集体身份和物理空间为基础, 通过议事协商、
经营互助、 活动参与等一系列互动仪式, 街区商户、 社区居民以及基层党政机关

之间能形成有效的互动仪式链, 激发新兴基层治理主体的参与动能。
对治理过程中互动仪式链的描摹能深化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理论认知。

治理共同体是建构产物而非先赋存在, 这是在现代社会重新找回共同体的认知前

提。 在街事会的实践中, 党建引领发挥着关键的统筹协调作用, 它不仅提供价值

引领和组织保障, 还能为原本缺乏有机联系的市场主体提供互动平台和机制。 在

党建引领的托底下, 原本分散的商业主体通过定期议事共商、 商户间主动的经营

互助、 社区公益性的活动参与等仪式化互动, 逐渐形成共同的关注焦点, 在反复

互动中强化集体认同和情感共鸣。 这种仪式化互动之所以具有生命力, 是因为它

同时满足了参与者的实用性需求与象征性需求———商户们在获得实际经济利益的

同时, 也获得了身份认同和归属感, 从而形成了超越单纯利益计算的情感纽带。
以街事会为代表的街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实践

模式的补充和创新。 它不仅拓展了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体系向新兴领域延伸的

可行路径, 更深刻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治理主体多元化、 治理空间复杂化、 治理

需求差异化的现实挑战。 从实践启发来看, 街事会模式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以下三

个关键条件: 第一, 基层治理主体需要在价值和组织引领的前提下, 保持一定的

灵活性和创新空间。 若治理主体缺乏能动性, 互动仪式链便难以有效建立。 第二,
对新兴领域的治理主体而言, 在行政命令和制度约束之外, 还需要身份认同、 情

感动员等柔性制度对其参与态度进行培养。 第三, 街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个

动态过程, 需要通过持续改进的互动仪式来维系和强化, 不能仅靠一次性的制度

安排或阶段性的运动式治理来实现。
本文尝试开拓街区这一城市基层治理新场域的研究视野, 然而, 对于新兴领

域治理主体的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在城市的街区生态系统中, 商户虽

然是街区治理的主要对象之一, 但还存在着大量如骑手、 快递员和网约车司机等

新就业群体。 这些群体流动性较强、 组织性较弱, 如何有效地将其纳入街区治理

共同体, 建立更加包容和富有弹性的参与机制, 成为应对基层治理挑战、 提升街

区治理效能的关键议题, 也是未来城市基层治理研究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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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基于房屋征收事件的案例研究

林 　 彬 　 文 　 宏∗

【摘要】 拆迁征收补偿面临着利益再分配的困难, 已成为基层治理 “棘手问

题” 的缩影。 区别于国家与社会视野下行政强制力和利益博弈的解释, 论文基于

政策执行视角, 提出政策执行 “组合式运作” 的新解释, 围绕中国最具标志性的

拆迁事件, 深描政府部门推进房屋征收补偿工作的执行机制。 研究发现, 基层政

府部门采取多种政策执行方式, 在标准化执行、 运动式治理、 创造性执行的组合

中, 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化解 “棘手问题” 。 这背后其实是政府将政策执行问题重新

引导至组织决策层面, 塑造出面向公众的刚性规则, 释放组织内部运作的有限弹

性, 以便灵活适应群体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 政策执行 “组合式运作” 框架深

化了规范性约束下对 “棘手问题” 应对机制的理解, 推进了基层治理场域中的政

策执行研究, 这对优化征收补偿政策以及完善政策执行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策执行 　 基层治理 　 棘手问题 　 房屋征收 　 组合式运作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34-21

一、 问题的提出

公共政策执行因其复杂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在应对基层治理中的 “棘手问题”
时展现出多元化图景, 这一特性构成理解 “中国之治” 的重要路径。 1973 年, 霍斯

特·里特尔 (Horst
 

W. J. Rittel) 和梅尔文·韦伯 (Melvin
 

M. Webber) 提出 “棘手问

题” (Wicked
 

Problem) 的概念, 指出在多元化社会中 “公共利益” “平等” 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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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本身具有争议性, 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往往难以通过传统方法找到 “最优解”
(Rittel

 

&
 

Webber, 1973)。 此后, “棘手问题” 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社会政策和城市

规划当中 (Fischer, 1993), 用以反映组织面对持续变化或前所未有的挑战时, 利益

相关方之间分歧很大, 兼具社会复杂性和技术难度而难以治理的问题。 拆迁工作因

具有项目建设紧迫但拆迁手段受限、 群众对拆迁致富抱有期待但奖补资金有限、 实

施部门需专业化执行且社会家庭复杂等特性, 集中体现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成为 “棘手问题” 的缩影。 因此, 政府如何化解基层治理中的 “棘手问题”, 已然

成为影响城市发展和公共利益的重要议题。
关于如何化解基层治理中拆迁类 “棘手问题” , 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展开

概述。 在实践层面, 拆迁已经成为基层治理中的 “棘手问题” , 其难点在于如何协

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 国务院 1991 年制定、 2001 年修正的 《城市房屋

拆迁管理条例》 , 基本确立了有利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拆迁制度, 各地多采用政

企合作模式, 但却在部分地区出现了 “拆迁致富” 的错误思维, 形成 “老实人吃

亏” “拖延者得利” 的 “钉子户” 逻辑, 拆迁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呈现加剧态势。
所以,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 拆迁部门与拆迁户关系持续紧张, 容易陷入暴力拆迁

以致损害了拆迁户利益, 或是调高了拆迁成本以致损害社会利益的 “怪圈” 。
在理论层面, 已有研究主要从行政强制力和利益博弈的视角, 对化解基层治

理中的 “棘手问题” 提出诸多启发性观点。 其一, 行政强制力视角认为, 国家会

整合组织力量解决问题。 一段时间里, 基层政府依托执法权或者依靠法院判决开

展拆迁工作。 随着国家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 政府逐渐限制使用强制手段 (吕

德文, 2012; He, 2014) 。 其二, 利益博弈视角认为, 民众会利用政府压力创造

获利机会。 随着公共事务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与公共利益的泛化, 社会主体在媒体

关注下被塑造成 “弱者角色” (董海军, 2008; 彭小兵、 谭亚, 2009; Stockmann,
2010) , 可以讲求策略、 依法采取多种 “法权抗争” 形式, 从而获得了利益博弈

的机会和力量 (应星, 2007; 施芸卿, 2007; 陈鹏, 2010) 。 由此, 已有研究多

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宏观视野下开展分析, 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 为本

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2011 年起, 国家通过制度建设规范了拆迁的流程和规则。 2011 年, 国家颁布

实施新的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以下简称 “新征收制度” ) , 区分

了房屋征收 (公共利益拆迁) 和协商购买 (商业拆迁) 两种情形, 明确由政府落

实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严格规范征收程序, 更加注重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由此,
新征收制度具备以下特征: 一是国家加强程序化和法治化建设, 减少拆迁过程中

的谈判空间, 避免非正式处理; 二是国家采取公开和统一补偿价格的方式, 瓦解

民众的博弈空间, 强化公共利益和实现公平补偿。 显然, 在拆迁制度转型的背景

下, 基层必须执行新征收制度, 采取 “阳光征收” 策略, 这导致行政强制力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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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益妥协视角很难解释当前情形。 更令人困惑的是, 拆迁中来自社会的力量只

增不减, 城市里以重大工程项目为依托的发展压力还在加剧, 而基层政府却在执

行新征收制度下失去了原有的谈判弹性, 陷入 “越拆越难拆” 的困境。 换言之,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成为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

根据上述思考,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 在规范性约束情况下, 基层政府在政策

执行过程中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本文从政策执行角度出发, 考察了国家房屋征

收制度调整时期房屋征收拆迁的标志性事件, 深描基层政府推进拆迁工作采取的

执行机制, 提炼基层政府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行逻辑, 提出与政策执行理论的

对话, 揭示研究的原创性贡献。

二、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本文所研究的基层政府, 特指县 (区) 一级的党政机构及其职能部门。 作为

连接国家与社会的行政末梢, 基层政府既要对上级负责以落实政策, 又要对民众

负责以化解矛盾, 并在此过程中展现出在制度约束下灵活运用有限自主性的执行

策略。 因此, 现有研究从国家与社会之间 “接合点” 的特性出发, 聚焦在政策执

行角度探讨了基层政府分别面向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 在此基础上, 本文提出

了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分析框架。

(一) 文献综述

在面向国家与社会的独特情境之下,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嵌入制度约束与有限

自主、 高压任务与有限资源、 程式化科层组织与非程式化社会的关系当中 (荣敬

本, 2013) , 须 在 科 层 与 社 会 的 胶 结 状 态 中 寻 求 自 恰 的 生 存 之 道 ( 欧 阳 静,
2009) 。 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日益平等和清晰, 基层政策执行更容易陷入满足多方

需求的两难困境 (施芸卿, 2013) 。 对此, 学界认为, 基层政府会自发演变出多

种政策执行方式, 主要通过运动式治理、 非正式运作等途径, 调动体制内外资源

来积极处理 “棘手问题” 。
其一是运动式治理的解释视角, 展现出超常规资源调动的策略和优势。 运动

式治理通常是指政府在科层体制内部发起的阶段性整治活动。 其通过暂时叫停科

层体制中各就其位、 按部就班的常规运作过程, 代以自上而下、 政治动员的资源

调动方式, 集中各方力量共同完成某项特定任务。 此类行为通常由上级政府直接

干预而启动, 也受媒体报道等环境因素刺激而引发 (黄荣贵等, 2015) 。 当然,
运动式治理不仅在少数政治任务中出现, 基层政府还会搭乘专项行动的 “便车”
完成常规任务 (文宏、 杜菲菲, 2021) 。

其二是非正式 ( Informality) 运作的解释视角, 提出政策法规之外的手段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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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在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边界十分模糊时, 执行者与接受者就存在以非

正式方式获取弹性空间的情况 (陈映芳, 2013) 。 在多层级政府结构中, 基层政

府通常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变通空间 ( Cai, 2008) , 使其得以借助政策目标的合

法性、 手段的弱约束力以及监控的形式化等特点, 同时采取 “明规则” 和 “潜规

则” 两套策略来完成治理任务 (易成非、 姜福洋, 2014) 。 实践中, 基层政府借

助地方性知识来构建潜规则, 争取当地群众对政策变通执行的支持和认同 (钟兴

菊, 2017) 。 对于部分 “钉子户” 的抵制, 基层政府还会借助人情世故等非正式

手段来做工作 (欧阳静, 2011) , 缓解与民众之间的利益冲突。
以上研究刻画了基层政策执行的行为逻辑, 描述了适用于不同情境的应对策

略和运作机制, 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 但这些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基

层政府在治理情境变化前后, 采取多种政策执行策略的 “组合式” 情形。 既有研

究认为, 基层政府在规范性约束下具有刚性运作特征, 并不具备调适能力, 未能

注意到基层政府面对环境变化时做出的调整。 事实上, 基层政策执行也会因势而

变, 萌生出新的应对之道, 比如利用一项政策的吸引力推进另一较难执行的政策

(邓燕华、 张莉, 2020) 。 最新研究也关注到适应性、 兼容性的政策执行状态 (李

珒, 2025) , 为本研究提供了启发。 因此, 本文尝试提出基层政策执行 “组合式

运作” 的解释, 强调在规范性约束的情况下, 政策执行过程中多种策略的切换与

组合, 能创造出化解 “棘手问题” 的自主空间。

(二) 分析框架

通过对上述文献和现实情境的分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可以被更确切地界

定为: 在日益增强的规范性约束下,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基层政

策执行受制度约束, 面对的是复杂且有技术难度的 “棘手问题” , 需要充分利用和

努力挖掘各种资源, 保障主体权益和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 所以, 基层政策执

行很难依靠单一方式, 而是采取多种执行方式和运作机制的动态切换与组合。
政策执行主体为应对治理情境的动态变化, 会转换政策执行的模式。 基层政

策执行主张 “强政府、 巧社会” 格局, 既可以运用制度赋予的制度性资源和政策

工具 (李燕、 胡彬, 2024) , 也可以调动体制内部资源和从社会汲取的自致性资

源 (吕芳, 2023) 。 一方面, 基层政策执行在制度环境合法性要求下, 通过构建

标准化、 程序化、 清晰化和统一化的规则体系, 实施刚性治理以提高任务的推进

效率。 这种刚性治理主要体现在执行政策时的条件、 空间和底线三个方面 (施芸

卿, 2019) 。 首先, 执行主体会通过整合法律规范, 使用法律框架下被赋予的办法

和手段, 最大限度减少情境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形成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其次,
执行主体会在适应情境和可操作性要求下进行 “再标准化” (袁方成、 郭夏坤,
2022) , 形成划定调整空间机制。 最后, 执行主体以规则的标准化构筑明确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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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底线, 描摹政策执行的范围和边界, 实施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另一方面, 基层政策执行还必须考虑具体性、 复杂性、 非程式性和动态性的

问题情境。 规则体系由人为建构, 通常难以涵盖不规律的社会事实, 很难解决高

度复杂的社会治理场景中的特殊问题。 基层政府在正式规则之下, 调动体制内部

资源和从社会汲取的资源, 以获得更多组织内部运作的弹性空间。 首先, 基层政

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提出既符合上级要求又满足利益相关者合理预期的实施

目标 (谭爽、 张晓彤, 2021) , 面向治理场景开展利益协调工作 (林彬、 刘红波,
2023) , 形成了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其次, 面对推进重点工程的困难, 基层政府也

会积极向上级政府争取额外的政策工具和资源, 防止项目中断或者避免项目失败

所面临的沉没成本 (吴晓林、 谢伊云, 2022) , 形成了调配政策资源机制。 最后,
对于更特殊的个体, 基层政策执行则会在政策允许下保证其合法权益 (吕程平,
2015) , 控制社会风险, 也即采取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综合以上观点, 本文认为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作机制, 其实是

在不同阶段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机制, 具体形成了塑造刚性规则与释放弹性运作的执

行机制。 而其成功的关键是, 科层组织通过政策执行方式的组合式运作, 在动态调

整中化解了政策目标、 决策和执行之间的落差, 满足了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诉求。
本文会在理论对话部分对该过程的内在逻辑进行阐释。 本文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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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田野与方法

本文关注的城市房屋征收拆迁是指政府利用公共权力对国有土地进行重新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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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并依法给予被征收人财产补偿的行政行为, 也称为公共利益拆迁或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补偿。 本文通过观察一个处于政策转换期的典型个案, 分析基层政

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作机制, 探析政策执行的程序、 规则和策略。

(一) 启动背景: 市重点建设项目

Z 项目位于 A 市中心城区, 为当时亚洲最大的过江沉管隧道。 在 21 世纪初,
随着城市中心城区人口量骤增, A 市政府计划在旧市区建设隧道项目以便沿江两

岸的车辆通行, 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该隧道工程作为 A 市重点建设项目, 由市政

府及项目所在街区政府共同布局谋划, 具体由市中心区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A
市政府从 2006 年 9 月发布动工通告, 原计划是 2010 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 但在

推进房屋征收补偿过程时面临诸多 “棘手问题” , 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多次延期和中

断。 本文着重关注该项目的征收补偿过程,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A 市政府依法对 Z
隧道工程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做出征收决定, 并由当时的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

(以下简称 “市道扩办” ) 依规执行。 在实践中, 市道扩办通常会委托 Z 街道与

其共同负责辖区内征收拆迁、 纠纷调解和维护稳定等工作①。 以上情况构成了本案

例基层政策执行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情境。

(二) 工作难点: 房屋征收拆迁的多次波折

由于 Z 隧道工程体量较大, 本文调研的是拆迁量最大也是矛盾最为突出的区

段。 该区段征收补偿工作涉及拆迁房屋 1036 户, 原计划在 2009 年至 2011 年完

成, 但因利益协商困难而遭受多次波折。 征收拆迁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2009 年 3 月, A 市国土资源部门发布拆迁公告, 提供的货币补偿

和安置方案较好地回应了拆迁户对于提升居住条件和补偿的诉求。 拆迁部门随即

开展动迁工作, 获得约 70%住户的签约。 但剩余住户将 Z 工程项目的补偿标准与

周边商业拆迁进行比较, 提出就近回迁或者更高补偿金额的诉求, 拒绝离开本区

域。 这直接导致项目拆迁补偿工作被迫在 2010 年停止。
第二阶段: 拆迁的转机出现于市建委在 Z 工程项目附近购买了地块建设安置

房, 得到拆迁户的支持。 2012 年 8 月, A 市城市规划委员会通过了 Z 隧道拆迁安

置房项目的规划, 拟在项目地块附近建设安置房, 提供 360 余套以及两室一厅等

多种户型, 满足剩余拆迁户的住房需求。 由此, 安置房项目的推出得到部分拆迁

户支持, 加快了拆迁进度。
第三阶段: 2012 年底, 仍有 5 户住户不满拆迁方提供的安置房, 要求与拆迁

·931·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基于房屋征收事件的案例研究◆

① 征收拆迁工作主要由案例发生时的市道扩办和镇街政府共同完成, 具备基层治理的典

型特征, 为便于陈述, 本文将其统称为 “拆迁部门” 。



方协商, 但因其提出的补偿要求远高于政策规定, 最终没达成协议。 于是, 市政

府改变了最初的规划方案, 额外在这座建筑物周围投入数亿元, 形成了 360 度环

绕的立体交叉路, 并且整体保留了拒绝拆迁户的大楼, 供其居住。
项目的最终结果: 2015 年, Z 隧道工程通车。 2017 年 6 月, 170 多户拆迁户

顺利回迁。 项目建设方保留了留守户所在楼房, 该楼房被连接 Z 隧道和市内环高

架路的立交桥包围, 形成 “圈中楼” 的独特景象。 因其独特造型, 该事件被媒体

广泛关注, 成为实施新征收制度以来的典型事件之一。
由此, 该项目形成了留守户和工程项目共存的情况, 成为全国房屋征收拆迁

中的特殊情形。 政府给予了合理补偿、 适时改变规划和做出相应调整, 确保项目

的顺利完工; 拆迁户的权益也得到了保障。 据统计, 项目总投资估算逾 30 亿元,
其中工程费用和拆迁费用各约占其半数。 基层政府以拆迁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实现了完成工程项目且不出现社会稳定风险的折中结果 (并非私人利益最大化,
也并非公共利益最大化) , 较好地解决了面临的 “棘手问题” 。

(三) 研究方法及意义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 资料来自对 A 市 Z 隧道工程拆迁过程的调查。 该案例

时间跨度较长, 项目具有 “时间紧、 任务重、 困难大” 的特点, 在发展过程中展

现了不同阶段的冲突, 同时也能反映基层执行新征收制度采取的多种方式和策略,
有助于剖析化解 “棘手问题” 背后的行为逻辑。

选择该案例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案例发生的政策背景体现出由松转严的特

征, 基层执行拆迁政策的过程相对明晰。 该案例恰逢我国房屋征收补偿政策的转

换期, 基层政策执行必须符合 “阳光征收” 的相关规定, 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有

限。 二是案例涉及的矛盾冲突复杂多样, 具备 “棘手问题” 的特征。 该项目位于

城市中心区, 具备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周边资源, 且项目实施具有紧迫性, 这意味

着该项目需解决数量庞大、 利益复杂的拆迁工作。 三是案例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

响, 能反映我国房屋征收改革进程的典型状况。 该案例作为新征收制度实施前后

的标志性事件, 对其进行研究能较好地展现当前房屋征收补偿的一般情况, 发掘

出政策执行的有效经验。
本文在分析经验现象的基础上, 尝试提炼和归纳出关键机制。 第一, 本文采

取了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 笔者借助市房屋征收咨询专家的身份, 实际参

与到城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还曾在住建系统内部对本案例开展专题研讨, 发

表的观点得到业务部门的肯定。 第二, 经验材料主要来源于对与市住建局、 征收

办、 原市道扩办、 原拆迁公司、 Z 街道的工作人员, 以及拆迁户的深入交流, 收

集了丰富的访谈材料。 另外, 本文收集了与工程相关的会议材料和公开文字材料,
以全面反映拆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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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作机制

在实施 “阳光征收” 改革后,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陷入拆迁困局,
如何完成房屋征收补偿这一 “棘手问题” 成为难题。 本文通过观察 Z 隧道工程房

屋征收补偿的全过程, 提出基层政府在关键冲突时采取的政策执行策略, 以及提

炼其塑造刚性规则的执行机制和释放弹性运作的执行机制 (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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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作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一) 塑造刚性规则的执行机制

基层政府通过规范操作标准和程序, 明确刚性的治理边界和实施底线, 形成

了塑造刚性规则的执行机制。 国家规定征收补偿必须严格依照政策法规, 按照相

对统一的条件和程序, 采取尺度允许范围内的应对策略。 对此, 基层政策执行在

征收补偿的外部条件、 调整空间和政策底线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并严格落实, 以

此化解棘手的房屋征收补偿工作。

1. 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规范面向民众的外部条件, 增强了房屋

征收补偿行为的合法性和约束力。 拆迁部门在政策框架内拟订补偿标准, 提供标

准化的实施程序并向社会公开。 案例中, 原市国土资源部门通过发布拆迁公告,
规定拆迁时间并公开补偿标准, 严格执行房屋征收补偿政策, 从而塑造了刚性规

则的执行机制。
一方面, 拆迁部门明确符合政策规定的实施条件及程序。 拆迁部门在实施城

市房屋拆迁的初始阶段, 会按照政策法规规定的征收补偿条件及程序, 对拆迁户

进行妥善安置。 案例中, 市道扩办根据新征收制度第 2 条、 第 17 条、 第 21 条相

关内容, 即为了公共利益实施征收须给予被征收人公平补偿, 房屋征收补偿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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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房屋价值、 临时安置、 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补助以及奖励, 补偿方式为

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 制定并公开了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此外, 根据市政交通工

程禁止原址回迁的要求, Z 隧道工程明确仅提供新房置换和补偿金两种补偿方式。
另一方面, 拆迁部门提供符合市场规律和民众权益的补偿标准。 拆迁部门建

立了与市场接轨的奖补机制, 按照市场评估价格核定拆迁安置补偿金的实施标准。
案例中, 市道扩办在确定补偿安置标准上, 依据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周边二

手房的评估确定货币补偿金额。 此外, Z 街道会在选择评估机构和表决补偿方案

等环节征求拆迁户的意见, 采取先补偿、 后征收的策略, 维护拆迁户的合法权益。
A 市征收办某主任表示:

“作为征收来说, 文件有明确规定, 按照市场价格给予补偿是应该的。 但我

们有自己的规矩, 不能因为这样提高他们的福利。” (访谈记录 NB20220809①)
所以, 拆迁部门通过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明确了符合市场规律和政策法规要

求的实施流程和补偿标准。 公告发布后, 拆迁部门通过货币补偿或现房置换的补

偿方式, 动员近 70%的拆迁户签订了补偿协议。 余下 300 多户因利益诉求得不到

满足, 或者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解决, 拒绝签订拆迁补偿协议。 正如 Z 项目拆迁

工作人员和拆迁户提道:
“多数拆迁户会选择货币补偿的形式, 因为选择一次性货币补偿操作简单

且一次性解决问题, 不易产生后续问题。”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有感情了, 但是政府安排得还不错, 我们也没

啥损失, 就同意搬迁啦!” (访谈记录 LC20230104)
因此, 拆迁部门将拆迁的外部条件标准化后, 保障了拆迁户的征收补偿权益,

成功动员多数拆迁户签署拆迁协议。 但基层执行的既定补偿方案随着时间的推移

和环境的改变, 很难满足少部分拆迁户的多样化诉求, 由此引发第一阶段的拆迁

困境。

2. 划定调整空间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划定利益调整空间, 增强了征收补偿行

为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征收补偿工作带来的影响, 拆迁部

门科学评估民众的补偿预期, 重新划定新的补偿标准和规则, 以再次启动拆迁工

作。 案例中, 在征收补偿第一阶段的后期, 市场房价上涨直接导致原本的补偿标

准与拆迁户的心理预期出现落差。 所以, 在启动第二阶段拆迁工作前, 市政府按

照审定程序和新的时间点, 重新评估补偿标准, 并将补偿标准调整情况予以公示。
一方面, 拆迁部门考虑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 重新评估民众对补偿预期

的变化。 拆迁部门重新启动项目拆迁工作, 会重新评估拆迁户对补偿收益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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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由于项目拆迁工作停滞时间较长, 拆迁户会对不同时期房价和不同项目补

偿标准进行比较, 期待获得更高的补偿收益。
一是同区域不同时间的补偿对比。 Z 隧道工程拆迁时段恰逢房地产大繁荣时

期, 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带来房价飞速攀升, 加之拆迁区域商业开发不断, 刺

激了房价的快速上涨, 导致同区域公共利益拆迁和商业拆迁之间的补偿差距进一

步被扩大。 数据显示, 拆迁区域房价从 2006 年约 6300 元 /平方米涨到了 2011 年

的 13400 元 /平方米, 拆迁户的补偿预期也随之变化。 这直接导致拆迁部门无法执

行拆迁初期设定的补偿标准。 正如 A 市道扩办 Z 隧道项目负责人员所述:
“以前房价不贵的时候, 拆迁补偿款还能买到望江房, 当时还有住户不同

意搬迁, 想等等看。 现在房价猛涨, 一年一个价, 就算愿意搬, 我们的补偿

款也跟不上, 谁能预料今后房价快速上涨的情况。”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二是同区域不同项目间的攀比。 公共利益拆迁相较于商业拆迁和征地拆迁,

提供的补偿安置待遇仅能稍微改善拆迁户的生活水平。 但同区域许多旧城改造和

商业开发项目提供的利益补偿显然远高于公共利益拆迁, 拆迁户由于心理落差和

攀比心理, 持有更强烈的观望态度, 拒绝与政府协商。 正如 A 市道扩办 Z 隧道项

目负责人表示:
“还有多个市政项目同时开工, 交织在一起。 Z 隧道工程是启动时间很早,

但因体量大、 工期长, 这个项目没结束, 另一个项目又来了, 有修地铁的、
旧城改造的, 变成市政有三个项目在同时进行。 刚公布的地铁项目突然就标

出来补到 1 万块钱 (每平方米) , 前面我们定的 6000 元标准就完蛋了。 只能

向上面打报告, 调整补偿标准。” (访谈记录 ZC20220809)
另一方面, 重新划定适时的补偿标准。 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 第一阶段的补

偿标准已难以满足拆迁户预期, 仅靠 Z 街道积极开展调解, 仍很难化解拆迁户的

心理落差。 于是, 市道扩办和 Z 街道重新评估民众的补偿预期, 向市政府申请调

整补偿标准。 鉴于此, 市政府决定重新划定新的补偿标准, 以确保重点项目继续

推进。 至此, 拆迁部门再次推进了征收补偿工作, 将拒绝拆迁户缩减至 170 多户,
这部分拆迁户多因未能找到合适住房而处于观望状态。 正如 A 市征收办办公室主

任和 A 市道扩办 Z 隧道项目负责人分别道:
“补偿标准定了再调是要上市委常委会的, 隔壁地铁项目走的是新标准,

拆迁户的观望心理就更重了。 我们只能按照新市场房价, 制定更高的补偿标

准。” (访谈记录 NB20220517)
“拆迁就高不就低, 未拆迁的住户都希望按后面的标准。 2009 年启动拆迁

时就已经评估过一次, 大概 1 万块 (每平方米), 刚开始立项时才 6000。 2012
年第二次调整时刚好遇到房价不断上涨。 最后项目基本做完的时候标准到了 2 万,
因为市场上的、 周边的房地产价格差不多到 2 万了。”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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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拆迁部门科学考虑了社会环境变化造成的影响, 执行新的补偿标准以平

衡利益分配。 此时, 拆迁部门遵照新征收制度的程序和要求, 仍然设立新的、 统一

的、 公平的和明确的边界, 以重新划定调整空间的执行机制, 塑造了刚性治理规则。

3. 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增强了征收补偿行

为的严肃性。 在征收补偿的第三阶段, 拆迁部门需要在不损害拆迁抗争者合法权

益的前提下, 继续推进征收补偿和工程项目建设。 面对少数拆迁户坚持不搬的态

度, 拆迁部门持续细化补偿规则, 满足少数群体的合理补偿要求, 同时坚持守住

了补偿底线。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作人员表示:
“一路过来也是想办法解决大家的问题, 对待最后的留守户, 不能突破政

策红线, 绝不能违反政策, 只能在政策范围内为百姓争取最大利益。” (访谈

记录 LXJ20220809)
一方面, 按照政策法规细化补偿规则。 拆迁部门面对的留守户主要是 “公房

租户” 群体, 该群体由于缺少房屋产权, 所能获得的补偿远低于普通户主。 所以,
拆迁部门针对该特殊情形积极推动第三方评估, 细化补偿款项, 满足了部分留守

户的预期。 正如 A 市道扩办 Z 项目负责人所说:
“剩下的就是首层商铺, 商铺租户没有产权, 他们就继续承租, 认为不影

响经营, 只有给到合适价格再走。” (访谈记录 NB20220719)
“我们做了一个补偿标准, 走了一些留守户。 但当时这些不走, 认为还可

以补到更高价钱, 坚持不走。 我们按照规则只能这样, 如果调整, 之前的我

都要补差价啊。”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另一方面, 坚守征收补偿的底线。 针对留守户的搬迁赔偿事宜, 市道扩办和 Z

街道曾对其进行过多次谈判, 但均未能达成协议。 对此, 市建委工作人员公开表

示无法满足规定范围外的补偿要求, 但会尊重其意愿, 暂时不拆除住宅楼。 可见,
拆迁部门在征收补偿的最后阶段, 始终严格执行新征收补偿制度, 维护了政策法

规的底线。 正如 Z 项目拆迁户和拆迁人员所说:
“拆迁办只肯给我补偿相同面积的一套房, 没理由的嘛, 一套房根本没法

住 7 口人, 必须要两套房子才够住。” (访谈记录 GZM20230104)
“对于其中留守户的特殊情况, 我们也很难办, 租户只能提供一套两居室的

房子。 他们开的价钱远超政策范围, 我们没法给。” (访谈记录 CXJ20220809)

(二) 释放弹性运作的执行机制

基层政策执行采取塑造刚性规则的执行机制, 有效保障了征收补偿工作的有

序推进。 还需关注的是, 拆迁工作也暴露出拆迁户的历史遗留问题, 特别是存在

房屋确权和低收入困难家庭社会保障等深层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会在征收补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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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出现, 并转化为利益诉求的集中表达。 在执行新征收制度初期, 拆迁部门面

临着政策工具和资源的限制, 难以有效应对多样化的补偿诉求。 于是, 拆迁部门

会向上级政府争取更广泛的资源调配和政策支持, 或是主动创造解决办法, 完成

重点任务, 避免引发社会风险。

1. 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在满足利益相关者

合理预期的同时减少利益协商工作。 拆迁部门会重点考虑项目拆迁补偿的难度,
在技术环节设计出最优的实施目标和操作标准。 案例中, 市道扩办会全面考虑拆

迁户的利益损失, 对 Z 隧道工程制定更周全的补偿标准, 以及更有利的征收范围

和建设方案。
第一, 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预期。 国家对房屋征收拆迁设立了明确的补偿

标准, 拆迁部门在评估和确定补偿标准的过程中, 仍可以利用有限的决策权力,
综合考虑拆迁户除房屋以外的 “非货币性价值” 。 案例中, 市道扩办提供了不低于

同期房屋评估价格的补偿标准, 既满足了拆迁户改善居住环境的需要, 也补偿了

原有社会资本受到的损害。 与此同时, 拆迁部门与拆迁区域的街道和社区居委会

展开座谈会, 进行入户摸底调查, 尽可能明晰拆迁户的利益关切。 由此, 拆迁部

门利用房屋征收规则, 给予适当高于市场预期的补偿金额, 激发拆迁户的参与意

愿。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作负责人提道:
“我们将房屋征收补偿价定在 7500 元 / 平方米左右, 这是略高于市场价

格。 根据当时的市场房价, 框架结构差不多 7000 元 / 平方米, 混合结构 6500
元 / 平方米, 砖木结构 6000 元 / 平方米, 一手房成交价为 6300 元 / 平方米左

右。 目的是确保不损害拆迁户的原有生活标准。”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第二, 降低利益协调的工作难度。 拆迁部门负责规划和设计项目实施方案时,

在保证项目技术标准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可以灵活调整项目实施的细节。 例如,
将部分区域规划为市政绿化带等可调整性功能用地, 缩减了拆迁范围, 从而减少

了利益协商的工作量。 笔者在调研中获悉, Z 隧道工程的规划经过多部门反复商

讨, 形成拆迁量最小的设计方案, 既节省安置成本, 也确保了施工进度。 所以,
拆迁部门通过制定更优的实施方案, 降低了利益协调工作难度, 也推进了 “棘手

问题” 的化解。 正如 A 市道扩办工作人员所说:
“我们在设计方案时会灵活处理, 前期规划和调查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

尽可能缩小拆迁面积, 能不拆就不拆, 提前规避利益协调上的麻烦。” (访谈

记录 TJ20220808)

2. 调配政策资源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实施体制内资源调配机制、 争取政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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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和资源来解决利益协商难题。 拆迁部门会将依靠自身资源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交

至上级政府, 争取上级政府授予其更多政策支持, 满足拆迁户客观合理的利益补

偿需要。 案例中, 在征收补偿的第二阶段, 拆迁户愿意接受产权调换方式, 却很

难在房源、 户型和位置上选择到符合预期的住房; 拆迁户如果接受现金补偿, 在

市场房源紧张和房地产商抬价情况下, 也很难购买到符合预期的商品房。 这些情

况的出现都增加了征收补偿工作的协调难度。 正如 A 市道扩办 Z 项目负责人所述:
“市场房源非常紧张, 同区域还有两个项目也开始安置补偿, 就变成我们

三个项目的业主在市场里面抢一套房屋, 房地产商就像拍卖一样, 导致市场

房价被推高了, 拆迁户自然很难买得起。” (访谈记录 ZC20220809)
对此, 拆迁部门并不局限于已有的政策工具和资源, 而是适时向上级政府争

取动迁资源, 提出就近回迁的补充性方案。 拆迁部门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资源调

配。 在第一阶段拆迁工作停滞时, Z 隧道项目资金已经不足以满足征收补偿, 政

府出资建设安置房的方案更是超出拆迁部门的资源整合能力。 市道扩办不得不把

问题上交, 由上级政府来解决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补偿困境。 2012 年 3 月底, 市城

市规划委员会通过了拆迁安置房项目的规划, 随即决定在工程项目附近购买地块

建设安置房, 专门提供给 Z 隧道工程的剩余拆迁户。 由此可见, 拆迁部门通过协

调政策资源的供给, 破解了安置难题, 确保了项目顺利推进。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

作负责人所说:
“拆迁刚开始的时候, 市里没有过拆迁原址回迁的先例。 但是这几年房价涨

得太厉害, 原本可观的补偿款一下子缩水了。 尽管我们也在想方设法地给他们

找房子搬迁, 但真的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收集拆迁户的意见汇总起来交给领

导, 既获得居民们的支持, 也得到上级的支持。” (访谈记录 CKG20230105)
此外, 拆迁部门确保资源的供给符合民众期待。 2013 年 10 月, 市城乡建设委

员会决定安置房项目交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最终提供了一

房一厅、 两房一厅以及三房一厅共三种户型, 建筑面积在 47 平方米到 105 平方米

不等的安置房, 达到了拆迁户对安置房户型的预期。 由此, 拆迁部门借助上级政

府调配的资源, 精准匹配了拆迁户的居住需求, 推动完成了第二阶段的征收补偿

工作。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作负责人所说:
“回迁现场我们安排专人集中办理入住手续, 户型是按补偿规定分配的, 而且

可以拎包入住, 水、 电、 燃气等都可以直接使用了。” (访谈记录 GK20230104)

3. 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基层政府在执行新征收制度时, 通过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采取柔性措施以避

免利益协商失败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 拆迁部门通过采取柔性化的调节手段, 满

足特殊群体的合理诉求, 并积极与上级政府汇报项目建设遭遇的困难, 创造出弹

性运作的空间。 案例中, 个别拆迁户提出特殊诉求, 拒绝了政府的征收补偿。 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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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部门采取保留留守户所在楼栋的过渡性措施, 确保其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常供给,
防范了潜在社会矛盾的激化。

一方面, 基层政府保障特殊群体的合理诉求。 拆迁部门为了加快项目进度,
多次上门劝说留守户并向其讲解补偿政策, 试图改变双方僵持的局面。 对此, 市

道扩办和法院并没有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而是始终确保留守户的正常生活不受影

响。 对此, 留守户也曾公开表态没有受到各方的压力, 所在住宅楼能正常使用水

电服务, 向有关部门反映的施工问题也会得到有效处理。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作负

责人所述:
“虽然政府也曾争取过, 但无奈留守户都因为自身原因, 无法接受, 所以

目前只能维持现状。 政府会继续对大楼进行维护, 确保 (留守户) 基本的生

活条件。 政府也明确承诺, 只要他们愿意接受拆迁, 同样可以享受到对应的

补偿。” (访谈记录 CXJ20220809)
另一方面, 基层政府适时调整项目工程的设计方案。 拆迁部门由于项目工期

压力, 试图改变工程设计方案, 以确保完成重点任务。 根据设计之初的工程规划,
留守户所在住宅楼的地块是作为配套绿地, 目的是减少高架桥对居民生活环境的

影响, 所以该栋楼是否拆迁并不会严重影响工程的施工。 在 2012 年, 市政府决定

调整 Z 隧道与内环路交接部分的工程设计, 保留了留守户所在楼栋。 由此可见,
拆迁部门选择了更加灵活的改造方案, 既完成了工程项目的建设, 也保障了留守

户的居住权, 显示出对私人利益的尊重。 正如 Z 项目拆迁工作负责人所说:
“我们最初的方案是全拆, 但已经拆除的部分可以达到施工条件, 而且

‘圈中楼’ 不是在主干线路上, 所以通过技术上的调整, 能保证主线路全部达

到要求。” (访谈记录 CJZ20220809)

五、 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内在逻辑

(一) 基层政策执行的 “组合式运作” 及其构成

基层治理中 “棘手问题” 的化解, 依赖于政策执行主体对于执行方式的灵活

组合与运用。 在科层体制委托-代理关系下, 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土地资源、 财政资

金等事项,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纵向府际关系调配基层政

策执行所需的权力和资源。 基层政策执行部门通常是在上级委托下处理具体事务,
面对 “棘手问题” 往往有动力却欠缺能力。 这表现在: 第一, 基层执行主体承受

重点项目的绩效考核压力。 政策执行主体承接重点项目, 在属地管理要求下既要

高质量完成上级委托的任务, 展现其执行能力和创造政绩, 也要缓和因利益分配

产生的社会矛盾, 避免因为应对不力而受到问责 (陈家建、 赵阳, 2019) 。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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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执行主体缺乏统筹协调其他相关部门的能力。 在 “双重领导” 体制下, 政策

执行主体面对涉及其他部门的职能范畴且难以单独处理的事务, 很难整合和运用

资源 (黄晓星、 丁少芬, 2022) , 只能寄希望于将问题逐级上移。 所以, 在变化

的群体结构和利益格局下, 基层政策执行总是被动地应对各种资源压力, 其执行

方式也会伴随问题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本文聚焦基层政策执行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梳理了已有研究路径: 一是治

理情境的研究路径。 政策执行涉及政策内容的清晰程度和矛盾冲突等因素, 基层

政府对于政策执行的环境场景进行研判, 达成统一的理解与共识, 能更有效地利

用政策工具和资源实现实质的政策执行 (Matland, 1995; 王丛虎等, 2023) 。 二

是治理结构的研究路径。 基层政策执行在组织权威的高位推动下 (贺东航、 孔繁

斌, 2019) , 可以通过平衡激励与约束考核的机制, 以及通过机制创新强化协调联

动, 获得额外的资源供给 (何艳玲、 肖芸, 2021; 李娉, 2023) 。 三是治理行为

的研究路径。 基层政策执行在多目标和多政策情境下采取坚持原则与灵活变通共

存的执行策略 (崔晶, 2022) , 这有助于完成部分治理目标, 但也可能出现 “选

择性执行” 等情况 ( O􀆳Brien
 

&
 

Li, 1999; 赖诗攀、 蓝燕敏, 2024) 。 但就政策执

行的动态过程而言, 尤其是多种政策执行方式形成组合的情况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多种执行方式共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要素未能得到充分识别和挖掘。 所以, 本

文从基层政策执行的 “组合式运作” 出发进行理论对话。
本文认为, 从治理过程来看, 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时, 会采取多

种方式的组合式运作。 基层政策执行的 “组合式运作” 是指执行方式随着治理情

境的变化进行切换, 其关键是利用组织内部运作的自主权力 (朱亚鹏、 刘云香,
2014) , 将政策执行问题重新带回到组织内部再决策 (陈玲, 2022) , 再重新判断

和赋予资源, 在执行中找 “出路” 和 “例外” , 填补了政策目标、 决策和执行之

间的落差, 从而解决了宏观上符合政策要义但微观上不符合具体规定的 “棘手问

题” 。 其中, “组合式运作” 的执行方式可以表现为标准化执行、 运动式治理和创

造性执 行 等 形 式 ( 崔 晶, 2020; 杨 华, 2022; 唐 蒙、 孟 天 广, 2023; 张 翔,
2023; 陈思丞等, 2024) 。 例如, 在本案例中, 拆迁部门从最初动员拆迁户但仍

存在留守户, 到提出补充方案满足部分拆迁户需求, 再到最终调整工程方案规避

留守户的极端诉求。 事件发生的 “一波三折” 反映了基层政策执行采取了多种执

行方式的 “组合式运作” (见表 1) 。
表 1　 基层政策执行 “组合式运作” 的构成与表征

执行方式 标准化执行 运动式治理 创造性执行

塑造规则刚性 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划定调整空间机制 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释放弹性运作 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调配政策资源机制 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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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层政策执行的运行逻辑

更进一步来说, 基层政策执行如何解决 “棘手问题”? 在房屋征收补偿的案例中

我们发现, 基层政策执行面对拆迁户日益增长、 多样化的利益诉求, 需要缓和层出

不穷的社会矛盾。 同时, 各类重点项目又面临推进的压力, 需要基层发挥能动性完

成上级委托的任务, 二者间的张力构成当前基层治理的难点。 因此, 在完成棘手的

房屋征收补偿任务过程中, 基层政策执行一方面会打破根深蒂固的 “钉子户” 逻辑,
收紧可能的博弈空间; 另一方面还通过形成政府间的条块协同机制, 准许规则范围

内的创新举措, 由此呈现出塑造刚性规则和释放弹性运作的执行机制 (见表 2)。
表 2　 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行逻辑

分析维度 塑造刚性规则 释放弹性运作

核心任务 提供统一标准 关照特殊群体

目的 寻找 “最大公约数” 吸纳 “少数离群值”

特征 组织面向公众的结果刚性 组织内部运作的有限弹性

资源来源 以政策法规为主的制度性资源 以条块协同为主的自致性资源

工作难点 满足程序公平和合理利益 不损害抗争者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运作机制
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划定调整空间机制、

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调配政策资源机制、
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在塑造规则刚性方面, 基层政策执行提供了统一标准, 对于利益相关者实施

刚性的协商规则, 从而寻找到利益重新分配的 “最大公约数” 。 基层政策执行利用

以政策法规为主的制度性资源: 一是通过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明确符合政策规定

的实施条件及程序, 提供契合市场趋势的补偿标准; 二是通过划定调整空间机制,
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影响, 科学评估民众的补偿预期, 适时调整统一、 公平

和边界明确的标准; 三是通过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在面对极端情况时, 始终坚守

政策法规的范围和底线。 所以, 基层政策执行重点解决利益相关者的程序公平和

利益问题, 具有鲜明的 “结果刚性” 的特点。
在释放弹性运作方面, 基层政策执行关照了特殊群体, 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维

护权益的渠道, 从而吸纳参与利益博弈的 “少数离群值” 。 基层政策执行利用以条

块协同为主的自致性资源: 一是通过规避利益分歧机制, 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

预期, 同时降低利益协商工作的难度; 二是通过调配政策资源机制, 争取上级政

府的资源调配, 采取创新工具确保资源供给符合民众期待; 三是通过调控社会风

险机制, 采取柔性措施以避免利益协商失败所引发的社会风险。 所以, 基层政策

执行具有面向组织内部弹性运作的特点, 以达到不损害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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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目的。 总之, 本文通过分析典型案例, 提炼出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关键是实施塑造刚性规则和释放弹性运作的执行机制, 有效填补了政策宏观目标、
决策和执行环节之间的落差。

六、 结论与讨论

在社会转型时期, 基层治理常面临利益相关方之间分歧大且兼具社会复杂性

和技术难度的 “棘手问题” 。 本文关注的房屋征收补偿政策, 在执行过程中面临土

地增值收益再分配的困难, 已成为基层治理中的 “棘手问题” 。 在此背景下, 国家

出台新征收制度, 以程序化和法制化的 “阳光征收” 模式, 瓦解社会民众的博弈

空间, 强化公共利益并实现公平补偿, 但却陷入 “越拆越难拆” 的困境。 已有研

究强调行政强制力和利益博弈的解释已然存在局限, 有必要探讨基层政府在执行

新征收制度时, 会如何化解 “棘手问题” 。
研究发现, 基层政策执行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化解 “棘手问题” 。 一是塑造刚性

规则的执行机制, 基层政策执行在规范性约束下, 通过化繁为简的标准化建设,
包括实施规范外部条件机制、 划定调整空间机制和维护政策底线机制, 找到治理

情境的 “最大公约数” , 建立系统化的治理标准, 使基层治理脱离高度复杂性和模

糊性。 刚性规则的建设使政策执行过程更加清晰和容易被理解, 能最大限度减少

执行情境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提高任务的推进效率。 二是释放弹性运作的执行

机制, 基层政策执行调动了科层体制内更广泛、 更灵活的资源, 包括实施规避利

益分歧机制、 调配政策资源机制和调控社会风险机制, 吸纳 “少数离群值” , 保障

特殊群体的利益和化解其心理落差。
本文围绕基层政策执行何以化解 “棘手问题” 的理论命题, 对中国基层政策

执行的故事与实践进行讨论, 为政策执行理论谱系发掘了基层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一, 本文提出了基层政策执行 “组合式运作” 的分析框架。 基层政府采取的并

非单一的政策执行策略, 而是多种政策执行方式的动态切换与组合的策略, 即在

长时段里采取标准化执行、 运动式治理和创造性执行等方式, 有针对性地解决不

同阶段的矛盾与冲突。 需注意的是, 区别于 “政策执行波动” 的概念 (吕德文,
2022; 戴胜利等, 2024) , 相关研究多是在解释政策执行方式转换的原因, 却很

少关注多种政策执行方式是如何共同推进治理难题的解决。 本文尝试聚焦这一问

题并做出理论创新。 第二, 本文解释了基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运作逻

辑。 基层政策执行能化解 “棘手问题” 的关键是科层组织的条块协同, 让政策执

行问题重新回到组织内部进行再决策, 持续调配资源和实行创新举措, 在执行中

找 “出路” 和 “例外” , 化解了政策目标、 决策和执行之间的落差, 从而解决了

宏观上符合政策要义而微观上不符合具体规定的 “棘手问题” 。 所以, 本文的理论

·051·

◆公共行政评论·2026·2



贡献是为化解基层治理 “棘手问题” 提供了政策执行 “组合式运作” 的新框架,
丰富了政策执行理论在基层复杂治理情境下的讨论。

本文还丰富了拆迁话题在基层治理层面的讨论, 对优化房屋征收模式和完善

基层治理体系具有启示作用。 首先, 本文认为应优化安置房源的统筹机制, 实现

重点工程未建、 配套房源先行。 可以考虑在商业开发时配建安置房, 将安置房源

纳入市政府整体调配, 交由特定部门具体执行, 配建、 使用和补充要进出有序,
保持一定的常量。 其次, 应建立健全房屋征收管理系统, 落实征收项目的全链条

管理。 基层政府可以分析关键节点数据, 持续跟踪项目进展、 征收补偿资金划拨

使用、 安置房源调配以及协议签订等情况, 形成各环节有序衔接。 最后, 区域重

点项目要做好提前布局, 实现政府的整体性治理。 政府须将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

分配至相关部门, 确保职责明确、 协调有序, 最大程度保证公共利益。
作为政策执行领域的探索性研究, 本文试图解释在规范性约束的情况下, 基

层政策执行化解 “棘手问题” 的机制与逻辑。 但由于研究资源有限, 本文主要是

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 探讨了科层组织是如何平衡好刚性规则与弹性运作、 任

务压力和民众诉求。 这种化解征收补偿矛盾的政策执行方式, 其背后还隐藏着丰

富的国家与社会、 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构, 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去挖掘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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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刘巧兰 　 骆 　 飞 　 王丛虎∗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政府监管体制转型带来全新挑战,
政府需要根据组织外部情境的变化, 权变式地推进监管体制改革。 然而, 监管体制

的权变式改革能否提升监管效能, 其权变特征与改革效应之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亟

待通过实证研究来检验。 与公共资源集中化交易相匹配的统一监管改革为理解权变

式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基础。 论文聚焦我国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最高、 要素

资源集聚性最强、 监管体制改革最前沿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 运用准实验研

究方法, 对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公共资

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预防腐败, 能使所在城市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

数减少约 4 人, 腐败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当统一监管覆盖

两类交易项目时, 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 基于行政划转方式实现的公共资源交易

统一监管, 比地方立法授权方式具有更显著的腐败预防效果。 论文为理解政府部门

推进监管体制转型与外部情境之间的匹配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并实证检验了

统一监管能否预防腐败, 为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转型提供了实践启示。
【关键词】 公共资源交易 　 统一监管 　 政策评估 　 腐败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55-21

一、 引言

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深化, 要求其监管体制必须与高度集中的交易平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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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模式相适应 (王丛虎、 马文娟, 2020) 。 从权变视角出发 (朱国云, 2014) , 将

分散监管转向统一监管, 即由一个综合监管机构统一负责多种公共资源交易项目

的监管执法, 被视作适应这种平台整合情境的一种关键性制度调适 (王丛虎、 刘

巧兰, 2022) 。 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实现 “管办分离” , 构建运行权与监管权的有

效制衡机制 (赵立波、 朱艳鑫, 2014) 。 在理论预期上, 这种旨在匹配集中交易

情境的统一监管转型, 被普遍认为能通过减少不当干预空间来降低腐败的风险

(纪杰, 2013; 王丛虎、 刘巧兰, 2022) 。 这与各地各级纪委、 监委为落实二十届

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而着重抓好权力集中、 资金密集、 资源富集领域系统整治

的工作相契合。
然而, 关于统一监管转型能否真正产生预防腐败的积极效应, 学界存在显著

的理论分歧, 亟须实证证据支撑。 支持者认为, 统一监管能提升监管合力与适应

性, 从而有效预防腐败 (赵立波、 朱艳鑫, 2014; 王敬波, 2022) 。 反对者则担

忧监管权力集中化本身可能加剧系统性腐败的风险 (汪晓林、 王丛虎, 2017; 何

增科, 2017; 王尘子, 2021) 。
既有研究为理解统一监管转型的逻辑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均属于规范性理论

推演, 未能基于经验数据对统一监管转型的实际效果进行系统检验, 尤其缺乏对

其潜在的预防腐败效应的实证检验。 具体而言,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是否

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有效降低腐败风险? 回答这一问题, 对深化组织权变理论的

应用、 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治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 本文聚焦处于公共资源

交易改革前沿的长三角地区, 运用准实验方法, 旨在实证检验公共资源交易统一

监管转型对于预防腐败的实际效果, 以期弥合理论分歧, 并为理解监管体制改革

与治理目标 (如预防腐败) 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新证据。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转型对预防腐败的实际影

响。 这一核心问题的理论探究需要建立在一个能解释监管结构选择与组织效能

(如腐败 预 防 效 果 ) 之 间 关 联 性 的 普 适 性 框 架 之 上。 权 变 理 论 ( Contingency
 

Theory) 为此提供了坚实的分析基础。 权变理论的核心命题在于, 组织效能的有

效提升, 高度依赖于组织结构 (管理变量) 与特定情境因素 (环境变量) 之间的

适配程度 ( fit) (朱国云, 2014; Van
 

De
 

Ven
 

et
 

al. , 2013) 。 这种适配关系的内在

逻辑是: 当特定的环境条件存在时, 那么与之相适配的组织结构安排将比其他安

排更能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 如提升效能、 降低风险等 ( Luthans
 

et
 

al. , 19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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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环境的匹配是组织高绩效的关键驱动力, 反之则可能导致效率低下甚至失

败 (Donaldson, 1985) 。
我国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已经基本完成从分散交易向集中交易的转变。 具体来

说, 我国通过实践探索与政策推动, 如 2002 年绍兴试点与 2015 年国务院强力整

合, 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高度集中化、 统一化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 (王丛

虎、 马文娟, 2020) 。 这种交易平台整合、 执行机构统一及交易流程标准化的集中

运行模式构成了当前及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最基本的情境特征

(Kast, 1979) 。
面对集中化交易这一核心环境变量, 相应的监管组织结构应作何调整以实现

匹配? 权变理论强调, 组织结构需与环境复杂性、 动态性、 依赖性等特征相适应

(米歇尔·克罗齐耶、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2007) 。 对于高度集中化的交易体

系, 由单一综合监管机构对公共资源交易进行集中统一的监管执法, 被视为与该

情境潜在的、 理论上的适配选择, 其逻辑在于统一监管与集中交易的匹配性。 一

方面, 集中交易平台处理多元、 综合性的交易项目, 各部门分头监管的碎片化分

散监管体制难以有效应对平台内部的交叉性问题和整体性风险。 统一监管整合监

管资源与权力, 更契合集中平台的管理复杂度 (王敬波, 2022) 。 另一方面, 集

中化导致公共资源大量集聚和机构权力大幅扩张, “管办分离” 成为内在要求。 统

一监管通过分离交易运行权 (交易中心) 与监管权 (综合监管机构) , 构建制度

化的权力制衡机制, 理论上可减少运行机构被特定行业 “俘获” 或进行权力寻租

的空间 (赵立波、 朱艳鑫, 2014) 。 换言之, 统一的运行平台需要与之配套的整

合性监管框架, 分散监管易与集中化趋势背道而驰, 造成市场规则和执行标准的

人为割裂。
提升监管效能是监管组织适配环境变化所追求的根本目标。 在权力集中、 资

金密集、 资源富集的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预防腐败受到高度关注, 并被政策层面

明确列为关键治理目标。 权变理论主张, 环境与结构的有效匹配应能显著提升组

织实现其核心目标的能力。 因此, 统一监管与集中交易情境的有效匹配, 理论上

应能通过强化权力制衡、 减少干预节点、 增强规则统一性和监管协调性, 从而降

低腐败发生的机会空间和潜在风险, 进而提升预防腐败的效能 (纪杰, 2013; 王

丛虎、 刘巧兰, 2022) 。
尽管权变理论为统一监管作为集中化情境的潜在适配方案以及其可能提升预

防腐败的效能提供了一般性的逻辑支撑, 但这种理论预期在具体实践中存在显著

争议, 尤其是在预防腐败的效果上。 那么, 权变理论所预期的通过结构与环境匹

配进而实现预防腐败效应提升的逻辑链条能否在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转型的具

体实践中被观察和证实?
本文基于权变理论的一般性命题, 即匹配会提升效能, 结合公共资源交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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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核心情境特征 (集中交易) 、 潜在适配结构 (统一监管) 以及核心效能目标

(预防腐败) , 提出如下一般性待检验的理论命题: 作为与集中化情境结构相匹配

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 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能, 具体体现为降低交易过程中

的腐败风险水平。 后续的假设将基于此基础性命题进行更精确的异质性探究。 本

文旨在权变理论的框架下, 为理解特定制度安排在特定情境中对特定治理目标的

作用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统一监管改革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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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权变理论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研究假设

权变理论认为, 结构与环境的有效匹配能显著提升组织实现目标的能力

(Donaldson, 1985) 。 从理论上看, 集中交易实现了交易项目整合、 交易规则统

一、 交易流程公开及交易信息汇聚, 统一监管与其实现了有效衔接和协同, 更能

有效地识别和遏制违法违规行为 (纪杰, 2013; 王丛虎、 刘巧兰, 2022) 。 同时,
统一监管的核心逻辑在于实现运行与监管的职能分离, 即交易中心与综合机构职

能分离, 消除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的内在冲突 (赵立波、 朱艳鑫, 2014) ,
减少同一主体干预市场的行为和权力寻租的空间 (张玉磊, 2016) 。 统一监管整

合监管资源与执法权责, 解决了分散监管固有的标准不一、 职责交叉、 协调困难

等碎片化问题 (王敬波, 2022) , 提高了监管行动的及时性、 一致性与威慑力,
增加了违规行为被发现、 被惩罚的概率, 以此达到预防腐败的目标。 但仍有部分

学者担心, 统一监管导致的权力集中可能加剧系统性腐败风险。 对此,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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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实现了管办分离, 这对于监管权的制衡作用及其产生

的其他正向效应将极大削弱监管权力集体性寻租的可能性。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1: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 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

管的地区。
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 执法基础与腐败存量存在系统性差异 ( Cai

 

et
 

al. ,
2011) 。 在腐败问题严重、 治理基础薄弱的地区, 引入统一监管所建立的新规则、
新权力制衡机制和更强监管执行力, 其所带来的新增约束作用和边际改善效果更

大 ( Becker, 1968; 陈抗等, 2002) 。 相较于原本已有较为健全的监管机制的地

区, 统一监管为高腐败地区提供了一种 “制度强化” ( Institutional
 

Reinforcement)
机制 (Andrews, 2013) , 填补治理真空, 其效能提升的空间更为显著。 实证研究

也支持这一观点。 例如, Treisman ( 2007) 发现, 制度干预在腐败热点地区更有

效。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 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权变理论强调组织结构必须与外部情境的复杂性相匹配以实现高效能 (米歇

尔·克罗齐耶、 埃哈尔·费埃德伯格, 2007; Van
 

de
 

Ven
 

et
 

al. , 2013)。 在公共资

源交易领域, 集中化平台整合多类型交易项目, 情境复杂性对监管范围提出了相应

的要求。 一方面, 统一监管范围过宽, 容易超出单一监管机构的处理能力与专业认

知边界, 导致监管泛化、 专业性不足和效率下降 (刘俊杰, 2005)。 这反映了组织理

论中的 “控制跨度” ( Span
 

of
 

Control) 问题 (Mintrom, 2016), 即管理幅度过大会

引发信息过载和决策质量下降。 同时, 范围过宽可能过度集中监管权, 若内部制衡

机制缺失, 会增加系统性腐败的风险 (汪晓林、 王丛虎, 2017; 何增科, 2017),
这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关于权力集中带来的治理成本上升的观点一致 (Williamson,
1975)。 另一方面, 统一监管范围过窄, 如仅覆盖单一类型项目, 难以匹配集中平台

的复杂环境, 无法解决跨项目的协调问题, 导致监管碎片化和权力寻租 ( Van
 

de
 

Ven
 

et
 

al. , 2013)。 与此同时, 协调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难以下降 (Williamson,
1975), 由此削弱权变匹配的整体效能。 Kahneman 和 Tversky (1979) 的决策理论中

的收益与风险权衡, 以及 Armstrong 和 Sappington (2007) 关于监管规模的研究发现,
监管范围对腐败预防效果的影响呈现 “倒 U 形” 曲线: 初期范围扩大会产生边际收

益, 如资源整合、 信息共享; 但超过阈值后边际成本上升, 如专业能力稀释、 协调

难度增加。 在中国案例中, 赵立波、 朱艳鑫 (2014) 也提出监管整合的 “适度原

则”。 据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存在一个最优的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范围, 在此范围内, 腐败预防效

果达到峰值; 偏离此范围 (过窄或过宽) 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
在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改革的实践中, 已形成 “立法授权” 和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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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转” 两种差异化路径。 前者是指,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
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执法权限统一授予综合监管部门; 后者是指, 利用部门 “三

定” 方案或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行政手段, 将公共资源交易监管执法权从

行业主管部门划转到综合监管部门。 基于 North (1990) 的制度变迁理论, 两种差

异化路径在本质上代表着制度变革层次的不同, 可划归为 “强制性变迁” 与 “渐

进式调整” 。 两种改革路径的核心差异在于对传统部门分割监管体制的突破程度,
进而影响腐败的预防效果。 立法授权通过法律权威打破路径依赖, 实现路径创造,
行政划转易受原有制度惯性的制约。 具体而言, 立法授权属于法律层面的原则性、
彻底性变革, 通过顶层规则重构制度框架、 权力配置和机构职责, 实现对传统行

业分散监管体制的根本性突破。 这种方式以地方性法规形成制度锁定效应 (谭喻,
2024) , 确保了统一监管体制的稳定性和长效性, 并通过清晰界定权责边界的方式

( Sunstein, 1990) , 为监管机构独立性提供制度保障, 具有权威性和高效性。 相比

之下, 行政划转则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推进监管体制调整, 但其法律位阶较低, 在

具体实践中可能面临合法性质疑; 稳定性受行政意志影响较大, 持续性可能较弱

(张明玖等, 2022) ; 且权责界定存在模糊地带, 未能彻底切断与原分散部门的潜

在联系, 原部门隐性权力的介入可能削弱统一监管的效能。 基于此, 本文提出如

下假设。
H4: 以 “行政划转” 或 “立法授权” 路径推进的统一监管, 其腐败预防效果

存在显著差异。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评估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的效果, 即能否预防腐败。 双重差

分方法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是评估政策变化因果影响的最流行的研

究设计之一 (Callaway
 

&
 

Sant􀆳Anna, 2021) 。 双重差分能消除随时间而变化的选择

性偏差, 识别可靠的因果关系, 它的思路是将新政策视为一项准实验, 将实施新

政策的研究样本作为实验组, 未实施新政策的样本作为对照组, 且实验组和对照

组必须满足趋势一致性, 即如果没有外部冲击, 两组样本不存在显著差异或具有

相似的发展趋势。 如此一来, 实施外部干预后, 实验组区别于对照组的变化即外

部干预带来的效果。
本文根据当地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 将研究样本分成实验组和对

照组, 通过控制其他因素, 比较实施统一监管后,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腐败发生率

上的差异, 从而检验统一监管的效果。 由于实验组各城市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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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时间不同, 本文采用多期 DID 模型, 参照 Thorsten
 

Beck 等 ( Angrist
 

&
 

Pischke, 2009; Beck
 

et
 

al. , 2010) 的做法, 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corrupt it = α0+α1did it+αX it+λ i+γ t+ε it

 (1)
在式 (1) 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 corrupt 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的腐败发生

率, α0 为常数项, did it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 如果城市 i 在 t 年实施的公共资源交易

监管模式为统一监管, 则 did it = 1, 否则为 0; X it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 λ i 为城市

固定效应, γ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 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α1 是本文的核心参数, 它衡

量的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发生率的净效应, 如果 α1 显著为负, 那么本

文提出的假设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区, 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

分散监管的地区” 将得到验证。

(二) 样本选择

根据政策梳理和实地调研, 截至 2023 年底, 就地级市层面而言, 实施公共资

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的城市分布在安徽省和浙江省。 因此,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 41
个地级市作为样本, 研究的时间范围划定在 2018—2023 年①。 将实施统一监管的

安徽省和浙江省下辖地级市作为实验组样本, 其他未实施统一监管的地级市作为

对照组。 在安徽省, 宿州和池州两个地级市仍维持公共资源交易行业分散监管体

制, 纳入对照组; 其余 14 个地级市均通过行政划转或地方立法授权的方式进行统

一监管体制改革, 纳入实验组。 在浙江省, 湖州市和宁波市分别在 2017 年和 2020
年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 纳入实验组; 其余 9 个地级市均延续行业分散监

管体制, 纳入对照组。 在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均为行业分散监管体制, 纳入对照

组。 在此基础上, 由于绍兴、 镇江、 泰州、 连云港、 淮安、 宿迁 6 个城市数据缺

失严重, 本文不纳入研究样本。 针对数据缺失较少的城市, 本文采用插值法补齐。
考虑到上海是直辖市, 具有全国经济中心、 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等特殊功能定位,
本文没有将上海市纳入研究样本。 由此, 本文确定了最终的研究样本, 包括 16 个

样本的实验组和 18 个样本的对照组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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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将研究的时间范围限定在 2018 年及以后,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 2018 年是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为避免反腐力度在党的十九大前后存在差异而导致估

计结果偏误, 本文将样本数据限定为 2018 年及以后。 进一步考虑到其他影响各城市反腐败力度

的因素, 本文还将中央巡视情况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 第二, 本文拟用 “每万名公职人

员中职务犯罪人数” 来测量因变量 “腐败发生率” 。 2017 年 11 月 4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正式发布, 因此, 2018 年及

以后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统计年鉴对于职务犯罪人数的统计口径从 “检察机关直接立案

侦查职务犯罪人数” 转变为 “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 。 为确保统计口径前后一致, 本文

将研究时间限定为 2018 年及以后。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基本情况

实验组

序
号

城
市

统一监管

年份
统一监管范围

统一监管

路径选择

对照组

1 黄山 201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2 合肥 2013 建设工程、 产权交易、 政府采购、 土地出让 立法授权

3 淮南 2015 建设工程、 产权交易、 政府采购、 土地出让 立法授权

4 蚌埠 2015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道路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土地交易、 政府采购、 电力设施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5 淮北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矿业权出

让、 国有及其他产权交易

行政划转

6 马鞍山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土地矿产资源交易
行政划转

7 滁州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土地交易
行政划转

8 亳州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土地交易
行政划转

9 宣城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0 六安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1 芜湖 2020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2 铜陵 2021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3 阜阳 202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农田建设工程
行政划转

14 安庆 202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方面、 水利工程建设
行政划转

15 湖州 2017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交通工程建设; 水

利工程建设; 国土、 产权、 矿业权交易; 环境权益、 大

型户外广告、 小车吉祥号牌等

行政划转

16 宁波 2020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 立法授权

宿州

池州

杭州

嘉兴

金华

温州

舟山

台州

丽水

衢州

南京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

扬州

盐城

徐州

注: 作者经多轮实地调研和政策梳理自制而成。 按所属省份首字母排序, 同一省份的地级市

则按统一监管年份从早到晚排序, 改革年份相同则按统一监管范围从大到小排序。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为确保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需要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随

机性和趋势一致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是安徽省和浙江

省部分地级市的自主选择和主动探索。 进行此项改革, 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腐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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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其他地级市, 而是基于成熟的客观条件、 当地领导者的创新精神和改革魄力等。
因此可以认为, 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并不是以当地腐败程度高低为依据,
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研究样本符合双重差分的分组随机性前提假设。 第二, 使用双

重差分模型需要满足实验组和对照组趋势一致这一前提假设。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这一项外部冲击, 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腐败发生率上应该有一

致的变化趋势。 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地理位置毗邻, 战略地位相似, 经济开放程度

相近, 资源禀赋类似,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规模、 活跃度和规范化程度相仿。 而长三

角区域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发展战略又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城市的协同发展。
因此, 长三角地区各地级市很有可能满足发展趋势一致的条件。 后文将对实验组和

对照组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结果显示, 两组在实施统一监管前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

足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趋势一致这一前提条件。

(三) 主要变量及其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腐败发生率 ( corrupt) 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实证研究的做法 ( Del
 

Monte
 

&
 

Papagni, 2001; 王勇等, 2019; 梁城城、 张淑娟, 2020) , 本文用 “每万

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 来衡量腐败发生率, 并对计算结果进行向下取整。
职务犯罪数据来源于各市人民检察院历年工作报告, 并以各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

和验证。 2018 年, 我国实施监察体制改革后, 各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和统计年

鉴对职务犯罪人数的统计口径为 “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 。 公职人员数量来

自市统计年鉴中 “城镇非私营单位内从事公共管理、 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组织工作

的就业人员数目” 。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本文使用 “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
来测量实际腐败人数可能会受到质疑, 因为腐败定罪数量仅仅是实际腐败数量的

“冰山一角” , 体现了反腐败力度和成效, 并不等 同 于 实 际 发 生 的 腐 败 数 量

(Glaeser
 

&
 

Saks, 2006;
 

Zhang
 

&
 

Kim, 2018;
 

倪星, 2011) 。 但相关研究表明, 被

定罪的官员腐败数量与反腐败和执法力度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 可以作为

衡量政府腐败程度的有效指标 ( Liu
 

&
 

Mikesell, 2014;
 

Liu
 

et
 

al. , 2017) 。 况且,
政府反腐力度事实上是同腐败状况密切相关的, 力度的增强往往是对腐败状况恶

化的回应, 把两者截然分开恐有不妥 (公婷、 吴木銮, 2012) 。 鉴于此, 本文用

“检察机关起诉职务犯罪人数” 作为实际腐败人数的替代测量具有一定合理性。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did 是反映某一城市是否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虚拟变量, 它

是组别虚拟变量 treated (实验组城市赋值为 1, 对照组城市赋值为 0) 和时间虚拟

变量 time (统一监管发生当年及以后赋值为 1, 统一监管发生前赋值为 0) 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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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只有 treated 和 time 同时为 1, 解释变量 did 才等于 1, 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为控制其他影响腐败发生率的因素, 本文借鉴已有研究, 选取一系列控制变量。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 (agdp), 用地区人均 GDP 来衡量。 有研究发现, 腐败与中国经

济增长之间存在 “倒 U 形” 曲线关系 (李国璋等, 2010); 也有研究表明, 人均

GDP 与地区腐败呈正相关 (潘春阳等, 2011); 还有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副

省级城市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显示, 经济发展对腐败水平有消减作用 (倪星、
陈珊珊, 2013)。 二是经济开放度 ( open), 用地区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来表

示。 多数研究认为, 国际贸易开放程度越高, 市场竞争越激烈, 国内生产商垄断市

场的可能性越小, 官员可以从中攫取的非法利润越少 (Treisman, 2007)。 跨国研究

同样表明, 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会伴随着其经济开放度的提升而逐渐下降 (Ades
 

&
 

Di
 

Tella, 1999)。 三是公职人员工资水平 (wage) (Van
 

Rijckeghem
 

&
 

Weder, 2001;
周黎安、 陶婧, 2009) , 以地区公务员平均工资与全国公务员平均工资的比值来衡

量 (万广华、 吴一平, 2012) 。 目前, 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 增加公务员工资有

助于降低腐败 (Herzfeld
 

&
 

Weiss, 2003) 。 也有少部分研究发现, 腐败案件随着公

务员薪酬的上升而增加 (公婷、 吴木銮, 2012) 。 还有研究证实, 提高公务员工

资会减少小额腐败, 但不会减少大额腐败 ( Liu
 

et
 

al. , 2025) 。 四是政府财政透明

度 ( ftrans) 。 财政透明能显著降低腐败立案数 (杜亚斌, 2020) 。 但整个过程非常

复杂, 透明度对腐败的有益影响取决于透明度的类型 (Bauhr
 

et
 

al. , 2020) 。 借鉴

肖兴志等 (肖兴志、 王伊攀, 2014) 的做法, 政府财政透明度来源于清华大学发

布的 《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 。 五是换届年份 ( transition) 。 中国干

部人事制度中的政治流动性决定了地方领导人的激励和行为 ( Zhu
 

&
 

Zhang,
2019) 。 在地方党政机关换届之际, 腐败立案和处分数常呈现出显著的变化趋势

(倪星、 孙宗锋, 2015) 。 2022 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transition, 当年份为 2022 年时, 设置 transition = 1, 否则为 0。 六是反腐败力度

( anti-corrupt) , 用中央巡视情况表示。 反腐败力度会对腐败发生率产生直接的影

响。 本文将研究时间限定在 2018 年及以后, 是为了控制党的十九大前后反腐败力

度的差异。 当然, 各地在具体的腐败治理行动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尤其是

中央巡视带来的显著影响。 因此, 本文将中央巡视情况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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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 在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范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内, 党中央共开展 11 次巡视工作, 其中十九届中央开展 9 轮巡视, 二十届中央开展

2 轮巡视。 其中, 2018 年 2—5 月,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进驻省份包含江苏省; 2018 年 10—
11 月, 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进驻省份包括安徽省; 2020 年 10—12 月, 十九届中央第六轮巡

视进驻省份覆盖浙江省、 安徽省。



中。 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inspection, 将中央巡视组进驻省份所辖全部地级市当年的

inspection 值设为 1, 其余为 0。 对反腐败力度进行控制意味着各地反腐败力度相

当, 则被曝光和查处的腐败人数可以较好地反映当地的腐败程度, 也就能直接呈

现当地腐败预防效果。 有效回应了 “腐败发生率反映的是反腐力度而不是腐败程

度” 这一质疑。

(四)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为检验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

验。 结果表明, 包括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在内的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5, 证明

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①。

(五) 描述性统计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 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②。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效应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为验证

处理组和对照组的腐败程度在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之前是否存在差异, 本

文使用 Jacobson 等 (1993) 提出的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构建如下模型:

corruptit = b0+􀰐 j

j = 1
βpre_j

 didipre_j+􀰐 k

k = 1
βpost_k

 didipost_k+bcurrent
 didicurrent+βX it+λ i+γt+εit (2)

式 (2) 中, pre_ j 表示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前 j 年, post_k 表示实施统

一监管后 k 年, current 为实施统一监管当年。 根据交互项 did ipre_j 的回归系数 βpre_j

的显著性判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施统一监管之前是否存在差异, 进而判断实验

组和对照组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2 反映了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前 3
年和后 13 年解释变量 did 的估计系数及其 95%的置信区间 (短虚线) 。 为避免多

重共线性, 本文以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实施前 1 年作为基准期, 因此式 ( 2) 和

图 2 不包括 pre_1 的数据。 可以看到,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之前, did ipre_j 的

估计系数均未通过 9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实施统一监管

前不存在显著差异, 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满足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条件。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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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受篇幅限制, 此处未详细汇报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 qiaolanliu
@ gxu. edu. cn) 。

受篇幅限制, 此处未详细汇报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施统一监管后, did ipost_k 的估计系数大多为负, 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绝对值越来

越大。 在实施统一监管后的第 9 年, 交互项的系数在 95%的置信区间上显著为负,
说明统一监管有助于降低腐败发生率, 但其效用显现具有较长的滞后期。 可能的

原因在于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改革需要历经机构成立、 制度设计、 机制构建、
权责设定、 人员配备等多方面安排, 与各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协调及组建综合执法

队伍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 由此导致统一监管改革效果需要经过较长时间才

能逐步显现。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分析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预防的净影响,
结果如表 2 所示。 第 (1) 列和第 (2) 列表明, 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 核心解

释变量 did 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就意味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

监管的地区, 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 H1 获得支持。 基于第

(2) 列可以预测,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能促使所在城市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

职务犯罪人数减少约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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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corrupt

(1) (2)

did
　 -4. 421∗∗∗

(-3. 09) 　
　 -4. 176∗∗∗

(-2. 91) 　

agdp
0. 895

(1. 58)

open
-30. 673∗∗∗

(-2. 68) 　

wage
 0. 677

(0. 31)

ftrans
-0. 058

(-1. 18)

transition
0. 313

(0. 14)

anti-corrupt
1. 947

(1. 42)

常数项
 11. 856∗∗∗

(14. 14) 　
7. 134

(1. 19)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04 204

R2 0. 065 0. 129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 稳健性检验

尽管前文证实了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降低腐败发生率, 但这一结论

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等问题的干扰, 进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误。 为此, 本文对基

准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 PSM-DID 检验、 剔除省会城市及排除极端值影响等

一系列检验, 估计结果依旧稳健, 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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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验证了 H1 的正确性, 也就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有利于预防腐

败。 然而, 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是否存在差异性仍需要进一

步讨论。

1. 腐败程度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 34 个城市在 2018—2023 年内每万名公职人员中的职务犯罪总人数进

行计算, 并采用两种分组方式。 一是根据职务犯罪总人数, 本文将 34 个城市平均

拆分为腐败程度高与低的两个组别, 每组包含 102 个样本, 并分别进行回归, 结

果见表 3 第 (1) 、 ( 2) 列与第 ( 5) 、 ( 6) 列。 二是根据职务犯罪总人数, 本文

将 16 个实验组城市平均拆分为腐败程度高与低的两个组别, 而不对 18 个对照组

城市进行拆分, 即将所有对照组城市纳入回归分析, 由此形成的两个组别分别包

含 156 个样本, 回归结果见表 3 第 (3) 、 (4) 列与第 (7) 、 (8) 列。 结果显示,
无论腐败程度高低, 添加控制变量与否, did 的估计系数都显著为负, 这意味着公

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预防起到正向作用。 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 did 的估

计系数绝对值大于腐败程度较低的组别。 综上, 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地

区, 其腐败发生率显著低于实施分散监管的地区, 且统一监管对腐败的预防效果

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H2 得到有效验证。
 

表 3　 基于腐败程度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corrupt
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 腐败程度较低的城市

(1) (2) (3) (4) (5) (6) (7) (8)

did
　 -5. 535∗∗

(-2. 21)
　 -4. 801∗

(-1. 88)
　 -6. 223∗∗∗

(-2. 97)
　 -5. 473∗∗

(-2. 56)
　 -3. 643∗∗

(-2. 37)
　 -3. 139∗∗

(-2. 04)
　 -4. 145∗∗

(-2. 33)
　 -4. 121∗∗

(-2. 30)

agdp
1. 356

 

(1. 21)
1. 004

 

(1. 52)
0. 738

(1. 05)
0. 485

(0. 77)

open
-28. 183∗

(-1. 98) 　

-30. 911∗∗

(-2. 55) 　

-83. 476∗∗

(-2. 39) 　

-26. 828∗∗

(-2. 37) 　

wage
3. 394

(0. 99)
0. 758

(0. 32)

-2. 639
(-0. 93)

-0. 306
(-0. 14)

ftrans
-0. 127

(-1. 47)

-0. 053
(-0. 89)

-0. 019
(-0. 33)

0. 001
(0. 01)

transition
-0. 520

(-0. 15)
0. 385

(0. 16)
0. 465

(0. 16)
1. 697

(0. 71)

anti-corrupt
2. 377

(0. 99)
1. 866

(1. 22)
0. 712

(0. 44)
1. 735

(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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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变量

corrupt
腐败程度较高的城市 腐败程度较低的城市

(1) (2) (3) (4) (5) (6) (7) (8)

常数项
　 15. 330∗∗∗

(10. 69)

8. 102
(0. 85)

　 12. 026∗∗∗

(12. 02)

5. 973
(0. 83)

　 8. 487∗∗∗

(9. 23)

9. 963
(1. 21)

　 9. 473∗∗∗

(10. 39)

5. 892
(0. 8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02 102 156 156 102 102 156 156

R2 0. 083 0. 179 0. 090 0. 158 0. 093
 

0. 192 0. 094 0. 149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2. 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分析

为验证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导致的腐败预防效果差异, 根据当

前实践情况, 本文将 16 个实验组样本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仅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

监管的城市, 包括黄山、 宣城、 六安、 芜湖、 铜陵、 阜阳、 安庆和宁波, 均是对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管; 第二组是对两类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的城

市, 包括马鞍山、 滁州和亳州, 均是对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和土地交易两大类进

行监管; 第三组是对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的城市, 包括蚌埠 (工程

建设项目招投标、 土地交易、 政府采购) 、 淮北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土地交

易、 产权交易) 、 湖州 (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 土地交易、 产权交易) 、 合肥 (建

设工程、 产权交易、 政府采购、 土地出让) 、 淮南 (建设工程、 产权交易、 政府采

购、 土地出让) 。
实证结果如表 4 所示。 无论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覆盖几类交易项目, 估计

系数都为负数。 当覆盖一类和两类交易项目时,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 后者的系

数绝对值大于前者, 这就意味着对两类交易项目进行统一监管时, 腐败预防效果

更显著。 当统一监管范围覆盖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时, 估计系数同样为负, 但回

归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因此, H3 得到证实, 即存在一个最优的公共资源

交易统一监管范围, 在此范围内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 偏离此范围 (过窄或过

宽) 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 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监管的效果不如两类交易项目

的可能原因在于, 仅对一类交易项目进行监管难以在监管平台运行、 技术应用、
数据共享及人员配备等方面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 而对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进行

统一监管又可能导致两个新的问题。 一是统一监管机构面临综合性事务繁重、 专

业化水平不足等挑战, 阻碍了监管效能的提升; 二是统一监管机构覆盖监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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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 导致监管权力过于集中, 可能增加新的腐败风险。
表 4　 基于统一监管范围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corrupt
统一监管范围

覆盖一类交易项目 覆盖两类交易项目 覆盖三类及以上交易项目

(1) (2) (3) (4) (5) (6)

did
　 -4. 450∗∗∗

(-2. 66)
　 -4. 178∗∗

(-2. 47)
　 -6. 917∗∗∗

(-2. 74)
　 -7. 198∗∗∗

(-2. 76)

-6. 625
(-1. 48)

-5. 932
(-1. 32)

agdp
0. 803

(1. 32)
0. 209

(0. 30)
0. 900

(1. 28)

open
　 -27. 029∗∗

(-2. 40)
　 -26. 661∗∗

(-2. 30)
　 -29. 948∗∗

(-2. 40)

wage
-0. 341

(-0. 15)
0. 182

(0. 08)
0. 529

(0. 22)

ftrans
-0. 032

(-0. 54)
0. 038

 

(0. 56)

-0. 020
(-0. 32)

transition
0. 862

(0. 37)
3. 217

(1. 22)
0. 435

(0. 17)

anti-corrupt
1. 918

(1. 35)
1. 753

(1. 14)
1. 470

(0. 92)

常数项
9. 902∗∗∗

(10. 94) 　

5. 579
(0. 83)　

9. 524∗∗∗

(9. 34) 　

5. 355
(0. 69)　

11. 152∗∗∗

(8. 50)　

4. 178
(0. 52)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56 156 126 126 138 138

R2 0. 106 0. 169 0. 162 0. 223 0. 074 0. 136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3. 路径选择异质性分析

本文聚焦于改革中后期的路径选择, 将 16 个实验组样本分为行政划转组和立

法授权组, 前者包括黄山、 蚌埠、 淮北、 马鞍山、 滁州、 亳州、 宣城、 六安、 芜

湖、 铜陵、 阜阳、 安庆、 湖州, 后者包括具有地方立法权限的合肥、 淮南、 宁波。
表 5 显示, did 的估计系数均为负数, 这意味着运用行政划转或立法授权推动的公

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对腐败发生率都具有负向影响。 但是, 前者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为负, 后者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虽然这一实证结果与 “立法授权比行政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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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具有更显著的改革效果” 的初期理论推演存在一定出入, 但这一结论可能受到

立法授权样本数量较少的客观限制。 因此, 本文认为, H4 的核心观点———以 “行

政划转” 或 “立法授权” 路径推进的统一监管, 其腐败预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得到了验证。

表 5　 基于路径选择异质性的检验结果

变量

corrupt
统一监管路径选择

行政划转 立法授权

(1) (2) (3) (4)

did
-4. 680∗∗∗

(-3. 10) 　

-4. 013∗∗∗

(-2. 63) 　

-4. 438
(-1. 06)

-5. 043
(-1. 18)

agdp
1. 079∗

(1. 84) 　

0. 210
(0. 29) 　

open
-30. 917∗∗∗

(-2. 68) 　

-25. 457∗∗

(1. 32)

wage
0. 454

(0. 20) 　

-0. 021
(-0. 01)

ftrans
-0. 080

(-1. 51)
 

0. 066
(1. 02)

transition
0. 097

(0. 04)
2. 556

(0. 97)

anti-corrupt
1. 965

(1. 38)
1. 566

(1. 01)

常数项
11. 808∗∗∗

(13. 59)
 

7. 192
(1. 14)

8. 994∗∗∗

(8. 12) 　

3. 555
(0. 45)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6 186 126 126

R2 0. 071 0. 147 0. 141 0. 205

注: 括号内数值为 t 值。 ∗、 ∗∗和∗∗∗分别表示在 10%,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五、 结论与讨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 政府部门也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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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监管体制转型。 在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过程中, 集中统一的交易过程对政

府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结合公共资源交易的地方创新实践, 本文发现, 公共资

源交易监管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权变式转型, 即推动监管体制与交易模式相互匹配。
换言之, 在公共资源交易实现集中统一后, 公共资源交易的监管也逐步实现集中

统一。
本文基于组织权变的理论视角, 聚焦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环节, 以公共资源

交易重点区域———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 对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权变式改革

的核心效能目标 (预防腐败) 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 第一, 公共资源交易统

一监管改革有利于预防腐败, 能使所在地每年每万名公职人员中职务犯罪人数减

少大约 4 人, 且腐败预防效果在初始腐败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显著。 第二, 当统一

监管覆盖两类交易项目时, 腐败预防效果达到峰值, 偏离此范围 (过窄或过宽)
的腐败预防效果均减弱。 因此, 在具体实践中, 不能一味地追求统一监管范围的

扩大, 而需要综合考虑部门基础和能力, 确定合适的监管范围和项目类别, 并不

断提升部门监管执法水平, 为应对监管范围的扩大奠定基础。 第三, 与地方立法

授权相比, 通过行政划转实现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城市具有更明显的腐败预

防效果。 但这一结论也可能受到立法授权样本数量较少的客观影响。 因此, 推进

公共资源交易的统一监管没有最佳路径选择, 各地需要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
因地因时选择行政划转路径或立法授权路径, 以深入推进统一监管。

本文的理论意义与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创新性地提出权变式改革

的分析模式与理论视角。 本文聚焦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监管转型, 关注监管体制

与监管对象之间的匹配关系, 将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范围中的政府监管体制转型

与广泛应用于组织变革中的权变理论对接起来, 并回应学术界关于为匹配集中交

易情境而进行的权变式转型, 即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 能否达成预防腐败这一

核心效能目标的分歧, 为相关研究提供实证依据。 其次, 深化了监管视角下的权

力配置与环境权变的动态平衡分析。 本文聚焦于监管体制的权变式改革, 公共资

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改革实质上是监管权力从分散到集中的权变式转型过程, 其

本身的绩效取决于集中化的监管权力配置能否与相应的监管对象形成匹配。 也就

是说, 权力集中统一与分散制衡并无绝对优劣, 而要综合考虑其与外界情境特征

的匹配程度。 因此, 本研究进一步刻画了权力配置与环境权变的相关关系。 最后,
拓展了组织变革与预防腐败之间的关系解释。 现有关于腐败治理的文献主要从如

何完善制度设计、 强化技术应用、 建设廉政文化等角度展开, 少有研究关注监管

组织的体制变革与预防腐败之间的关系。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和拓展空间。 其一,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样本, 数

量有限。 但目前实施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的 16 个地级市均已包含在本文的实验

组中。 我们期待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在更多城市推行, 为实证检验提供更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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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数据和材料。 日后, 笔者将开展持续性研究, 不断扩大样本规模。 其二, 综

合监管机构是公共资源交易统一监管体制的载体, 其基本职能、 权责清单、 隶属

关系、 组织架构、 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如何应对不同行业间的差异和冲突等问题都

值得未来进一步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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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综述

地方官员的任期效应: 研究综述与展望

李 　 璨 　 王雨洁∗

【摘要】 论文基于中国情境下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发展和企业行为影响的文

献, 系统归纳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发展与企业行为所产生的治理效应及其机制。
基于 252 篇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 地方官员任期的既有研究反映了中国党政领导

干部考核和任用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过程。 研究关注点逐渐从单一的区域经济指标,
拓展到区域政治、 文化、 社会与环保等多元化指标, 并延伸至企业等微观主体的

投资与科技创新等行为。 地方官员的任期会影响其面临的晋升激励与社会资本积

累, 进而影响其对多元目标的注意力分配与治理实效。 区域特征、 官员个体特征

以及企业特征会潜在调节地方官员任期的实际治理效应。 未来研究应更关注地方

官员任期内推动多维目标的包容性发展的机制, 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

挖掘地方官员任期和企业行为数据, 分解不同治理层级的效应, 深入揭示地方官

员任期的内在作用机制。
【关键词】 地方官员任期 　 治理效应 　 区域发展 　 企业行为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486 (2026) 02-0176-20

一、 引言

党政领导干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者, 是法治政

府建设必须抓住的 “关键少数” (刘颖等, 2022) 。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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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作为重要的微观主体, 拥有一定程度的制度创新自主权 (刘伟, 2022) 。 我

国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度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而且是中央调动地方参与国家

目标实现的重要机制。 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经历了多次完善, 从侧重经济发

展的指标体系, 逐步拓展到包括营商环境优化、 生态文明建设和民生福祉改善等

多元化指标体系。 政绩考核制度的完善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党和国家对地方治理

能力的新要求。
中国独具特色的地方官员任期所产生的治理效应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自 2007 年以来, 中国情境下关于地方官员任期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 (张军、 高

远, 2007) , 研究范围从区域经济发展拓展至区域科技、 文化、 社会及企业行为等

维度 (戴静等, 2019; 王贤彬、 徐现祥, 2008) 。 然而, 由于从地方官员任期到

宏观区域治理和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因果链条较长, 目前的研究发现较为分散且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尽管已有丰富的实证证据展示了地方官员任期的治理效应,
但现有文献未对以下问题达成一致: 宏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企业微观行为如何

随地方官员任期发生变化? 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经济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边界条件

是什么?
本文旨在总结归纳当前关于地方官员任期的相关研究进展, 厘清地方官员任

期效应的理论机制和边界条件, 为如何发挥地方官员任期的积极治理效应提供实

践参考, 也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方向。 为确保文献覆盖的权威性和全面性, 本文

在文献综述过程中采用了以下五步操作法。 第一步, 以 “官员任期” 或 “官员变

更” 或 “官员交流” 或 “晋升激励” 等为关键词, 在 FMS 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列

表中的 85 本中文期刊以及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期刊上①, 进行了文献检索。 截至

2024 年 4 月, 对于发表在这些期刊上、 标题或摘要中含有相关关键词的文章, 我

们均阅读了其摘要。 在此过程中, 我们筛选出涉及地方官员任期的研究文献。 对

于仅阅读摘要难以定性的文章, 我们通过阅读全文来决定是否纳入本综述的研究

范围。 此步骤共获得相关文献 161 篇。 第二步, 我们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使用 “ tenure” “ politician” “ official” “ turnover” “ promotion

 

incentive” 等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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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FMS 管理科学高质量期刊列表可参见 http: / / www. fms-journal. net / journals_cn num = 20。
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期刊包括: 《公共管理学报》 《公共行政评论》 《公共管理评论》 《公共管

理与政策评论》 , 等等。



对战略管理、 金融经济、 国际商务等多个领域的 23 本高水准英文期刊①进行检索,
以补充第一步检索后的文献。 此步骤共获得 14 篇相关英文文献。 第三步, 除 23
本英文期刊外, 我们继续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使用相同关键词进行检索, 并

筛选出符合以下条件的英文文献进行全文阅读: ( 1) 发表在 JCR 一区期刊上的相

关文献; (2) 发表在 JCR 二区期刊上且有被引用数据的相关文献。 此步骤共获得

59 篇相关文献并纳入综述的范围。 第四步, 我们通过检验论文的前引和后引文

献, 新增 15 篇中文文献和 3 篇英文文献并纳入综述的范围。 通过以上四个步骤,
本研究共收集 252 篇相关文献②。 第五步, 我们对每篇文章的理论视角、 核心论

点、 实证性文章的研究设计以及实证结论进行编码整理, 以便对该领域现有的理

论和实证研究进展有较为准确的把握。
本文第二部分将概述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归纳总结已有

研究, 构建地方官员任期研究的整体框架, 探讨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机制与边界

条件; 第四部分阐述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实践启示与研究展望。

二、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理论背景

地方官员任期的治理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展起来

的政治经济周期理论 (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最早由

Nordhaus 在西方选举情境下提出。 该理论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会受到与选举节

奏相关的周期性波动影响, 并将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因纯粹政治因素而产生波动的

过程称为 “政治经济周期” (Nordhaus, 1975) 。
在西方情境下, 政治经济周期理论模型主要包括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主义模

型。 机会主义模型的基本假设是选民会基于近期的区域经济表现来决定是否投票

给在任官员。 政府官员为了赢得选民的投票, 倾向于在选举前实施扩张性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 以提振经济和降低失业率, 提高自己再次当选的可能性。 这些扩张

性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通常在选举后才会被选民感知。 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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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清单附录可联系通讯作者索取。



利用通货膨胀的滞后性, 在选举前通过提高就业率来改变选民预期, 提高自己的

当选概率, 造成就业率在选举年份上升而在选举后下降的选举周期现象 ( Brender
 

&
 

Drazen, 2008; Nordhaus, 1975) 。 党派主义模型则关注不同党派所代表的差异

化政策组合选择偏好和治理效果。 基于西方情境, 实证发现 “左派” 政党领导下

的国家失业率低但通货膨胀率高, “中间派” 和 “右派” 政党所领导的区域则面

临高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 (Hibbs, 1977) 。 关于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文献研究进

展可以参见 Dubois 的综述论文 (Dubois, 2016) 。
中国的政治体制具有特殊性 (Qian

 

&
 

Weingast, 1997) , 与西方情境选举制度

不同, 中央层面掌控地方官员的考核和任免权。 中国不存在党派效应, 但存在独

特的 “晋升锦标赛” (Bo, 1996; 周黎安, 2004; 2007; 2022) 。 晋升锦标赛模式

强调的是相对绩效, 即官员的晋升不是基于绝对成绩, 而是基于他们相对于其他

官员的表现 (周黎安, 2007) 。 这种机制激发了地方官员积极响应中央制定的经

济发展等目标以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 (周黎安, 2017) 。 在中央政治集权和财政

分权的背景下, 晋升激励是用以分析中国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理论机制之一。 该

视角强调官员晋升激励强度在任期内的变化对于区域治理效果的影响。 不同于在

西方情境下, 研究对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投机性操控的关注, 在中国情境下的

地方官员任期研究多聚焦在官员晋升激励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

善等正面效应上。
我国地方官员的任期为 5 年一届, 同一官员在同一地方任期不超过 2 届。 但

实际上, 政治考评每年都可能进行, 地方官员交流和更替现象较为常见, 任期具

有一定弹性 (耿曙等, 2016) 。 部分研究指出官员晋升可能和激励呈现 “倒 U
形” , 这一现象常被概括为中国特色的 “三年之政” 周期, 即政治任期与经济增

长、 投资等经济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呈现 “三上二下式倒 U 形” 分布 (姚金

伟、 韩海燕, 2019 ) 。 晋升激励变化伴随的是官员变更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

(Durnev
 

et
 

al. , 2015; Julio
 

&
 

Yook, 2012; 徐业坤等, 2013) 。 为了在任期内显

著提升绩效指标, 地方官员在就任初期就有动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通过发掘

新的经济增长点、 吸引新企业进入等措施推动区域发展。 官员变更通常意味着政

策不连续性与财政资源分配行为波动。 如果辖区内企业预期当地宏观经济、 税收、
行业政策或管制环境将因官员变更而改变, 则可能为了规避不确定性风险而延迟

投资 (黎文飞、 唐清泉, 2015) 。 此外, 审慎的企业管理层可能因等待新的投资

机遇而推迟投资。
与此同时, 社会资本积累也是分析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另一重要理论机制。

在美国情境下, 官员可以多次连任。 连任官员由于能持续积累社会资本, 存在明

显的 “在位优势” ( de
 

Benedictis-Kessner, 2018) , 会影响他们面临的政治激励水

平和政策偏好。 例如, Paik 等 (2019) 发现, 任期越长的美国市长, 越倾向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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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好当地出租车司机而禁止共享乘车平台公司的规制政策。 基于墨西哥数据的

研究表明, 东道国执政党任期越长, 其积累的社会资本越丰厚, 政策资本网络也

越广泛, 这越 容 易 导 致 政 府 腐 败 程 度 升 高, 从 而 影 响 跨 国 企 业 的 进 入 选 择

(Cordero
 

&
 

Miller, 2019) 。 中国也存在类似现象, 一方面, 地方官员任期延长有利

于区域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另一方面, 也可能促成政企之间形成 “利益型关系

网络”。 这种关系网络会导致区域治理低效和扭曲, 诱发企业投入非生产性和非创新

性的政治性寻租活动, 进而对区域发展产生负面效应 (陈刚、 李树, 2012)。

三、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框架

基于系统的文献归纳, 本文构建了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框架, 如图 1 所

示。 地方官员任期影响宏观区域治理和微观企业行为的内在理论机制有两个, 一

是地方官员任期内的晋升激励变化, 二是其在辖区内随着任期增长而积累的社会

资本。 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发展和企业行为的差异化影响主要通过三条中介路径

实现, 分别是其在任期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注意力分配差异、 政策工具选择差异

及财政资源分配效率差异。 区域、 官员及企业三方面的异质性通过三种方式调节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 其一, 影响官员政策和目标的选择偏好; 其二, 制约该偏好

的潜在影响程度; 其三, 决定企业对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响应程度。 这三类异质

性构成了地方官员任期效应重要的边界条件, 能增强或削弱主效应, 甚至改变主

效应的方向。 下面我们将从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主效应和边界条件两个层面分别

进行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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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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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效应: 地方官员任期影响区域治理与企业行为的机制。

基于对地方官员任期效应已有实证研究的分析, 本文总结出地方官员任期通

过三种中介机制系统性地影响宏观区域治理和微观企业行为, 即发展目标注意力

分配、 政策工具选择以及财政资源分配效率。 具体而言, 地方官员通过积极落实

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等目标来增加晋升机会, 然而, 他们面临的晋升激励在任期

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 这导致他们对经济发展等目标的关注度会动态变化。 例如,
在晋升敏感期, 地方官员会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等显性指标, 并依据发展目标的优

先次序选择匹配的政策工具。 同时, 随着任期增长, 地方官员加深对当地经济和

企业情况的了解, 有效分配财政资源的能力也会提升。 但任期过长也可能导致地

方官员过度嵌入当地社会资本网络, 转而追求个人政治利益, 进而影响财政资源

的分配效率。 上述三类机制共同作用, 构建了从官员个体决策到宏观治理效能、
微观企业响应的完整传导路径, 这为理解任期效应的多层级影响提供了逻辑基础。
本文的研究框架将因变量划分为区域和企业两个层次, 区域层次根据地方政府的

职能, 划分为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环保五个维度; 企业层次划分为市场行

为与非市场行为两个维度。

1. 区域经济维度

在现有实证研究中, 区域经济维度的研究占比最高, 这表明学者们高度关注

地方政府官员任期与区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联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经济

奇迹” 难以完全用西方经济学理论解释。 相比之下, 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背景

下, 基于 “晋升锦标赛” 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模式更能合理解释中国区域经

济增长及由此产生的经济社会问题 (周黎安, 2022) 。 “晋升锦标赛” 视角的地方

政府官员晋升激励模式为理解中国情境下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了

关键视角。
首先, 现有实证研究普遍证实, 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显著影响区域显性经济

绩效指标。 主流观点认为, 地方官员任期与区域经济发展呈 “倒 U 形” 关系 (王

贤彬、 徐现祥, 2008; 张军、 高远, 2007; 周黎安等, 2015) 。 其核心机制在于

晋升激励随任期发生动态变化, 地方官员任期的初期到中间阶段处于 “晋升敏感

期” , 强激励驱动地方官员积极设定发展目标并推行新政策。 当任期延长至超出关

键晋升期, 激励水平呈边际递减趋势, 地方官员推动政策创新与增长的动力随之

减弱, 最终形成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倒 U 形” 影响曲线。 然而, 这

一研究结论存在分歧。 马亮 (2013) 提出, 鉴于任期初期和末期的政绩更易受关

注,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值随地方官员任期呈现 “正 U 形” 的变化趋势。 庞保庆和

王大中 (2016) 的研究则基于中国不固定任期制度下地方官员随时面临着考核晋

升压力的假设, 认为区域经济绩效随地方官员任期呈线性增长, 并在县级数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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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验证。 这些结论差异主要缘于文献对地方官员任期内晋升激励分布的不同理

论预设。 同时, 研究层级、 样本期限等研究设计差异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周黎

安, 2022) 。
其次, 官员晋升激励也影响隐性经济绩效指标, 进而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水

平。 例如, 经济增长竞争常表现为投资竞争, 而投资竞争依赖金融资源支撑。 作

为城商行的股东, 地方政府有动力且有能力通过干预银行贷款投放来影响区域经

济。 研究表明, 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越长, 当地城商行的贷款投放越多 (钱先航,
2012) 。 除投资竞争外, 经济增长竞争还可通过土地财政实现。 研究表明, 地方官

员的晋升激励引发土地财政竞争, 且地方官员任期与土地财政之间存在显著的

“倒 U 形” 关系, 这与地方官员任期内的激励水平变化趋势一致 (刘佳等, 2012;
刘佳、 吴建南, 2015) 。

最后, 官员更替带来的区域政治不确定性, 体现了地方官员任期早期的治理

效应。 在任官员相对于前任的经济绩效显著影响其晋升机会, 为了超越前任表现,
新上任官员尽可能在上任之初积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 力争在任期内有所表现。
不同学者对这种 “新官上任三把火” 的现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持不同看法。
部分学者认为, 官员更替对区域经济来说会产生正向影响, 比如, 官员变更后区

域行业内的外资溢出效应有所提升 ( Li
 

et
 

al. , 2020) 。 但也有更多学者认为, 官

员变更, 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与离任和接任官员的晋升关联度较低, “新官上任三

把火” 难以产生即时的经济效应。 官员变更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会抑制

区域经济增长 (王贤彬等, 2009; 杨海生等, 2014) 、 降低政府财政支出 (肖洁

等, 2015) 、 影响辖区贫困治理 (杜娟、 朱旭峰, 2023) 、 削弱外资利用水平 (雷

光勇等, 2017) 、 降低城市的发债概率和规模 (罗党论、 佘国满, 2015) 等。 地

方官员任期早期的治理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自身的执政能力, 以及区域

企业群体对官员变更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期。

2. 区域政治维度

与其他维度相比, 区域政治维度的实证研究目前相对较少。 此部分研究主要

证实了地方官员任期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 结构以及官员腐败程度存在影

响。 在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相结合的情况下 ( Qian
 

&
 

Weingast, 1997; Weingast,
1995) , 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政策上有较大自主权。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能体现

政府官员的政策偏好, 并与区域治理水平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 任期初期带来的

区域内政治不确定性和政策不连续性, 导致官员变更年份的财政总支出增长率显

著下降, 且主要体现在基本建设支出上 (肖洁等, 2015) 。 此外, 晋升激励促使

新上任的官员在初期推行大量新政以展示其政绩。 这可能导致政府消费扩大, 财

政赤字增加, 降低财政效率。 随着政策趋于稳定并见效, 地方财政效率逐步回升。
整体上, 地方政府财政效率随地方官员任期增加呈现 “正 U 形” 特征 (杨海生

·281·

◆公共行政评论·2026·2



等, 2015) 。 综上所述, 在地方官员更替的关键节点, 如何实现政策延续性与创新

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 成为区域治理中亟待破解的核心命题。 此外, 反腐一直是

国内外学者们重点关注的研究议题。 一般情况下, 随着任期增长, 地方官员会逐

渐积累社会资本, 形成利益型关系网络。 一方面, 这有助于地方官员更好发挥

“援助之手” 作用, 提升地方经济政策效率。 另一方面, 地方官员的社会资本积累

也可能诱发腐败。 我国地方官员的任期普遍缩短且更替频繁,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

缓解因社会资本积累而引发的腐败问题。 陈刚和李树 ( 2012) 的研究发现证实,
地方官员在任时间增加, 加剧了地方腐败及政企间非正式关联网络的嵌入程度;
但官员交流制度能显著降低流入地的腐败水平, 有助于破解地方官员因任期增长

而形成的非正式社会网络嵌入。 由此可见, 适当的地方官员任期长短有利于在维

持地方政策稳定性的同时抑制地方腐败。

3. 区域文化维度

近年来, 随着我国政府对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日益重视,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在区域文化维度的影响也逐渐凸显, 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科技

投入情况、 辖区技术创新水平以及教育支出程度上。 然而, 地方政府官员在任期

内也面临财政投入的窘境, 即科技创新活动以及教育投入具有长周期性、 不确定

性和高溢出性等特征, 投入效果可能并不会在其任期内显现。 研究发现, 面对这

一困境, 地方官员会根据晋升考核体系中指标的重要程度以及施政的机会成本,
对任期内的政策目标作出相应的选择。 具体而言, 在任期初期和末期, 地方官员

的机会成本和晋升概率都相对最小。 此时, 他们对科技创新、 教育等具有长期收

益和正外部性的领域投入最大。 然而, 随着晋升概率逐渐增高, 实施此类长期收

益导向政策的机会成本逐渐增大, 地方官员会转向见效快的经济投入而非长期性

的科技创新投入。 之后, 随着晋升概率和机会成本再度下降, 地方官员对科技创

新和教育的投入又会逐渐增加, 地方官员任期和科技创新等投入之间呈典型的

“正 U 形” 特征 (卞元超、 白俊红, 2017; 李恩极、 李群, 2020) 。 研究发现, 在

官员更替的当年, 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增长率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显著高

于其他年份 (龚璞等, 2015) 。 除此之外, 研究发现, 异地交流对于辖区技术创

新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任期。 具体而言, 当地方官员在履新地任期满 5 年, 异

地交流当年对辖区技术创新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但当地方官员在履新地任期不满 5
年, 异地交流当年则对辖区技术创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赵忠涛, 2019) 。 由

此可见, 虽然官员异地交流制度对区域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 但仍需避免过于频

繁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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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域社会维度

2014 年修订的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① 明确了地方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的考核要求, 强调要防止以单纯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 确立了涵盖

经济发展、 民生改善、 社会和谐进步、 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

多维度的考核内容。 基于这一制度调整, 区域社会维度的研究重点关注一个核心

问题: 考核指标的多元化是否缓解了职业晋升激励下地方官员的 “短视化” 行为?
围绕这一问题, 现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经验证据。 有研究发现考核指标改革初期,
地方存在官员 “为晋升而治理” 的现象。 例如, 地方官员任期与安全生产治理效

果呈 “倒 U 形” 曲线关系 (姜雅婷、 柴国荣, 2017) 。 Vortherms ( 2019) 则认

为, 地方官员会在其晋升可能性最低的时间点, 即任期的起点和终点强化社会福

利性支出。 也有学者认为, 弹性任期下的官员无法形成关于任职时间的合理预期,
导致其晋升压力逐年增加。 在此压力下, 地方官员任期与公共品投资呈负相关关

系 (庞保庆、 王芳, 2019) 。 但随着改革深入, 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逐渐发生改

变。 地方政府官员的投资偏好转向增进社会福祉、 解决民生短板问题 (王学军、
余浩然, 2024) , 以及提升农村地区居住质量的项目 (李佳鹏、 胡玉杰, 2023) 。
这表明多元化指标考核的效果正逐渐显现。

5. 区域环保维度

地方官员任期影响区域环保的研究日益深入, 但实证结果相对有限。 有研究

指出, 官员政绩考核指标改革后, 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环境绩效指标的影响发生

了变化。 例如, Tian
 

等 (2023) 的研究发现, 省长任期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

在 “倒 U 形” 关系, 但在二氧化碳排放量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后, 这种关系在统

计上不显著了。 作为区域制度的执行者, 地方政府官员对环境议题持续的注意力

资源分配是实施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保障 (曾润喜、 朱利平, 2021) 。 另一部分

研究关注官员更替引发的政治不确定性对区域环境的影响。 官员更替能短暂地改

变当地 “政企合谋” 倾向, 暂时改善所在地的空气质量 (郭峰、 石庆玲, 2017;
占华, 2021) 。 进一步地, 中央环保督查制度的刚性约束会有效地解决 “地方保

护主义问题” (王鸿儒等, 2021) , 强化官员更替对民营企业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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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2014 年) 》 : “考察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应当把有质量、 有效益、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社会和谐进步、 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

建设、 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更加重视劳动就业、 居民收入、 科技创新、 教育

文化、 社会保障、 卫生健康等的考核, 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 加大资源消耗、 环境保护、 消化

产能过剩、 安全生产、 债务状况等指标的权重, 防止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工作实绩。 考察

党政工作部门领导干部, 应当把执行政策、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等作为评价的重要内容。”



(王鸿儒、 陈思丞, 2023) 。 综合而言, 区域环境治理的实践效能与地方官员面临

的政治激励结构以及地方官员的制度执行能力息息相关。 关于地方官员任期对环

境治理的效应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6. 企业市场行为维度

中国地方政府对区域政策和资源分配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这直接影响辖区内

企业的运营。 已有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会影响当地企业的行为, 主要

体现在市场行为中, 包括企业研发投入、 投资、 多元化发展以及跨国企业进入等。
其中, 最明显的影响体现在企业对研发投入的程度上。 自 2000 年研发投入指标首

次被纳入 “十五” 计划后, 政府逐渐重视企业的研发创新水平。 相应地, 企业创

新投入水平相关指标也逐渐成为地方官员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 由于地方官员可

以通过政府补贴对辖区企业研发投入施加影响, 其任期内企业研发投入水平随晋

升激励呈现 “倒 U 形” 特征 (戴静、 王红建, 2017) 。 不过,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晋升激励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入。 与晋升激励伴生的晋升压力会通过短期投

资激励机制、 寻租诱导机制、 市场竞争抑制机制削弱公司对研发的投入 (董竹、
潘凌云, 2020) 。 企业为了维护政商关系, 会迎合政府设定短期化目标, 而短期投

资的过度增加必然对研发产生挤出效应。 与此同时, 企业过度维护政商关系以争

夺廉价的生产要素, 会忽视对提升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创新研发。 关于如何推

进企业研发创新, 李后建和张宗益 (2014) 的研究发现, 适当延长地方官员任期

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 但程仲鸣等 ( 2020) 的研究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

为, 任期较长的官员面临更大的晋升压力, 更可能为政绩而影响本地企业技术创

新。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 了解地方官员任期效应有助于指导企业的市场行为, 帮

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7. 企业非市场行为维度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也影响企业的非市场行为, 主要体现在慈善和贿赂行为上。
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短视性。 地方官员会为了晋升考核, 有动机推动慈善类政策。
在当前体制下, 地方政府拥有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决定权。 企业为了获得更优质的

资源会迎合官员的目标偏好。 因此, 企业捐赠等慈善行为随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

呈现先增后减的 “倒 U 形” 趋势 (曹春方、 傅超, 2015) 。 此外, 在地方官员更

替频繁的背景下, 企业面临政商关系重构和新的 “竞租” 机会。 为了更好地获得

当地政府支持, 企业会强化对新任地方官员的贿赂行为 (李后建、 马朔, 2016) 。
然而, 这些非市场行为实际上并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它们仅表面上提升了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形象, 实则不利于优化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 降低了地方政府

的治理效果。 随着正式制度约束的强化, 此类企业产生短视化行为的效应可能会

趋于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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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边界条件: 区域、 官员以及企业异质性

地方官员任期对于宏观区域发展以及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因区域特征、 官

员特征以及企业特征差异而不同。 这些维度的异质性构成了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

重要边界条件。

1. 区域因素的异质性

我国幅员辽阔, 东、 中、 西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方面都存在差异。 区域

因素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我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差异较大,
在影响经济发展和企业行为时, 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有一定的替代作用。 在

市场化程度高及法律法规较完善的地区, 地方政府官员对当地经济的干预较弱。
这种环境会抑制地方官员因晋升动机而采取风险性投资的行为, 例如为社会资本

合作项目兜底的行为 (蔡显军等, 2020) 。 第二, 地区差异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

的政策选择及效果。 例如, 刘佳等 (2012) 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 西部地区官员

面对晋升竞争时更倾向于出让土地。 他们进一步分析, 原因可能是西部官员的土

地管理能力以及对违规行为的监察力度都显著低于东部官员。 因此, 西部地区政

府官员更容易选择出让土地来换取资源。

2. 官员特征的异质性

地方官员的自身特征会影响其政策偏好、 目标选择偏好和干预财政资源分配

的动机强度。 已有研究涉及的官员特征包括年龄、 学历、 官员出生地来源地, 是

否在出生地任职, 是否为省委书记, 任职前是否有中央部门工作经历, 是否本地

提拔, 是否曾到沿海城市交流以及是否为平级调动, 等等。
从年龄来看, 相对年轻的地方官员面临更长的职业生涯和更强的职业激励,

相对年长的地方官员更能平衡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目标 (张建君等, 2023) 。 蔡

显军等 (2020) 的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和任期的增长, 晋升激励增强, 地方官员

会选择政府承担更多风险的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这种倾向在地方官员任期第 4 年

或者年龄在 54 岁时达到顶峰, 当任职超过 4 年或年龄大于 55 岁时, 晋升激励下

降, 地方官员会倾向于减少风险性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蔡显军等, 2020) 。 钱先

航和曹廷求 (2017) 的研究表明, 地方官员任职期间, 其出生地和来源地的资金

会更多流入任职地区, 存在 “钱随官走” 效应。 这种效应还会因地方官员的任期

和年龄而有所不同, 地方官员在任职初期或临近退休的 60—65 岁时, 理性占主

导, 会倾向于从来源地引入资金; 而在任职中后期或 60 岁以下时, 情感占主导,
更倾向于从出生地引入资金项目 (钱先航、 曹廷求, 2017) 。

地方官员的来源和去向会影响其任期内的治理效果。 王贤彬和徐现祥基于

1978—2005 年省长和省委书记样本及其管辖省份的经济增长数据发现, 来自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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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的省长或省委书记在任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效并不显著。 这表明, 中央交流到

地方的官员更侧重于 “培养与使用相结合” , 而非单纯考核其经济性政绩 (王贤

彬、 徐现祥, 2008) 。 此外, 本地提拔的官员因熟悉地方情况, 资源配置能力更

强。 干春晖等 (2015) 的研究指出, 相较于非本地提拔的官员, 本地提拔的官员

能为企业提供更多土地和融资优惠。 陈秋平等 ( 2019) 的研究则发现, 相较于异

地调任者, 本地调任的官员更重视环境治理, 从而更能改善当地企业的环境表现。
异地交流则对区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 赵忠涛 ( 2019) 发现, 在履新地任期满 5
年的地方官员, 异地交流当年对辖区技术创新有积极的正面影响。

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期效应存在差异。 有研究认为, 省委书记作为党政领导,
掌握更多地方资源和决策权, 其效应应该比省长更为显著。 谭之博和周黎安

(2015) 认为, 省级信贷投放与固定资产投资都随省委书记和省长的任期呈 “倒 U
形” 变化, 转折点在任职第 3 至 4 年左右, 与省长相比, “倒 U 形” 关系对省委

书记更显著。 卞元超和白俊红 (2017) 的研究表明, 省委书记任期对地方政府科

技投入的影响效应呈现出 “正 U 形” 特征, 且最低点出现在省委书记任期的第

4. 05 年, 但省长任期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 也有研究提出, 省委书记在任期内持

续关注社会稳定等目标, 区域社会性指标受其任期影响的程度小于受省长任期的

影响 (Wang
 

&
 

Luo, 2019) 。 在市级层次, 刘佳等 ( 2012) 发现, 市长的任期显

著影响地方土地出让行为, 而市委书记任期的影响则不显著。

3. 企业的异质性

由于企业的政治关联、 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性及对政治不确定性的适应能力存

在差异, 企业类型显著调节了地方官员的任期效应。 显著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国有

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 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之间。 第一, 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

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 这种关联是一把 “双刃剑” 。 一方面, 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

政策信息和资源倾斜, 在土地和融资上具有优势 (干春晖等, 2015) ; 另一方面,
国有企业也需要承担额外的非营利导向的政治性任务。 政治激励对国有企业管理

者的激励程度远大于民营企业, 这导致地方官员任期与五年计划周期交错所造成

的区域政策不确定性, 对国有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 ( 戴静等,
2019) 。 第二, 在面对任期初期因地方官员变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及所造成的政

治风险时, Zhong 等 ( 2019) 的研究发现, 对于天然缺乏本地化政治能力的外资

企业来说, 官员变更加剧了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显著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绩效。

(三)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研究动态

随着干部考核指标的完善和多元化, 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脉络呈现以下

发展趋势: 从关注、 检验任期对经济性绩效指标的影响, 拓展到关注对科技、 社

会等非经济性指标的影响。 早期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的因变量, 主要探讨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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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引发的 “倒 U 形” 关系。 近年来, 研究则更关注地方官员任期对不同性

质的因变量的影响差异。 例如, 吴敏和周黎安 ( 2018) 的研究发现, 市委书记和

市长任期与可视型公共品支出呈现显著的 “倒 U 形” 关系 (峰值在第 3 年) , 但

与非可视型公共品无显著关联。 此外, 过度关注经济性指标可能会对社会、 科技

等非经济性指标产生替代效应。 例如, 李智超等 ( 2023) 的研究发现, 地方政府

的经济发展任务会挤出安全生产领域的绩效。 对区域长期发展来说, 非经济性指

标与经济性指标同样重要。 地方政府官员如何平衡多目标发展, 提升区域治理水

平, 值得进一步探讨。
此外, 已有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在晋升激励和社会资本积累的理论机制

上存在不同的关注焦点, 实证结果也存在差异。 针对已有官员任期效应的差异化,
本文发现, 近期研究更多关注区域、 地方官员以及企业维度上的异质性如何影响

地方官员任期对区域发展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在研究中整合差异化的理论机制,
强化对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边界条件的考察, 有助于弥合已有差异化实证研究的

发现, 帮助进一步地拓展对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理解。
现有文献对地方官员任期产生的多元维度治理效果尚未形成共识。 部分研究

存在基于实证数据进行解读的导向, 而忽视了理论发展与晋升考核中多重复杂因

素的作用。

四、 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一) 政策启示

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研究发现进行归纳,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观。 现有的研究显示, 经济性的指标和社会民生

类的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效应。 要实现均衡的高质量发展, 需对考核指标

进行更科学完善的设计, 引导党政领导干部平衡区域发展的多维目标。
第二, 应尽量避免党政领导干部更替过于频繁的现象。 党政领导干部更替频

繁易导致地方政策缺乏连续性, 不仅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和财政效率损失, 还

会因政治不确定性而抑制企业的投资和创新行为。 因此, 应更大程度发挥法治体

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强化地方政府的服务型角色。
第三, 进一步提升法律和市场化制度质量。 本文发现, 区域制度质量的提升

可以弱化政治不确定性。 党政领导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而正式制度的优

化有利于在官员变更过程中保持地方政策的连续性, 且有利于避免因地方官员任

期增长带来的腐败等负面效应。
未来地方官员任期制度建设应聚焦三重任务, 即均衡区域发展多维目标,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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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目标责任制畅通央地政策传导, 以及强化服务型政府职能定位。

(二) 研究展望

当前关于地方官员任期对宏观区域治理及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已有较为

丰富的成果, 但也存在明确的局限性。 晋升本身涉及政治立场、 品德、 能力、 勤

政、 绩效、 廉洁等多维度综合考量, 现实的复杂性远超当前实证范式下的简化分

析。 在当前的实证范式下, 研究者多用任期去预测区域经济发展等指标, 一定程

度上存在通过数据结果合理化解释的倾向, 缺乏较为正式和严谨的理论模型预测。
随着党政考评和晋升制度的完善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基于经济增长

的晋升激励机制的适用性亟待反思和重新评估。 未来研究可考虑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行拓展。

1. 关注区域和官员的异质性, 探讨多维目标包容性发展的权变条件

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体现新发展的理念, 旨在满足多元需求的发展范式, 要

求地方官员在推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 统筹协调经济增长、 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

等多维目标。 然而, 这些目标既相互关联又存在潜在的冲突。 现有研究虽通过

“河长制” 等案例证实在特定条件下目标协同的可能性 ( 袁方成、 姜煜 威,
2023) , 但仍缺乏对区域差异和官员特征如何影响目标优先顺序的机制的系统解

释。 未来研究可从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互动角度出发, 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

化: 第一, 构建包含经济、 社会、 生态等维度的复合指标体系, 通过数字化手段

动态追踪多目标协同的进展情况; 第二, 结合地方官员任期的阶段性特征, 建立

实践数据与理论模型迭代优化的研究框架, 探索考核指标动态调整的规律; 第三,
重点分析区域和官员的异质性, 揭示多维目标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具体权变条件,
例如在何种资源约束下、 具备哪些特征的官员更易实现治理目标的动态均衡。

2. 关注企业异质性, 构建 “双层代理” 模型探析企业微观行为决策的前因

当前研究多聚焦区域经济层面的宏观指标变量, 对企业行为层面的微观指标

变量关注不足, 且较少考察除产权性质外的企业异质性。 现实中, 市场和政府同

时在发挥作用。 地方政府通过运用土地、 融资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方式扶持企业,
引导企业行为以服务于区域政治绩效目标。 与此同时, 企业配合政府的政策导向,
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 然而, 即使面临相似的制度环境, 企业的行为决策依然

可能存在差异 ( Li
 

&
 

Lu, 2020) 。 未来研究可融合国家治理和公司治理视角, 深

入解析企业战略行为的选择机制。

3. 量化解析不同级别政府官员的任期效应, 重点探讨县级治理议题

中国 5 年一期的 “党代会” 是一个重要的宏观政治周期节点。 与此同时, 省级

官员、 市级官员和县级官员的变更与任期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层次交叠的任期。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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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部分文献集中在省级和市级官员的任期效应 (占华, 2021), 在理论发展中没有

区分两者可能对经济社会以及企业行为产生影响的领域差异。 因此, 未来研究可构

建跨层级的纵向分析模型, 分解不同行政层次的任期效应大小 (马本等, 2022)。
此外, 相对于省级和市级, 对县级官员任期效应的研究明显不足。 随着 “扩

权强县” “省直管县” 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入, 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日益凸显。 县级作为城乡衔接的关键场域, 在推动地方治理和贫困治理等方面扮

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现有研究已初步关注到县级官员变更对贫困治理的影响

(杜娟、 朱旭峰, 2023) ,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索县级官员任期效应对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影响。

4. 拓展研究方法, 深入作用机理的研究

地方官员晋升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一定内生性。 当前研究多局限于理论推

演, 较少通过实证探讨地方官员任期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行为, 以及分析具体的政

策工具与中介机制。 未来研究可采用创新性方法拓展视野。 其一, 未来研究可以

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度挖掘地方官员任期内的政策文本 (如 《政府工

作报告》 等) 和企业行为数据, 精准追踪地方官员任期效应的动态变化与微观作

用机制, 为揭示地方官员行为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提供量化支持。 其二,
未来研究可以采用事件研究法剖析特定政策或地方官员更替事件对企业行为和市

场反应的影响。 以地方官员更替为例, 未来研究可考察更替事件前后企业投资决

策、 市场竞争格局及金融市场的波动变化, 探究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及市场的短

期和长期影响, 厘清地方官员任期变动在不同时间维度上对区域经济主体行为的

作用。 其三, 未来研究可以结合重大外部冲击事件, 对地区政策响应效率和效果

进行编码 (孟庆国等, 2022) , 进而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 fs / QCA) 方法,
系统探究地方官员任期与其他要素的耦合效应及其影响政府治理效能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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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POSIUM: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Efficiency

Forty
 

Year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in
 

China􀆳s
 

Public
 

Services:
 

A
 

Knowledge
 

Graph
 

Analysis
Ning

 

Guo
 

&
 

Xiaoping
 

Jiang……………………………………………………………………………
Abstract　 Equitable

 

and
 

accessible
 

public
 

services
 

serve
 

as
 

a
 

vital
 

hallmark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constitute
 

the
 

social
 

cornerstone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280
 

national-level
 

public
 

service
 

policy
 

documents
 

spanning
 

from
 

1985
 

to
 

2025,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knowledge
 

map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It
 

presents
 

and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s
 

within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having
 

undergone
 

a
 

gradient
 

evolution
 

characterized
 

by
 

“market-oriented
 

transformation”
 

to
 

“exploration
 

of
 

universal
 

benefits”
 

to
 

“ advancement
 

towards
 

equalization”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olicies
 

demonstrate
 

a
 

four-dimensional
 

dynamic
 

pattern:
 

demand
 

progression,
 

value
 

realignment,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innovative
 

experience
 

of
 

public
 

service
 

poli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earch
 

elucidates
 

the
 

inherent
 

logic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public
 

service
 

policie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people􀆳s
 

livelihood
 

security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s;
 

Policy
 

Evolution;
 

Policy
 

Innovation;
 

Knowledge
 

Graph

How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ocial
 

Survey Juan
 

Du,
 

Ziyan
 

Li
 

&
 

Xufeng
 

Zhu………………………………………
Abstract　 As

 

government
 

performance
 

continues
 

to
 

improve,
 

how
 

to
 

further
 

enh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services
 

has
 

become
 

a
 

central
 

concern
 

for
 

both
 

academia
 

and
 

government.
 

A
 

closer
 

examination
 

of
 

government-citizen
 

interactions
 

makes
 

it
 

possible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performance-center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redirecting
 

scholarly
 

attention
 

toward
 

the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in
 

the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as
 

a
 

more
 

effective
 

explanation
 

for
 

citizen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s
 

a
 

core
 

concept,
 

defining
 

it
 

as
 

citizens􀆳
 

composite
 

psychological
 

perception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separation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social
 

identification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We
 

develop
 

and
 

test
 

competing
 

hypothese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influences
 

citizen
 

satisfaction.
 

Drawing
 

on
 

the
 

2019
 

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
 

(CSGS) and
 

manually
 

collected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distance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ater
 

the
 

geographic
 

and
 

temporal
 

dista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higher
 

the
 

public􀆳s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whereas
 

narrowing
 

social
 

distance
 

does
 

not
 

lead
 

to
 

increased
 

citizen
 

satisfaction.
 

Moreover,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affects
 

citizen
 

satisfaction
 

through
 

shaping
 

public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reconstruct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government.
 

Further,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varies
 

with
 

citizens􀆳
 

political
 

identity.
 

This
 

study
 

offers
 

decision-makers
 

a
 

novel
 

perspective
 

on
 

the
 

sources
 

of
 

citizen
 

satisfa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supports
 

more
 

precise
 

and
 

responsive
 

publ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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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Government-Citizen
 

Distance;
 

Citizen
 

Satisfaction;
 

Cognitive
 

Restructuring;
 

Citizen
 

Expectations

How
 

Do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fluence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Yabin

 

Du
 

&
 

Liang
 

M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government
 

presents
 

both
 

new
 

chances
 

and
 

challenges
 

for
 

social
 

equity.
 

There
 

are
 

still
 

compet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a
 

lack
 

of
 

empirical
 

stud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equity.
 

Using
 

three
 

waves
 

of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data
 

combined
 

with
 

provincial-level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how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influences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experienc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dual
 

digital
 

divid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First,
 

provincial-level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exerts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with
 

service
 

accessibility
 

and
 

service
 

effectiveness
 

playing
 

crucial
 

roles,
 

while
 

the
 

process
 

of
 

service
 

handling
 

shows
 

no
 

significant
 

effect.
 

Second,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
 

capacity
 

promotes
 

citizens􀆳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rough
 

improving
 

their
 

perceptions
 

of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including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perception
 

of
 

procedural
 

fairness,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and
 

percep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
 

Third,
 

while
 

the
 

digital
 

access
 

divide
 

does
 

not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
 

digital
 

usage
 

divide
 

induced
 

by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age
 

differences
 

leads
 

to
 

the
 

varying
 

impact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on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preliminary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ositive
 

role
 

of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in
 

promot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social
 

equity,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and
 

contingent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Key

 

Words　 Online
 

Government
 

Services;
 

Digital
 

Government;
 

Social
 

Equity;
 

Citizen-Government
 

Interaction;
 

Digital
 

Divide

●ARTICLES
Strategy

 

Types
 

and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Policy
 

Redesign:
 

A
 

Process-Tracing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Fertility
 

Policy Xiaoou
 

Man
 

&
 

Yang
 

Yang…………………………………………
Abstract　 Policy

 

design
 

is
 

a
 

specific
 

form
 

of
 

policymaking
 

that
 

shap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outcomes.
 

Combining
 

the
 

dual
 

attributes
 

of
 

a
 

rational-technical
 

instrument
 

and
 

a
 

value-oriented
 

pursuit,
 

it
 

serves
 

as
 

a
 

key
 

link
 

between
 

policy
 

intentions
 

and
 

policy
 

practice.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policy
 

design
 

elements
 

at
 

specific
 

points
 

in
 

time,
 

rather
 

than
 

treating
 

policy
 

design
 

as
 

an
 

integrated
 

whole
 

and
 

examining,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its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ver
 

time.
 

To
 

address
 

this
 

gap,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policy
 

redesign
 

and
 

focuses
 

on
 

the
 

robustness
 

that
 

policy
 

design
 

exhibits
 

in
 

the
 

course
 

of
 

adjustment.
 

Based
 

on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entered
 

on
 

intervention
 

targets
 

and
 

ac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identifies
 

four
 

strategic
 

types
 

of
 

policy
 

redesign:
 

static
 

substantive
 

redesign,
 

static
 

procedural
 

redesign,
 

dynamic
 

substantive
 

redesign,
 

and
 

dynamic
 

procedural
 

redesign.
 

It
 

further
 

constructs
 

a
 

four-stage
 

mechanism
 

consisting
 

of
 

issue
 

context,
 

goal
 

iteration,
 

tool
 

adaptation,
 

and
 

policy
 

feedback
 

to
 

explain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policy
 

redesign
 

strategies.
 

The
 

study
 

not
 

only
 

responds,
 

at
 

a
 

theoretical
 

level,
 

to
 

the
 

classic
 

question
 

of
 

how
 

policy
 

design
 

evolves,
 

but
 

also
 

reveals,
 

at
 

a
 

practical
 

level,
 

how
 

policy
 

redesign
 

is
 

realized
 

through
 

adaptation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and
 

timely
 

adjustment.
 

Future
 

policy
 

design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transition
 

from
 

static
 

robustness
 

to
 

dynamic
 

adaptation,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policy
 

adap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Key

 

Words　 Policy
 

Redesign;
 

Strategy
 

Type;
 

Policy
 

Change;
 

Process
 

Tr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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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Cognition
 

and
 

Endors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Qixing

 

Mo
 

&
 

Zijie
 

Shao…………………………………………………………………………………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public
 

policy
 

in
 

the
 

modern
 

political
 

ecosystem
 

increasingly
 

relies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with
 

policy
 

narratives
 

serving
 

as
 

a
 

key
 

guiding
 

tool.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narratives
 

influence
 

policy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particularl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rrative
 

frames
 

and
 

an
 

audience􀆳s
 

prior
 

knowledge.
 

This
 

study
 

combines
 

an
 

electroencephalography
 

experiment
 

wit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mploying
 

a
 

2
 

( episodic
 

vs.
 

thematic
 

narrative
 

frame) × 2 ( high
 

vs.
 

low
 

policy
 

familiarity) within-subjects
 

design
 

( N = 60) to
 

disentangle
 

the
 

effects
 

of
 

policy
 

narratives
 

at
 

both
 

physiological
 

and
 

subjective
 

levels.
 

Our
 

core
 

finding
 

reveals
 

a
 

stark
 

dissociation
 

between
 

physiological
 

and
 

attitudinal
 

outcomes.
 

At
 

the
 

physiological
 

level,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episodic
 

frames,
 

focusing
 

on
 

individual
 

stories,
 

induced
 

stronger
 

neural
 

activity
 

than
 

thematic
 

frames
 

presenting
 

macro-data.
 

At
 

the
 

attitudinal
 

level,
 

however,
 

this
 

neural
 

advantage
 

vanished.
 

The
 

narrative
 

frame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inal
 

policy
 

acceptance
 

or
 

information
 

memory,
 

while
 

prior
 

policy
 

familiarity
 

emerged
 

as
 

the
 

sole
 

determinant
 

of
 

these
 

outcomes.
 

We
 

further
 

found
 

that
 

watching
 

policy
 

news
 

in
 

an
 

official
 

media
 

format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articipants􀆳
 

overall
 

emotional
 

arousal.
 

We
 

thus
 

propose
 

a
 

“ trigger ”
 

hypothesis
 

to
 

explain
 

this
 

paradox:
 

in
 

the
 

low-arousal
 

context
 

created
 

by
 

official
 

media,
 

policy
 

narratives
 

fail
 

to
 

facilitate
 

deep
 

cognitive
 

processing,
 

instead
 

merely
 

activating
 

audiences􀆳
 

preconceived
 

judgments
 

based
 

on
 

prior
 

experience,
 

cognitive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arousal
 

in
 

moderating
 

narrative
 

effectiveness
 

and
 

offer
 

new
 

insights
 

into
 

the
 

applicability
 

boundaries
 

of
 

the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hypothesis
 

within
 

the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Key

 

Words　 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Policy
 

Narrative; Policy
 

Identity; EEG
 

Experiment; Survey
 

Experiment

“ Party-led
 

Collaboration”:
 

The
 

Cooperation
 

Mode
 

and
 

Organization
 

Mechanism
 

of
 

Mega
 

Projects
 

under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Party
 

Building Zheng
 

Wang…………………………………………………………
Abstract　 Collaboration

 

is
 

a
 

wicked
 

problem
 

for
 

any
 

modern
 

organization.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hina
 

to
 

improve
 

social
 

livelihood
 

and
 

promo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mega
 

projects
 

posses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ystematic
 

nature
 

of
 

tasks,
 

strong
 

time
 

constraints,
 

and
 

cross-institutional
 

nature
 

of
 

tasks,
 

and
 

require
 

a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model
 

to
 

be
 

implemented.
 

Based
 

on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party
 

building,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initiated,
 

established,
 

and
 

operated
 

by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innovativ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party
 

are
 

constructed
 

and
 

us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major
 

projects.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has
 

realized
 

the
 

adjustment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the
 

upgrading
 

of
 

departmental
 

task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trong
 

incentive
 

correlation
 

based
 

on
 

the
 

status
 

of
 

party
 

members,
 

thereb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ga
 

projects
 

in
 

a
 

highly
 

connected
 

collaborative
 

form.
 

As
 

a
 

framework
 

model
 

for
 

cross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Party-led
 

Collaboration”
 

is
 

not
 

a
 

simple
 

replacement
 

for
 

internal
 

collaboration
 

models
 

such
 

as
 

work
 

teams
 

and
 

leadership
 

groups,
 

but
 

rather
 

a
 

supplement
 

and
 

modification
 

to
 

address
 

major
 

cross
 

institutional
 

tasks
 

that
 

are
 

beyond
 

the
 

scope
 

of
 

internal
 

collaboration.
 

On
 

the
 

one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at
 

the
 

meso-level
 

for
 

“ how
 

to
 

effectively
 

govern
 

mega
 

projects”,
 

forming
 

the
 

meso-level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China􀆳s
 

good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high-level
 

promotion
 

to
 

complete
 

unconventional
 

tasks;
 

On
 

the
 

other
 

hand,
 

“Party-led
 

Collaboration”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
 

and
 

“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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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which
 

helps
 

to
 

clarify
 

the
 

major
 

proposition
 

of
 

“how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Key

 

Words　 Party-led
 

Collaboration;
 

Mega
 

Projects;
 

Unconventional
 

Task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Building
 

Governance
 

Communities
 

on
 

Commercial
 

Streets:
 

Expand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Beyond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Limei
 

Gu
 

&
 

Yuquan
 

Li………………………………………………………
Abstract　 Urban

 

commercial
 

streets
 

have
 

become
 

as
 

vital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as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yet
 

face
 

a
 

key
 

challenge:
 

transforming
 

competing
 

merchants
 

into
 

collaborative
 

collectives.
 

Examining
 

Shanghai􀆳s
 

C
 

Street
 

Council
 

through
 

a
 

“one
 

chain,
 

two
 

loops”
 

framework
 

based
 

on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how
 

such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built.
 

The
 

“ identity-
situation”

 

loop
 

cultivates
 

street
 

identity
 

through
 

role-shaping
 

and
 

strengthens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via
 

spatial
 

design
 

and
 

co-presence.
 

The
 

“ issue-emotion”
 

loop
 

channels
 

governance
 

energy
 

by
 

focusing
 

on
 

shared
 

concerns
 

and
 

build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Through
 

role-reshaping
 

activation,
 

cyclical
 

momentum
 

injection,
 

and
 

institutional
 

safeguarding,
 

the
 

Street
 

Council
 

balances
 

market
 

logic
 

with
 

public
 

values,
 

demonstrating
 

a
 

local
 

pathway
 

from
 

fragmentation
 

to
 

integration,
 

from
 

transactional
 

ties
 

to
 

emotional
 

bonds.
Key

 

Words　 Commercial
 

Street
 

Governance
 

Community;
 

Grassroots
 

Governance
 

Community;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Urban
 

Governance

How
 

to
 

Resolv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A
 

Case
 

Study
 

of
 

Housing
 

Expropriation
 

Events Bin
 

Lin
 

&
 

Hong
 

Wen……………………………………………………………
Abstract　 The

 

compensation
 

for
 

demolition
 

and
 

expropriation
 

is
 

facing
 

difficulties
 

in
 

redistributing
 

benefits,
 

which
 

has
 

become
 

a
 

microcosm
 

of
 

the
 

“Wicked
 

Problem”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differs
 

from
 

the
 

explanation
 

of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power
 

and
 

interest
 

ga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ate
 

and
 

society,
 

but
 

proposes
 

a
 

new
 

explanation
 

of
 

“combined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xecution.
 

Deeply
 

describ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promoting
 

housing
 

expropriation
 

and
 

compensation
 

work
 

around
 

the
 

most
 

iconic
 

demolition
 

event
 

in
 

Chin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grassroot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dopt
 

a
 

variety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combining
 

standardized
 

execution,
 

dynamic
 

governance,
 

and
 

creative
 

execution
 

to
 

solve
 

“Wicked
 

Problem”
 

in
 

a
 

phased
 

and
 

targeted
 

manner.
 

Behind
 

this
 

is
 

actually
 

the
 

government
 

redirect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issues
 

to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shaping
 

rigid
 

rules
 

for
 

the
 

public,
 

and
 

releasing
 

limited
 

flexibility
 

in
 

internal
 

opera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order
 

to
 

flexibly
 

adapt
 

to
 

changes
 

in
 

group
 

structure
 

and
 

interest
 

pattern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combination
 

ope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which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ddressing
 

“Wicked
 

Problem”
 

under
 

normative
 

constraints
 

and
 

enriches
 

the
 

exploration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ory
 

in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is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optimizing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policie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implementation
 

system.
Key

 

Words　 Policy
 

Implement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Wicked
 

Problem;
 

Housing
 

Expropriation;
 

Combination
 

Operation

Can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Qiaolan
 

Liu,
 

Fei
 

Luo
 

&
 

Conghu
 

Wang……………………………………………………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pos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regulatory
 

systems.
 

Authorities
 

must
 

advance
 

contin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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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regulatory
 

reforms
 

in
 

response
 

to
 

evolving
 

external
 

conditions.
 

However,
 

critical
 

questions
 

remain
 

empirically
 

untested:
 

whether
 

the
 

contingency
 

reform
 

of
 

the
 

regulatory
 

system
 

can
 

enhance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how
 

do
 

its
 

adaptive
 

features
 

correlate
 

with
 

reform
 

effects.
 

This
 

study
 

leverages
 

unified
 

regulatory
 

reform—an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to
 

centralized
 

public
 

resource
 

trading—as
 

an
 

analytical
 

foundation.
 

Focusing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s
 

most
 

market-oriented,
 

resource-intensive,
 

and
 

reform-progressive
 

region
 

of
 

regulatory
 

systems
 

for
 

public
 

resource
 

allocation ),
 

we
 

employ
 

a
 

quasi-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empirically
 

examine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findings
 

include:
 

(1) Unified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corruption,
 

reducing
 

annual
 

duty-related
 

crimes
 

by
 

approximately
 

4
 

cases
 

per
 

10,000
 

public
 

officials;
 

(2) Moreover,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areas
 

with
 

a
 

higher
 

initial
 

level
 

of
 

corruption;
 

(3) When
 

unified
 

regulation
 

covers
 

two
 

types
 

of
 

projects,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prevention
 

reaches
 

its
 

peak;
 

(4) Unified
 

regulation
 

of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achieved
 

through
 

the
 

administrative
 

transfer
 

method
 

has
 

a
 

more
 

significant
 

corruption
 

prevention
 

effect
 

than
 

that
 

achieved
 

through
 

the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zation
 

method.
 

Theoretically,
 

this
 

study
 

advances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on
 

aligning
 

regulatory
 

systems
 

with
 

contextual
 

demands.
 

Empirically,
 

it
 

provides
 

the
 

first
 

systematic
 

evidence
 

of
 

whether
 

unified
 

regulation
 

prevents
 

corrup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offering
 

actionable
 

insights
 

for
 

regulatory
 

transformation
 

in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Key

 

Words　
 

Public
 

Resource
 

Trading;
 

Unified
 

Regulation;
 

Policy
 

Evaluation;
 

Corruption

●THEORETICAL
 

REVIEWS
Th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spects
Can

 

Li
 

&
 

Yujie
 

W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e
 

governanc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influence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firm
 

behavior
 

based
 

on
 

research
 

on
 

such
 

impacts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Drawing
 

on
 

252
 

relevant
 

studies,
 

we
 

find
 

that
 

research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reflects
 

the
 

refinement
 

and
 

evolution
 

of
 

assessment
 

and
 

appointment
 

systems
 

for
 

Party
 

and
 

government
 

leading
 

cadr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progressively
 

expanded
 

from
 

singular
 

regional
 

economic
 

indicators
 

to
 

encompass
 

diversified
 

metrics
 

such
 

as
 

regional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micro-level
 

behaviors
 

of
 

entities
 

like
 

firms—including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
 

affects
 

the
 

promotion
 

incentives
 

and
 

social
 

capital
 

available
 

to
 

them,
 

which
 

in
 

turn
 

shapes
 

their
 

attention
 

allocation
 

across
 

multiple
 

goal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ance.
 

Meanwhil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attributes
 

of
 

officials,
 

and
 

firm-specific
 

traits
 

potentially
 

moderate
 

the
 

actual
 

governance
 

effects
 

of
 

local
 

officials􀆳
 

tenur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goals
 

during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leverage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in-depth
 

mining
 

of
 

data
 

on
 

local
 

officials􀆳
 

tenures
 

and
 

firm
 

behaviors,
 

decompose
 

governance
 

effects
 

across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rinsic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local
 

officials􀆳
 

tenure
 

exerts
 

its
 

influence.
Key

 

Words　 Local
 

Officials􀆳
 

Tenure;
 

Governance
 

Effects;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m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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